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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第一部分　政党意识形态与战后

第一章　“新社会主义模式”与战后共识

二战后，英国进入一个和平的发展时期，迄今为止，和平的发展状态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掌英国政权，这是英国政坛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政党，也是分属左右两翼、政治立场差异十分明显的两个党。两党各自有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方案，在轮流执政的过程中，两党各自展开实验，将本党的改造蓝图付诸于实践。在执政实践过程中，两党取得过成功，也有过失败，针对失败，两党均展现出重新审查治理方案，重新寻找和吸收新的、具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要素的能力。两党意识形态的演变以及各自的执政实践主导了战后英国政治的变迁，对战后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5年7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393席，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出任英国首相，负责组建政府。工党战胜了因领导二战胜利而享有巨大威望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领导的保守党，表明英国社会的政治风向发生明显改变。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二战的爆发、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使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社会期待变革。工党的胜选表明，民众愿意给予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党一个机会，使其实现改造社会的蓝图，改变资本主义的面目，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第一节　工党右翼与“新社会主义模式”

1945年的胜选，对工党意义深远，对整个英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自1900年成立以来，工党曾在自由党支持下于1924年、1929—1931年组建过两次少数党政府，因在议会中处于少数党地位，且执政时间短暂，因此，工党未能将其主张充分付诸实践。1945年大选后，工党组建了其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多数党政府。“工党的胜利具有历史意义：在此前的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在不受自由党（如1924年以及1929—1931年间的情况）或联盟政府（如战争期间的情况）约束的条件下进行统治。如果不把没有什么重要性的挪威算在内的话，社会主义政党占据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而执政的情况，在欧洲历史上尚属首次。”（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后来的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曾评价说：“1945年有着双重的重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工党第一次在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这两件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工党压倒性的胜利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党比保守党更能代表饱经战乱的英国的希望。工党的理想与英国人民一直为之奋斗的理想产生了共鸣。工党成为全民族的代言人。”（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多数党的地位为工党实施改造社会的方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工党起源于英国的劳工运动，以劳工群体为其支持基础，致力于为劳工群体的利益代言。在1900年成立之初，工党受到工联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影响，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工党主流的意识形态，基尔特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工团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欧文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对工党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流派是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得名于1884年组建的费边社，工党是由多个机构联合创建而成，其中一个机构即是费边社，这是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其提出的思想被称为费边社会主义，对工党影响深远。费边社会主义持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观，它揭露和批评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但反对激进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渐进的改良，反对对现有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秩序进行全盘的激进变革，它希望通过议会民主和宪政的道路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费边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色彩极为浓厚，因此，工党成立之初便深受改良主义的影响。

工党作为社会主义性质政党的标志是1918年制定的党章，党章第四条即是著名的“公有制条款”，条款内容如下：“在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资料的公有制基础之上，以及在公众对每项工业或服务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的最佳制度的基础之上，使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获得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并实行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注：Tudor Jones，Remaking the Labor Party，From Gaitskell to Blair，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6，p.4.）把“公有制”条款写入党章，这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疑是向外界公开宣称，工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以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新的更加公正的社会制度为己任。

同年，工党又颁布了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工党和新社会秩序》，这份声明奠定了工党未来三十年政策的基础。工党在声明中明确表明，它要实行四项基本原则：第一项原则是“国民最低标准”，就是以最低工资、最低劳动条件和四十八小时的最大工作周等条件来实现充分就业的一项全面性政策。第二项原则是“工业的民主监督”，此项原则强调工业国有化的必要性。第三项原则是“国家财政革命”，也就是用对高收入者征收重税来补贴社会服务事业。第四项原则是“用于公共利益的余额”，即国家财富的积余必须尽可能用于扩大全体人民享受教育与文化的机会。（注：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制造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7—48页。）克莱门特·艾德礼把这个纲领称为“是一个充满信仰和热情的宣言……是一个毫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者的文件”（注：克莱门特·艾德礼：《工党的展望》，吴德芬、赵鸣歧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页。）。引人瞩目的是，工党在纲领中把国有化作为实现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国有化、公有制成为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的象征。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届英国大选中，工党在竞选宣言中明确宣称：“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并以此为骄傲。工党最终的国内目标是建立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共同体。”（注：Lain Dale（ed），Labo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97，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0，pp.54—56.）

不过，就如何理解党章和党纲，尤其是党章第四条公有制的思想，工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贯穿着工党发展的绝大多数时期，它主导了党内斗争的方向，是划分党内左右两翼的根源性问题。左翼对此问题的理解是，政党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彻底变革，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是不公正、不人道的，它无法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及对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而不是改良，只有彻底改变劳资关系，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彻底消灭各种危机和弊端。左翼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消灭资本主义本身作为目标。右翼则把国有化和公有制作为改良资本主义、提高经济效率、使资本主义更具人性化的手段，认为应以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渐进地对其进行改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变过程，是新的社会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发展壮大的结果。

追本溯源，上述分歧产生的根源与工党成立之时组织结构的联合性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性有关。工党在创建之初即是一个联合性的结构，工会、费边社、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这些联合伙伴各自均有利益诉求和追求目标，虽然大方向都是代表劳工群体的利益，但其中的倾向性却有不同，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及改造方案也不同，有的多改良主义色彩，有的则多激进主义色彩。这些传统的存在影响了党内政治，在温和的改良还是激进的革命的争论中，左右两大派别逐渐形成。因此，尽管工党在党章和党纲中对工党的奋斗目标有过明确的文字表述，但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左右两翼的分歧和争论从未消失过，这些分歧和争论在战后工党的执政实践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它影响了政党执政活动的开展，而且，也使工党在某些时期的施政举措呈现出与其理论主张相脱节的现象，同时，它也是导致工党组织发生分裂的直接动因。

在左右两翼的争论中，所有制问题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它是争论的核心。在所有制问题上，右翼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一定要完全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结构，可以通过实行一种混合经济，通过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大规模干预，解决私有制产生的弊端。例如，右翼著名的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认为，社会主义与生产资料公有制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他不否认所有制的影响，但他认为，所有制发挥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它并不比其他因素如工业的管理机构、就业水平、工会的实力、社会总趋势，尤其是政治制度更加重要”（注：A.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London，Jonathan，Cape，1956，p.75.）。

在右翼对所有制理论的修正过程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思想为他们提供了经济理论支持。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对西方世界影响极大。凯恩斯提出了需求管理理论，认为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发调节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政府可运用宏观调控经济的手段来调整总需求，其中，政府可通过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扩大公共开支来增加投资、刺激需求、恢复经济活力、创造就业、增加国民收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的核心就是赤字财政政策，通过政府大量的开支来干涉经济运行，因此，政府显然要扮演一个大规模干涉主义者的角色，要对经济进行计划，并通过征税、支出等政策来操纵市场需求。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一些弊端，但认为通过国家的干预，可以在不否定资本主义本身的情况下清除这些弊端。工党右翼吸收了这一理论，克罗斯兰曾说：“资本主义容易引起的种种弊端（不平等、失业和经济不稳定），可以通过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得以克服，从而使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成为多余……一个正确规范的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市场体制，是能够实现使社会主义者感到满意的大部分目标的。”（注：Eric Shaw，The Labor Party since 1979：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4，pp.2—3.）

右翼不再把改变所有制结构作为目标，公有制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而不再是目的，取而代之，右翼在经济领域的目标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管理，通过国家对经济大规模的计划和干预，消灭私有制带来的消极影响，使资本主义更具有人性化。在社会领域，右翼希望通过运用国家的力量干预社会领域，通过福利国家建设，打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建立福利国家、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平等社会成了右翼追求的目标。对于右翼提出的这一“新社会主义”治理模式，克罗斯兰将其特征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一）自由的民主制，（二）混合经济，（三）发达的福利国家，（四）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五）社会平等的概念。”（注：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页。）

对工党右翼对传统思想所做的修正，工党史学家都铎·琼斯（Tudor Jones）做了概括，他认为，“作为思想的实体，修正主义涉及对工党思想内被广泛接受的正统理论的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两个方面的背离。首先，它拒绝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即社会主义应该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来确认。因此，它拒绝接受1918年之后的理论上的承诺，即将扩大公有制作为实现所有重要社会主义目标的必要条件。其次，使用诸如个人自由、社会福利、特别是社会平等等表达价值与理想的词汇，修正主义代表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伦理重述。修正主义鲜明的特性并不在于它本身对伦理的强调，而是在于坚持认为这些理想的目标可以用适当的财政和社会政策、不采取大规模的公有制扩张并在市场导向的混合经济框架内来加以追求。而且，从这一点来看，在修正主义眼里，公有制只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和理想的众多有效的政策手段中的一种而已。自然，它不能被认为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奠基石”（注：Tudor Jones，“Labour’s Constitution and Public Ownership：From Old Clause IV to New Clause IV，”in Brian Brivati and Richard Heffernan eds.，The Labour Party：A Centenary History，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p.301—302.转引自张志洲：《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142页。）。在放弃了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之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克罗斯兰总结说，社会主义并没有精确的含义。社会主义学说的惟一共同特征是它们的道德内容。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社会合作、普遍福利以及平等的思想——由谴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和不公而同时产生的思想”（注：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在党内左右两翼的争论中，右翼占据了上风。在战后第一次大选的前一年即1944年，领袖艾德礼在工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只要工党在战后上台执政，就将采取混合经济模式。（注：K.Harris，Attlee，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2，p.534.转引自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1945年工党执政后，右翼开始将其主张付诸执政实践。在国有化方面，“从1945年到1951年间，作为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艾德礼政府先后对一大批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工业，包括英格兰银行、大东电报局、国内航空、煤炭工业、电力及铁路部门（1947年）、煤气（1948年）和钢铁工业（1951年）等实行了国有化。这是战后英国的第一次国有化浪潮”（注：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在社会福利方面，艾德礼政府以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age）于1942年制定的《社会保险与统筹服务报告》为基础，着手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政府相继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救济法》以及《国民工伤补助法案》等法，这一系列重要法案的颁布和实施，奠定了英国战后社会福利政策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建立了国民医疗保健服务体系，这是工党政府所实施的核心的社会福利政策。到1948年，艾德礼宣称工党已经建成了福利国家。在实现充分就业方面，政府运用凯恩斯扩大政府开支的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维持充分就业。

在工党1945—1950年以及1950—1951年这短短两届政府执政期间，英国面貌发生大变化。对于上述工党政府的政绩，后来的工党领袖布莱尔给予很高评价，他说，1945—1951年的工党政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和平时期的政府……它的目标是宏大的：人人就业、像样的住房、合适的医疗和教育服务”（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它“不仅允诺了变革，而且实现了变革，把理想和现实均衡地结合起来”（注：同上书，第16—17页。）。他还具体总结了战后工党政府的成就：工党设计了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积极的过渡，没有出现大量的失业和地区性的萧条；工党实施了贝弗里奇报告……建立了普遍的国民保险制度以解决疾病、失业、退休等问题，以当时令世人羡慕的福利制度来资助孩子们和家庭；工党在它当选三年后建立了国民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工党政府表明社会主义是为了消除不平等：不是要打击出类拔萃之辈，而是把机会分给每一个人；在对外关系上，工党也作出了贡献……”（注：同上书，第16—17页。）

福利国家建设是艾德礼政府的执政重点之一，它奠定了之后数十年英国福利政策的基础。通过运用国家的力量经由制度性的安排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工党缩小了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推进了平等，从整体上改变了英国社会的面貌，这是它取得的最大成就，影响深远。国有化是艾德礼政府的另一执政重点，经过这一轮国有化浪潮，国有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的比重达到了20%。不过，工党政府并未对英国经济实行全面的国有化，绝大部分工业和金融业仍是私有制，英国的经济模式属于一种混合型经济模式。

显然，工党实行的施政举措与传统的主张相比，向后退了一步。自1918年制定党章之后，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就成为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的象征。但是，工党在有机会执政之后，并未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而是对其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一种混合经济的替代学说，进行了有限的国有化运动。很明显，政党的立场出现了右倾。混合经济、发达的福利国家和凯恩斯的经济和财政政策逐渐成为工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表明工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发生了某些本质的变化，工党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一种温和的主张国家干预的社会民主主义。

在工党出现右倾的同时，保守党则出现左倾倾向。传统上，保守党是一个倡导私有制、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资产阶级政党，但在1945年大选中，保守党以此政纲参选遭到英国选民的拒绝，选民愿意接受工党改造社会的方案，表明英国政治风向已经发生变化。“这次失败被保守党解读为是选民拒绝接受保守党战前的统治方式，保守党很快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选举环境，这种对逆境采取实用主义的反应是保守党悠久的传统。”（注：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实际上，在大选之前，党内以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ian）、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为代表的保守党人已开始出现左倾倾向，他们放弃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认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干预。例如，麦克米伦提出走中间道路的理论，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国家经济计划的领域，我们将在适合私营企业的领域和实施所有权及控制权的领域之间保持一种明智的平衡……政府将追随民族特性，即走一条中间道路，既避免自由放任的极端，也避免为了其自身的缘故实施集体主义控制的极端”（注：A.Horne，Macmillan 1897—1956，London：Macmillan，1990，pp.193—292.转引自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1946年，在巴特勒主持下，保守党出台了《工业宪章》，这是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在经济领域的纲领性文件，文件的核心就是肯定了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工业宪章》承诺：“为了效率、充分就业和社会安定，现代保守主义坚持对经济的运行施加有力的中央指导。”（注：R.Blake，The Conservative Party from Peel to Thatcher，London：Methuen，1985，p.259.转引自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保守党于1951年上台后，对工党以政府干预为主要特征，以混合经济、充分就业、福利国家为主要内容的施政政策，基本继承下来。在保守党温斯顿·丘吉尔（1951—1955）、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955—1957）、哈罗德·麦克米伦（1957—1963）以及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1970—1974）执政期间，保守党内的左翼占据了主导地位，对工党的各项施政措施基本接受，除了将钢铁和公路运输重新私有化之外，工党国有化的政策基本未被触动；除了在医疗保健等政策领域做了一些小调整之外，对工党奠定的福利国家结构未做大的变动。在经济领域，运用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调控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从1948年到1970年间，英国年平均失业率从未超过3%。（注：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两党虽然在大的政策导向方面存在一致，但涉及具体政策，仍有很多差异，例如，在国家发挥作用的边界、社会福利的范围和程度、税收的水平等问题上，两党的观点和做法有不同。保守党的高层人物巴特勒对此曾评论说：“我们都说着凯恩斯主义的语言，但是，我们用的是不同的语调和不同的声音，持续的差异是任何共识政治的一大表现。”（注：Richard Heffernan，New Labor and Thatcherism：Political Change in Britain，Basingstoke Hampshire：Macmillan Press Ltd.，2001，p.154.）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甚至否认两党之间存在共识。因此，保守党政府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执政时继承了工党的治理框架，但认为工党已经走得够远，不能再往前走了。同时，两党内部均有对共识持反对意见的力量，工党内的左翼对政党的右转持批评态度，同样，保守党内的右翼也反对政党的左转，党内要求放松管制、削减福利、重新私有化的声音也从未断绝。

这样，作为战后以来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工党向右倾，保守党向左倾。“保守党1951年上台后，其财政大臣拉博·巴特勒的执政措施与此前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的做法非常相似，以至英国出现了‘巴茨克尔主义’一词，来描绘在处理经济事务中两党出现的新共识。”（注：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对于两党形成的上述共识状态，布莱尔曾评论说：“我们1945年的胜利迫使保守党调整和改变自己，接受了福利社会和混合经济的主要内容。1945年政府建设了一个持久的战后局面，迫使保守党接受了我们的立场。历史学家彼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的：到50年代，‘1945年的大部分政策都不再激进和有争议；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已成为两个党为了调整而不是为了替换而竞争。’”（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保守党的最大变化在于肯定了混合经济以及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实施干预的重要性，工党的最大变化则是不再把建立公有制作为奋斗目标，而是通过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发展，通过建立福利国家来实现社会平等。凯恩斯的经济管理理论被两党接受，“凯恩斯在战后之所以被广泛接受，主要源于以下事实：对社民党人来说，他代表着为社会目标来调控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对温和的保守党人而言，他是资本主义能够存在下去，能够获得广泛社会共识的保证。”（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281页。）两党在最重要的混合经济和国家干预问题上达成一致，“双方都在走中间道路，双方都不再认为国家与市场、工人与资本家、私人企业与公有制、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存在着对立。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不管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多大的分歧，工党与保守党都在不同程度上‘修正’了各自的意识形态，摒弃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观点”（注：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国家干预主义在二战后兴起的直接起因是20世纪30年代蔓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这场根源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大危机深刻暴露出自由放任主义的弊端，它推动欧洲国家普遍左转，美国则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领导下实行“新政”，同样是通过国家干预来刺激发展，推动经济走出萧条，实现复苏。国家干预、中央计划似乎在二战后成为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共同的潮流，正如著名经济观察家E.德班在1949年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现在全都是计划者……自从大战以来，对自由经济的普遍信仰，已经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迅速瓦解了。”（注：E.F.M.Durban，Problem of Economic Planning，London：Routledge，1949，p.41，转引自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黄平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除了在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出现共识外，在政治领域，两党也都认同英国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赞成运用各阶级合作主义的方式，以一种协商妥协的政治风格解决问题，工会被赋予权力，成为与资方合法的合作者。对于两党所形成的共识，英国学者莫舍·摩尔（Moshe Maor）曾将之概括为：（1）政府在执行总体经济政策以确保充分就业时的广泛角色；（2）适当‘混合’公私资源之所有权的共识；（3）根据客观需要而来的福利保证供应量；（4）继续支援传统的宪政特色如选举制度、国会主权以及内阁制下部会首长集体和个别的责任等。工党和保守党也承认把地区性利益集团，如工会，整合到决策过程中的必要性。（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38—239页。）

对两党战后在治理模式上的相似，有研究者总结了其历史渊源，认为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9年至1945年的战争期间以及战前，当时萧条的经济与骤升的失业率突显出自由放任式社会和经济政策（即坚持政府干涉应降至最少或完全消失的主张）的缺点……对德及其党羽的六年战争让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并使人们渴望一个新的开始；始于1940年至1945年间运作的联合政府，助长工党和保守党在社会与智识上的联系；政府成功地严格控制住战时经济，为计划经济提供了支援基础；政府与工会热忱的合作是战时统治成功的关键，因而促使英国大众强烈要求两者应举行定期的战后咨询……1942年《社会保险与统筹服务报告》公布后，全国民众对社会服务的未来发展已建立共识”（注：同上书，第237—238页。）。在上述各种因素的联合推动之下，战后第一次“共识政治”局面终于形成。


第二节　共识政治的运行及其困境

这样，工党于二战后在有机会执政之后，并没有将传统理论付诸实践，对资本主义采取激进的制度替代战略，而是对传统理论进行了修正，采纳了一种渐进改良的方针，在当时截然对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选项之间，采取了一条“第三条道路”。这一道路以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充分就业为主要内容，以凯恩斯国家干预和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柱，以社会平等为目标。领袖艾德礼认为，工党已经找到一种“新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个人自由与中央计划、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

事实上，不仅英国工党，从大范围来看，西欧国家的很多左翼政党社会党也逐渐采纳了这种“新社会主义模式”。在二战结束之初，尽管对经济中的主要部分进行国有化的思想在西欧社会党内仍拥有相当大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在1945年，整个经济的国有化并没有出现在任何西欧国家的议程中。在那些左翼力量较小的国家中，左翼不可能说服其勉为其难的联盟伙伴遵循这一激进道路。而在如英国和北欧等左翼力量强大的国家里，也没有令人瞩目的少数人——更不必说多数人——提出实现这一辉煌目标的具体计划”（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很多左翼政党已逐渐对在革命或制度意义上变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产生了质疑，它们逐渐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改革，建立一个更加人道、更加公平的社会更为切实可行。但是，社会主义者要进行社会改革，建立人道的、公平的社会，需要资金支持，“那在缺乏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的条件下，社会改革所需要的资金必须依靠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来提供。因此，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为了偿付社会福利所需资金，必须尽可能地使市场富于效率；而为了遵循‘社会主义’政策，实质上必须支持资本主义。如果不能取消私有部门——至少在最近的将来——那么就必须鼓励其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鼓励其成为有效率的资源分配者，以便为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注：同上书，第176页。）。

因此，“在实践中，1945年所有西欧政府的共同目标，是创造富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注：同上书，第177页。），其中，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缺乏生存能力以及效率低下的私有部门进行国有化以及对那些最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如银行或电力工业）进行国有化，以确保其他私营部门沿着既能保证经济利益又能满足社会期望的道路前进，成为创造富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手段。（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这样，左翼政党内的右派将国有化作为解决私有制的弊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高效以及健康发展的一种途径，国有化变成了手段而不再是目标。有学者因此评论说：“国有化，这一左翼支持的政策，远不是一项独特的社会主义政策。大量的证据支持国有化的发生具有许多原因的观点，例如为了现代化，为了实现合理化，为了计划化，为了惩罚纳粹的合作者（法国），为了阻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奥地利），为了保证就业，等等。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而实现私营经济的国有化，似乎是国有制诸目标中最不显著的一个。福利改革可能被视为目标本身，但国有化最初却是被作为一种安排经济发展的工具。”（注：同上书，第192页。）同样，右翼政党内的左派也认可了通过混合经济来解决私有制的弊端，把国有化当作推动资本主义合理化、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更加高效和健康发展的一种手段。这样，在对待国有化和公有制问题上的工具主义观，造就了左右两翼政党的一致性。

这种试图寻求利用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来赋予资本主义以“人道”面孔的观点流行开来，在西欧社会党内逐渐占据了主导，社会党内的右翼势力开始同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原则明确做出妥协。1959年，作为西欧社会党典型代表之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又称《哥德斯堡纲领》。在此纲领中，社民党改变了以往对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敌视和反对态度，开始承认两者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宣称：“德国社会民主党赞成使竞赛始终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市场……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碍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就有资格获得保护和促进。”（注：《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殷叙彝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纲领在谈到德国社民党的思想来源时，不再提及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他们的一致性建立在共同道德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基础之上”（注：同上书，第70页。）。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纲领也给出了解释：“社会主义是一个持久任务——为实现自由和公正而斗争。”（注：同上书，第70页。）公有制不再是奋斗的目标，推动社会的不断富裕、经济的均衡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充分的就业、公平的分配、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繁荣等成为新的目标。对于政党自身，社民党宣称，它“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政党”（注：同上书，第84页。）。德国社民党是西欧社会党中马克思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一个政党，《哥德斯堡纲领》的出台无疑显示出社民党已经大幅右倾，原有的左翼激进色彩大大淡化，社民党已成为一个温和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这一纲领也因此被称为“德国社会主义非激进化百年进程的巅峰之作”（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

“新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二战后西欧各社会党施政时的普遍做法，各国右翼政党上台后对这一模式也未做大的变化。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社会党的这种模式做了描述，他说：“在西方混合经济中，国家通过掌握很大一部分社会生产，拥有了划拨福利、提供补贴的活动余地。更主要的是为实行一种真正有效的基础设施政策、就业政策、社会福利政策赢得了活动余地。它可以为了实现增长、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对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条件施加影响。换句话说，进行调节活动的国家一方面通过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在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的同时保障社会一体化。”（注：于尔根·哈贝马斯：《超然于民主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转引自张世鹏：《历史比较中的欧洲第三条道路》，载《欧洲》1999年第2期。）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对这种治理模式做过总结，他认为这一模式包括以下方面内容：国家普遍而深入的介入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支配；集体主义；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加上社团主义；限制市场的作用；混合经济或社会经济；充分就业；强烈的平等主义；多方位的福利国家、保护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线性式现代化道路；低度的生态意识；国际主义；属于两极化的世界。（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黄平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二战后三十年间，包括英国工党在内的西欧社会党运用这种改良主义模式取得了伟大成就。它大大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面貌，私有制不再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自由市场经济不再能完全操纵经济运行，社会不再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政治文化中平等、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经济的繁荣、民众的富裕、社会的平等、物质的丰富以及消费社会的形成、民众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处境大幅的改善，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不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而带有很多未来社会的特征。它的成功使社会党人认为，它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方面，通过对经济运用凯恩斯主义调控政策，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使经济不再饱受经济危机的威胁，而可达到稳定发展，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动力和活力，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各阶级合作主义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通过“新社会主义模式”的实施，可以避免对原有的一切进行彻底摧毁和重建的高额代价，运用一种和平、改良的方式清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问题上的消极影响，解决资本主义一直以来未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这一对矛盾性的问题。

这种模式的成功使得西欧政坛中左右两翼传统的分野似乎消失了，“左右翼的分野似乎正朝着超越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分法的方向发展。双方越来越卷入到如何组织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应否消灭资本主义的辩论之中……所有这一切似乎进一步证明了关于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终结的观点”（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8页。）。社会党经过改良的社会主义模式似乎成为西方国家走进一个更美好社会的通天大道。“这一模式一直到70年代都是很成功的，因此，它在欧洲的民主国家不仅对整个政治日程起支配作用，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其他许多民主政党的政策参照框架。”（注：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年内至少得到全体选民三分之一的支持，在60年代和70年代所获得的选民支持的份额继续增加。‘社会福利国家政党’的形象到处都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标志。这一形象带有英国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深刻烙印，它代表以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为基础的社会一体化以及在这一框架内国家和私有经济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全力支持为一切由社会造成的生活风险公正地提供保障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后者保证社会弱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参加社会与文化生活。”（注：同上书，第38页。）

战后这种“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有效运行，与其所处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战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为它发挥作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关于上述模式运行的社会环境，安东尼·吉登斯做了如下归纳（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黄平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一套社会系统，特别是一种家庭形式：在这种家庭中，丈夫外出工作赚钱，妻子则操持家务并抚育子女，这一套社会系统使一种确定的充分就业成为可能；

●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受到失业威胁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愿意从事任何工作，只要工资足以养家糊口；

●大规模生产在基本的经济部门中占主导地位，它有助于为许多劳动力创造稳定（即使不是报酬丰厚）的工作条件；

●一个精英主义的社会，少数具有公共意识的专家在国家的官僚机构中监控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实施；

●主要集中在主权领土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因为凯恩斯主义假定了国内经济相对于国际贸易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地位。

在这样一种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环境中，国家可以充分使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对经济领域进行大规模干预，推动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充分就业。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基础上，国家才有充盈的收入，运用公共开支，通过再分配的社会福利政策，将资金用于教育、医疗、交通、老年人生活保障等领域，实现建立美好平等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新社会主义模式”的生命力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基础之上，在此过程中，民族国家权力的充分行使则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保证。因此，一旦出现危及增长的因素，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国家不能起到修正主义所设想的财富分配中间人的作用，失业、通货膨胀、福利国家的开支等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修正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平等、公平分配等也失去了基础。

上述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出现，“新社会主义模式”的黄金时期也逐渐结束。1973年的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西方世界的经济，“在所有国家，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经济增长放缓了，这主要是因为包括减少能源输入和代以其他不同种类的燃料所带来的成本加大而造成的”（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10页。）。除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之外，西欧国家在外部面临着其他经济体的竞争，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在内部又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例如，“充分就业及其造成的工会的力量，导致廉价劳动力时期的结束。东德熟练的劳动力再也不向该国西部迁移以促进它的经济发展；意大利和法国在50年代存储的农业工人大大减少了；到1973年，外籍工人向德国和奥地利的流入已经停止；在英国，新的移民法控制了其前殖民地国家工人的流入；在法国，60年代曾经占有很大比例的纯移民，在70年代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样，再也不存在外部的或流动的‘工业常备军’来平缓经济变化和维持工资下降”（注：同上书，第509页。）。

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西欧国家的经济开始出现问题，“1945—1970年，劳动生产率比此前80年的平均增长率增长了三倍多，1970年以后，国民生产总值、就业和生产率都下降了，而价格却上升了。这是全球性严重滞胀的开端”（注：同上书，第508—509页。）。从英国的情况看，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50年代为2%—3%，到了60年代变成4%—5%，而在70年代初期超过9%。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1974年间将油价提高4倍，英国1975年的通货膨胀率竟然高达24%！失业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为年均335000人，60年代为年均447000人，到了70年代飙升到年均125万人（1974—1979年）。经济增长率在1948—1973年间年均为2.8%，而在1973—1979年间却一落而为区区1.4%”（注：比尔·考克瑟、林顿·罗宾斯、罗伯特·里奇：《当代英国政治》，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经济增长缓慢以及高的失业率，大大减少了政府收入，这对社会党福利国家政策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以为经济快速增长能够使福利不必借助加剧家庭税收负担而实现，但是现在这种想法破灭了。国家收入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增长，而政府的福利承诺却已大幅增加。这导致1975—1976年间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将近46%，创下战后的最高纪录。公共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巨大鸿沟又导致国债的大幅增加。到1975年，即使被官方认定为最贫困的人群也必须纳税，而有两个孩子、达到平均男性工资水平的国民要将其收入的四分之一作为直接的税额，在1955年则只需缴纳收入的3.3%。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于福利国家的公众期待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民的承受意愿和国家的财政能力”（注：比尔·考克瑟、林顿·罗宾斯、罗伯特·里奇：《当代英国政治》，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高额的福利开支逐渐成为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

更重要的是，国际竞争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商品、技术、信息、资本等在全球市场上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这种发展大大压缩了社会党以往运行有效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的适用空间。资本在全世界快速自由的流动不仅使它更容易摆脱各国税务部门的监控，而且，为最大化获取利润，它们往往向那些劳动力和原材料廉价地转移。民族国家如果提出增加税收和提高福利的要求，更会导致资本外流，但如满足资本要求，则国家收入会大受影响，进而影响用于福利的公共开支。“在国际竞争的强制下，各民族国家为了向本国吸引投资，在为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方面力图用更好的条件压倒对方，由此造成的对税率的压力导致国家持续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还不断加重的财政危机。”（注：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民族国家对经济的治理能力、劳资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受到削弱，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调控在资本的全球流动中其有效性及可行性已经大受影响。

在工党和保守党20世纪70年代的轮流执政过程中，凯恩斯经济政策的运用明显不如以往有效。政府为减少失业、保证实现充分就业所采取的加大货币供应量的赤字财政政策，造成工人工资水平上升过快，通货膨胀抬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下降，导致国际收支出现赤字。但是，一旦缩减开支，采取紧缩政策，通货膨胀虽然降低，但经济增长缓慢乃至出现停滞，经济呈现“滞胀”局面，即经济发展缓慢与失业率及通货膨胀率的激增并存。为此，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也曾经采取措施，例如，限制开支、压缩信贷、暂时停发工资、控制工资增长幅度等，但有的效果很小，有的因得不到工会支持而失败，例如，工党在1969年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执政时期，曾就限制工会权力拟订了《劳资关系法议案》，但因遭遇反对而未能在议会中通过。

严峻的竞争环境、沉重的财政压力已无法支撑“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有效运转，但是，若采取紧缩财政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不仅得不到选民的支持，而且，鉴于英国工会势力庞大，如果采取削减福利、紧缩工资的措施，工会的反对往往会造成工会与政府关系紧张，罢工频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本身也参与削减社会福利国家支出，它会因采取这种决定而丧失它的政治特性的基本方面，因为建立福利国家、提供社会保障和重新分配收入的政策，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与其他政党竞争中体现自我理解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特色的至关重要的领域。

显然，工党在战后三十年间成功运行的以持续的经济增长为基础、以各阶级合作主义的妥协协商为执政风格、以国家干预为手段、以建立福利国家、充分就业和社会平等为追求目标的执政模式，已逐渐失去它成功运行的客观环境。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面对英国经济时而停滞、时而通货膨胀的局面，工党和保守党党内对战后以来奉行的治理模式的质疑声不断，两党内部均有主张结束共识、重新寻找新的治理方案的力量，且其影响力日益扩大。


第三节　左翼的回归与激进替代战略

从工党来看，自二战结束后，党内左右两翼的势力虽然此消彼长，但是，围绕政党的执政路线问题，两翼的争论从未消失过。回顾历史，自二战后以来，右翼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提出的修正主义治理方案成为工党官方的政策。在工党的各种文件中，体现的都是右翼的思想，“如《工业和社会》（1957）、《进步计划：工党的英国经济扩张政策》（1958）以及罗伊·詹金斯为1959年大选而撰写的《工党的例证》，实质上都是坚决承诺进行社会改革、试图维护和发展欣欣向荣的私营部门的例子……工党的1959年选举宣言《英国属于你》，是一篇鲜明的修正主义政策檄文，它的内容包括：对社会主义伦理的普遍承诺……承诺除了钢铁和公路运输业外（保守党新近将这两个行业私有化），不再进一步推进国有化等”（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296页。）内容。

到1959年，时任领袖的休·盖茨克尔（Hugh Gaitckell）鉴于右翼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展现出的有效性，认为工党已经找到了最佳的治理方案，因此，在党章中应体现出工党在思想上的新变化，所以，他提出修改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不过，“盖茨克尔不曾试图完全清除党章第四条。他的计划是将其他原则性声明纳入党章，从而使第四条丧失其作为工党惟一界定的最终目标的突出地位。这样，第四条能够被‘扩大’和‘阐明’，成为党章第十条。第十条将包括原来的第四条以及对于混合经济的新承诺。这是一个典型的、令人不快的妥协”（注：同上书，第297页。）。

尽管是一个妥协，但也在党内引发强大的反对浪潮。国有化和公有制是工党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是政党自建党以来致力于追求的目标，它与工党社会主义政党的形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之进行修改是涉及政党性质的大事。对于右翼试图否定国有化和公有制的行动，党内左翼表示强烈反对，左右两翼出现激烈的意识形态纷争。右翼所持的修改理由是，工党在战后执政过程中，并未将党章中所致力追求的国有化和公有制的目标完全付诸于实践，其执政实践和理论纲领之间始终存在着脱节。工党的理论纲领要求通过生产资料社会化和用计划取代市场来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消除社会矛盾，达到自由和公正；但是，工党的执政实践却放弃了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行为，而只是主张通过扩张劳动权利和实行有助于平等的社会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减少不平等的发生。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仅使得保守党将工党作为具有危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进行攻击，而且，工党在执政中对国有化和公有制模棱两可的态度也损害了政党名声，加深了民众疑虑。（注：王燕：《金诺克改革与英国新工党》，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2期。）加之，国有化过程中暴露出一些弊端，出现了诸如官僚主义、效率低下、贪污浪费、企业亏损严重等现象，在英国公众舆论中，对国有化的热情开始消退，支持度开始下降。因此，从赢得选举和执政的角度，工党应依据执政实践和顺应民众潮流，对党章中的公有制条款做出修订。

但是，对左翼来说，右翼的行动是不可接受的，对他们来说，公有制是一种信仰，它代表着社会主义，没有公有制的社会是不能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后来成为工党领袖的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曾说：“盖茨克尔演讲的许多内容是可能得到保守党赞同的，他试图将目的和手段分开的观点，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因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认为只有组织起全社会的资源才能达到目的。”（注：David Powell，What’s Left？Labour Britain and The Socialist Tradition，London &Chester Springs：Peter Owen，1998，p.22.转引自张志洲：《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左翼不仅坚持国有化和公有制的原则不变，而且提出要进一步推进国有化。

结果，在1960年的工党年会上，盖茨克尔的修订意见遭到拒绝，其中，工会的反对声音很大。第四条款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对于公有制的承诺也被打印在党员卡片的背面，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地位。“盖茨克尔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党比欧洲任何其他左翼政党在组织上存在着更大的分裂。”（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页。）工党是一个联合性的组织结构，议会党团、选区、工会及附属组织在党内都有自己的势力，在这种由不同部分组成的联合性组织内，各部分的目标和政治倾向是不同的，从大的倾向来看，始终存在着改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分歧。长期以来，议会党团是右翼势力的集中地，选区政党、工会和附属组织则容易向左的方向倾斜。作为政党高层的议会党团虽然可以在实际的执政中发挥更大作用，但在年会中，右翼的行动受到很大牵制。各派势力均参与到年会中，其中，工会的势力尤其强大，作为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及最高决策出台的场所，年会是各种势力和观点交锋的主要场所，尤其在修改党章这一重大问题上，工会因掌握年会大比重的投票份额，因而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结果。

工党右翼倡导的新社会主义治理模式造就了英国战后多年的繁荣，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面对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右翼治理模式日渐失效。1974年2月工党取代执政四年的保守党上台执政时，面临的就是日渐升高的失业率和国际收支赤字、日渐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日渐下降的工业生产指数。到1976年，国际收支问题以及对工党政府有可能制定过分庞大的财政预算赤字的猜测引发了英镑贬值，为缓解压力，工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如下附加条件：“第一，在两年内削减公共开支25亿英镑；第二，廉价出售英国石油企业5亿英镑的股份；第三，保证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注：刘成：《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163页。）满足上述条件才可提供贷款。经过内阁激辩后，工党政府接受了附加条件，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出售国有公司股份、提高税收，这一系列举措的出台表明，凯恩斯主义作为工党指导思想的经济学说实际上已经终结。

1976年9月，时任工党领袖的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在工党年会上发表演说，标志着工党经济观点的转变。他说：“在太长的时间里，或许是从战后以来，我们一直不愿面对社会和经济中的根本变化而作出新的选择。我的意思是——我们一直生活在借贷中，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个国家——我们所有人，还有这次大会——一直准备接受国外贷款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尽力解决英国工业中面临的根本问题。我们曾经认为，通过削减税收和增加政府开支可以走出经济衰退，可是，我告诉你，这一选择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曾经认为，通过削减税收和提高政府开支，牺牲经济上的扩大再生产，就可以换取就业的增长。但是，我要明确公正地指出，这根本不可能——即使它曾经存在过，也是把通货膨胀强加于经济的结果。”（注：Patrick Seyd，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abor Left，Macmillan Education Ltd and London，1987，p.23.）卡拉汉的讲话标志着工党彻底放弃了凯恩斯主义。

伴随着作为“新社会主义模式”支柱之一的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工党所实行的各阶级合作主义战略在实践中也遭到失败。通货膨胀严重的根源被认为是英国的工资维持在过高的水平之上，因此，为控制通货膨胀，工党政府运用收入政策，放慢工资增长速度。从1975年7月到1978年9月，工党政府采取了限制工资收入的四个阶段的政策，在初期得到了工会的支持。伴随各项有针对性的举措的实施，英国经济到1978年左右出现好转迹象，但是，工党政府于1978年9月宣布限制工资政策进入第四阶段，将工资增长幅度定为5%，这一举措引发工会不满。工会认为，在经济已出现好转迹象的情况下，政府所允许的工资增长幅度太低，工会宣布不接受政府对工资增长幅度的限制，要通过集体谈判与资方讨价还价，获得更高的工资增长幅度，如1978年11月，工程业工会经过长期罢工，从福特公司那里获得了16.5%的工资增长率。（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79页。）各工会纷纷举行罢工，以此对资方施压，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在罢工的压力下，许多企业被迫同意将工资增长幅度定在5%之上。从1978年9月到1979年初，罢工浪潮席卷英国，这个冬天也被称为“不满的冬天”。罢工涉及的领域包括制造部门、公共服务部门等在内的各行各业，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生产和生活的顺利进行，大罢工浪潮导致的大混乱使得工会在英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降到最低点。如果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及接受附加条件标志着工党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崩溃，那在“不满的冬天”中工会对工党政府收入政策的公开反对，则表明工党所奉行的各阶级合作主义的崩溃。没有了这两项支柱，右翼修正主义治理方案也陷于崩溃。

工党右翼的困境为左翼的回归提供了有利环境。20世纪整个70年代是右翼逐渐衰落、左翼逐渐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左翼一直对右翼提出的修正主义模式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右翼所主张的通过运用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调控经济，就能做到经济稳定增长，在不挑战私有制的条件下，通过国家对社会领域的干预就能实现社会平等的观点是过于乐观的。但自二战后以来，右翼势力一直占据主导，右翼模式运行有效，凯恩斯经济理论及其指导下的英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限制了左翼寻求变革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努力，民众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和传统社会团体的分裂也削弱了左翼以经济问题为导向的阶级战略。到20世纪50年代末，一些政治家和研究者认为，既然经济衰退和结构性失业已经不存在，意识形态便告终结，右翼修正主义似乎取得胜利，左翼力量一直处于虚弱状态，左翼所持的社会主义观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修正主义模式的逐渐失效打击了右翼，左翼力量开始扩张，在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左右两翼在组织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变得尖锐化了。

左翼中主要的团体是论坛派，该派在议会党团中很有影响力，它成立于1966年，其名称取自1937年开始发行的论坛周报，领袖人物是托尼·本（Tony Benn）。论坛派反对右翼修正主义治理模式，坚决支持国有化方针，要求政府采取更强势的经济干预主义。论坛派在议会内发展迅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论坛派约有50名议员，到1974年已有80人，加上其支持者，左派议员人数已达到100人”（注：刘建飞：《英国政党制度与主要政党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1974年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领导下再次上台执政时，论坛派老将伊恩·米当选为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不仅如此，在54名新议员中，有26人是论坛派，而且，论坛派有多人参加新内阁，其中，托尼·本任工业大臣，迈克尔·富特任就业大臣。”（注：同上。）该派在议会党团内势力颇大，因此，“当工党鼓吹与他们主张相对立的政策时，该集团成员会不断投票反对自己的政党。例如，1974年到1979年工党执政期间，论坛派成员组成的一个鲜明组织，以跑票或弃权的方式让政府在两次工业法案、支出白皮书和苏格兰法案第四十条等表决中铩羽而归”（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75页。）。

另一较具影响力的左翼组织是工党民主运动，“他们对1964年至1970年和1976年至1979年间，工党政府在执政期间未能成功地推行社会主义以及他们在地方分部与选区党部中不受重视的角色深感不满。工党民主运动派主张，所有党大会通过的政策决议都应该对国会工党具有约束力，同时，他们也坚持，党的权力应移交给那些活跃于地方支部和选区党部的党员。所以成立于1978年的工人协调委员会，是为了敦促工党坚决表态把财富和权力根本地转移到工人手中，进行党章改革，以使党领导权直接对党内活跃分子负责”（注：同上。）。

显然，左翼在思想领域宣传自己的主张，驳斥右派的观点，以期影响工党的决策，另一方面，在组织领域推动政党发展民主，下放权力，以期争夺领导权。在左翼的推动下，工党于20世纪“70年代中前期提出了一系列激进政策，被统称为‘替代性经济战略’，其内容除了扩大公有制之外，还包括加强计划化、控制出口、提高公共事业开支及要求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毋庸置疑，工党左翼也在为深陷困境的英国经济寻找出路，但是，他们把‘英国病’的原因归结为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他们的药方就是试图扩大公有制经济”（注：张志洲：《英国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例如，1970—1973年工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心内容就是扩大公有制，希望通过扩展公有制的行业领域来使工党重新朝着英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前进。在1973年纲领中，工党许诺下一届工党政府将把英国100家企业中的25家国有化，1974年竞选纲领的主旨也是扩大公有制和国有化。（注：同上。）1974年大选工党获胜后，哈罗德·威尔逊政府实施了国有化方针，虽然没有完全将国有化的承诺付诸实践，但也造就了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英国的第二波国有化浪潮。

面对左翼势力的迅速扩展，党内右翼也开始联合，进行有组织的抵抗。1974年，工党议会党团中的右派议员成立了宣言派，与论坛派在议会中针锋相对，宣言派的核心观点即是赞成混合式经济。除了宣言派之外，还有一个右翼团体团结派，团结派产生于1981年，主要是针对左翼试图夺取工党领导权而成立的。左翼提出修改党章，改革领袖和议员候选人选拔程序，不再单独由工党议员投票选举产生领袖和议员候选人，而是主张成立选举团，将选拔权扩展至议会外的工会和选区工党手中，显然，其目的是为削弱作为右派阵地的议会党团的权力。

工党这一时期的左转还受到工会力量的推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工党哈罗德·威尔逊第一次执政时期（1964—1966，1966—1970），工会已开始左转。左转的原因一方面是因工会中的左翼分子依靠自我努力和机遇逐步进入工会领导层，另一方面是因工党执政时对工会许诺的福利不仅未能实现，而且要求工会配合政府的限制工资政策，甚至企图用立法的方式限制工会权力。（注：李华峰：《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针对工会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断的举行罢工，工党政府为解决罢工问题，着手限制工会的行动。1969年工党起草了名为《代替冲突》的白皮书，其内容包括就业大臣有权命令一个不经官方许可的罢工在28天之内恢复工作，同时对劳资纠纷进行制裁；在举行将威胁社会秩序和损害公共利益的未经批准的罢工之前，就业大臣有权命令工会成员进行投票表决等。显然，工党试图对工会集体的讨价还价权力进行合法的限制，结果遭到工会强烈反对，工党政府和工会之间的冲突影响了双方的关系，使得一些以往支持工党的工会逐渐疏远了工党，议会中的左翼势力同左倾的工会开始联合起来，左翼势力更加强大。

在经历了1978—1979年“不满的冬天”之后，保守党乘着工党政府虚弱之机，在议会中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结果，在下院中输了信任投票的工党被迫解散议会，举行大选。1979年5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的失败似乎在意料之中，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获得议席多数上台执政。对于败选，工党内左右两翼的解读是不同的。右翼认为，败选并不能说明它所持的修正主义方案已经失效，是大罢工的发生导致了政党的下台，而大罢工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工党政府推行的收入政策，工党将工资增长幅度限制在5%，导致工会不满，如果能提高工资增长幅度，大罢工也许就不会发生。没有大罢工，在英国经济已趋好转的情况下，工党争取连任是很有希望的，因此，是具体政策有误，而不是一整套治理方案出了问题。

左翼对败选的看法则是，工党在1974—1979年威尔逊政府及卡拉汉政府时期，其执政举措在后期不仅逐渐偏离右翼修正主义模式，说明这一模式已不再有效，而且，政府不再把充分就业作为关注重点，而将重点放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采纳了一些更加右倾的举措，例如，大规模削减公共开支，实行限制工资的收入政策，这些导致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社会失业率上升，工人实际利益受损，大罢工得以发生。政府的关注点已偏离了工会和工人阶级，因而在大选中工党仅获得55%的工人阶级支持，这是工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向右转是走不通的，工党不应继续沿着右翼的道路前进，而应回到左翼的道路上。左翼领袖人物托尼·本提出：“面对世界性衰退中英国资本主义的衰落，我们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撒切尔夫人维多利亚式的资本主义，要么就回到1945年极左翼的工党传统上来。”（注：The Independent，21September，1979.）左翼的这一战略导向也受到工党阶级政治观的支持。左翼认为，阶级作为一种客观因素，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且，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以及共同的利益基础可以随时转变成对社会主义方案的支持，这一方案是建立在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扩展社会福利国家和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发展经济的保证基础之上。如果阶级似乎已经消退了对选举的热情，那是因为工党对工人阶级的利益持敌视态度，谴责罢工者，限制工资增长，强调国家利益高于阶级利益。阶级及阶级之间团结的特征并不是由社会决定的，而是依靠政府用阶级的角度去设定政治日程以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所展开的努力的结果。

1979年大选的失败使工党左右两翼在组织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变得尖锐化了。左翼力量进一步扩张，逐渐控制了工党年会和全国执行委员会，在议会党团中也有较大势力。到1980年，左翼人物迈克尔·富特击败右翼的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当选为工党新领袖，表明左翼已进入政党最高领导层。在有关党内重要人事问题即领袖选拔方面，左翼所追求的限制议会党团权力、将选拔权扩展至议会外组织的运动取得重大进展，工党自1981年后推出选举团制，不再由议员选举产生领袖，而将选举权扩展至议会外的工会和选区组织。在其他组织领域，左翼推动的民主运动也取得重大进展。左翼力量的扩张引发右翼极度不满，1981年3月，罗伊·詹金斯等议员宣布退党，另组社会民主党，工党出现严重分裂，也使左翼势力更加强大。

左翼对组织的渗透和控制无疑使它有能力控制政党的政策和思想，不过，“在国家层面上，它没有发展出任何新的思想，只是热衷于挖掘70年代形成的旧的替代经济战略。因为这一战略还没有被检验，所以还保持着其全部的吸引力……左翼的分析非常简单：替代经济战略能够阻止英国历史性的经济衰退，能够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01页。）。

具体来看，在经济领域，左翼认为国家应该扮演一种更为积极的供方角色。1979年后，在左翼的推动下，工党明确提出它的工业战略，其内容包括：一是制订计划以提供经济运行的框架，其中，私有部门的联合计划和政府扩大的宏观经济政策密切合作。二是投资新的经济增长部门，并鼓励新科技的运用。三是减轻失败企业调整过程的痛苦，并调整地区不平衡；建立新的计划部门，起草一个滚动的五年宏观经济和部门计划，政府同主要企业就价格、培训、投资和促进竞争的进口问题谈判发展计划。工党认为，这一工业战略是实现充分就业、工业复兴和社会正义的重要途径。很明显，这一战略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在工业领域，左翼认为，应进一步扩大国有化的范围，政府应将赢利企业国有化，使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工党在1983年大选宣言中明确宣称：“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目标只能通过公有制扩张到社会共同体对经济具有决定权时才能达到。”（注：Eric Shaw，The Labor Party Since 1979：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4，p.13.）工党声称要将所有私有化的企业重新恢复国有，在电力、制药、卫生设备和建筑材料等重要部门中，应国民经济的要求，应该有相当大的国有成分。

在社会政策领域，左翼主张超越右翼所追求的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的目标，通过再分配政策来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同时，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应以一种有利于工人阶级及其家庭的方式进行。对此，左翼提出工业民主化战略，其指导思想是，为了国家更大的利益，劳资双方应进行合作，雇员和资方共同分享权力，资方同劳方在影响企业运行的各种问题上进行协商。左翼希望在社会领域能够消除阶级特权，真正实现平等以及工人的自我管理。

在外交和防卫领域，左翼的大国外交政策是对美、苏提出批评。左翼对美国外交持批评态度，同时也谴责苏联对待异己者的做法及对阿富汗的入侵。对英国的防务开支，左翼认为，与北约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国防开支过高。左翼主张单方面削减军事开支，限制武器销售，其目的是一方面缓和紧张局势，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另一方面使资源更有效的运用于其他领域。

在对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工党在1983年大选宣言中明确提出退出欧共体。从20世纪70年代起，左翼从原则到实践都站在反欧立场上。在原则上，左翼认为欧共体的运作是以资本主义思想如资本、商品、服务自由流动、限制国家对经济管理和计划的权力为基础，它与工党所主张的国家对经济进行计划和管理有较大冲突。同时，左翼认为，英国融入欧洲将会丧失一部分国家主权，并且将不可避免地接受欧共体的外交和防卫政策。在实践上，左翼认为欧共体的成员资格将会使英国打开市场，有利于进口渗透，会导致英国的非工业化；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将会使纳税人承当非常重的负担；欧洲货币制度的发展将会进一步限制英国的行动自由。左翼最担心的是他们主张的公有制、国家计划和进口控制将会被欧共体否决。因此，在1983年大选中，左翼明确提出退出欧洲共同体的承诺。

对于左翼替代纲领，工党领袖富特的态度是：“我认为我们总的经济纲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供选择的经济战略，是个比较好的战略；如果能够正确阐明它，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取得人民的支持。我知道，有人认为它在某些程度上属于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许多旧的社会主义理论至今尚没有付诸实践，我不相信我们的方案不能有效地付诸实施。”（注：史蒂文·克雷默：《西欧社会主义：一代人的经历》，王宏周、胡尔湖、王建华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页。）

1983年的竞选宣言《英国的新希望》鲜明体现了左翼的思想。宣言中总结的左翼替代纲领可以说是战后以来工党最左的纲领，无论是国有化程度的扩张，还是复杂的计划政策，都表明工党经济政策的总体势头是朝着对经济进行更大程度的集体控制的方向发展。很少有人怀疑，以左翼激进政纲参选的工党不会在1983年大选中败选。英国私有部门传统上就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工党侵犯他们特权的经济计划和工业民主方案无疑持反对态度，还有工党提出的其他政策，如退出欧共体、主张核裁军、制定工人法等，也不为他们所接受。这是英国企业界、银行界、商界长久以来的态度，他们向来对任何中左政党及政府都带着怀疑的目光，一个要实现激进纲领的左翼政府更是不能被其所接受。

但是，工党内掌权的左翼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来自国内的反抗力量，同样，它也很少关注国际环境的发展。自由市场的扩展、撤销管制和全球金融市场中资本的自由流动，已经开始损害民族国家控制本国经济的能力。英国已经处于一个开放的、高度合作的世界经济网中，其中，市场行使着巨大权力，在这种大环境下，工党激进的左翼纲领是否还是一个行得通的治理方案？此外，英国选民也开始右转。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在1979年大选中取得胜利，已经表明选民的政治发展倾向，尤其是在国有化和工会问题上，有鉴于国有化过程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以及工会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忽视社会大众利益的行为，选民的不满已由来已久，此时的工党左翼致力于通过党内民主改革来促进政治发展，但却忽视了对左翼激进纲领的理论论证，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这使得左翼的政策缺乏可信度。

果然，在1983年大选中，工党以左翼政纲参选遭遇惨败，得票率仅比第三党社民党—自由党联盟多出两个百分点。领袖“迈克尔·富特公开承认了工党这次大选失败的程度：‘我们获得的选票比1935年以来任何一次选举都要少。我们发现自己在南部地区的77个选区中没有一位议员。我们首次失去这么多本钱，在292个选区中排在第三位，甚至更糟’”（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08页。）。工党副领袖丹尼斯·希利也指出：“选举不是在三周时间的竞选运动中失败的，而是在此前三年的时间内就决定了……在这一时期，工党自身造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公众形象，主要是不团结、极端倾向、狂妄自大和总体上不适于执政。”（注：同上。）

1983年大选是左翼终于有机会将其治理方案变成整个政党的治理方案的大选，结果，政纲交由全体选民检验时，遭到坚决拒绝。撒切尔对此曾说：“1983年大选是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所遭逢的一次最重大挫败。在其以最坦率的社会主义目标为选举要求遭到挫败之后，左派声称的大规模国有化、巨幅增加公共支出、赋予工会更多权力及片面裁减核武器等计划，再也难得民意普遍的支持。”（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左翼替代方案没有解决由右翼修正主义失败带来的意识形态危机，反而加深了危机，它使工党脱离了自战后以来的温和中左翼立场，发展成一种激进左翼立场。这一立场与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发展不相协调，不仅受到民众的抵制与抛弃，而且，由于此后工党为从这种激进左翼立场后退，党内左右两翼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和争斗，致使工党的复兴之路变得更加艰难。

与此同时，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连续的选举成功使得“撒切尔主义”占据了英国政坛的主导地位，这进一步加深了工党的意识形态危机。“长期以来，工党左翼对凯恩斯主义持抵触态度，认为它是党内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比如克罗斯兰）的意识形态。但是，当凯恩斯主义的丧钟开始在整个欧洲敲响的时候，它却欢呼一种被称为货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到来，而不是欢迎一种新的激进主义经济学潮流。”（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08页。）左翼的激进替代方案所遭遇的选举结果表明，英国的政治风向已发生变化，“凯恩斯主义之后，‘撒切尔主义’成为这个所谓的如此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其整个历史上提供给世界的惟一的‘主义’”（注：同上。）。


第二章　“撒切尔主义”与保守党的危机

从1975年，伴随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为领袖，保守党进入了撒切尔时代；从1979年，伴随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击败工党，英国进入了“撒切尔主义”时代。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撒切尔主义”的实施大大改变了英国社会的面貌，但政党在执政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导致其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尤其在英国与欧洲的关系问题上，疑欧派和亲欧派的争斗不仅导致撒切尔本人被迫辞职下台，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保守党以及其后几任保守党领袖的政治命运。


第一节　战后共识的终结与“撒切尔主义”的兴起

保守党党内右翼的崛起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工党左翼力量于20世纪70年代在党内逐渐占据上风时，保守党内的右翼势力也逐渐扩张。实际上，同工党一样，保守党内也一直存在着对战后共识的质疑之声，党内要求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削减福利、重新私有化的声音从未消失过，但同工党内的左翼一样，保守党内的右翼势力也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到20世纪70年代，伴随战后共识政治治理模式遭遇困境，保守党内左右两翼关于政党未来走向的争论变得激烈，右翼的影响力开始增强。

在保守党爱德华·希思执政时期（1970—1974），共识模式的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希思在执政之初，曾显露过要同战后共识决裂的迹象，声称会减少国家干预，“国家贸易大臣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在一篇著名演讲中宣称，国家要转变政策，‘以适应那些并非无能、而是有能力掌握自己利益的绝大多数人’”（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67页。），希思政府在执政初期，一改以往的做法，实行紧缩政策，削减税收和公共开支，削减某些福利项目，政府不再资助和补贴失败的国有企业，在与工会关系方面，颁布《劳资关系法》，限制工会权利。曾在撒切尔内阁中任职的诺曼·特比特（Norman Tebbit）曾回忆说：“那时没有人怀疑希思决心结束共识政治，采取新的自由主义政策。”（注：N.Tebbit，Upwardly Mobile，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7，p.120.转引自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但是，希思没有完全履行承诺，后一阶段的执政行为出现反复，又重新回到国家干预主义的道路上，例如，“政府把公共资金投在深陷困境的上克莱德船厂，接管了劳斯莱斯汽车厂，制定并在议会通过了干预主义的《产业法》（1972），成立了人力服务委员会——这是在1973年的教育和培训法案下设立的三方面机构……保守党似乎不愿意成为首届抛弃充分就业的政府……他们是很认真地实施干预主义”（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67页。）。希思后一阶段的执政行为被党内右翼称为“180度大转弯”，这种转变与他本人有关，“希思本人并非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而是战后‘中间道路’保守主义者中的一员。希思政府的核心人物詹姆斯·普赖尔（James Prior）说明了他与希思的立场：‘我们极为赞同战后的经济与社会共识，即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充分就业，但我们认识到需要对福利国家作出改进。我们相信社会服务应当进一步扩展并在住房领域做更多的工作’”（注：J.Prior，A Balance of Power，London：Hamish Hamilton，1987，p.71.转引自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希思的“180度大转弯”招致党内右翼的批评，以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阿尔弗雷泽·谢尔曼（Alfred Sherman）等为代表的右翼，批判战后两党的中间道路，认为其具有以下局限性：第一，中间道路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自动保证社会福利的普遍增进，而政府有责任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这对政府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政府力所不能及，因而会导致现代民主国家出现不稳。第二，中间道路视计划为治愈所有人类弊病的灵丹妙药，但计划是将自由社会推入一条必然径直通往极权统治的轨道。第三，政府致力于维持充分就业和高增长率，直接导致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第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建设，会危及现代民主政治。第五，国家干预主义盛行导致行政权一权独大，不利于政体稳定。（注：戴维·米勒（英文版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邓正来（中译本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115页。）他们进而提出，应增强市场的自由竞争，减少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干预，压缩国有经济规模，削减社会福利等主张。不过，右翼的批评声音虽然高涨，但希思没有做出改变，右翼开始酝酿推翻希思，希望通过更换领袖来改变政党的执政路线。对此，玛格丽特·撒切尔曾说：“特德（指希思）没有对党内批评他的人作出让步，他本应作出让步。如果他以不同方式改变他的态度，他可能会有效地防止出现将来对他的职位的威胁。他本来可至少表示愿意承认政府犯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他本可邀请有才干的批评他的后座议员做他的影子内阁发言人，并帮助重新考虑政策。他本来可以改变影子内阁的总体面目，使之更能代表议会方面的意见。”（注：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往权力之路》，本书翻译组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245页。）

保守党在希思任领袖期间的大选成绩不佳，也为右翼发动“政变”提供了机会。希思担任领袖有10年时间（1965—1975），其间，英国举行了四次大选，即1966年3月大选、1970年6月大选、1974年2月大选和1974年10月的大选（注：英国一届议会期最长为5年，执政党可选择在这期间对己有利的时机举行大选。），除了1970年的大选保守党胜选外，其他三次大选均以失败告终。有能力带领政党赢得大选胜利，有能力带领政党取得执政成功，这是保守党对领袖很重要的要求，希思显然没有满足上述要求。1974年2月大选失败之后，希思的领袖地位已经开始出现不稳，但是，考虑到工党少数党政府的地位（注：在1974年2月的大选中，工党获得301席，保守党获得297席，其他政党及无党派共获37席，工党没有得到过半数的席位。由于工党是议会内第一大党，因此组建了二战后第一个少数党政府。但是，由于在下院所占席位不足半数，工党在议会中的行动受到牵制，很多议案的通过都较为困难，因此，工党于同年10月又举行了一次大选，结果获得些微过半数的319席。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 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268.），另一场大选似乎在即，保守党没有更换领袖的打算。撒切尔对此曾说：“对特德（指希思）的职位有些风言风语，但也不过谈谈而已。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大多数人期待尽早举行一次大选，以便让工党得到有效进行工作的多数，而现在更换党的领袖似乎并不明智。”（注：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往权力之路》，本书翻译组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但希思并没有因大选失败而改变路线，撒切尔曾回忆说：“希思在1974年的第一次大选中以所得的政策败北后，还想在第二回合提出更具野心的政府干预政策。”（注：同上书，第7页。）同年10月，希思任内的第四次大选结果揭晓，保守党得票率为35.8%，低于同年2月的大选得票率37.9%（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 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268.），党内对希思的不满开始爆发。

撒切尔正是对希思“180度大转弯”的行为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人之一，她的思想深受党内右翼领袖人物伊诺克·鲍威尔和基思·约瑟夫的影响。撒切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参加了约瑟夫组建的一个政策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的副主任一职。这个政策研究中心可以说是保守党右翼理论家团体的聚集地，它“干的事就是大量揭露政府干预造成的徒劳无益和自食恶果的后果。接着就发起在最高知识层进行公开政治辩论，目的在于实现变革，改变舆论氛围”。（注：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往权力之路》，本书翻译组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撒切尔说：“从基思和阿尔弗雷泽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我重新阅读了有关自由派经济学和保守思想方面的有创新观点的著作。我还定期参加经济问题研究所的午餐会，那里有拉尔夫·哈里斯、阿瑟·塞尔登、阿兰·沃特斯等人……他们正忙着为英国规划一条新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道路。”（注：同上书，第257—258页。）右翼对战后“共识政治”所进行的反思，已勾勒出日后出台的“撒切尔主义”的轮廓。

1975年2月，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希思的领袖地位提起挑战，在经过两轮竞争后，在右翼力量的支持下，当选为保守党新领袖，撒切尔的胜选标志着保守党左翼力量的衰落，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的领袖竞选是保守党自1965年实行以选举方式产生领袖以来的第二次选举领袖的行为。在1965年，整个领袖选举过程相当平静，没有大的意识形态纷争，党内没有出现大波澜，没有对立和分裂，整个过程被评论为“端庄、稳重、得体”。但是，十年之后，1975年的领袖选举却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党内观点对立鲜明，派别对立严重，政党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在于，1965年的保守党仍然继续战后以来的“共识政治”路线，党内对政党未来的政治走向并无多少争论，但是，1975年竞选领袖时，正值保守党内部处于大辩论、大转向时期，这种大辩论、大转向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在领袖选举这一重要的人事领域中自然显现出来。

撒切尔自1975年2月担任保守党领袖，直至1990年11月离职，任职时间长达15年。在任期间，她领导保守党连续赢得英国于1979年5月、1983年6月、1987年6月举行的三次大选的胜利，这是保守党自19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选举成绩。（注：Philip Cowley and Matthew Bailey，“Peasant’s Uprising or Religious War？Re examining the 1975Conservative Leadership Contest，”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0，Issue 04，October，2000.）她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1979—1990），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由此衍生出“撒切尔主义”的执政路线，不仅深刻影响了英国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产生广泛影响。即使在辞去领袖和首相职位后，她的影响仍在蔓延，后继者包括保守党约翰·梅杰政府（1990—1997）以及工党托尼·布莱尔政府（1997—2007）在内，都受到“撒切尔主义”的深刻影响。

“撒切尔主义”是英国保守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表现形式。从历史发展来看，从保守党的前身托利党算起，保守党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这样的一个政党经历了社会数百年的剧烈变动，如果没有及时调整变革的能力，是不可能生存发展下来的。很多政治家和研究者都认为，保守党是一个非意识形态型的政党，它虽然有着一些古老的信条，例如，尊重传统和权威，依恋现有秩序，反对激进变革，维护私有财产权，对人性持怀疑主义态度，持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观，但是，保守主义不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保守党不像有些政党那样在政治转向时受到比较大的束缚，它有着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它是灵活的、机动的，总能够根据政治的实际需要和社会的变化来发展出一套适于执政的思想和政策，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政策之间，有时甚至会出现相互矛盾和对立之处。保守党形成的这种实用主义传统使它在政治实践中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是它能在英国政坛纵横数百年的主要原因。也因此，即使是保守党人，也认为不应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理解保守主义，例如，保守党的政治家昆廷·黑尔什姆（Quintin Hailsham）认为，“保守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方法”（注：Matt Cole and Helen Deighan，Political Parties in Britain，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2，p.94.）。

保守党所具有的实用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使它在不同时期以及针对不同的情况，会出现不同的理论主张来指导政党的政治实践，但是，实用主义并没有消灭党内冲突和紧张，在面对社会变迁、政党适时调整之时，党内会出现各种主张，各种主张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综观二战后保守党内发生的冲突，最主要的冲突是发生在自由放任主义与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尊重传统和现存秩序的传统主义、维护民族完整性和国家独立性的民族主义以及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主义，可以说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中最古老的信条，但是，伴随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伴随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左翼政党的崛起、全球化及欧洲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新时代的来临，集体主义、全球化与现代主义的影响渗透进保守党内，与政党原有的思想观念发生冲突。如何处理集体与个人、民族与全球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成为保守党党内发生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源性问题。

自二战后以来，保守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过一系列辩论，且在不同时期，辩论的主题不同，每一次大辩论都深刻影响了政党的执政实践和政治命运，进而影响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第一次辩论发生于20世纪60、70年代，辩论主题即是国家的角色及作用问题。二战后的环境使保守党在党内没有多大争议的情况下向左转，选择了共识政治模式，在此治理模式下，保守党一反二战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强调，转而认可了国家角色的发挥，支持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大规模的国家干预主义和混合经济。这一转向与保守党传统的思想相去甚远，例如，公认的保守主义的鼻祖——英国政治家和理论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就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经济领域他持一种自由主义观，认为国家权力的扩张对个人自由会造成侵犯。

保守党在战后的左转趋势延续了二三十年，到20世纪70年代，在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主义逐渐失效的情况下，党内要求从干预主义立场撤退、将权力交由市场的声音日益强大。作为新右翼的代表人物，撒切尔于1975年取代老左翼的希思担任领袖，标志着战后“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正式终结。1979年撒切尔在保守党执政前夕明确宣称：“不管达到目标的路多漫长多艰辛，我们要以达成根本的改革为方向。我们要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不是再重蹈覆辙。我再度要求保守党要信任自由、自由市场，做个权力节制的政府和保持强大的国防。”（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新右翼主张小政府，也即主张限制政府的作用。撒切尔曾说：“政府必须善于干那些只有政府才能干的事情，必须坚决地维护我们的防御能力；坚定不移地维持法律与秩序，坚决维护国家的币值和财政收入。我们的反对者有时候好像是说，我国得在健康的自由经营经济和高水平的社会服务这二者中取一，这委实不符合实际。因为，只有自由经营才能带来用以改善社会服务的资源。这就是需要我们把更多的财力用在卫生、教育、养老金以及福利方面的原因——因为我们支持自由经济。”（注：陈乐民：《撒切尔夫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新右翼推崇自由市场，认为只有自由竞争的企业才是英国社会经济乃至文化发展的基础，因为自由市场是高效率的，是最优化的资源配置，而“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对公民社会的秩序具有破坏性；但市场则不会如此，因为市场的兴衰取决于个人的能动性。正像公民社会的秩序一样，如果任由市场自行发展，它们将为社会提供最大的好处。市场是‘永动机，它们只需要一个法律框架和不干预它的政府，就能提供不间断的增长’”（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黄平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限制政府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使市场经济自由的运行，可以说是撒切尔对经济事务的核心观点。这种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观盛行于二战之前，自二战结束后，在西方世界，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凯恩斯主义的天下。在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之时，这种“主张市场自由化的思想似乎已属于过去，属于一个已经被超越的时代。自由市场的重要鼓吹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以及其他站在自由市场的立场上批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的言论，曾经一度被视为古怪偏执，但它们在70年代中期以来一下子又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黄平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成为撒切尔政府治理经济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与战后保守党政府的干预主义观形成了鲜明对照。国家观的显著改变直接影响了保守党执政时的各项举措，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自1979年执政以来，撒切尔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开展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尤其重视将以往工党政府已经国有化的企业重新私有化；将抑制通货膨胀而不是提高就业率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放弃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转向货币主义，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控制通货膨胀；改革税制，削减税收，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激发企业活力，刺激经济发展。在上述各项措施中，最重要的是私有化政策。

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运动贯穿她执政的整个过程。最初，“保守党在1979年的宣言中许诺只进行适度的去国有化，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私有化俨然成为该党的中心纲领”（注：比尔·考克瑟、林顿·罗宾斯、罗伯特·里奇：《当代英国政治》，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私有化运动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几年是推行私有化的尝试性阶段，从1983年起进入大规模私有化时期，1987年开始又进入深入发展时期，私有化开始时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后逐渐扩展至教育、卫生、医疗保险、住房、健康保险、公共服务及政府机构等公共事业领域。（注：毛锐：《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96页。）对于私有化的具体做法，有研究者做了总结，私有化主要采取以下六种形式（注：私有化的六种形式参见陈乐民：《撒切尔夫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20页。）：一是出售国有企业资产。开始时，政府对国有资产的出售规模有限，步伐较慢，但自1983年保守党获得连任后，开始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不仅速度加快，而且很多大型国企也被售出，且涉及的领域广泛，“既涉及如英国钢铁公司一类的夕阳产业，又涉及如英国宇航公司这类的尖端技术部门；既涉及那些小国有企业，更多涉及许多大型公司……如1984年11月的英国电信、1986年12月的英国煤气公司和1989年12月的英国自来水管理局的私有化，政府分别获得39.16亿、54.34亿、21.83亿英镑的财政收入”（注：M.Bishop and D.Thompson，“Privatization in the UK”，in V.V.Ramanadham ed.，Privatization：A Global Perspective，Routledge，p.7，转引自毛锐：《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出售国有资产为英国政府带来巨额收入，仅“在撒切尔夫人任期内已经决定，但因故推迟到1990年12月—1991年6月才实行的英国电力公司私有化一项，就为英国政府带来了130亿英镑之多的财政收入”（注：毛锐：《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第二种形式是放松国家对企业的垄断，也就是说，以往由国家垄断的领域，现在放开，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第三种形式是把公有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例如，学校食堂、收运垃圾、道路维护等实行私人经营。第四种形式是私有企业向公有单位提供服务，如在救治残废和弱智者方面，不少市政当局使用了私办单位提供的条件。第五种形式是引进私人投资，特别是在政府资金不足的公用事业部门。第六种形式是在公办企业中普及私办企业的经验，主要是普及经营管理经验，也包括聘用私人企业家担任要职。

在上述诸多私有化形式中，最核心的是出售国有资产，这是撒切尔私有化政策中最重要的政策。“从1979年到1992年，保守党政府对英国46个大型企业实行了私有化，这些企业雇佣的员工有90万人，占英国国有工业就业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到撒切尔夫人辞职时，除开英国铁路公司、英国煤炭公司、伦敦地铁、原子能发电和皇家邮政等部门外，英国国有工业全部实现了私有化。”（注：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国有资产的大规模出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经济中国有和私有企业的比例，英国自二战后以来的国有化势头被彻底逆转。其次是放松国家对企业的垄断，保守党的目的是扩大经济领域的选择自由，通过将原来的国有企业推入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企业效益，刺激经济发展。撒切尔私有化政策的实质就是去国有化和竞争的自由化。

在撒切尔执政后期，政府提出“私有化无禁区”的口号，私有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未做严谨论证的情况便被快速私有化了，这引发社会很多批评之声，撒切尔政府似乎对纯粹的所有权的转移越来越关注，私有化本身越来越成为目的。隐藏在撒切尔政府激进私有化行为背后的，是她对保守主义核心理念即保护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捍卫。保护私有财产权制度是保守主义的一面旗帜，保守主义认为，财产权与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紧密联系，没有财产权，个人便没有保障，维护财产权不仅可以维护人权，可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和传统制度的稳定，还可以增加人的责任感，激励社会的创新和进步。拥有财富和积累财富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由社会共同拥有财富的“合食通财”的愿望是一种幻想，若将之人为地变成现实，不仅不会达到它所希望达到的消灭罪恶、实现美好社会的愿望，反而会回归野蛮，摧毁现代文明。

显然，私有化运动维护的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是私有制的绝对统治地位。对私有化运动的地位，有研究者评论说，“最能反映撒切尔主义本质的，是作为一种战略来考虑和实行的私有化政策。因为，撒切尔的私有化政策，不光是一项项具体的政策，而且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纲领，在英国经济当中起到统帅作用。它涉及到同英国工党进行政治斗争的长远战略。抽掉了私有化政策，也就没有了撒切尔主义。再推广一步说，撒切尔正是主要借助大规模私有化纲领，在英国，在西欧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注：陈乐民：《撒切尔夫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二战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国家经过左翼社会党的改造后，原有的资本主义色彩渐淡，在很多方面呈现出社会主义的面貌，社会主义的一些观念也渗透人心，撒切尔所希望做的便是逆转这种趋势，重新回归自由资本主义。撒切尔本人曾说：“民营化对提升英国经济力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税制。但对我而言，民营化具有另一层意义，亦即扭转社会主义造成的腐化现象。”（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59页。）她的“私有化政策是同发扬资本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她在意识形态上是百分之百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当然也是绝对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即使是工党的‘社会主义’，她也持不调和态度，把它比附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控制’而对之深怀‘恶感’”（注：陈乐民：《撒切尔夫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23页。）。

与经济领域维护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力量扩张的自由资本主义观相辅相成的，是撒切尔在政治领域的反工会主义观以及社会领域的反福利国家观。二战后，两党的共识政治模式赞成运用各阶级合作主义的方式，通过工会、政府及资方的谈判妥协来解决劳资矛盾，这大大提升了工会的地位和权力，工会成为一个强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集团，它享有各种法律和制度化的权力，如在劳资冲突中工会享有普遍的法律豁免权，集体谈判制度为劳资之间的谈判提供了合法渠道；工会领袖可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工会权力的扩张使得英国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需要工会的支持与合作。历来，工会与工党关系密切，工会是工党的选举支持力量，也为工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虽然两者之间曾有过矛盾和冲突，但与保守党相比，工会与工党更亲密，是工党在政治上的同盟伙伴。

工会力量的扩张对作为右翼的撒切尔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早在希思政府时期，撒切尔即认为，政府在处理工会问题上过于软弱，导致政府因大罢工而垮台，她认为应采取更严厉的手段来驯服工会，以此削弱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党的支持基础。另外，需要一提的是，撒切尔的反工会主义一定程度契合了英国社会大众的舆论，自二战后，工会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社会大众对工会动辄通过举行罢工来追求本集团利益、忽视大众利益的做法已有普遍不满，民意也呼吁要政府限制工会的权力。此外，工会还被认为是撒切尔推行私有化的最大障碍。因此，自1979年执政后，在撒切尔主导下，保守党政府就工会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法案，如《1980年就业法》、《1984年工会法》等。这些法案的出台削弱了工会的法律地位，其权力也大大受限，例如，“1982年法案取消了工会所享有的与其个人成员的法律权力所不同的普遍法律豁免权……工会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的普遍法律豁免权是1906年《劳资冲突法》规定的，它保证工会作为法人免于任何法律方面的指控。现在，这一保障体系被取消，工会极易受到民事侵权行为的指控……工会享有的与其个人成员相同的法律豁免权也逐步减少。尤其是，工会及工会会员在罢工方面的法律保障权力也几乎完全被取消了。例如，新法律规定，未经工会全体成员投票通过而举行的罢工是非法的……法院对罢工中发生的纠纷有权作出裁决，对不服裁决的工会，法院有权处罚等……80年代的工会立法决定性地改变了工会及工会会员的法律地位”（注：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256页。）。

撒切尔政府不仅通过一系列立法来限制和削弱工会，而且，其对待工会的态度也出现大变化，工会不再享有以往平等协商的地位，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在一系列反工会法出台的过程中，面对工会的反抗，撒切尔政府不为所动，双方矛盾和冲突的激化终于导致1984年大罢工的出现。这场由战斗性强而闻名的英国全国矿工联合会发动的大罢工，因其规模大、参与人数多、时间长而著称。大罢工持续了将近一年，吸引了英国以及全世界的目光。在将近一年的对峙中，撒切尔政府态度坚决，持强硬的不妥协立场。矿工联合会最终宣布无条件结束罢工。大罢工以失败告终，这一结局对英国工人运动及工会造成沉重打击。撒切尔主义在政治上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打击英国工人运动，削弱作为工人阶级力量代表的工会势力，削弱工党的群众基础，以此遏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和势力的扩张。英国尽管为大罢工付出了经济代价，但在政治上，撒切尔主义取得了胜利，英国的劳工运动从此进入低潮，工会会员人数锐减，组织化程度下降，在劳资谈判中的地位变得弱势。这场罢工如撒切尔所说：“绝不仅是为不具经济价值的矿坑而争。这是一场政治性罢工。因此，其结果具有远超经济领域的意义。”（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在对待社会福利问题上，作为右翼的撒切尔对战后以来的福利国家建设同样持反对态度。在撒切尔看来，不仅高额的社会福利开支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建设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它培育了一种依附型文化，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社会失去了前进动力。她曾说：“社会是由个人和家庭组成的。没有人民的支持，政府是不可能推动任何事的，但人民一定要先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助而后助人是人人应尽的责任……我反对人们将‘社会’误解为有求必应的政府。每当有人抱怨：‘我们的社会怎能容忍这种不幸发生’时，我便会反驳：‘请问你又做了什么？’‘社会’不应成为我们卸责的借口，而应该是责任的来源……有些人是真的需要外援使其脱离窘境，有些人则根本是丧失了工作和自我改善的意志与习惯，我国社会的弊病就在于忽略了这二者的区别，在施以援手时完全一视同仁。政府援助的目的绝不是让人们维持低度的生活水准即可，而是协助他们恢复自我照顾的能力，进而重拾尊严。”（注：同上书，第423页。）撒切尔希望建立一套有关福利政策的新伦理，鼓励大众树立一种自立而非依赖的价值观。

反对福利国家，其蕴涵的便是反对集体主义、互助主义、平等主义及平均主义，她认为上述观念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她强调个人主义、责任、自立、自助的社会价值，这是“撒切尔主义”的另一层重要含义，这种价值认同与保守主义的传统信条是一致的。战后共识政治模式支持国家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大规模干预，支持进行福利国家建设，通过国家的力量以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追求一种结果平等，这种平等观与保守主义的传统信条格格不入。“保守主义反对用政府的权力制造平等，不论平等有多大的价值。强制的平等是不智的、不当的和不安全的，因为人的多样性是天然的，强制的平等会破坏这种多样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而单一性和整齐划一会窒息活力和自由……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更大的或更多的结果平等，就越有可能陷入等级、特权和精英专制的泥坑。”（注：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50页。）保守主义认为，追求结果平等是不现实的，是有害的，给予每个人以改善自身状况的自由和权利，培育一种自立的文化和价值，才是重要的。与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将平等放在首位不同，右翼“撒切尔主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的漠视，或者甚至是对这种现象的积极支持”（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渠敬东译，黄平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撒切尔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因此，改革福利制度，削减福利，成为她上任之后必然会采取的行动。经过撒切尔政府的改革，英国福利国家的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持续多年的福利开支增长的趋势被遏止，以往的福利国家特别强调从需要出发设立福利项目和确定待遇水平，但在撒切尔执政时期，开始从经济的支持能力出发，按照资金供给的可能性确定福利水平。福利支出受到严格控制，冻结了一些待遇的支付水平，甚至对一些福利产品进行私有化，将其转化为市场运作，总的来看，在撒切尔执政时期，福利国家出现相当程度的萎缩。（注：孙洁：《英国的政党政治与福利制度》，商务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与经济领域成功的私有化以及在反工会问题上的成功相比，在福利国家改革问题上，撒切尔没有达到她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有评论指出：“即使在撒切尔夫人当政的英国，在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的保守党派控制了一个欧洲最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超过十年，改革从总体上看与其说是革命性的，不如说是渐进性的。英国的福利国家遭到了重拳冲击，但是安全无恙。”（注：保罗·皮尔逊：《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紧缩政治学》，舒绍福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252—253页。）同那些战后被国有化的企业在撒切尔时期又被大规模的私有化而全然改变了面貌不同，英国的福利国家仍被保留下来了，究其原因，“福利国家经久不衰的主要根源来自于与紧缩议案相关联的高昂政治成本。不管关于福利国家的大众支持度日趋下降的学术考量如何，在民意测验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当中出现了这种转变，在关于社会支出的实际政治斗争中这样的证据更是少之又少。与此相反，拆散福利国家的努力要求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大众依然被福利国家的核心特征所深深吸引”（注：同上书，第253—254页。）。战后数十年的福利国家建设大大改变了英国社会的面貌，尤其是改变了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由国家提供福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英国民众对于福利国家建设的支持水平使得撒切尔政府尽管厌恶福利国家，也无法直接与民意对抗。

总的来看，到20世纪70年代，伴随战后共识政治模式黄金时代的结束，保守党左翼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受到削弱。在经济事务领域，左右两翼关于国家与市场、政府作用与角色的争论曾贯穿希思任职的后半期，但自1975年撒切尔取代希思担任保守党领袖后，持经济干预主义观的左翼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其地位逐渐被边缘化。自1979年执政后，撒切尔提出的以自由市场经济、货币主义、私有化、小政府为特征的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经济指导思想，经济自由派占据了主导地位。

不过，“撒切尔主义”除了表现为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之外，在政治领域，它强调国家权威、议会主权和爱国主义，尊重现有秩序和传统道德，尊重法治，强调法治下个人自由的发展，建立自主的公民社会，培育公民的责任意识以及自尊、自立、自助的社会价值，反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及运动的扩张，其实质是延续了传统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相结合，构成了“撒切尔主义”的主要内容。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将之总结为以下几方面：小政府；自治的公民社会；市场原教旨主义；道德权威主义加上强烈的经济个人主义；与其他市场一样，劳动力市场也是清楚明晰的；对不平等的认可；传统的民族主义；作为安全网的福利国家；线性式的现代化道路；低度的生态意识；关于国际秩序的现实主义理论；属于两极化的世界。（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渠敬东译，黄平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然而，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的联姻，使得“撒切尔主义”内在存在着紧张，这种紧张缘于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之间的张力。对此，安东尼·吉登斯曾分析说：“保守主义总是意味着以一种谨小慎微的实用主义姿态来看待社会和经济变迁……传统的连续性在保守主义的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传统中包含着过去所累积下来的智慧，并因此提供了一种迈向未来的指南。主张自由市场的哲学则持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它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通过不断解放市场力量而获得的永无止息的经济增长上。”（注：同上书，第16页。）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之间的紧张可通过一个颇具象征性的议题来加以说明，即周日商店营业的问题。“商店在周日开门无疑会增加竞争和选择，当然引起了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倡导者们的欢迎，但同时也激起了那些试图‘保持礼拜天特殊性’的传统保守党人的不满。”（注：比尔·考克瑟、林顿·罗宾斯、罗伯特·里奇：《当代英国政治》，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7—98页。）当然，由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之间的张力所引发的冲突远不只周日商店营业之类的议题。保守党自撒切尔执政中后期开始，直至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任职时期，党内于其间爆发的绵延时日长久、对政党影响深刻的关于欧洲问题的大辩论，便与这种张力有关。

撒切尔在经济领域所持的自由主义观使她支持欧洲共同市场建设，支持欧洲经济统合，但是，她在政治上推崇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强调国家的权威、英国议会主权的至高无上，这其中所蕴涵的紧张在伴随欧洲一体化由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方向发展的形势面前，自然演化成英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撒切尔执政中后期，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建立欧洲联邦的发展势头已然显现，显然，欧洲联邦的发展前景与撒切尔对英国国家主权的捍卫是相冲突的，这导致英国与欧共体国家矛盾不断，欧洲议题也因此成为保守党内部辩论的焦点问题，亲欧派和疑欧派之间观点分歧明显，双方发生严重冲突。欧洲问题是二战后保守党内继经济问题之后出现的第二次意识形态大辩论，它不仅决定了撒切尔本人以及她的政府的政治命运，而且也决定了她之后的保守党领袖约翰·梅杰（John Major，1990—1997年）、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1997—2001年）以及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2001—2003年）时期党内斗争的根本方向以及他们个人的政治前途，其影响力甚至波及此后的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2003—2005年）时期乃至戴维·卡梅伦时期（2005年至今）。欧洲问题使保守党陷入持续的危机之中，有鉴于此，对英国与欧洲的关系问题可做一较详细回溯。


第二节 保守党持续的危机: 欧洲统合问题

自从欧洲大陆国家于二战后发动欧洲统一运动以来，英国与欧洲的关系问题就是引发英国政坛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引发政党内部分裂的根源性问题之一。回顾历史，早在欧洲统一运动发展之初，作为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就积极推动欧洲联合起来，“但在当时英国主要的政治家——特别是丘吉尔的心中，认为这个欧洲联盟并不包括英国……他们认为，英国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版图遍及全世界的‘大英帝国’的首脑，如果作为一个成员国家参加欧洲联盟，便与大不列颠的国际地位不相称……对英国的政治家来说，理想的欧洲政策是在欧洲联盟形成之后，英国以类似美国那样的欧洲保护者的身份，而不是以联盟中普通一员的身份来与该联盟签订协议，建立联系。这样，既可表明英国的‘特殊’身份，重享昔日‘大英帝国’的荣光，又能使已经衰落的英国享有欧洲联盟所能提供的集体安全的保障”（注：陈乐民：《战后英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5—66页。）。

正是因为英国在二战后初期仍然坚持“大英帝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继续其传统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所以，它拒绝加入欧洲联合进程。而且，因西欧六国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行动直接危及英国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保守党难以处变不惊。从1958年起，保守党政府着手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准备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税同盟政策对抗。1960年5月，英国、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瑞士和葡萄牙七国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西欧分裂为六国和七国相对抗的局面。

然而，随着欧洲联合的势头日渐强大，七国自由贸易区难以与之抗衡，而且，伴随1968年英国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英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明显衰落下来，撤退行动被普遍认为是英国作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历史彻底终结的标志，“日不落帝国”成为过去，英国必须正视实力的衰退以及国际新格局的出现。这推动保守党政府开始反思对欧政策，强硬的反欧立场出现松动，党内开始出现英国应加入欧洲统一运动、在欧洲之内发挥领导作用、孤立于欧洲之外会有危险的言论。在保守党麦克米伦政府时期，英国开始调整欧陆政策，申请加入欧共体，并就加入条件进行了谈判。经过三次申请，英国于1973年1月1日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与此同时，党内亲欧派逐渐形成，但是，疑欧派的势力仍然强大。

在成为欧共体成员国之后，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因英国不是欧共体的创始成员国，因而促进欧洲一体化的某些规则难以完全体现英国的意愿，有的甚至与英国的实际利益相冲突。例如，在撒切尔执政初期，英国与其他成员国的摩擦主要在欧共体预算分摊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农业政策方面。英国认为在预算上付出太多，得到太少，因而对欧共体的预算和共同农业政策大为不满，与其他成员国发生严重对立，直到1984年6月欧共体枫丹白露会议解决了英国对欧共体的会费分担问题，英国与其他成员国的矛盾才出现缓和，英国开始投身于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保守党政府于1986年与其他11个成员国签署了《单一欧洲文件》，目标是在1992年底把欧共体建设成一个货物、人员、资本、服务自由流通的统一大市场。保守党政府还为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在共同体内部表决制上作出让步，引进多数表决制，只强调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可行使否决权。在这一时期，保守党内部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基本能达成一致。

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到新阶段，带动了欧洲政治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新发展与成员国主权之间的摩擦开始增多，关于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走向开始成为争论的话题，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在这一问题上，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与法、德主导下的欧共体存在方向性的分歧，前者坚持欧洲统一大市场必须建立在独立主权国家自由合作的基础之上，后者却支持超国家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支持在共同主权基础之上推动欧洲向政治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的深化发展。有关欧洲一体化的范围和方向之争，在撒切尔和以雅克·德洛尔为首的欧洲联邦主义者之间展开。德洛尔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力图推动欧洲一体化向联邦主义方向发展，他准备发起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1988年7月，他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称：“十年后，欧共体经济的——可能还有税务的和社会方面的80%的管理宪章，将由布鲁塞尔的欧共体总部制定。”（注：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Annex.Debat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1988—1989，No.2—367/140.转引自赵怀普：《英国与欧洲一体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欧洲将从经济整合发展到政治和社会整合，将“社会领域”纳入大市场中，在这个“社会福利欧洲”里，将保证工人的权利，赋予工人及其代表在公司各委员会的代表权，提高工会地位，制定有关工人权利的《社会宪章》。

然而，对撒切尔来说，德洛尔的设想是不可接受的。撒切尔所主张的欧洲联合，是使欧洲成为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是“自由企业”的大欧洲，是独立主权国家间自愿积极的合作，只有在独立主权国家力量不能达的情况下，共同体才发挥作用。撒切尔不愿意让渡国家主权，尤其不愿意放弃在重要的外交、安全、财政、税收以及经济领域的政策制定权，因而对于德洛尔设想中的建立统一货币、统一中央银行的经货联盟计划，她持反对态度。对于制定欧洲社会宪章，她同样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一举动是“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是“通向联邦主义的传送带”（注：欧洲理事会于1989年12月在斯特拉斯堡以11∶1的票数通过了欧洲“社会宪章”，英国投了惟一的一张反对票。）。她认为：“社会宪章不仅削弱了统一大市场，而且可能使英国工会通过布鲁塞尔恢复各种权力和特权，而这些权力和特权是她曾经费劲苦心才得予以取缔的。”（注：布鲁斯·安德森：《从平民到首相——约翰·梅杰传》，汤玉明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1988年9月，撒切尔在著名的布鲁吉斯演说中表示：“我们开启大不列颠的疆界，并非为了重新在欧洲边缘竖起疆界，让布鲁塞尔对这个欧洲超级大国发号施令。”（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96页。）她为此提出五项指导原则：一、独立主权国家间自愿、积极的合作是欧共体建设的最佳途径；二、欧共体政策必须以实践可行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特别是共同农业政策；三、鼓励自由经济的发展，减少中央计划和国家控制；四、欧共体不应该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五、欧洲必须继续通过北约来保持防务。（注：Margret Thatcher，“The European Family of Nations”，in Martin Holmes（ed.），The Eurosceptical Reader，St.Martin’s Press Inc.，1996，pp.88—96.）

进入1989年后，在英国是否加入欧洲汇率机制、是否支持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是否支持发行单一货币——欧元的问题上，撒切尔的反欧态度鲜明。撒切尔强调：“欧共体与其他国家都视汇率机制为形成经货联盟的途径，这和汇率机制原来的目的相较，已有了微妙的转变。所谓经货联盟亦即表示你不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而必须接受一种统一的欧洲货币、一家中央银行和同一套利率，这意味着一国将丧失经济的独立性，其议会政治也就愈来愈不重要，因为原来控制经济的是必须对议会及选民负责的民选政府，现在则要转移到不需为任何人负责的超国组织。”（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467页。）1990年欧共体都柏林会议宣布，自1990年7月1日起，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第一阶段开始实施，对此，撒切尔在英国议会下院明确表示反对以德洛尔报告为基础的经货联盟计划，她说：“关于建立单一货币的‘德洛尔方案’涉及到要成立一个十二国银行总裁的体系，它将拥有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和某种预算政策的权力。我们一旦把关于货币和预算政策的权力都交出去，我们的主权将所剩无几了。”（注：见英国外交部Verbatim Service公报，1990年6月29日，转引自资中筠、陈乐民：《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13页。）撒切尔反对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反对加入单一货币（注：直到1990年6月，撒切尔在党内压力之下，同意进入欧洲汇率机制，英国于1990年10月4日进入欧洲汇率机制。），反对英国放弃英镑加入欧元区，她说：“单一货币非我政府的政策”，“本阁对英镑信之不疑”，对于“欧洲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建立欧洲联邦，把欧洲议会变成欧共体的众议院，而欧洲执委会变成最高行政机关，部长理事会变成参议院的构想”，撒切尔的表态是“万万不成，我绝不同意”（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559页。）。她说：“我再次强调我反对建立严密的集团，因为这会阻碍更广泛的国际化发展。我赞同美国所建议的，欧洲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加强北约的政治合作。我认为如此可避免世界区隔成以欧共体、日本、美国为主的三大贸易壁垒，因为这在将来可能变成很不稳定的因素。”（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页。）

除了欧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联邦主义”倾向推动撒切尔对欧政策强硬之外，她执政时期极为重视英美“特殊关系”，将英美联盟放在英国对外政策的中心地位，强调英国在欧美之间扮演一种“搭桥者”的角色，希望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的外交政策导向，也导致她不愿融入欧洲，不愿成为欧洲普通的一员。她说：“让欧洲成为一个大家庭，其中成员互相了解、互相欣赏、互相合作，但不要为了共同的欧洲而忘记各国原来的身份。我们要的是在广大世界上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欧洲，眼光向外而非向内，维护我们珍贵的遗产；横跨大西洋两岸，强大的大西洋共同体。”（注：同上书，第497页。）

总的来看，从二战后初期至撒切尔执政时期，保守党的对欧政策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旁观与拒绝，到六七十年代的主动申请加入，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怀疑与冲突，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即使在六七十年代的申请加入时期，保守党政府与欧共体的关系也是矛盾不断。从整体上看，保守党对欧洲统一运动不热情、不积极，尤其在欧洲一体化呈现出联邦主义发展倾向时，保守党更是采取一种怀疑、对抗的政策。在欧陆国家眼里，英国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欧洲人”。究其根源，与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有关，那就是维护主权民族国家的独立性，英国议会主权至高无上，但是，欧洲要结成一体，离不开超国家机构的推动，因而需要各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而且，随着一体化向更宽范围、更深层次的扩展和渗透，各成员国必然需要让渡更多的国家主权。这样，对“议会主权”的强调与“超国家机构”的权力要求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导致保守党对欧政策的曲折发展。

保守党是一个信奉议会主权至上的党，但也是一个具有浓厚实用主义色彩的政党，是一个“重实践、轻理论”、关注获取权力和自身政治存在的党。对保守党来说，理论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因而理论僵化的现象在保守党身上很少出现。这种在理论方面兼容的灵活态度，很大程度可以解释保守党在英国政坛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正是这一态度，使得保守党尽管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乃至敌视态度，但并非一味排斥。不过，保守党对实用主义的应用有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不会一味地实用而放弃政党的基本信仰。在欧洲一体化初期，保守党的实用主义倾向得到最明显的展示。在英国国力明显衰落、国际地位大幅下降时，为现实利益考虑，保守党暂时将对超国家权力的反感放在第二位，参与到欧洲一体化建设中。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欧洲一体化的超国家性质并不深，很多方面依靠成员国政府间的自由合作，因此，保守党对超国家权力的反感尚处在可忍耐的程度。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欧洲联合日益向联邦形态发展，民族国家主权的让渡渐渐涉及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危及保守党对“议会主权”的基本信仰。保守党内长期积压的对超国家权力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加之撒切尔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最终导致英国在撒切尔执政后期的对欧政策异常强硬。

撒切尔强硬的反欧立场引发保守党内亲欧群体的强烈不满。自二战后以来，历届保守党政府的对欧政策可以说是疑欧倾向占据主导，但党内持不同主张的亲欧派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之后，其力量也在发展，尤其是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亲欧派的力量比以往壮大很多。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和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即被认为是亲欧派的人物，在处理与欧洲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与撒切尔的意见分歧日渐明显。豪认为，一个国家通过分配一部分主权给一个更广泛、更权威的个体，可以取得更多发展机遇。劳森虽然同撒切尔一样在让渡主权问题上保持警惕，但他的立场相对灵活，赞成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认为加入会给英国带来诸多好处，比如，金融市场很难了解政府真正的汇率政策，汇率机制则可提供较清楚的游戏规则；加入汇率机制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惟一方法等。观点的差异导致双方发生冲突，结果，豪被撒切尔调离外交大臣的位置，劳森则因在欧洲汇率机制问题上与撒切尔发生冲突，也辞去财政大臣一职。外交、财政与内政是内阁三大要职部门，其中两大部门的大臣与首相的意见明显不和，显示出高层出现分裂。

对欧洲问题的态度也直接影响到经济事务的处理。反通货膨胀是撒切尔政府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但通货膨胀自1987年起却愈演愈烈。在反通货膨胀问题上，撒切尔与劳森存在着严重分歧。“劳森主张脱离货币主义的轨道，逐步建立固定的汇率目标，同时将英镑纳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他坚持认为，在加入欧洲货币体系之前，应运用低利率的手段来维持英镑的低汇率……撒切尔则仍然坚持严格的货币主义政策，她……要求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以加强英镑的地位。劳森和撒切尔分歧的焦点在于，是选择坚挺的英镑以及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还是选择较快的经济增长及相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注：王皖强：《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187页。）撒切尔曾说：“我和奈杰尔·劳森对于政府应扮演的角色意见非常一致，但对于货币与汇率政策的看法却是南辕北辙。”（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页。）

在撒切尔的第三任期，保守党在欧洲问题上的冲突愈演愈烈，党内为此出现的分裂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不断下滑，在英国议会补缺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接连丢失席位，例如，在1989年4月英国举行的议会补缺选举中，保守党原有的席位丢给了工党，1989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保守党的席位从45席降至32席（注：Philip Norton，“Choosing a Leader：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Parliamentary Conservative Party 1989—1990，”Parliamentary Affairs，Vol.43（3），1990.），1990年3月，《星期天时报》的民调显示，工党已领先保守党23个百分点。（注：Ibid.）1990年4月，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24%的选民对撒切尔政府的执政业绩表示满意。（注：R.K.Alderman and Neil Carter，“A Very Tory Coup：The Ousting of Mrs Thatcher，”Parliamentary Affairs，Vol.42（2），1991.）1990年3月和10月举行的英国议会补缺选举中，保守党原有的两席又分别被工党和自由民主党赢得。

席位接连丢失，保守党籍国会议员人人自危，担心席位不保，很多议员开始考虑是否支持撒切尔继续担任领袖一职，撒切尔的地位开始出现不稳。撒切尔本人表示，她希望能够再领导保守党赢得她任职以来的第四场大选。然而，尽管之前撒切尔带领保守党接连赢得三次大选，选举战绩辉煌，且她本人希望连任的意愿众所周知，但却没能达成所愿。1989年12月，亲欧派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安东尼·迈耶（Anthony Meyer）向她的领袖地位提起挑战，保守党重开领袖选举，结果，撒切尔虽然战胜了这位轻量级的挑战者，但未能压制住党内的反对力量。1990年11月，曾被撒切尔免掉外交大臣一职而转任下院议会党团领袖和副首相的杰弗里·豪宣布辞职，并在下院发表辞职演说，在演说中，豪对撒切尔进行了强烈批评，公开暴露内阁在欧洲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豪是撒切尔自1979年上台组阁后惟一尚存的内阁阁员，他宣布辞职本身已对撒切尔政府造成打击，其在辞职演说中又公开批评领袖，并呼吁政党更换领袖，严重削弱了撒切尔的权威，使她的领袖地位更加不稳，也使得开启一场领袖竞争变得不可避免。对豪的辞职演说所产生的效应，政治观察家彼得·詹金斯在1990年11月14日的《独立报》撰文指出，这篇演说的发表使撒切尔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情绪对立达到两极化的程度，以至于展开一场竞争成为解决党内分裂的惟一办法。（注：Ibid.）

豪的演说开启了另一场挑战。同年11月，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对撒切尔发起挑战，赫塞尔廷是前国防大臣，与迈耶相比，他是位重量级人物。长期以来，他对撒切尔的执政风格和政策方向持公开批评态度，他在欧洲问题上属于亲欧洲一派，对撒切尔所表现的强烈反欧态度表示不满，他认为保守党政府所采取的疑欧乃至反欧的做法会使英国丧失很多发展机遇，英国应加入欧洲。欧洲问题是他发起挑战的主要原因，他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他与撒切尔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不同。正是在由这次挑战开启的领袖选举中，撒切尔因未能在第一轮竞选中获胜，被迫决定退选，辞去领袖和首相之职。

接替撒切尔担任领袖和首相的是约翰·梅杰。梅杰可以说是撒切尔选定的接班人，她在1989年免掉豪的外交大臣一职，其后任命的外交大臣即是梅杰。在劳森辞去财政大臣一职后，她又任命梅杰接管财政部这一重要部门。梅杰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接连出任政府最为重要的三大要职中的两职——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使党内很多人意识到，梅杰已是撒切尔青睐的继承人选。其后，在撒切尔被迫退选、梅杰宣布参与领袖竞选后，撒切尔为他的胜选又进行了奔走。对梅杰，撒切尔曾做过如下评价：“约翰·梅杰甚得我心，而且我也认为他真正是赞同我处理事情的方法。然而，他还相当嫩，没有经过大锻炼，且有易接纳陈规旧套的倾向，所以我踌躇再三。不过……没有人比他更让我中意了。”（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557页。）撒切尔希望她下台之后的保守党能延续她的治国理念，因而希望挑选一个与其政治主张一致的继承人选。

不过，从梅杰本人来看，他在担任领袖之前，政治立场并不鲜明。“梅杰公开拒绝加入保守党内任何团体、在政治上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注：安东尼·塞尔登、刘易斯·巴斯顿：《梅杰传》，葛雪蕾、张平、林榕、陈剑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他聪明而又有意识地避免被人说成是属于这一派或那一派，使他能够和从左到右的所有派别都合得来，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选举领袖时，他有许多朋友和参谋，很少有敌人或者公开的反对者。”（注：安东尼·塞尔登、刘易斯·巴斯顿：《梅杰传》，葛雪蕾、张平、林榕、陈剑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梅杰“是右翼选定的候选人，但是表现出一种和解的和容纳各方人才的领袖风格。梅杰在欧洲问题上左右逢源”（注：同上书，第102页。）。撒切尔也认为梅杰“是左右翼的人士都应当团结在他周围的候选人”（注：同上书，第93页。）。温和、模糊的政治立场使梅杰获得了领袖选举的胜利，但是，一旦担任领袖和政府首相，必须就很多问题做出决断，这时，梅杰的立场便充分表现出来，他与撒切尔之前没有的或者之前存在但被掩盖的矛盾也开始产生或者浮出水面，其中，导致撒切尔最终辞职的欧洲问题同样在梅杰时期也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成为极度困扰梅杰的问题。

在欧洲问题上，梅杰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出任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之前，“梅杰对欧洲大陆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喜恶感。这使得他迥然有异于保守党内如撒切尔夫人、里德利和特比特这样的欧洲怀疑论者，也不同于那些倾情于欧洲的人们，如克拉克、赫塞尔廷和赫德”（注：同上书，第119—120页。）。但在梅杰于1989年担任外交大臣以及其后担任财政大臣之后，欧洲问题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梅杰已难以置身事外。对彼时的欧洲问题，有评论说：“任何一个对保守党略加注意的人都会发觉欧洲问题已成为党内欧洲主义者和大西洋孤立主义者疯狂争执的焦点，以至于达到这种程度：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党内各派系的分水岭。”（注：爱德华·皮尔斯：《梅杰传》，周青、庄南滨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在担任外交以及财政大臣后，梅杰对欧洲的态度开始显现出来。与撒切尔强烈的反欧态度相比，梅杰所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梅杰不是一个坚定的欧洲理想主义者，但是他所持的观点是：英国无论如何不应该置身于欧共体这个大家庭之外。”（注：爱德华·皮尔斯：《梅杰传》，周青、庄南滨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在党内争论激烈的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和欧洲经货联盟的问题上，“梅杰认为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党的团结，也就是说必须尽早加入汇率机制以缓和政治上的紧张，此外他也乐于加入经货联盟，以安抚胆小的亲欧派惟恐被‘孤立’的疑惧”（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对于梅杰的态度，作为领袖和首相的撒切尔是有意见的，她说：“梅杰对经货联盟和加入汇率机制的问题愈来愈热衷……梅杰的分析和结论我都不赞同……梅杰对欧洲游说团体的宣传这般照单全收，很让我担忧。不过我想我应该先忍一下，梅杰毕竟上任没多久。他希望能想出新的方案，一方面争取欧共体其他国家的支持，同时又能说服保守党议员，这也无可厚非。但很显然，他所考虑的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方向，而且在思考上他倾向于随波逐流。”（注：同上书，第482页。）

不过，在这时，梅杰与撒切尔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并没有影响双方的关系。一方面，梅杰巧妙地处理与撒切尔的关系，而且，梅杰与撒切尔一样，反对一个联邦主义的欧洲，坚持欧洲向政府间合作方向发展，两者本质上采取的都是一种疑欧态度。另一方面，在保守党内部以及在英国国内，主张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势力较为强大。正是在上述力量的推动下，撒切尔最终于1990年6月同意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她在回忆录中说：“6月13日我终于告诉梅杰我不再反对加入汇率机制，我所要求的条件并未完全符合，但是面对内阁、国会党团、业界、新闻界的一致要求，再有毅力的首相也不得不退让，我也实在说腻了那句‘等待时机成熟时’……这时所有的顾问都劝我加入……内阁中和我站在一起的只有不久后辞职的雷德利，但毕竟人单势薄。”（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页。）

在梅杰担任领袖和首相后，他的对欧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梅杰延续了他担任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时期对欧洲温和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与欧盟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妥协，体现了对外政策灵活性的一面。他坚持英国的欧洲汇率机制成员的地位，并于1992年2月7日与欧盟其他国家共同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也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马约的签署标志着欧洲共同体开始从单纯的经济和贸易共同体，逐渐向涉及外交、安全、防务、司法及内政等领域的一体化方向发展。不过，梅杰政府一方面签署了该条约，希望英国不被排斥在快速发展起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另一方面，又尽可能逆转欧洲联合走向超国家的趋势，捍卫英国主权和国家的独立性，例如，在梅杰政府坚持之下，马约将荷兰提出的建设欧洲联邦的目标从条约中剔除，而代之以“建立日益紧密的联盟”的目标，英国还取得了不参加欧洲社会宪章和由英国最终决定是否参与欧洲单一货币的例外选择权。

不过，马约签署后，需要各签署国家的议会批准方能生效。在梅杰寻求英国议会的批准过程中，经历了重重困难。对此，有评论指出：“由于梅杰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字而在党内引起的英国在欧盟位置之争，在90年代中期已经发展成了内战。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约定的统一货币计划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托利党人（即保守党人）看作是走向欧洲超国家的先兆——这是对英国主权和国家独立的威胁。”（注：菲利普·斯蒂芬斯：《托尼·布莱尔》，刘欣、毕素珍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作为党内疑欧派的代表人物，撒切尔强烈的疑欧态度并没有因为辞职而减弱。有评论说，她虽然“选择梅杰做了接班人，但她很快就对他失去了信心，因为她自己的观点逐渐硬化成毫不妥协的反欧洲主义”（注：同上书，第75页。）。“在梅杰出任首相，尤其在欧洲货币联盟谈判开始之后，撒切尔终于公开了对梅杰处事能力的担心。”（注：安东尼·塞尔登、刘易斯·巴斯顿：《梅杰传》，葛雪蕾、张平、林榕、陈剑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1992年4月，保守党在梅杰领导下连续第四次击败工党，赢得大选。与此同时，梅杰与撒切尔的矛盾也开始明显化。大选之后不到一个星期，撒切尔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不要认为梅杰突然间完全建立了他的个人政见。他当了17个月的首相，继承了所有在过去11年半中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伟大成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梅杰主义……撒切尔主义将继续下去。它将在撒切尔离开之后长期存在，因为我们有勇气恢复那些伟大的原则并将它们付诸实践。”（注：同上书，第170页。）

当英国下院就是否批准马约展开激辩的同时，其他成员国在批准马约问题上也碰到困难。1992年6月，丹麦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是否批准马约，结果未能通过。之后，法国也宣布以全民公决形式决定是否通过马约，法国虽然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之一，但交付法国国民投票决定，其结果也有可能遭遇否决，这种可能性打击了金融市场对欧洲汇率机制正常运行的信心。1992年9月，在国际大金融家的投机下，欧洲爆发了金融风暴，英镑受到猛烈冲击，汇价猛跌，梅杰政府几乎投下了100亿英镑，约等于英国货币储蓄的40%，结果却徒劳无功（注：弗朗西斯·贝克特：《戈登·布朗——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王宏、王艾婷、刘伟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未能阻止住英镑的下跌之势，英国被迫于9月16日宣布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实行自由浮动。

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对梅杰以及保守党政府造成沉重打击。“梅杰曾将加入汇率机制视为担任财政大臣期间最大的成就，将马约视为首相任职期间最大的成绩。一时间，这些都荡然无存。”（注：安东尼·塞尔登、刘易斯·巴斯顿：《梅杰传》，葛雪蕾、张平、林榕、陈剑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保守党一向被认为是英国政党中最擅长经济治理的政党，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摧毁了保守党政府核心的经济政策和欧洲战略。9月16日被称为“黑色星期三”，但“也被疑欧派称为‘白色星期三’，因为这代表着他们所厌恶的汇率机制的终结”（注：安东尼·塞尔登、刘易斯·巴斯顿：《梅杰传》，葛雪蕾、张平、林榕、陈剑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党内“疑欧情绪此后在对梅杰的领导地位进行攻击时开始变得肆无忌惮。在政府中，中级大臣们越来越公开地发表他们的批评意见。内阁中，成员能够越来越自信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内阁中权力的天平开始偏离梅杰。在选民眼中，保守党失去了善于管理的形象。梅杰的个人支持率陡然下降”（注：同上书，第190页。），“梅杰因为坚持汇率机制而承受了大部分的指责，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举措导致了过高的利率”（注：同上书，第196页。）。他作为领袖的可信度受到损害，“梅杰的情绪低到了最低点，他反复考虑辞职的问题……亲笔起草了宣布辞职的手稿，并告知他所中意的继任者克拉克，应为领袖选举做好准备”（注：同上书，第190页。）。不过，在同僚劝说之下，梅杰最终收回了辞职打算。

寻求议会批准马约的过程持续了一年多，其间，保守党议会党团就此掀起了激烈辩论。以撒切尔为首的疑欧派提出进行全民公决的要求，但遭到梅杰拒绝。梅杰力主通过马约，他一方面表示将抵制建立一个联邦的欧洲，承诺将英国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指出，如果马约不能在英国获得通过，英国将丧失很多国外投资的机会，还会被越来越联合的欧共体排斥在外。对于后果，梅杰“私下表示，如果在马斯特里赫特问题上遇到太大的阻力，他将考虑辞职”（注：同上书，第199页。）。1993年7月，“经过了一年多的讨论、70次会议投票和61天辩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终于经议会正式通过”（注：同上书，第237页。）。在其间所进行的各种讨论、投票和辩论中，梅杰多次面对疑欧派的质疑、反对和在议会投票中的反叛，有评论称：“议会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批准程序上的异见是‘战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注：安东尼·塞尔登、刘易斯·巴斯顿：《梅杰传》，葛雪蕾、张平、林榕、陈剑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党内纷争公开暴露在公众面前，也给公众留下了“保守党在与自己开战”的印象。

马约虽然获议会批准，但保守党内的疑欧情绪并未就此被压制住，反而进一步高涨。梅杰的对欧态度也开始从以往温和的实用主义向疑欧方向倾斜，在199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举行时，“梅杰的中间路线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滑向疑欧派”（注：同上书，第275页。）。这一则是因为受到党内疑欧势力的推动，强大的疑欧派对梅杰的批评和指责导致其领袖地位益发不稳，政府的支持率出现下滑，推动梅杰转变立场，这种“转变既是为了拉拢右翼力量，也是为了将已萌不满之心的选民重新拉回保守党的阵营”。二则与梅杰本人的认识变化有关。据赫德回忆说：“梅杰自身的经历使他逐渐向疑欧派转变，尤其在单一货币问题上，他越是仔细琢磨这个问题，就越是觉得它不可行。”（注：同上书，第275—276页。）

此后，保守党政府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冲突日渐增加。例如，梅杰在199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期间，提出欧洲应是“多轨的、多速的、多层的欧洲”，英国会运用否决权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在1994年6月欧盟讨论现任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的接班人选的科孚首脑会议上，英国使用否决权否决了具有联邦主义倾向的吕克·德哈内作为继承人选。1994年9月，梅杰在荷兰雷登大学发表演说，反对联邦欧洲的设想，重申推动政府间合作、建设民主国家联盟的欧洲的信念。

梅杰逐渐流露出的疑欧倾向使党内亲欧派十分愤怒，但在疑欧派看来，梅杰的转变却并不令人满意。以撒切尔为代表的疑欧派认为，他们支持梅杰担任领袖，但梅杰上台后却抛弃了他们，其上任后的欧洲政策过于亲欧，背离了他们的主张。这种被抛弃的感觉让撒切尔派感到愤怒，他们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改变政府的政策，一个是把梅杰赶下台，实现第一个目标的前提，则是首先要实现第二个目标。1995年6月，撒切尔在她的第二册回忆录出版之际，指责梅杰在欧洲问题上分裂了全党，暗示政党需要更换领袖。疑欧派也开始酝酿挑战，约有70余名议员开始联络策划，梅杰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

面对上述形势，梅杰于同年6月宣布辞职，并宣布投入重选，保守党重开领袖选举，疑欧派人士约翰·雷德伍德（John Redwood）与梅杰竞争领袖一职，他希望利用梅杰政府的困难以及议会党团对政党可能在大选中失败的担忧，击败梅杰，取而代之，进而改变政党的政策。结果，雷德伍德并没有获胜，梅杰继续担任领袖。不过，这次领袖重选并没有结束党内分裂，选后梅杰着手改组内阁，内阁中包括左中右三派，他试图平衡党内各派势力，重建政党团结，但未能如愿，保守党分裂依旧，陆续有议员反叛以及公开表态不支持本党政府，政党士气低落，很少有议员相信政党能赢得下一场大选。到1995年秋天，保守党在下院的席位优势仅剩下5席，在1996年初的议会补缺选举过后，保守党仅剩下1席优势。（注：James W.Davis，Leadership Election in Six Western Democracy，Greenwood Press，1998，p.84.）到1996年11月，保守党终于失去下院多数党的地位，到1997年1月，保守党沦为少数党。（注：Keith Alderman，“The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 of 1997，”Parliamentary Affair，Vol.51（1），1998.）

1997年5月英国举行大选，面对工党这个面目焕然一新、极具竞争力的老对手，竞选期间的保守党却仍然呈现分裂状态。欧洲问题已成火药桶，尤其是关于英国是否放弃英镑、加入即将诞生的欧元区问题，成为焦点问题。“梅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欧洲’字眼已经成为一种图腾，右翼集中在这个图腾之下对他发起攻击，而且欧洲问题已经不仅是大选的核心内容，也将成为随后进行的领袖选举的核心内容。……他意识到此次选举将成为一次重大的失败。”（注：安东尼·塞尔登、刘易斯·巴斯顿：《梅杰传》，葛雪蕾、张平、林榕、陈剑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至于竞争对手工党，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工党越发认定，由于保守党在欧洲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它已失去了赢得大选的一切希望。工党官员认为，保守党正在发生内爆，梅杰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注：安东尼·塞尔登、刘易斯·巴斯顿：《梅杰传》，葛雪蕾、张平、林榕、陈剑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页。）

1997年大选结果揭晓，保守党果然遭遇惨败，梅杰引咎辞职。综观梅杰担任领袖和首相的七年，可谓是保守党纷争不断的七年，尤其是在欧洲问题上，这七年可以说是疑欧派和亲欧派争斗十分激烈的时期。不过，纷争并非始自梅杰，在撒切尔执政中后期，党内关于欧洲问题的辩论就已经开始。保守党在1997年大选中的惨败，并没有终结疑欧派和亲欧派的争斗，欧洲问题继续困扰着保守党，主导着政党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向。


第三章　新工党的崛起与保守主义的困境及前途

自1979年在野后，工党经过了在野初期的危机和混乱阶段后，开始在政党的组织、政策等领域进行全面的审查和改革，经过多年整顿后，逐渐恢复元气，终于在1997年重新获得政权。工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它不仅使政党取得前所未有的连续三届大选胜利，而且，它将自身定位在政治中间地带，也压缩了保守党的理论和政策发展空间，保守主义陷入困境中。在经历长期在野后，为摆脱困境，保守党也逐渐转向中间，两党呈现出在中间领域展开争夺的竞争态势。


第一节　工党改革：超越左与右的新理论？

自1979年丧失执政地位后，工党一直在野，时间长达18年，在野如此长的时间对一个大党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在野期间，工党经历了1979—1983年危机四伏的时期，彼时，工党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一方面，工党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在经历战后三十年的黄金时期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逐渐失效，其后提出的激进替代方案也未能经得起大选的检验，在指导思想方面工党已经乏善可陈，未来前进的道路和方向模糊不清。与此同时，“撒切尔主义”则因保守党连续的选举成功而成为英国政坛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工党处于意识形态危机中。

1983年大选败选后，领袖富特引咎辞职，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当选为工党新领袖。大选惨败使金诺克意识到，工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执政纲领过于激进，从而被选民认为是一个极端主义政党，以这种面目出现的政党其支持基础必定不会广泛，工党若想赢得广泛支持，进而上台执政，必须淡化激进色彩，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向一种温和的中间立场转移。如果说1979年大选的失败推动工党快速左转，那么，四年后1983年大选的惨败，则使工党明显呈现出右转的趋势。工党的转向与党内派系的发展状况也有关。自1983年后，左翼中的强硬左翼衰落下来，温和左翼出现向右翼靠拢的趋势，在经历了1987年连续第三次大选失利后，左翼作为一个整体又受到打击，向右翼靠拢的趋势更加明显。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工党内部派系的影响力逐渐消退，许多派系失去了明确的定位。由于工党大部分的国会议员现在意识到，公开的不和会带来严厉的选举惩罚，因此党内派系会避免在公共议程中提出分裂性议题。除此之外，他们也鲜少对大多数议题以及国会议员候选人或影子内阁和其他组织候选人的‘候选名单’发表政策宣言。除了追求胜选外，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论坛派向右靠拢，定位于团结派和宣言派附近的现象，这个迁移举动影响到工党内的其他派系……为了避免被孤立，这些派系也都加入论坛派向右移动的行动中”（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77页。）。这种发展为政党的转向提供了有利条件，工党在各领域进行全面的调整与改革，历经金诺克时期（1983—1992）、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1992—1994）时期与托尼·布莱尔（1994—2007）时期，改革后的工党面目焕然一新，在1997年以“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获得空前的大选胜利，结束了多年在野生涯。

从上述三位领袖任职时期的做法来看，其改革沿着同一条轨迹而行，即从作为左翼政党所持的左倾立场向温和的中间立场转移。在金诺克和史密斯时期，工党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发生变化，例如，较少提及与工会的合作伙伴关系，拉开与工会的距离；从坚决废除所有撒切尔政府制定的劳资关系法立场中后退；主张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对市场经济和企业自由竞争的作用加以认可；放弃单边核裁军计划，重新审查与欧洲共同体的关系，不再承诺退出欧洲一体化。在核心的问题领域，也即所有制问题以及国家角色问题上，工党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不过，最具标志性也是最深入的改革发生在布莱尔时期。1994年当选工党领袖后，布莱尔对前两任领袖的改革持肯定态度，但认为他们改革的步幅不够大，他力主进一步深化改革，他说：“如果世界改变了，而我们没有改革，那么我们对世界没有意义，我们的原则将不再是原则而只是僵化为教条。不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我们的政党是生机勃勃的政党，而非历史纪念碑。”（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布莱尔认为，工党需要全盘审查政党的政策，但更重要的是，工党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更新。面对战后工党“新社会主义模式”的失效以及保守党“撒切尔主义”的选举成功，工党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指导思想，没有理论上的更新，就没有具体政策的革新，就没有崭新的政党形象。布莱尔说：“工党的意识形态过时了，今天的任务是……重塑我们的意识形态。”（注：同上书，第13页。）布莱尔重建意识形态的标志性举动是修改党章第四条，即公有制条款，这一条款自发布起一直被等同于工党的社会主义，但布莱尔认为，是时候改变这种认识了。他说：“1918年工党党章以一种特别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标榜自己，即国家所有……经过一段时间，第四条款取得了一种图腾的地位……随着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社会主义失去其可信度，我们也就失去了支持。再者，我们公布的目标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差异给指控工党背叛原则的人提供了炮弹……这给我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公有制条款虽然自1918年即被写入党章，但因党内存在意见分歧，工党在执政中从未将之付诸实践，其理论与实践之间是有脱节的，这种脱节对政党十分不利，而且，在冷战终结、自由市场在全球扩张的国际背景下，继续坚持公有制似乎不合时宜了。工党需要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解释，以获取新的力量源泉。

布莱尔改变了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的传统观点，在他看来，“公有制只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方法。它本身并不是一种价值和原则，而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达到我们原则的一种手段。因此，第四条款就其本身而言，它并没有正确反映我们的价值或我们关于经济的整个观点”（注：Tudor Jones，Remaking the Labor Party，From Gaitskell to Blair，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6，p.141.）。“我们混淆了手段和目的，让经济处方遮掩了它所服务的目标。”（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布莱尔重新解释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不是限定在某一时期的某种固定的经济理论，而是一套适用于任何时期的价值和原则。”（注：同上书，第39页。）“我们从政是为了追求特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为了实施一种经济教条。自从共产主义垮台以后，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是惟一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东西。”（注：同上书，第24页。）社会主义不是一系列经济原则，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而是一系列伦理价值——平等、社会正义、社会互助、自由、民主、团结——的实现。从伦理的角度界定社会主义，可以避免以具体经济原则界定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因为随着社会变迁，具体的经济原则可能不适应环境发展，而以伦理价值来界定社会主义则有其优越性，可以使政党在实践中吸收各种观点，运用各种手段为其目标服务，它为政党的行动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用布莱尔的话说就是：“一旦如此定义社会主义——即社会之主义——我们就能从历史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被其束缚。我们可以避免1918年社会主义的定义中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混乱。最重要的是，通过确立我们新的特性，我们可以重获理论上的信心，开始并赢得思想上的战斗。”（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在工党党内，针对布莱尔修改党章第四条的动议尽管有一些反对之声，如来自工会的反对，但绝大多数的舆论支持修订。1995年4月，在工党特别会议上，反映布莱尔上述新思想的新党章被顺利通过。布莱尔也曾表达说：“关于第四条的磋商会议给人最强烈印象的不是意见分歧，而是意见一致。没有人对需要若干公有制提出质疑，也没有人激烈反对需要繁荣的私营部门。”（注：同上书，第63页。）工党不再把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不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而仅成了推动目标实现的工具，这一新解使工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地不再把改变所有制关系作为奋斗目标，表明工党意识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立场来看，这一变化无疑是从政党原有的左翼立场后退。

新党章的出台解放了工党的行动，旧的意识形态束缚消失了，布莱尔在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各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于1997年执政后付诸实践，其后将之总结为“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向世人公布。布莱尔将其治理模式称为“第三条道路”，自然是要与战后以来先后占据英国政坛主流地位的两种治理模式区别开来，用布莱尔的话说就是：“在过去50年，两种主要的政治模式主宰了英国及许多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舞台——新自由主义和一种高度中央集权色彩的社会民主主义……英国经历了这两种模式的典型形式。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条道路’这一名称对英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的原因，它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转折点以后的英国经历而提出的。”（注：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载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布莱尔认为，自二战后以来，主导英国政坛的上述两种治理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是，伴随环境变化，这两种模式均已不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它们各自暴露出很多缺陷。具体来看，第一种模式是老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也即战后三十年间工党提出的以混合经济、大规模国家干预、福利国家建设、充分就业等为特征的“新社会主义模式”，此模式到20世纪70年代已然衰落下来。对于这一模式，布莱尔在与时任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联合发布的《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注：《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派——布莱尔和施罗德的共同声明》，载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8页。）的共同声明中，总结了它的如下缺陷：

——我们有时把促进社会公正和过分强调结局平等相混淆，其结果是忽视了对努力和责任的回报，把社会民主等同为一致和平庸，而没有鼓励创造性、多样性和优秀表现。工作的成本越来越高。

——人们认为获得社会公正的办法就是增加公共支出而不管结果如何，也不管为此提高税收对竞争力、就业和生活水平的影响。提供像样的社会服务是社民党人关心的重点，但社会道德并不能用公共开支的水平来衡量。对一个社会的真正检验是看公共支出的有效程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它使人们得以自助。

——那种认为应由国家来解决市场失灵及其危害的观点往往赞成与政府的干预范围不相称的扩张以及应运而生的官僚主义。个人与集体间的平衡被扭曲。那些对公民们重要的价值观念，如个人成就和成功、创业精神、个人责任感和集体精神总是被置于总的社会保障需求之下。

——往往把权力放在责任之上。然而，个人对家庭、社区和社会的责任是不能推给国家的。要是“相互承担义务”这一观念被遗忘，集体精神就会减少，对邻居会不负责任，犯罪和破坏公共财物现象会增加，而整个法律体系将无法运转。

——扩大了政府靠微调经济来保障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这种能力，低估了个人和企业对创造财富的重要作用。过于强调市场的弱点而低估了它的实力。

显然，与过去相比，工党的反思使它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它的国家观明显有别于以往。工党反思传统左翼的国家干预和中央计划，指出“必须认识到过度的中央集权经常造就如下倾向：依赖、懒散、寻租、官僚作风、保护主义、权威主义、犬儒主义、财政上的不负责任、逃避责任、缺乏创造性、对改革的敌意，还有，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腐败——它经常出现在政府管理的两头，那也会导致政府服务对象的分化”（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宫力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工党现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布莱尔对此曾说：“我认为政府的行为不应该是阻止公司在全球市场中进行竞争，这并不是一项明智的反应，而且它也不会奏效，因为全球市场就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试图庇护公司免受全球市场的冲击，尽管它们可能在最初的几年里生存得很好，但是由于全球市场的压力，最终它们会走下坡路。你所能做的是更好地武装它们以及武装为它们工作的个人，以使它们能在全球经济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生存，对我来说，这就是第三条道路。”（注：David Coats，Peter Lawler，New Labour in Power，London：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p.141.）“政府在现代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既有限又至关重要。它应提供一个低通胀率的环境，促进长期投资，保证企业家可以雇佣到受到良好教育的职员，保证运转良好的一流基础设施，同企业界进行合作，推动地区发展和小型企业的壮大，为我们的货物打开国际市场，缔造一个强大、富有凝聚力的社会，消除失业和福利等社会成本对经济的负担。如果政府成功地做了这些努力，就是对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3页。）

在对战后工党的“新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的同时，工党对新右翼的“撒切尔主义”也进行了批判。工党承认新右翼的一些主张是有道理的，如它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工党著名的智囊安东尼·吉登斯就认为，工党建立的福利国家虽然保障了民众的最低生活要求，但是，“这种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从根本上是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但是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某种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而且福利救济有可能导致违反设计福利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结果”（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渠敬东译，黄平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但是，对于新右翼对自由市场的极度热情，工党也提出强烈的不同意见。

工党认为，新右翼过度迷恋自由市场的作用而导致其滥用自由市场这一解决方案，从而成为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奴隶。工党认为，新右翼对经济持不干预主义观，这是一种守夜人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在实践中带来了很多问题，吉登斯曾评论说：“认为国家应把其职能削减为‘看护人’角色的主张不能成立。最小国家的意识形态忽视了市场的局限性，其程度就像传统左派忽视国家的缺陷一样彻底。要维持市场事实上赖以存在的社会和公民框架，政府必须起基础性的作用。那种指望税收降到最低而仍然得以保持社会秩序或创造经济繁荣的想法是荒诞的。”（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宫力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在工党看来，自由市场是有其局限性的，例如，市场迎合消费者的欲望，培养一种商业主义，会威胁其他的生活价值；市场经济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更有活力，但这种财富创造中固有的活力却产生了市场本身不能应对的较大的社会成本，如由于经济不景气或技术变革带来的失业所导致的社会分裂；市场不能培育自身所需的人力资本，这需要政府、家庭和社群完成；市场经济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市场不能自我管理，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个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相互作用会产生有害的结果等。（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宫力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8页。）

工党认为，正是由于新右翼在国家与市场问题上持最小国家观和对自由市场的绝对信任，政府在应起作用的领域缺位，导致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如就业问题。在撒切尔执政之初的1979年，英国的失业人数是109万人，到撒切尔辞职的1990年，则上升到167万人。（注：陈乐民：《撒切尔夫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另一问题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日趋加重。有数据显示，自撒切尔政府执政以来，英国“居民中10%的最穷的人在过去20年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13%，且不得不接受这种状况；10%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则上升了65%。在同一时期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英国人从500万上升到1370万；每3个儿童中就有1个是在贫困中长大。在纽卡斯尔、曼彻斯特或者谢菲尔德的一些城区，40%以上的人没有工作，生活在贫困中。伦敦是‘欧洲犯罪之都’：在过去10年中，其犯罪率的上升快于其他欧洲国家。”（注：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胡善君、许建东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撒切尔政府希望通过削减税收、私有化、放松劳动管制等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进而解决失业问题，但实际上，上述政策并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如她实行的减税政策，广大民众并未从中获得多少好处，反而是富裕阶层从中受益。有数据显示，从1979年至1990年，最富有的1%的人从减税中所得的收益为262亿英镑，而占人口10%的最底层人民从中受益不过9亿英镑。（注：陈乐民：《撒切尔夫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撒切尔政府在1989年为限制地方政府开支，实行税制改革，更加重了下层民众的负担。她废除了原来针对房产所有者征收的房产税，改为对所有成年人课以同等税率的社区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头税。有评论认为：“这项新税制非常不公平，也太过严苛：收垃圾和捡废品的和有城堡的公爵付的财产税一样多。”（注：菲利普·斯蒂芬斯：《托尼·布莱尔》，刘欣、毕素珍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这引发了社会强烈的反对浪潮，有民调显示：“大约有70%的民众反对人头税，50%的民众将这一议题作为决定他们投票方式的决定性的议题。”（注：R.K.Alderman and Neil Carter，“A Very Tory Coup：The Ousting of Mrs Thatcher，”Parliamentary Affairs，Vol.42（2），1991.）鉴于社会反对声音高涨，保守党内也出现要求撒切尔重新考虑税制改革的声音，但她不为所动，持强硬立场，坚持实行社区税，结果导致伦敦发生严重的骚乱事件。

在撒切尔执政中后期，伴随社会失业人口以及贫困人口增加，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现象加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日益受到社会排斥，其生活状况日渐恶化，再加上撒切尔执政时期，削减公共福利，尤其是削减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福利开支，加剧了社会下层群体的经济负担，被边缘化的社区渐增，犯罪率上升，社会出现紧张和对立的情绪。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并利用其掌握的话语权宣传其价值观念，使得社会风气追求个人价值和物质利益的实现，社会责任意识和集体意识、团结互助的精神、社会平等的思想受到侵蚀，传统文化价值的影响式微。对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消极社会影响，布莱尔曾批评说：“新自由主义右派的教条主义已成为民族团结的严重威胁。太多的人在失落，太多的公司表现不佳，太多的公共服务由于被忽视而在衰落，太多的社区由于犯罪率上升、失业和社会排斥而受到危害。随着这些事例的增加，右翼越来越显示出其行动的迟钝——的确，由于担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寓意，右翼实际上不愿意在诸如教育和社会排斥这些关键问题上行动。正如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是右翼得以迅速执掌权力的关键一样，它们也正是右翼下台的关键。”（注：《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派——布莱尔和施罗德的共同声明》，载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上述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展现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之间的紧张。“保守党的中心问题是它‘赞许自由市场，而无视其一度所主要关注的人们对安全和交往的需要，’‘它所捍卫的传统和制度被它寻求扩大的市场原则所削弱’。”（注：陈志瑞：《持续的危机：1997—2001年的保守党》，载王振华、刘绯、陈志瑞主编：《解析英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对此，吉登斯也分析说，新右翼“一方面钟情于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应当在家庭和民族认同的边界上戛然而止，在那里，传统必须保持完好无损。但是，再也没有什么比市场力量的‘不断革命’更能消解传统的了。市场的动力机制削弱了传统的权威结构并瓦解了地方共同体；新自由主义制造了新的风险和新的不确定性，而它却要求公民们忽视它们。而且，它忽视了市场本身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正是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情抛弃的共生形式”（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渠敬东译，黄平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旧有治理模式的缺陷已经暴露而且被认知。工党的看法是：“过去2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经结束，但取而代之的不应是70年代盛行的赤字财政和国家重度干预。”（注：同上。）工党认为，它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一种能反映社会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的政治，这一政治既非旧式左派政治，也非新式右派政治，而是一种全新的中左派政治。第三条道路就是这样一种新政治，布莱尔对它做如下评价：“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它是以引导进步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但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它坚定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概念当作邪恶而要予以消除的新右派。”（注：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载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吉登斯曾从五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把第三条道路同前两条道路做了比较（注：详细内容参见安东尼·吉登斯：《左派瘫痪之后》，载杨雪冬、薛晓源：《“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8页。）：第一，政治价值。社会民主主义是清晰的左派阶级政治，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把自己定位在政治右派上的保守哲学，第三条道路在接受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摒弃了阶级政治而寻求一种跨阶级支持。第二，经济。社会民主主义推行强调所有制的混合经济，新右翼强调私有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第三条道路赞成一种新的混合经济，此经济不强调私有和国有经济之间的平衡，而强调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第三，政府。老左翼认为政府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对市民社会持怀疑态度，新右翼认为政府是问题，所有政府应从市民社会中撤退，让社会组织发育繁荣，第三条道路肯定政府应在市民社会重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政府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实现公共事务中更大的透明度。第四，国家。老左翼对民族国家不感兴趣，视之为国际团结的威胁，新右翼则持一种孤立的民族主义观，第三条道路认为持一种世界主义观的民族国家是积极的国家。第五，福利。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完善的福利体制是一个公正体面而且人道的社会的基石，新自由主义则认为福利制度是企业的敌人，市民秩序衰败的根源，前者想要维持最大化的福利国家，后者想要把福利制度减小到安全网的程度，第三条道路则认为，新右翼对福利国家的有些批评是合理的，必须改革福利国家，建立一种积极的福利观，使国家成为一种投资国家，投资国家的主要原则是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直接给予利益。

布莱尔在《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注：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载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5—30页。）一文中，对这一新理论也做过明确论述，他首先阐述了第三条道路所持的价值观念，即倡导一种个人价值平等、机会平等、个人责任和社会意识的价值观；其次指出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例如，全球市场和全球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妇女角色的转变以及政治本身性质的急剧变化，使原有治理模式暴露出严重弊端，时代呼吁一种新模式的出现；再次，他指出第三条道路所希望达到的四个目标：一是建立在个人授权和机会基础上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有活力的经济，政府为经济提供条件而非指挥经济，并利用市场的力量服务于公共利益；二是建立一个铭记权利与责任的公民社会，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伙伴关系；三是建立一个基于伙伴关系和权力下放的现代政府，推进政治民主化发展；四是奉行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工党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无疑有服务于政党竞争的因素考虑在内。在1997年之前，工党已经在野很长时间，一个政党只有掌握政权才能将其改造社会的方案付诸实践，才会有政治前途，但要取得执政地位，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以及大众媒体发达的社会里，如果不关注选民的舆论走向以及恰当对之作出反应，政党不可能取得选举成功。在这方面，保守党在执政期间，通过发动舆论宣传，有意识地动员民众接受其关于经济问题的定义，以此重塑政治议程。经过“撒切尔主义”十余年的统治之后，整个社会的舆论已向右倾斜，尤其在经济议题领域，保守党的一些观念和政策已经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地位。工党必须对之做出反应，在工党右翼修正主义模式失效以及左翼激进替代方案失败的情况下，工党需要寻找新理论以应对“撒切尔主义”的挑战，需要建构新思想以赋予政党崭新的形象和动力以东山再起。用布莱尔的话说：“政治的首要问题是思想问题。如果没有自己强烈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观念，一个政府无论占有多大程度的多数，都只会是无舵之舟，难以发挥作用。而且，思想需要有相应的称呼才能流行并得到广泛的理解……‘第三条道路’就是目前进步的中左力量在英国和其他地方正在形成的新政治的最好称号。”（注：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载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以一个崭新的口号来表明工党的改变，吸引大众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吸引数量庞大的中间阶层选民的支持，是工党推出第三条道路的一个重要考虑。

第三条道路的出现有深层次根源，从外部因素看，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深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左翼政党传统所实行的以国家为基础的战略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以往，国家的经济政策能相对有效地决定国内经济要素，如支付、利率、价格、增长以及就业之间的平衡，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跨国贸易、移民以及资本转移，有效削弱了民族国家控制本国事务的权力，使它以往所奉行的完全独立的经济政策的空间缩小。当然，左翼政党可以选择退出对全球市场的参与而实践“一国社会主义”，但是，全球化在带来风险和限制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面对全球化的两面性，工党选择了参与，在参与中面对新形势寻找新的思想和实际有效的应对方案。第三条道路便是工党找到的应对全球化发展的新思想和新治理模式。除了全球化之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也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这一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无疑也影响到了作为左翼的工党。西欧的政治和舆论天平普遍向右倾斜，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不会再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的言论广泛传播开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左翼政党普遍受到沉重打击，其处境艰难，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改造社会的方案似乎已经宣告破产，工党拉开与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距离，呈现出由左向中间发展的趋势，与这一重大变迁有着密切关系。此外，从内部来看，英国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对工党也有深刻影响。随着全球化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相继进入工业社会，工业国家的很多企业逐渐向外转移，在如英国这类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日渐上升，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则日渐下降。人数庞大而集中、因而很容易动员起来的大规模工厂的减少以及极为分散的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无疑侵蚀了工党的支持基础，影响了它的阶级战略。传统工人阶级人数下降，中间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大多数，他们的价值导向多元，重视稳定的工作、安全的社会、低的银行利率、良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如何在政策上回应他们的需求，成为工党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三条道路即是工党尝试做出的回答。

如何认识第三条道路？布莱尔曾说，第三条道路是新时期的新政治。它的新部分在于工党将新时期资本主义发生的各种新变化作为建构新理论的大背景。社会变迁带来了大量新议题，这些议题是传统左右政治所没有涵盖的，如吉登斯所说：“左与右之间的划分继续得到了保留，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而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划分是否同过去一样涵盖了同样广阔的政治领域？……我们对于全球变暖的假说到底应当作何反应？我们是否应当赞成使用原子能？工作到底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保留核心的生活价值？欧洲的未来应当是什么样的？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明确的左或右的问题……各个社会民主党派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已经逐渐地向这一中间派靠近。当然，这一中间派在按左—右分界的背景下只能意味着妥协，即对两种更为明确的选择的‘折中’。但如果左—右不再像过去那样概括一切，那么这一结论也将不再成立。”（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渠敬东译，黄平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正是因为工党认为，它的第三条道路涵盖了大量新议题，如生态问题、家庭和工作特征变化、个人认同以及文化认同、各类有关生活政治的议题，因此，是一种超越左与右的新政治。

随着时代变迁而涌现的大量为传统左右政治所无法涵盖的新议题，为第三条道路声称是超越左与右的新道路提供了现实理由。但是，新议题的出现不意味着传统左右政治分野的消失，现代政治中仍有大量议题是传统左右翼一直争论的议题，而且，它们目前仍在英国意识形态辩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平等与自由、个人与社会、自治与责任等问题上，分属左右翼的各种政治观点的对立已延续了几个世纪，可以用平衡的方法在对立的观点之间折中、妥协和趋同，但却无法使左与右的对立消失。从这一角度看，在涉及传统左右分野的问题上，工党明显呈现出向中间转移的趋势，这种右倾化发展使得它在一些政策方面呈现出与保守党的一致性，例如，认同自由市场和私有制；实行严格的财政预算，控制公共花费；继续撒切尔时代对劳动市场的放松管制，保持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保留各项工会立法，限制工会权力；改革福利国家等。不过，两党的差异仍然存在，例如，保守党主张继续私有化，工党虽然对私有制表示认同，但不建议进一步的私有化；保守党反对福利国家，认为其有各种弊端，希望消灭福利国家，工党接受了保守党的部分批评，但认为福利国家的存在是合理的，问题是如何改革它。在这些早已存在的左右政治议题中，工党摒弃了传统思想中过时的成分，坚持了它认为仍起作用的部分，同时汲取了右翼思想中被认为是合理的因素，由此，它所形成的是一种混合型治理模式，这是第三条道路的新颖之处，鲜明体现了它的实用主义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两党之间的差异最主要的表现在所持的政党价值方面。对保守党来说，自由仍是其首要的价值，工党则仍然以追求平等为最终目标，不过，其平等观也发生了变化。传统上工党追求的是一种结果平等，但20世纪90年代的工党则主张价值平等和机会平等。平等观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具体政策，工党以往主张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来推进结果平等，但第三条道路时期的工党已经从这一立场后退，而更倾向于强调为每个人提供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如同为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布莱尔之后的工党领袖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曾强调说：“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们用税收和福利体制来补偿那些贫困的人们，而不是做一些更为根本性的事情——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问题……通向机会平等之路的起点不是税率，而是工作岗位、教育、福利国家的改革以及对既有资源的有效和公平的分配。”（注：马丁·鲍威尔主编：《新工党，新福利国家？英国社会政策中的“第三条道路”》，林德山、李资姿、吕楠译，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不过，不管怎样，工党没有丢掉它传统的价值，对它而言，即使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体制已经衰亡，但作为一套价值，仍然值得坚持，仍然为它所信奉。平等、正义、公平、团结仍是它经常使用的概念，也是它在选举运动中的关键议题。面对新自由主义运行多年后带来的消极影响，工党所坚持的左翼价值成为它获取选举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它于1997年的重新执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也正是这种对传统左翼价值的坚持，尽管是受到稀释和淡化之后的坚持，使工党仍然保持了左翼政党的特色。工党在延续左翼传统的同时面对变化了的世界所采取的新立场，被布莱尔和吉登斯定位为英国政治光谱中的中左翼力量。总的来看，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既包含旧政治以及对旧政治的新解，又涵纳了伴随时代变迁而出现的新政治，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从传统的认知来看待这一思想，无疑认为它模糊了政党原有的左翼面目，政党的政治特性不如以往清晰，但从现实来看，它是政党对变化了的世界所做的回应，是力图跟上时代步伐而做的努力，它在其中体现的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视以及勇于探索、锐意革新的精神，是它保持政治生命力的源泉。

面对变化的世界，工党的改变不可避免。鉴于工党传统的支持基础在不断萎缩，工党向中间立场的转移无疑是明智的，这有助于扩大支持基础。它不再寻求一阶级的支持，而是希望建立一种跨阶级的联盟，用布莱尔的话说就是使站在政治中间地带的工党能吸引社会尽可能多的群体的支持，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多数人的党”（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不过，一方面，向中间转移的趋势可能使那些传统的支持群体对工党的态度疏远开来，他们或者是对自由市场以及它所带来的日渐分裂的社会后果持批评态度的人，或者是工党以往所实行的左翼政策如再分配政策、福利政策的受益者，尽管限于政党认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会支持工党，但显然其支持的牢固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工党希望建立的跨阶级联盟的稳固性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一个异质性的联盟，一个异质性的联盟比一个单一阶级的联盟更容易崩溃，因为联盟内各群体的诉求是有异的，而且，伴随社会的多元化、个人主义化的发展，不仅政党益发地利用实用主义来达到成功的目的，社会大众的实用主义倾向同样也在增强，尤其体现在对政党以及对政治的态度上。当工党在各种政策的妥协折中中能照顾到联盟内各群体的诉求，联盟得以维持；一旦无法做到，联盟内的群体就有可能游离开来，转而寻找新的政治代言力量。

因此，如果政党的选举支持基础无法稳固，那连续的选举成功以及稳定的政治地位就无法得到保障。在目前西方社会日渐分化、多元化的变迁面前，依靠单一阶级支持的战略对任何一个政党来说都已经行不通了，扩大支持基础、建立不同群体的支持者联盟成为很多政党的选择。相应地，如何使跨阶级的联盟内部充满凝聚力，使之成为稳固的支持基础，也成为政党普遍面临的挑战。自然，如果联盟内部能形成一种共识，有一套为之所共同接受的价值，无疑有助于维系联盟对政党的忠诚。从西方政治发展来看，每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政治势力都是建立在某种形式的共识基础之上，这种共识拥有核心的价值，这一价值也强大到足以产生政治团结和一种对政党的认同，工党在历史上就享有这种认同，它对平等公正的社会的追求赋予了它强大的、稳定的支持力量。但是，当今的西方社会与以往有很多不同，各种复杂的变化已经减弱了一个强大的、稳定的支持力量出现的可能，社会的多元化、个人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导致大众对政党的认同度普遍下降，政党难以凝聚起稳定的支持力量。第三条道路同样也面临这样的困境，中间取向扩大了政党的支持基础，也使它取得连续的选举成功，但尚未能稳固这一支持，这与政党自身的执政绩效有关，也与社会大环境有关。社会变迁有时会抵消政党所做的努力，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有时也会使政党的执政努力付诸流水。社会在发展变化，挑战永远存在，因此，保持一种革新的意识，敏锐探察社会动态，适时调整变革，是政党维持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法宝。


第二节　困境与前途：“后撒切尔主义”时期的英国保守主义

在1997年英国大选中，保守党惨败，领袖约翰·梅杰引咎辞职。梅杰在执政期间，基本沿袭“撒切尔主义”的治理模式，但在处理英国与欧洲的关系问题上，与“撒切尔主义”强烈的疑欧主义乃至反欧主义相比，梅杰的立场较为温和。英国在经过十余年的“撒切尔主义”统治之后，在经济方面的发展状况好于欧洲很多国家，但在其他领域暴露出很多问题，“撒切尔主义”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与此同时，保守党的老对手工党在野期间锐意革新，出台第三条道路的新理论，以崭新形象获得了英国政治话语的主导权。反观保守党，其内部围绕“撒切尔主义”纷争不断，保守党开始丢失它在英国精英辩论和政治思想阵地中的主导地位。

梅杰在1997年大选后辞职，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接替他担任保守党领袖。在黑格任内，党内很多人认为，1997年的大选惨败已使政党跌至谷底，同时工党自执政以来，与选民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保守党若能在黑格领导下结束分裂，统一思想，明确方向，那可以在2001年大选中东山再起，但事实证明，这种情绪过于乐观。黑格任职四年间，并没有带领保守党走出困境，他在领袖竞选时曾承诺要给保守党一个“崭新的未来”，但结果，保守党仍是一个内部分裂、意识形态冲突严重的政党，他未能弥合党内分裂，未能提出新的指导思想，给“后撒切尔主义”时期的保守党指明前进的方向。

继1997年大选惨败后，保守党在2001年大选中再遭惨败，仅获得166席，比1997年大选多一席，且议席集中在英格兰地区，威尔士地区一席未得，苏格兰地区赢得一席。从大选成绩看，与1997年相比，保守党的表现并没有多大起色，相形之下，工党再次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获得413席，蝉联执政。（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 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270.）黑格引咎辞职，保守党选出新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但史密斯任职仅两年，同样未能带领政党走出困境，他在2003年遭遇本党议员挑战，被迫下台，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取而代之。霍华德担任领袖的时间也仅有两年，在他任内，保守党的状况开始好转，但仍输掉了2005年大选。同年10月，霍华德也宣布辞职，他成为继黑格、史密斯之后连续第三个未能当上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在自1881年至1997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中，保守党只有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在任领袖时未能执政，但在1997年之后的短短8年间，就增添了三位领袖。在1997年之前，保守党一直被视为英国“天然的执政党”，无论是二战前在与自由党的竞争中，还是二战后在与工党的较量中，总体上占据上风，但自1997年大选惨败后，保守党接连失去2001年和2005年大选，其间政党频繁更换领袖，每位领袖都做出了努力，但未能使政党走出困境。

这一前所未来的经历深刻暴露出保守党以及保守主义存在的严重问题。保守党自撒切尔执政后期，党内派系争斗不断。派系争斗源自观点分歧和个人利益考虑，它不仅导致政党在组织领域发生分裂，政党凝聚力和整体行动能力大大下降，公共形象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党内对未来执政路线之争十分激烈，保守党在指导思想领域未能找到一条清晰的执政路线，未能规划一套完整可行的执政纲领。连续的大选失败、长时间的在野表明政党已陷入危机。

对于保守党的困境，可首先从具体政策维度加以考察。自二战结束以来，作为英国政坛两个最大的政党，保守党与工党在政策领域各有自己的强项议题，例如，工党在就业、教育及医疗等领域的政策一直以来比较受选民欢迎，而在国防、经济及治安领域，选民则倾向于支持保守党。但是，在1997年后，伴随工党全面的政策调整和革新，保守党发现属于它的强项议题逐渐减少，工党的优势则逐渐增加。

（一）在经济问题领域，保守党长期以来拥有善于管理经济的名声，一直被选民认为比工党更能胜任经济治理任务，更有能力推动英国经济发展，但在1992年保守党梅杰政府时期，英国被迫退出欧洲货币汇率机制，这严重损害了保守党胜任经济治理的名声。此后，自1997年在野后，保守党发现它很难挑战工党新的经济战略。以往，工党主张的公有制、国有化、高税收、高开支、中央计划及对企业和企业主持敌视态度，都是保守党攻击的重点，但在1997年执政后，工党重视激发经济活力，拒绝了国有化与高税收，削减企业税，充分利用市场的活力，同时采纳了保守党主张的降低通货膨胀和谨慎财政开支的政策。

如果说工党发生的上述转变使保守党难以攻击，那么，对工党自身提出的政策，保守党的回应或者自相矛盾，或者不具有可行性。例如，1999年工党政府引进最低工资制，招致保守党的一再谴责，认为这一制度将严重损害英国的竞争力，但一旦它成为法令，保守党便不再反对，并表示如政党执政，将不会取消这一政策；在英格兰银行独立问题上，工党赋予英国中央银行即英格兰银行以利率决定权，通过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英国经济发展速度，遏制通货膨胀，保持金融市场稳定，保守党开始对之持反对态度，后转而接受；在公众关注的税收与开支问题上，相比工党对不同税种有增有减，保守党在2001年与2005年大选中公开承诺减税，但其可行性受到质疑，因为减税多半以减少政府开支为支撑，而削减开支无疑会影响公共服务的支出。对选民来说，减税尽管有吸引力，但是，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比减税更加重要。

从1997年执政至2005年，在工党8年执政期间，英国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使得保守党在此领域难有作为。英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稳步提升，通货膨胀率被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2002到2005年，英国GDP增长比欧元区高出1%—2%，失业率则低于5%，是法国和德国的一半。（注：Thomas Quinn，“Choosing the Least Worst Government：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2005”，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9，No.1，January 2006，p.171.）经济成就不仅支撑了工党蝉联执政，而且也使保守党对工党经济政策的批评缺乏可信度。

（二）在社会问题领域，传统上两党在社会政策领域各有强弱议题，但是，工党自1997年执政以来，修正了某些政策立场，保守党的政策则摇摆不定，两党的较量最终工党胜出一筹。这从两党在主要的问题如家庭伦理、同性恋、移民、避难者、犯罪、恐怖主义及福利改革等领域的争斗可窥见一斑。

在家庭伦理和同性恋问题上，保守党的立场摇摆不定，例如，黑格在任职初期，表示英国有必要“尊重不同性别取向的人们”（注：Anthony King，ed.，Britain at the Polls，2001，New York，Seven Bridges Press，2002，p.75.），保守党应接受社会风气的变化，应包容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如包容单身母亲、未婚夫妇等，观点倾向于社会自由主义；但后期他又回到传统的保守主义，强调社会伦理道德和正常的婚姻家庭的重要性，宣称保守党是一个家庭的党，攻击工党是一个同性恋的党。他承诺“保守党将会发展那种能加强家庭责任感和支持婚姻制度的福利改革政策”（注：Mark Garnett and Philip Lynch eds.，The Conservatives in Crisis，The Tories after 1997，Manchester and New York，2003，p.136.），并指责工党在2000年取消对已婚夫妇的补贴，恢复补贴即成为保守党此后大选中一再强调的承诺。

在移民与避难者问题上，保守党的立场同样摇摆不定。1997年在野之初，黑格曾表示接受英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致力于发展多元文化，打造一种包容、温和的社会氛围，并提议从各种族团体中吸收更多成员加入保守党；但到2001年，黑格的态度发生变化，他声称工党正在将英国变成外国人的地方。之后的领袖霍华德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强硬，他认为难民和移民将会对英国社会构成恐怖威胁，主张实行紧缩移民政策，如对非欧盟地区的移民设置年度准入限额，严格区分为寻求经济利益和真正因专政体制而寻求政治避难的人，严厉打击前者，并在2005年大选前提议英国退出《日内瓦公约》（注：《日内瓦公约》是在瑞士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保护贫民和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总称，被认为是国际主义人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主要人权公约，因此，联合国难民署对英国保守党提出退出公约深表不安，认为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不良影响。）。

在治安问题上，保守党一直主张严厉打击犯罪和恐怖主义，重新引进死刑，工党则认为，犯罪的产生是缘于贫穷和社会不公，只有消灭贫穷和社会不公，才可能真正消灭犯罪。这一观点虽然有道理，阐明了犯罪产生的深层根源，但是，消灭贫穷和不公正非一朝一夕之事，犯罪问题则需要及时解决，工党处理犯罪问题不力一直被英国选民指责为软弱，在此领域公众对保守党的信任也一直多于工党。但是，工党自1997年后，立场发生变化，首相布莱尔声称要做到标本兼治，不仅要解决犯罪背后的社会问题，而且严格对待犯罪本身。布莱尔提出“强硬打击犯罪行为，着重解决犯罪根源”的标语，指出个人无论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何，都应当对其犯罪行为负责。工党逐渐强硬的立场使保守党在此领域的优势逐渐减弱。

公共服务及福利领域一直以来都是工党的强势领域，选民对工党的支持率也远高于保守党。自2001年蝉联执政后，工党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改善公共服务，例如，增加医生护士的数量，建立全国医疗保健专家治疗中心等，结果，从1998年到2005年，医院等待就医的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注：Thomas Quinn，“Choosing the Least Worst Government：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2005”，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9，No.1，January 2006，p.170.）在福利问题上，由于福利制度长久运转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福利机构官僚低效、存在福利欺诈行为、福利制度一定程度削弱了个人进取自立精神等，工党采取了较以往强硬的措施，坚持责任与权利并重，强调工作的中心地位。工党从“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的转变一定程度削减了福利，在公共服务领域也有很多问题未能解决，但是，与保守党对福利国家的敌视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冷漠相比，工党仍被选民看作是比保守党更有同情心的党。

（三）在欧洲问题领域，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期，欧洲问题成为保守党极为关注的问题，在这段时期，保守党历届领袖对欧洲一体化均持怀疑态度。到黑格时期，保守党影子内阁达成协议，两届议会内不支持英国加入欧元区（注：Anthony King，ed.，Britain at the Polls，2001，New York：Seven Bridges Press，2002，p.82.）；对欧盟宪法条约，霍华德不仅表示反对，而且承诺任何涉及国家权力让渡的条约都要经过全民公决。与工党相对亲欧的姿态相比，保守党的疑欧态度反映了大多数英国民众对欧洲统一运动的疑虑。但是，一般而言，普通民众更为关注内政问题（注：2005年大选前英国著名民调机构民治（YouGov）公司曾对选民认为最重要的议题做过调查，结果如下：医疗保健（45%），移民（40%），犯罪（35%），经济（31%），税收（28%），养老金（26%），教育（23%），伊战和欧洲（12%和10%）。Thomas Quinn，“Choosing the Least Worst Government：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2005”，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9，No.1，January 2006.），而且，保守党内部亲欧派和疑欧派之间争斗不休，党内存在严重分裂（注：1997年保守党议员在欧洲问题上有以下倾向：疑欧右翼议员占30%，有疑欧倾向的议员占29%，亲欧左翼议员占21%，有亲欧倾向的议员占4%，持不可知论者占17%。参见Anthony King，ed.，Britain at the Polls，2001，New York：Seven Bridges Press，2002，p.71。），甚至出现议员为此退党的情况。鉴于党内在欧洲问题上的纷争，这一议题很难成为保守党的强项议题而被用来吸引大众选民的支持。

上述三大领域是英国选民十分关注的领域，也是任何政党在政纲中需要着重阐述的领域，但是，自1997年以来，已在野多年的保守党在上述领域的政策或者含糊不清，或者摇摆不定。如何寻找明确的方向、统一全党的思想，制定一套清晰连贯的政策，成为保守党面临的最大难题。显然，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处于不确定之中，这一不确定与围绕如何对待“撒切尔主义”这一政治遗产党内产生的分歧有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主义”主导政党执政议程时，党内对它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就有各种批评之声，到“后撒切尔主义”时期，党内分歧更加明显。“撒切尔主义”在经济问题上持自由主义观，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主义观，此外，对欧洲统一运动持怀疑态度也是撒切尔执政时的主要政策倾向，在上述领域保守党内明显划分为左右两派，对此，前文曾有提及，在此做一总述，左右两翼的观点存在如下方向性的分歧：

●在经济领域有自由主义和经济统制主义之分，其实质仍是传统争论的市场与国家的权力边界问题。右翼自由主义主张减少对资本的干预，鼓励经济个人主义的发展，支持自由市场扩张和自由竞争，对经济领域的“大政府”持敌视态度；左翼经济统制主义则认为自由市场有局限性，无论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即消除自由市场的弊端，还是使保守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更具有包容性，政府都应该介入经济管理。

●在社会领域有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之争，表现在对待家庭伦理、宗教、死刑、同性恋、多元文化、移民及治安等问题上，左翼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社会变化持自由、开放与宽容的态度，右翼社会保守主义则坚持保守观念，尊重历史和传统、宗教与伦理道德，尊重权威与秩序，认同社会既有等级结构，维护家庭和民族的整体性。

●在欧洲问题上有疑欧主义和亲欧主义之争，也即对欧洲统一运动持怀疑态度还是持乐观支持态度。持支持态度的左翼认为欧洲一体化发展迅速，英国应加入其中，并发挥关键作用；持怀疑态度的右翼则认为，欧盟的发展及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会削弱英国国家主权，更深入地融入欧洲有可能会损害英国国家利益，因而对之持观望、怀疑乃至反对态度。

保守党在上述三大领域的分歧在自1975年以来的历次领袖选举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大问题领域的突出性不同。当撒切尔在1975年挑战时任保守党领袖的希思时，党内最重要的争论涉及经济问题，也即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自二战后一直占据保守党意识形态辩论的中心地位，党内经济自由派和干预派之间辩论激烈，以撒切尔为首的自由派击败了以希思为首的干预派，其后，自由派在党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到安东尼·迈耶和迈克尔·赫塞尔廷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挑战撒切尔的领袖地位时，党内压倒性的问题已经变成了欧洲问题，疑欧派和亲欧派之间的辩论成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辩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两派的争斗不仅导致撒切尔在执政期间两度遭遇亲欧派的挑战，最后被迫辞职，它也曾导致梅杰在执政期间屡遭挑战传闻，最后被迫通过主动辞职后参与新的领袖选举获得胜选来重建权威。在梅杰于1997年大选败选辞职后，欧洲问题仍是导致保守党内部冲突的最主要问题，党内为此发生的争斗和分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梅杰辞职后，保守党重选领袖，亲欧派和疑欧派分别推选候选人参加，结果，疑欧的黑格战胜了亲欧的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e），当选领袖。在黑格于2001年大选败选引咎辞职后，疑欧派和亲欧派再次推选候选人参与竞争，结果，疑欧的史密斯战胜了再次参选的亲欧的克拉克，当选领袖。2003年接替史密斯的霍华德同样是一个疑欧派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撒切尔自1990年辞职后，在英国政坛和保守党内仍很有影响力，在保守党上述几次领袖选举中，都有撒切尔的身影，她公开表态支持疑欧派候选人，对选举结果起了重要的影响。不过，自2001年以来，欧洲议题虽然仍是党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但社会议题的重要性开始突出，党内关于多元文化、伦理道德、家庭及同性恋等社会问题的讨论开始增加。到2005年霍华德辞职之时，欧洲议题的重要性已大幅下降，疑欧派已经占据了主导，党内首要的意识形态冲突已逐渐让位于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此外，还涉及传统派和改革派就有关如何才能使政党东山再起的争论，传统派拒绝激进的革新，改革派则认为应对政党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革。

上述分析简要总结了保守党于二战后几十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主要辩论。党内长期的纷争影响了政党具体政策的制定，同时，党外竞争尤其是老对手工党立场的转变，又对保守党如何准确地进行政治定位增加了难度。

自1979年大选败选后，工党在经历了在野初期的危机和混乱后，开始对政党的组织机构、纲领主张、竞选运动等领域进行全面的审查和改革，经过多年整顿，逐渐恢复元气，终于在1997年重获政权。工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产生了广泛影响，它将自身定位在政治中间地带，不仅抛弃了建党之初所主张的制度替代的主张，而且，在二战后执政期所实行的以国有化、充分就业、大规模国家干预等为内容的“新社会主义模式”也被放弃，工党接受了以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右翼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出现右倾化趋势；另一方面，工党仍然坚称自己是左翼政党，仍坚持公平、机会平等、正义、团结等左翼传统的价值，承诺利用政府的力量解决贫困、不平等及社会排斥等问题，改革福利国家，改善公共服务。工党的目标是希望一方面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运用国家的力量解决自由市场带来的弊端，尽力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这对传统矛盾。此外，对于伴随时代发展出现的跨越传统政治分野、跨越各阶层的新议题，工党也持一种包容态度。

工党的中间主义虽然招致某些批评，但很多研究者认为，全球化条件下超越国界的激烈竞争、各国不断增强的经济与财政的相互依赖、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各国的深刻影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党以往在社会正义的名义下成功解决社会不平等的战略，例如，实行国家对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实行高的公共开支、政府对资源及收入的再分配等，工党由左翼向中间移动是对变化的环境做出的理智反应。此外，在现代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组织、文化认同模式、沟通反应方式及家庭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分化和文化分化趋势加强，民众对政治的兴趣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分野，对环境、移民、文化认同、人权、秩序、同性恋和生活方式等问题的关注超出了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政党意识形态争论的框架，工党的中间主义也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变化进行谨慎地观察基础之上。

这种中间定位拓展了工党的行动空间，有时通过具体政策的妥协折中，工党可以技巧地结合左右两翼主张，从而大大挤压了保守主义的发展空间。但是，对于如何解读工党的新变化以及它自1997年以来连续三次的选举成功，保守党内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工党的选举胜利表明，在经历了18年的“撒切尔主义”统治之后，英国民众的情绪已经发生明确而重大的变化，保守党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全盘反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工党的中间主义只是一种宣传设计而无实质内容，它妥协折中的做法在一旦需要做出艰难选择时就会陷入困境，而且，工党在某些政策领域的右转表明保守党的主张并未失效，因此，政党应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注：Mark Garnett and Philip Lynch，eds.，The Conservatives in Crisis，The Tories after 1997，Manchester and New York，2003，p.125.）

相应地，对于如何使保守主义走出困境，保守党内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坚持右翼立场，主张更加强有力地实施以经济自由主义、社会保守主义为内容的“撒切尔主义”；一是认为应从右翼向中间移动，在社会经济领域实施一种更具包容性、更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自2001年的领袖选举始，上述两种路线的对立已较为明显。在保守党左翼看来，右翼所主张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保守党以往的执政实践便能说明问题。保守党在1997年的败选是在经历18年“撒切尔主义”统治后发生的，作为执政时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它是导致政党选举失败的主要原因。撒切尔主义一直关注自由甚于关注平等，关注经济效率甚于关注社会公正，它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加限制的自由市场、日渐加剧的社会竞争导致英国出现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

但是，在保守党的右翼看来，尽管“撒切尔主义”存在上述问题，但这一指导思想并未失效，其理由是自由市场和竞争是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私有制更是无法取代，而且，保守党的一些经济政策也被执政后的工党政府采纳。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工党虽然在经济政策上出现右倾，但并没有变成另一个保守党，无论是对私有制还是对自由市场，工党都有它的接纳限度；而且，没有一个保守党在执政时会像工党那样关注平等及对弱者的保护，关注就业及贫困，引进最低工资制，将改善公共服务作为执政重点。对保守党思想的借鉴及同自身左翼特性相结合，工党真正占据了中间，其运用政府的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某些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产生的消极后果。在大多数英国民众仍旧支持福利国家模式并对经济自由竞争的后果忧心忡忡之下，右翼继续坚守“撒切尔主义”的立场似乎已变得不合时宜。在经济领域，工党的中间立场使得保守党右翼几乎没有优势，在社会领域，右翼所持的保守主义尽管某些观点拥有一定的支持群体，例如，保守党主张对社会治安和犯罪采取严厉政策，受到选民的欢迎，但其他很多观点明显受到排斥，例如，大多数选民反对右翼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大规模削减福利的主张，其强硬的移民政策也被不少选民认为过右而有走极端路线的嫌疑。

显然，因党内无法达成共识，黑格、史密斯和霍华德时期的保守党未能找到一条明确的执政思路，这直接影响了具体政策的连贯性、清晰性和持久性，这是保守党在1997年、2001年和2005年大选中连续失败的主要原因。保守党虽然是一个秉承实用主义传统的政党，但从历史上看，保守主义并不缺少思想，每一时期总有一种主张适时突显而成为施政时的指导思想，但是，2005年的保守党在经历近十年在野后，仍未能确立起明确的执政路线，不仅表明党内分裂的严重程度，而且也表明保守主义面临真正的困难。

2005年10月，在霍华德辞去领袖职务后，保守党选出了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担任领袖。卡梅伦的政治立场横跨左右两翼，他战胜了来自右翼的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和利亚姆·福克斯（Liam Fox）以及来自左翼的肯尼思·克拉克，他的当选表明保守党向中间转移的趋势明朗化。观察2005年保守党领袖选举中议会党团最后一轮投票中各派的投票情况，便可发现这一迹象。左翼的克拉克早在议会党团第一轮选举后已被淘汰，因此，参与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的仅剩其他三人。在经济议题上，在保守党议会党团内，经济自由派已经占据主导，其议员数量已经远远超过经济干预派的议员数量，双方比例为160∶27，另有少数持不可知论主张的议员。在经济干预派中，超过80%的支持卡梅伦，支持戴维斯和福克斯的仅有4人和1人。在经济自由派中，大多数议员支持戴维斯和福克斯，两人在自由派议员中所获总支持票数为95票，但是，选票在两人之间出现分散，戴维斯获48人支持，福克斯获47人支持，卡梅伦则获得65名自由派议员的支持（注：Timothy Heppell and Michael Hill，“Transcending Thatcherism？Ideology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Mandate of David Cameron”，The Political Quarterly，Vol.80，No.3，2009.），因此，从单独所获自由派的支持票数来看，卡梅伦是最高票数。显然，卡梅伦所获得的支持横跨经济领域的两大派别。

从欧洲议题来看，议员的投票倾向也与经济议题相类似。在保守党议会党团内，疑欧派势力在2003年霍华德担任领袖后，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到2005年领袖选举时，亲欧派已经衰落下来，欧洲问题的重要性已不如以往突出，这可以说是2005年领袖选举与之前的领袖选举相比呈现出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三位候选人中，戴维斯和福克斯是强硬的疑欧派，卡梅伦的疑欧色彩是最弱的。戴维斯和福克斯两人共获得103位疑欧派议员的支持，这占疑欧派的大多数，但选票在两者之间出现分散。卡梅伦所获疑欧派的支持票数为78票，从单个所获支持看，他也是最多的。此外，卡梅伦还获得亲欧派以及持不可知论的大多数议员支持。因此，在欧洲问题上，卡梅伦的支持力量是横跨党内左右两大派别。（注：Ibid.）

在社会议题上保守党议会党团的投票情况与经济议题和欧洲议题的情况也相类似。2005年后，以家庭、伦理道德等为内容的社会议题取代了欧洲议题成为全党最关注的问题，这一特点一直延续至今，在此问题上，社会自由派和社会保守派的观点对立分明。其中，保守派中大多数议员支持戴维斯和福克斯，支持率为64.8%，但选票也是分散在两人之间，两人所获支持率分别为32.4%和32.4%，卡梅伦也获得35.2%的保守派支持。在社会自由派中，绝大多数支持卡梅伦，支持率为78.5%。（注：Timothy Heppell and Michael Hill，“Transcending Thatcherism？Ideology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Mandate of David Cameron”，The Political Quarterly，Vol.80，No.3，2009.）

卡梅伦于2005年当选领袖时，保守党又输掉了一场大选。至此，政党已连续三次败选，在野时间已有8年，这对有着“天然执政党”声名的保守党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全党上下都充斥着一种要重新夺回政权的迫切愿望，而要重整旗鼓，必须摆脱“撒切尔主义”带来的各种纷争。在撒切尔离职后的“后撒切尔主义”时代，撒切尔以及“撒切尔主义”一直深刻影响着党内政治，保守党沉溺在无休止的意识形态纷争中。但是，随着年老多病，撒切尔不再像以往那样经常批评时政，她在保守党内的影响力逐渐减退，保守党则在经历长期的在野后，十分渴望重新执政，卡梅伦的当选便是这种渴望权力的情绪反映。对保守党人来说，对执政地位的追求已逐渐重于对意识形态的坚守，因此，他们没有选择更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戴维斯，而是选出了具有较少意识形态色彩、实用主义的改革派人物，一个很有可能将政党团结起来、给政党带来选举成功的人物。卡梅伦温和的中间立场赢得了党内左右两派的支持，他的当选意味着保守党在纷纷扰扰多年之后，终于意识到要结束意识形态纷争，与撒切尔时代做一个切割，重新拾起实用主义，这是对它重获政权最有助益的法宝。

自2005年卡梅伦担任领袖后，直到2010年英国大选，保守党在他领导下基本保持了团结，政党中间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卡梅伦在这五年间也付出了努力，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想法，希望能重新对政党进行政治定位，重建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卡梅伦一方面受到“撒切尔主义”的深刻影响，他在经济领域所持的自由主义观和在欧洲问题上的疑欧主义，都带有“撒切尔主义”的烙印，不过，他也深受工党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例如，在女性权利、同性恋、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移民及公共服务等问题上，保守党的立场明显与以往不同。不过，与“撒切尔主义”和工党的第三条道路不同，后两者被认为是有着清晰的面目，有着完整的行动纲领的意识形态论述，且与两党之前的治理模式相比，各自都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新模式。相形之下，卡梅伦时期的保守主义虽然与保守党之前的“撒切尔主义”不同，但如果说他已经成功地重建了保守主义，似乎为之尚早，他的保守主义目前来看还未展现出清晰的面目，也未推出成体系的、完全成熟的阐述和论证，更多是对现有政治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对现实政治探察性的反应。

2010年5月，英国举行大选，此时的工党距离1997年托尼·布莱尔获得空前的大选胜利已有13年。工党连续三届大选成功以及13年不间断的执政，使得政坛的政治钟摆效应显现，这对保守党极为有利，而且，在多年执政过程中，工党积累了各种矛盾，不复以往的意气风发，疲态已现。但是，从选举结果来看，保守党未能获得多数席位，工党所获席位虽然少于保守党，但双方席位数比较接近。这一结果很大程度可以表明，13年的在野生涯并未使保守党焕然一新，它没能如1997年的工党那样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而获得压倒性的大选胜利。从工党来看，它的执政霸权维持了13年，这是该党自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自然是与它提出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就息息相关。而且，工党在经历如此长的执政时间后，在国内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以及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大背景下，其在2010年大选中并未一败涂地，也表明其治理模式中仍有很多有价值、值得继承的内容。

综观英国自二战后以来的政治思想发展轨迹，可以发现英国政坛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实验场，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永久维持其霸权地位。在艰巨的国家治理任务以及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下，任何一种指导思想都无法解决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总会面临这种或那样的难题和挑战。在现代西方政治生态环境下，在大众选民的党派忠诚度普遍下降、政治实用主义倾向日渐加强的形势下，政党执政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无疑会直接影响选民对它的支持率。这要求政党必须具备及时调整变革的能力，以应对社会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第二部分　英国政党党内选拔制度

第四章　英国保守党领袖选拔制度的演变

英国是议会制国家，在大选中获下院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执政党，负责组建政府，政党领袖担任首相。因领袖对政党发展及赢得选举影响重大，且政党执政后担任首相管理国家，地位十分重要，因此，领袖推选历来为英国各党重视。作为被誉为英国“天然的执政党”的保守党，自然也十分重视领袖的选择。在不同时期，保守党选择领袖的做法不同，根据其做法可划分以下三个阶段：1965年前为第一阶段，保守党以非正式协商方式产生领袖；1965—1998年为第二阶段，保守党由本党下院议员选举产生领袖；199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由下院议员和党员选举产生领袖。


第一节　协商时期的领袖选择

英国保守党的前身是成立于17世纪70年代的托利党，于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改称保守党。在1965年前，保守党在选择领袖方面没有正式的规则规定，就有关领袖免职问题，其内部也没有相关的机制。（注：Dean McSweeney，“Changing the Rules Changed the Game”，Party Politics，Vol 5.No 4.p.472，1999.）领袖由党内少数高层人物以非正式协商方式产生，没有任期限制。参与协商的少数高层人物主要包括政党前领袖、内阁（或影子内阁）阁员、上下两院议会党团领袖及政党主席。高层共同对可能的人选进行审议和评估，一旦他们对人选达成一致意见，依据惯例，此人便被拥为领袖。不过，高层协商的范围是不固定的，也即不固定征求上述哪部分人的意见，因此，参与协商的人群范围很窄，有时仅两三人便可决定。只有当保守党执政时，需要将协商产生的人选上报国王，双方达成一致，在野时政党可自行决定，无须经上述程序。

在协商产生领袖人选的过程中，保守党高层虽然也会关注本党议员对可能的人选的意见，但是，政党并没有将议员参与协商的做法加以正式化和制度化。保守党上述选择领袖的方式，被评论为是“非正式的”，因就有关人选是如何产生的，很少有信息披露出来，因此，领袖产生过程带有“神秘”色彩，由高层组成的圈子在英国政界又被称为“神秘圈”。

当保守党执政时，首相即是领袖，如处于在野期，前任首相担任领袖，如在1924年、1929—1931年和1945—1951年在野期间，前任首相一直担任领袖。如当政党在野而又未有前任首相，或前任首相不能或不愿担任领袖，那保守党有两个领袖：一是下院议会党团领袖，一是上院议会党团领袖，在1965年前，保守党未曾于在野期选择过一次新领袖。（注：Leonard P.Stark，Choosing a Leader：Party Leadership Contests in Britain From Macmillan to Blair，Ipswich Book Co.Ltd，Ipswich，Suffolk，1996，pp.12—13.）直到政党再次执政时，通常是上院领袖或下院领袖中的某一位担任全党领袖，经国王认可后，组建政府，就任首相（注：Ibid.，p.15.），随后在政党会议上正式被确认为领袖（注：Nigel Fisher，The Tory Leaders：Their Struggle for Power，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7，p.6.），例如，阿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1902）、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923）、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1937）、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955）、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Alec Douglas Home，1963）都是在担任首相的几天后继任政党领袖。不过，也有例外，如在1922年，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坚持在接受国王邀请组建政府、担任首相之前，在保守党议员组成的会议上被确认为领袖。

如此看来，在1965年前，保守党在谁担任政党领袖的问题上，是从一种执政的角度来考虑的。政党领袖由首相或前任首相担任，当政党在野而又未能有前任首相担任时，保守党则认为择人担任领袖一职并无必要。

领袖人选从本党议会党团中产生。在整个19世纪，保守党领袖多来自上院，但到20世纪，党内逐渐产生一种认识，即领袖应从有议会选举经历的议员中产生，即从下院议员中产生。在1923年，斯坦利·鲍德温取代上院贵族柯曾成为领袖，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取代上院贵族哈利法克斯成为领袖，反映出保守党在领袖人选产生范围方面已有变化。1963年保守党在执政期选择领袖，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放弃上院贵族称号，以平民身份通过补选当选为下院议员，担任政党领袖和首相，再次确认了这一新原则。（注：Nigel Fisher，The Tory Leaders：Their Struggle for Power，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7，p.6.）此后，保守党领袖均从下院产生。（注：后文所提之议员均指下院议员，若是上院议员，会加以注明。）下院议员根据地位分为前座议员和后座议员，能够进入保守党高层视野的人选通常是前座议员，那些想成为领袖的后座议员需要通过努力，包括在议会中展现才华，被本党领导层关注和认可，并被延揽入领导层，成为前座议员，才可增加其成为领袖的可能性。

保守党以非正式协商方式产生领袖的做法，并非有意识地采用，而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保守党起源于议会内部，属内生型政党，其议会外党组织在19世纪末才逐渐发展起来，因此，在保守党开始关注议会外党组织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议会内政党在党内事务中有着绝对权威。另外，保守党从起源看属于精英型政党，代表社会上层利益，党内实行由上至下的统治，由少数高层人物决定领袖人选，也符合政党意识形态中精英主义的价值取向。

保守党上述产生领袖的做法，被认为具有谨慎、灵活和专业的优点。从谨慎的角度看，关于领袖人选的意见是在少数高层人物当面协商，或是在高层小群体会议中收集、汇总起来，参与人群范围狭窄，整个过程运作隐秘，媒体、党员、议会外组织和大众并不参与其中，候选人不需要开展宣传动员活动，因此，没有造成政党公开分裂的危险。从灵活的角度看，关于领袖人选的产生，保守党没有制订固定规则，协商程序也没有固定规则约束，因而有很大的机动空间，可适应特殊环境的需要。从专业的角度看，领袖人选出自高层，且由高层协商产生，可以说是由最深入了解候选人、最熟悉领袖这一职位所需要的各方面能力的人来决定人选，这对所产生人选的质量有专业保障。

总的来看，如能有一个明显为高层人物共同接受的人选，那领袖更替过程会十分平稳、顺利和迅速，例如，1955年继任的安东尼·艾登，他既是前领袖温斯顿·丘吉尔“钦定”的继承人，也获得其他高层人物认可，还被全党认为是最可能的继承人，没有人与他展开竞争，他是“当然的”的继承人选。不过，在另一些时候，没有“当然的”继承人选出现，保守党的解决方式是寻找一个能为分歧各方所能接受的“次好”选择，以尽可能降低争端，保持团结和凝聚力。但是，有时找不到这种“共识型”人选，结果，可能的人选间产生争端，政党其他部分围绕可能的人选站队，党内出现对立。若最终的继任人选虽然继任却未获认可，政党便可能出现混乱。

对这种传统选择领袖做法的优缺点，有英国学者进行了言简意赅的评论，认为：“其最大的好处是，党领导权能在不引发任何公开的继承权斗争下持续下去。刻意与媒体和公众保持距离的姿态，使得意见能在小团体面对面协商或集会中平静的汇整起来。少了固定的党规更让党能依据特定的时空环境选择党领导人。但是，当党内缺乏自然的继承者，或是不容易找到一个能为党内耆老们所接受的折中人选时，整个过程的限制便会立即突显出来。”（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35页。）

有研究者观察到，在1885年至1957年期间，保守党有10次需要选择领袖，其中有7次几乎不需要商议，因高层人物间明显有共识，他们有一致赞同的人选，但在1911年、1923年和1957年，党内对领袖人选明显存在争议。（注：Timothy Heppell，Choosing the Tory Leader：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Heath to Cameron，London：Tauris Academic Studies，2008，p.15.）因有争议的情况时有发生，且在进入二战后时期，英国社会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党内要求扩大参与的呼声开始出现，尤其是议员对高层控制领袖选拔的批评声不断。在这种情况下，1963年发生的继承人选之争，对政党改变传统做法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1963年10月，领袖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ian）在执政期间因健康状况不佳宣布退休，退休前展开协商寻找继任人选。这时党内没有出现一名“当然的”继承人选，而是出现了几名可能的人选，其中之一是R.A.巴特勒（R.A.Butler），另一个是昆廷·黑尔什姆（Quintin Hailsham），这两人呼声最高。此外，雷金纳德·莫德林（Reginald Maudling）、伊恩·麦克劳德（Iain Macleod）、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也是被讨论的人选。

继任人选成为一个问题，党内开始出现混乱。麦克米伦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情况，他说：“……存在着那么多的问题——主要的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继承人。”（注：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之六——从政末期》，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1页。）他还把他与丘吉尔做了一个比较，他说：“就丘吉尔而言，继承人选是确定下来了，唯一需要决定的是日期问题。就我的情况来说，一切都会陷入混乱之中……在报上以及私下的谈话中，都提出了不少继承人选的名字。”（注：同上书，第480页。）在众人所讨论的人选中，麦克米伦无意于巴特勒，如麦克劳德曾说：“麦克米伦在担任首相的整个时期都确认，巴特勒虽然在竞选人中是最有资格的，但不适宜于做他的继承人。”（注：乔治·哈钦逊：《爱德华·希思》，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编译组译，复旦大学（内部用书）1972年7月，第108页。）麦克米伦说：“我个人是属意于黑尔什姆或麦克劳德，而尤其是中意前者，因为我感到这两位是党内真正有才华的人，他们是我毕生所鼓吹的迪斯累利激进保守主义传统的真正继承者。我不得不抱歉的承认，我不认为巴特勒会在大选中获胜或者能够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黑尔什姆，并且表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继任人选。”（注：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之六——从政末期》，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0—481页。）麦克米伦之所以反对巴特勒，除了两人在1957年互为竞争者而产生的某种心结外，还有以下几点理由：一是他对巴特勒吸引选民的能力持保留意见；另一是他怀疑作为一个典型的左翼人士，巴特勒是否有能力把整个政党团结起来，还有就是他认为巴特勒的个性优柔寡断，缺少成为首相所必有的强势的特质。（注：Timothy Heppell，Choosing the Tory Leader：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Heath to Cameron，Tauris Academic Studies，London，New York，2008，pp.18—19.）

就人选问题麦克米伦在党内展开了意见征询。他征询的做法与前任艾登不同：“在艾登辞职之际，当时的枢密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和大法官（基尔穆勋爵）曾逐一询问过内阁阁员、总督导员、党主席和1922年委员会主席的意见。”（注：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之六——从政末期》，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2页。）但是，有鉴于以往的征询范围过于狭窄曾多次遭遇批评，麦克米伦把征询范围扩大到上、下两院议员及政党组织，具体做法是：“大法官去找内阁阁员商量；总督导员去找所有其余的大臣们和下院议员；圣·奥尔德温勋爵去找一贯支持我党的上院议员们，而普尔勋爵（保守党主席）则将找切尔默勋爵和代表全国协会的谢泼德夫人商谈（而且还要把全国协会的候选人包括进去）。”（注：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之六——从政末期》，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2页。）

1963年10月17日，麦克米伦会见了去征询意见的人员后声称，霍姆是担任领袖和首相的最佳人选，巴特勒与黑尔什姆在党内有很大的支持力量，但也有相当大的反对力量，而针对霍姆则没有类似的反对声音，因此，麦克米伦声称，作为一个可以团结政党的人物，霍姆适宜担任领袖和首相。很快，霍姆被麦克米伦推荐给女王，被女王任命为首相，后经政党会议确认为领袖。

霍姆继任引发很大争议，争议处之一是针对他本人。霍姆被认为不符合保守党对领袖的一贯要求。传统上保守党要求领袖须具备三项基本条件：一是有选举吸引力，能在党际竞争中给政党加分而不是减分；二是有能力将全党团结在一起，是整合政党而不是分裂政党的力量；三是有执政能力，能胜任担当一国首相的重任。但是，针对霍姆，很多人认为他缺少能力、经验和选举吸引力。霍姆是外交问题专家，少有处理国内事务的经历，尤其是缺乏管理经济的经验。能否胜任经济治理是选民极关心的问题，若一党领袖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和资历，会对政党有不利影响。霍姆还被认为缺少辩才，议会辩论是两党斗争的主要场所，领袖缺少辩才，便缺少了打击对手、鼓舞议会党团士气的重要手段。此外，从个人魅力看，霍姆缺少选举吸引力，他的贵族形象深入人心，被工党嘲笑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

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争议，是认为霍姆成为领袖的过程存在人为操纵。党内有舆论认为麦克米伦呈现给全党的是他选择了一个他认为能将全党团结在一起的人物，但霍姆在党内真实的支持率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在麦克米伦所征询的党内四部分意见中，只有上院的意见引发的批评最少，对其他三部分征询所得之意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党内存在很大疑问。很多人认为，在选择征询的对象、征询的问题及对意见的搜集整理方面有利于霍姆而不利于其他人选如巴特勒。例如，在政党组织部分，保守党时有两位主席，一位是普尔勋爵，一位是伊恩·麦克劳德，但麦克米伦仅与普尔进行商议，而将麦克劳德排除在协商之外，因麦克劳德是巴特勒坚定的支持者。在后座议员部分，其意见征询是由总督导员雷德梅因完成的，但雷德梅因众所周知是霍姆的支持者，他在征询议员意见时所设计的针对继承人选的问题，明显有利于霍姆而不利于其他人。同样，在内阁部分，麦克米伦委托大法官迪尔霍恩爵士征询意见，但迪尔霍恩同样也是霍姆的支持者，他呈报的结果是多数阁员都支持霍姆，这一结果也遭到质疑。例如，迪尔霍恩所列的内阁支持霍姆的10人名单中，有麦克劳德和爱德华·博伊尔，但这两人公开表明是霍姆的反对者，且麦克劳德之后一直拒绝进入霍姆内阁。（注：R.M.Punnett，Selecting the Party Leader：Brit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43.）

对于征询意见中存在的操纵，有研究显示，与麦克米伦支持对象的改变有关。麦克米伦酝酿辞职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最初希望黑尔什姆接替，但在这期间黑尔什姆表现不佳，未能让党内信服，一些言行还引发非议。麦克米伦由此放弃了黑尔什姆，转而将目光投向霍姆。但是，霍姆宣布成为候任继承人选的时间很晚，且与其他几位人选相比，他的呼声不高，民调显示，他在党内的声望远低于巴特勒和黑尔什姆。因此，党内有声音认为，整个协商过程进行得十分秘密，即使是作为最高层面的内阁也未曾开会议讨论继承人问题，麦克米伦为使自己中意的人选获得继任，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操纵。

霍姆升任领袖的程序在党内引发广泛争议，其任职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议会党团和内阁层面的权威受到削弱。党内右翼领袖人物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和左翼领袖人物麦克劳德对霍姆均持不支持态度，两人均拒绝进入霍姆内阁。巴特勒、黑尔什姆和莫德林虽然在霍姆劝说下进入内阁，但对霍姆并不信服，霍姆没有成为麦克米伦声称的可将政党团结起来的人物，在他治下的保守党反而呈分裂状态。1964年10月，在霍姆升任领袖的第二年，英国举行大选，保守党以微弱优势败给工党。（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268.）

这次失败削弱了霍姆作为领袖的声望和信誉。选后有前阁员发表意见，声称如由巴特勒接任，保守党将会赢得大选。实际上，导致大选失利的原因复杂，例如，在执政最后几年间，政府出现一系列失误，民意支持率下跌；保守党执政已长达13年，政治钟摆效应开始显现，选民希望换个执政党给政坛带来一些新气象；工党长期在野期间，在领袖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领导下进行改革和重组，政党焕发出新的活力，选前民调已显示，工党支持率已逐渐超过保守党。上述诸多因素都是造成保守党失利的原因，但对霍姆来说，党内不团结、高层不支持，造成政府及首相权威受到削弱，是政党败选的主要原因，这些都与他升任领袖的程序有关。伴随大选失败，保守党开始酝酿新的领袖选拔做法。


第二节　议会党团制的颁布与修订

1964年11月中旬，霍姆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制定未来领袖的选拔制度。在党内，关于是否需要改变传统的选拔方式是有争论的。反对改变的人认为，原有的做法虽然有缺点，但优点也很明显，若改而制订正式规则，实行选举制，虽然会较以往民主，但众所周知，选举制同样也有缺点，尤其会将党内争端扩大化。没有一种程序可以做到令所有人完全满意，可以解决党内可能出现的所有冲突和分歧，改而采纳选举制会为政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但是，主张改变的声音是党内主流，反对的声音属于少数。

另一引发讨论的问题是，若以选举方式产生领袖，那应采用什么类型的选举制？对此，霍姆提出的要求是，无论采用哪种类型的选举制，都应达到三种目标：一是保守党下院议员应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当然，政党有必要倾听其他部分的意见；二是所运用的选举规则应能在较短时间内选出领袖；三是所运用的规则应有能力选出有较少争议性的领袖，以尽量减少由此产生的冲突。

1965年2月，保守党制订出新规则（注：Conservative Party Archive：Papers of Sir Michael Fraser，Leadership Selection Procedure of Conservative，Party Reel 116/Fraser 95.8，Bodleian Library，University of Oxford.），主要内容如下：

（一）领袖产生方式。领袖经由选举方式产生，参与投票群体包括保守党下院全体议员，由此，保守党终结了以协商方式产生领袖的做法。

（二）候选人资格和提名。保守党未明确规定候选人资格，但在实践中，候选人均须是下院议员。候选人参选须得到一名提议者和一名附议者的书面提名。对提议者和附议者的身份也未做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两人也均须是下院议员，提议者和附议者的名字不公开。

（三）具体投票程序。选举经过三轮投票，议员在每轮仅投一票。在第一轮投票中，获投票议员的绝对多数支持（不计算弃权和废票），且比他人多15%票额，即当选领袖，若未有人满足上述要求，选举进入第二轮。第二轮重新进行提名，提名范围不限于那些第一轮已参与的竞争者，在第二轮获绝对多数票即当选，如未有人达到要求，则第二轮得票最多的前三人进入第三轮。第三轮投票采取可转让投票制，议员将他偏好的前两位候选人在投票表上排序，获第一偏好绝对多数票者当选，如无人获胜，第一偏好票最少的候选人遭淘汰，他的第二偏好票转给他人，获绝对多数票者当选。

（四）经议员选举产生的领袖将呈交政党会议批准，正式认可其领袖身份。

1965年7月，霍姆辞职，保守党启动选举程序，共有三名议员参与竞争，分别是爱德华·希思、雷金纳德·莫德林和伊诺克·鲍威尔。时保守党有下院议员304名，所有议员均参加了投票。在第一轮选举中，希思获150票，莫德林获133票，鲍威尔获15票，另有6张弃权票。（注：Timothy Heppell，Choosing the Tory Leader：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Heath to Cameron，Tauris Academic Studies，London，New York，2008，p.40）希思获得有效投票议员的绝对多数支持，但并没有达到领先15%的票额要求，因此选举继续举行，但是，莫德林在第一轮结束后立即宣布退选，并表示愿意在希思手下任职，鲍威尔也宣布不参与第二轮竞争。因仅有一名参与者，无须举行第二轮选举，希思当选领袖，他是保守党历史上第一位经由选举产生的领袖。整个选举过程相当平静，保守党内未发生冲突，这一新做法获得赞誉，它还被认为与传统做法相比，更能赋予领袖以合法性和权威。不过，在此后的保守党领袖选举史上，这种平静的竞争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另外，希思在选前民调不如莫德林，但他的竞选操作非常成功，他的当选很好地证实了一点，即以选举方式产生领袖，参选人选前在议员中所做的争取支持者的长期准备工作以及选举期间所做的有效的游说动员工作，对于最大化地争取支持极为重要。即使参选人个人很优秀，能力很出色，但若没有一支专业化的竞选团队，没有高效的游说动员活动，要成功当选是相当困难的。以后保守党历届当选领袖的经历无不证实了这一点。

1965年，保守党出台新的领袖选举制，但对领袖任职年限仍未做规定。领袖一旦当选，仍无任期限制，除非他主动辞职，保守党与1965年前一样没有废黜领袖或者迫使他与其他有意担任领袖的人展开一场竞争的正式程序，党内虽然有声音呼吁领袖应设任期，领袖选举应定期举行，但反对声音较大。在此问题上霍姆的态度对保守党是有影响的，霍姆认为，不设任期可保证领袖任职的稳定性，不过他也承认，对领袖任期问题保守党欠缺考虑。此外，不设任期还有下述考虑，即如果在任领袖被认为已丧失信任，会主动辞职，如保守党后座议员领袖人物奈杰尔·费希尔（Nigel Fisher）曾说：“一位已丧失政党大部分信任的领袖还会希望继续任职，这种事情在任何人身上都不会发生。”（注：R.K.Alderman and Martin J.Smith，“Can British Prime Ministers Be Given the Push by Their Parties？”Parliamentary Affairs，Vol.43，July 1990.）

保守党没有正式废黜领袖的程序，但是，当领袖因各种原因无法有效履职，但又不愿主动辞职时，保守党会怎样应对？传统上，政党会对他传递他在党内的支持率已经下降乃至丧失的信息，向他施压，迫他辞职。但是，怎样向领袖传递党内对他的不满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要他辞职？也就是说，怎样通过非制度化的途径迫使领袖下台？

从历史来看，保守党有各种对领袖施压、迫其辞职的做法（注：Ibid.），做法中有相对正式和不正式的，有秘密的也有公开的，有相对独立的个人行为，也有有组织的群体行为。至于压力来源主要是来自议会外组织和议会党团（包括内阁或影子内阁），在上述两部分中，普遍认为来自议会外的压力只是一种辅助和补充，议会党团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只有议员收回对领袖的支持，或更重要的是，只有内阁（影子内阁）收回支持，或者两部分均不再表示支持，才有迫使领袖辞职的可能性。

具体从议会党团看，议员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领袖的不满。例如，他们私下会嘀咕埋怨，埋怨领袖实施的政策、领袖的领导风格、领袖对政党胜选的前景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等。这种私下嘀咕是党内一旦对领袖产生不满后普遍会出现的一种行为，它有时仅是一种情绪发泄和无意识的警告，而不是一种严肃的、强烈的更换领袖的意愿表达。不过，一旦私下嘀咕的人群范围扩大，且嘀咕内容外泄而成为传媒持续报道和评论的主题时，对政党就极具破坏性。

除了私下议论外，在较正式的层面，议员可将希望更换领袖的意愿通过某种方式传递给高层。传递渠道可经由议会党团督导员表达，也可经代表后座议员的1922年委员会及其主席表达。例如，在1963年，麦克米伦对普罗富莫事件（注：该事件是一起涉及保守党陆军大臣、女情人与间谍的事件。）的处理引发党内不满，1922年委员会曾向麦克米伦提出过党内希望更换领袖的意思。议员表达不满的另一种方式是在议会下院分组表决中针对某一认为领袖处理不当的议题，投票反对本党。例如，1963年6月17日，在议会关于普罗富莫事件的辩论中，27名保守党议员在分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以示对麦克米伦处理手法的不满。还有更公开表达不满的方式，例如，议员在下院发表演说公开要求领袖辞职，不过，这种情况较为少见。还有就是议员在所在选区组织会议上对领袖提出质疑，或在报刊撰文、在电视节目中流露出政党应更换领袖的意愿。诸如上述行为，一旦获社会瞩目，就会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如能推动一些更重要的人物对事件表态，无疑会加重领袖地位的不稳。

除了发声对领袖表示不满外，议员还可能试图策划推翻领袖的行动。例如，组织议员签署圆形签名抗议书（签名排成圆形，不分先后）呼吁领袖辞职。关于圆形签名抗议书，部分议员的态度是将之作为测试议会党团对更换领袖的支持程度的一种方式，另有议员将之作为是表达议会党团意愿的一份文件，可呈递给领袖本人，作为党内希望他下台的一种证据；还有的将之作为一种驱逐领袖的手段，其目的是将抗议书递交本党下院党团主席，要求党团开会讨论对领袖的不信任问题，以此向领袖施压。

不过，因没有正式的废黜程序，单是议员采取的行动一般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压力，以至于可迫使领袖辞职。即使在那些积极组织反对领袖的议员看来，他们对领袖施压的目的是希望将领袖已引发党内不满的情况更大范围的公开化，以至于可以推动更高层人士如内阁（影子内阁）中领袖的反对者们开展更重要的反对行动。很多人相信，任何更换领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内阁（影子内阁）有明确的更换领袖的意图。作为政党的高层团队，内阁（影子内阁）的态度对领袖去留影响重大，如果他们不再支持现任领袖，那迫其辞职的可能性就很大。

内阁（影子内阁）采取的行动与议员大体类似。比如说，针对领袖已不受欢迎的问题，内阁（影子内阁）也会私下议论领袖去留，或三三两两，或召开小型秘密会议，例如，丘吉尔虽然于1955年辞职，但关于讨论劝说他辞职的第一次内阁秘密会议在1952年6月就已召开。由阁员私下传递希望领袖退休的建议是内阁（影子内阁）向领袖施压的一种形式，而且，阁员私下传递时，如是一群人集体行动，比起单个人独立行动的影响力更大。例如，丘吉尔任职时期，因其明显得已年迈体弱，无法有效履职，哈里·克鲁克香克、哈罗德·麦克米伦、帕特里克·巴肯—赫伯恩等阁员都曾向他施压，劝他让位。霍姆也在1963年9月告知麦克米伦，他和其他人认为麦克米伦应辞职。

无论是议员的集体行动还是阁员的集体行动，其效果不仅比个体行动更加有效，而且，它还可能因是集体行动，更有可能避免遭遇来自现任领袖及其支持者的报复和惩罚。因此，阁员在劝说领袖时，往往是群体行动。这类劝退行动通常会秘密进行，因是秘密行为，其影响力当然缺少公开批评领袖、呼吁其辞职的那种影响力，不过，消息一旦被泄露，且经常会被泄露，对领袖地位便会造成严重削弱。还有阁员因对领袖不满而辞职，同时也公开要求领袖辞职，如是数名阁员集体辞职，那对领袖造成的压力更大。不过，这种情况一般较少出现。

通过各种释放压力的行动迫使领袖主动辞职，可以说是保守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惯例。不过，因无固定程序可依赖，那些希望领袖辞职的人在以各种方式对领袖施压的过程中，也面临一系列障碍。首先需要过的一关即是忠诚一关。对领袖保持忠诚是包括保守党在内的很多政党的传统，而且，即使领袖已引发不满，他在党内也会有一批支持者。对领袖及其支持者来说，那些希望废黜领袖的人是违背了忠诚传统，是叛乱分子；对那些中间派来说，驱逐领袖对政党造成损害，因政党如果被认为否定它自己选择的领袖，党内出现内讧，政党形象会受影响，这直接影响议员再次当选的前景。

因此，反对者在对领袖施压的过程中，其自身也面临着强大压力，例如，那些希望丘吉尔辞职的人就十分担忧，迫使他辞职的同时很有可能造成党内分裂，分裂则会影响政党支持率，尤其是那些公开策划迫使领袖辞职的集体行动，如动员签署针对领袖的圆形签名抗议书、议会分组表决中的反叛、在下院或媒体中公开批评领袖并呼吁其辞职，会被指责为是在搞阴谋，特别是当这些行动被反对党加以利用攻击本党时，这种行为在党内会受到更多批评，政党忠诚因素所起的作用就更大。

缺少一个能得到党内广泛支持的继承人选，也是那些希望驱逐领袖的人面临的另一种障碍。如果没有合适的继任者，驱逐领袖的行动便缺少了部分动力，如果在继承人选问题上存在几种可能，那领袖反对者的整体行动力也会被分散。他们相互之间可能会为自己或为自己支持的人选展开斗争，其结果是无法形成一股合力对抗领袖，领袖则可以利用他们内部的分裂，加强继续任职的合法性。例如，麦克米伦拒绝辞职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明显的继承人选，他认为，如果他辞职，“将使我党陷入完全分裂状态——有一部分人支持巴特勒、一部分人支持黑尔什姆、一部分人支持莫德林”（注：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之六——从政末期》，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3页。）。

保守党内出现的以各种方式释放压力、迫使领袖辞职的行动，其初衷有多种，其中最多的是希望通过更换领袖提升政党支持率，赢得选举，因为这是与所有议员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情。因此，党内是否会有针对领袖的政变，与政党所处的形势也有关。当领袖推行的政策不受欢迎、政党支持率下降时，如更换领袖，既可以改变政策方向，又有胜选的希望，那会极大推动党内展开更换领袖的行动；如果无论是否更换领袖，选举都有可能失败，那便会对推翻领袖的行动起到阻碍作用。例如，1963年针对麦克米伦是否应辞职的问题，有部分人认为，大选在即，保守党胜算不大，与其选前换将，不如选后再说，这样新产生的领袖便不需要为败选承担责任。但结果，麦克米伦还是因健康状况恶化而于1963年10月辞职，霍姆上任后次年即遭遇大选，果然因败选引咎辞职。

面对党内策划的各种“叛变”，领袖如不愿辞职，也有办法加以抵抗。领袖是受公众瞩目的人物，如能采取手段提高个人形象和声誉，使个人在民调中的支持率高于本党支持率，那党内反对派就很难说服全党需要更换领袖。领袖也可利用手中权力控制或阻止对他有危险的事态发展，其中，最强有力的手段是利用恩赐权。领袖手中掌握着一些可以决定他人前途的权力，他可以运用这种权力威胁反对者或收买反对者来瓦解反对力量联盟。那些参与政变的人，或者因为害怕失去职位，或者因为承诺会得到升迁，其意图反叛的计划可能因此流产。

进行内阁（影子内阁）改组也是领袖对抗反叛行为的一种手段。有可能接替领袖的人物一般已进入内阁（影子内阁），领袖通过内阁（影子内阁）改组，或者将可能的竞争者排除在外，以阻止其势力扩张；或者在内阁（影子内阁）中对其进行打压，使其地位边缘化；或者将几个相互竞争的、有继任希望的人选同时揽入内阁（影子内阁），使之相互掣肘，领袖可借其相互间的制衡来维护自身安全。经常进行内阁（影子内阁）改组还有助于阻止阁员间联盟的形成，新近入阁的阁员通常会忙于新部门内部事务，希望在新部门内树立权威和声望，因此，缺少闲暇去密谋策划针对领袖的政变。当政党处于执政期时，领袖也即首相还有权决定大选举行的时间，因大选直接关系每个议员的当选前景，若选举时机不当，会对议员造成损害。丘吉尔就曾威胁要举行一场大选来警告那些试图赶他下台的人。

不过，在罢免领袖方面，因无正式程序可依赖，反对者所能做的也仅是通过各种非制度化的方式对领袖施压，最终决定辞职的还是领袖本人，如若其继续任职的决心坚韧不拔，那反对派也难以使其下台。缺少正式的废黜程序使保守党内广泛存在一种观点，即如果领袖健康状况良好，只要他不愿辞职，其地位实际是不可撼动的。例如，丘吉尔在1951至1955年间虽然屡受党内要求其去职的压力，但他继续任职的决心坚定，采取各种方式抵抗压力，如他在1955年3月的内阁会议上断然打断艾登试图提起领袖问题，明确表示该问题不在讨论范围之列。显然，领袖续任决心的坚决程度会吓阻一些意图驱逐领袖的行动发生，也会削弱已经密谋发动的政变的可信度。因此，对反对者来说，缺少正式程序是罢黜领袖的最大障碍。

保守党在1965年前未有选举领袖的正式程序，也没有罢黜领袖的正式程序，但在1965年后，政党大幅改革领袖产生做法，引入选举制，领袖产生依照规则进行。有鉴于上述发展，若再碰到面临压力不愿辞职的领袖，政党是否需要有一个正式的解决方案，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将其罢黜？这种情况很快在希思时期出现了。正是针对希思的去留，保守党出台了领袖挑战制。

希思担任保守党领袖有十年时间（1965—1975），其间英国举行了四次大选，即1966年、1970年、1974年2月和10月的大选，除了1970年获胜外，保守党其余三次均以失败告终。因多次败选，党内对希思产生质疑，在第四次败选后，党内对希思的不满开始爆发，认为他已成政党的选举累赘，如继续以他为领袖，保守党不会赢得下一场大选。负责领袖选举事宜的1922年委员会要求希思辞职，但遭到拒绝，希思表示，保守党没有重新选举或挑战现任领袖的规定。1922年委员会转而提议修改规则。经过一番斗争后，希思同意修订现有规则。

1975年初，保守党修订选举规则（注：Nigel Fisher，The Tory Leaders：Their Struggle for Power，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7，pp.194—197.），新规则与1965年相比，有以下几点变化：

（一）增加了对现有领袖资格审查的条款。1965年规则未规定领袖任期，1975年出台了领袖挑战制，议员在获一名提议者和一名附议者支持后，可在每年固定时间发动挑战，挑战于议会每一届新会议开始的28天内举行，若是新议会，则在新议会开幕的3至6月之内举行，此条款解决了现任领袖不受欢迎、但又不愿辞职的问题。（注：当政党处于执政期，这一挑战领袖的条款是否也适用，保守党没有明确规定。党内有一种未明言的设想，即这一条款仅适用于在野期，如撒切尔即持上述看法，但也有人认为，如适用于在野期，政党会做明确说明，如没有明确说明，则无论政党处于在野期还是执政期，这一条款均适用。）

（二）参选人在第一轮当选须获有权投票议员的绝对多数支持，另须比他人多15%票额。换言之，弃权票和废票被计算在内。（注：很明显，这一条款会使希思更难以在第一轮投票中胜出。希思本人强烈反对这一条款，因为他认为这会降低他获胜的机会，他还认为这一条款也会削弱任何现任保守党领袖地位的稳定。）

（三）下院党团外组织在领袖选举中的作用问题。1965年规则未包含下院议会党团外组织发挥作用的条款。1975年出台了议员同选区协会和上院议员的协商程序。选区协会将意见告知本选区议员，无议员的选区地区主席有责任将意见转给议员，上院意见也通过上院领袖等渠道传递给议员。

（四）投票形式问题。1965年未规定投票具体形式，但实际投票中采取的是秘密投票，1975年明确规定投票采用秘密投票，同时也开始允许缺席议员委托投票。

上述最重要的修订就是出台了挑战制，挑战制实质是对领袖合法性的重新检验，领袖若能胜任，可无限期担任，若引发不满，短时间就可能被挑战下台。领袖任期长短完全依赖任职时的成绩和个人魅力，因此，挑战制也是一种变相的任期制，它使保守党的领袖选拔机制从产生到罢免的制度逐渐完善，罢黜领袖的行动开始有了正式的程序依赖，与以往相比，罢黜逐领袖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第三节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兴衰：挑战制的运用

挑战制出台后，希思很快面临挑战，主要挑战者是曾在其内阁担任过教育大臣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1975年2月4日，保守党举行领袖重选，除了希思和撒切尔外，参与者还有后座议员休·弗雷泽（Hugh Fraser）。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撒切尔获130票，希思获119票，弗雷泽获16票，另有弃权票和废票10张。根据规则，第一轮胜出须获绝对多数票且比他人多15%票额，上述三人未有人达到标准，因此，选举进入第二轮。不过，希思在第一轮选后即宣布辞职，弗雷泽也宣布退出，因此，选后第一轮仅剩撒切尔一人。第二轮可重新提名，结果，新加入政党主席威廉·怀特洛（William Whitelaw）、前副检察长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前农业大臣和保守党副主席詹姆斯·普赖尔（James Prior）和前运输大臣约翰·佩顿（John Peyton）4人。在第二轮竞争中，撒切尔获146票，怀特洛获79票，普赖尔和豪均获19票，佩顿获11票，另有弃权票和废票2张。（注：Timothy Heppell，Choosing the Tory Leader：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Heath to Cameron，Tauris Academic Studies，London，New York，2008，p.62.）撒切尔获得第二轮胜出所必需的绝对多数票，当选领袖。她是英国政党史上第一位女领袖，伴随保守党赢得1979年大选，她又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她还是保守党以及工党历史上惟一一个将现任领袖挑战下台、自己取而代之的人物。

与以往的保守党领袖相比，撒切尔有很多不同。首先，她是女性，这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政坛是从未有过的，在保守党这样一个相对保守的、强调女性家庭角色的党内也是从未有过。其次是撒切尔的出身，她出身小商之家，是英格兰小镇格兰瑟姆镇上一位杂货店主的女儿，这种背景与保守党领袖传统来自社会上层精英、出身“名门贵胄”的形象有很大差异。另外，从从政经历看，撒切尔在政党及政府中从未担任过重要职务，如担任内阁或影子内阁财政、外交和内政大臣之职。在英国，在上述三大重要部门中的任一部门担任大臣一职，被普遍认为是担任政党领袖之前必须有的经历，撒切尔做过的最高职位仅是在希思内阁中担任过四年不太重要的教育大臣（1970—1974）。总的来看，撒切尔在当时的保守党内虽然政治前途光明，也开始展现议会辩才，但资历尚浅，威望欠缺，尚未进入高层视野。

对撒切尔发动挑战以及最终的当选，党内普遍弥漫着一种意想不到的气氛，一位影子阁员当初听闻撒切尔挑战希思时，其反应是惊跳了起来。至于撒切尔本人，从挑战开始到结束也有一种认为自己不太可能赢的心态。她曾说过：“我认为女人走到党的最高职位是极其困难的……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要想做领袖必须担任过三个要职中的一个（即上述三大职位）……这些职位让你自信，也让别人对你有信心。”（注：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往权力之路》，本书翻译组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更多的人是觉得我没有经验——正如我公开承认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注：同上书，第280页。）1922年委员会的领袖人物奈杰尔·费希尔对此做过评价，他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她自己的政党领袖资格是缺少信心的。她知道自己在高层职位上的历练有限，对于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她所知甚少。她的雄心是成为第一位女性财政大臣，而不是反对党领袖或首相。”（注：Nigel Fisher，The Tory Leaders：Their Struggle for Power，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7，p.164.）对于能否当选，撒切尔在选前曾表示，“我获胜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注：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往权力之路》，本书翻译组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在甫一成为领袖写给议会同僚的信中，也可窥见她的反应，她说：“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敢确信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注：Philip Cowley and Matthew Bailey，“Peasant’s Uprising or Religious War？Re examining the 1975Conservative Leadership Contest”，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um 30，Issue 04，October 2000.）

撒切尔能当选，首先归功于领袖选择方式的改变，如果没有1965年选举制的出台及1975年挑战制的颁布，撒切尔不可能当选领袖，因为以她的社会出身、政治资历及女性身份，是不可能被党内大佬组成的“神秘圈”选中的。第二，选举规则有利于挑战者，一是挑战门槛低，只要有一人提起挑战并获两人支持，即可开启重选，这使得发起挑战很容易；另一是领袖胜出的难度高，领袖若在第一轮胜出须获有权投票议员的绝对多数支持，且须比他人多15%票额，这一轮投票实际是议员对领袖的“信任投票”，如领袖无法胜出，已是地位虚弱的明显表现，虽然仍可进入第二轮，但权威已严重受损，以至于除了退出外少有其他选择。希思第一轮失利后宣布退出，即是出于上述原因。第三，选举制的实施使获取最高权力的途径发生变化。协商时期领袖由高层决定，议员没有主动参与权。实行选举制后，只要谋求到提名便可参与竞争，议员不再处于“被选择”状态，而有了主动参与权。而且，因选择权转到下院全体议员手中，为争取每张选票，竞选活动开始出现，高效的竞选无疑会提高胜选几率，这为议员凭借努力及利用选举有利因素当选提供了机会。撒切尔能将希思挑战下台，与她个人的努力、勇气及各种有利因素有密切关系。

具体来看，撒切尔敢于挑战的勇气和成功的竞选操作赢得很多支持。1974年大选失利后，很多人都希望希思下台，但愿意站出来挑战的人寥寥无几。挑战领袖需要勇气和冒险精神，一旦失败，前途很可能终结。从撒切尔的情况看，她很可能不会成功，她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她说：“许多人不敢反对他（指希思），因为即使连连失利他仍让人害怕，他不会饶恕叛变。”（注：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往权力之路》，本书翻译组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如果他获胜，我在政治上就完了。”（注：同上书，第270页。）但是，尽管意识到这一点，她还是站出来。奈杰尔·费希尔曾评价说：“她知道保守党议会党团想做改变，而要改变，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替代人选，如果基思·约瑟夫或者爱德华·杜坎这两人中无论哪一个人出头，她都不会站出来，但当他们都拒绝时，她意识到，必须有人站出来在第一轮竞争中反对希思。一旦她决定这样做，她便去见希思并告之。这需要某种勇气，这是她不缺乏的一种品质。”（注：Nigel Fisher，The Tory Leaders：Their Struggle for Power，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7，p.164.）

撒切尔及其团队所做的竞选努力也是她获胜的重要原因。撒切尔的团队开展的游说工作被评价是积极的、专业的和富有成效的，团队重点将摇摆不定者作为公关对象，团队中的每位成员从身边熟悉的议员开始，一个个摸底打探意向，以精确可能获得的支持票数，撒切尔自己则通过小团体见面会来让那些摇摆不定的议员了解自己，小范围甚至是单个人面对面地交流，增进了双方的了解，赢得许多犹豫不决的议员。此外，团队有意降低获胜预期，目的是告之那些对支持撒切尔犹豫不决但希望希思下台的议员，他们手中的每张票都很重要，如果投弃权票或废票将影响结果。正确的操作确保了撒切尔在第一轮领先，达到了迫使希思辞职的目的，也使她挟着得票第一的气势进入第二轮，为最后的成功创造出极重要的动力。

希思不成功的竞选为撒切尔的胜出也提供了有利条件。希思与其团队对形势判断错误，他们认为希思无论资历还是能力都远胜撒切尔，他们不认为她是威胁，公开表示希思获胜将很容易。撒切尔对此曾有描述：“他们（指希思及其团队）在第一轮投票前就大喊大叫地预言将获得巨大胜利。”（注：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往权力之路》，本书翻译组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但实际上，在三次大选失败后，希思在党内的反对者甚众，希思团队的如此表态反而加强了反对者不要他赢的决心。轻敌乐观的心态使希思的竞选工作消极，游说动员没有多少成效。

此外，其他候选人的情况对撒切尔也十分有利。希思的地位虽然摇摇欲坠，但党内最可能取代他的人或者去世，或无心政坛，那些健在的呼声较高的人选又接连出于各种原因不参选，如著名右翼人物基思·约瑟夫因选前演讲失言，被迫宣布不参与任何领袖竞选；1922年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杜坎在犹豫不决后选择放弃；保守党主席威利·怀特洛声称与希思共事多年，不会直接挑战他。权威人选纷纷表态不参与，而在参与的人中，除了第二轮才进入的怀特洛，其他如弗雷泽、豪、普赖尔及佩顿，无论资历还是支持率均不如撒切尔，他们参与的目的也各式各样，如豪和普赖尔在选前即知无望胜选，他们表示参与的目的是为了使政党有更广泛的选择，同时也希望通过竞争为自己在政坛树立名声，赢得关注，佩顿的参与则是因为他认为参与可为表达他所希望表达的观点提供一个平台。（注：Leonard P.Stark，Choosing a Leader，Party Leadership Contests in Britain from Macmillan to Blair，Ipswich Book Co.Ltd，Ipswich，Suffolk，1996，p.90.）至于怀特洛，他虽然是有实力的竞争者，但他于第二轮才参与，竞选工作开展得过于仓促，使他失去了本有可能争取到的支持者。

最后，竞选时机也有利于撒切尔。1975年领袖挑战发生时，正值保守党处于大辩论、大转向时期，围绕战后三十年间与工党形成的“共识政治”，党内左右翼展开激辩。右翼主张终结共识，认为“共识政治”主张的赤字财政政策、庞大的政府开支、国有化、对经济的中央控制、工会过大的权力等是导致英国70年代出现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右翼认为应加强自由竞争，减少干预，实行紧缩政策，削减开支和借贷，降低税收和利率，压缩国有经济规模，削减福利，限制工会权力，撒切尔即持上述主张。相形之下，左翼仍主张继续共识。希思在1970年执政之初声称会减少干预，其后出现反复，又回到国家干预主义道路上，被右翼称为“180度大转弯”。党内左右翼对立严重，直接影响投票行为，“在两轮投票中，意识形态都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投票的因素……右翼——不管如何界定——都坚决支持撒切尔；左翼——不管如何界定——都坚决支持希思及第二轮的怀特洛”（注：Timothy Heppell，Choosing the Tory Leader：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Heath to Cameron，Tauris Academic Studies，London，New York，2008，p.68.）。右翼的广泛支持是撒切尔获胜的一大因素。

自1975年撒切尔任领袖后，保守党先后赢得1979年、1983年和1987年大选，直至1990年执政期间辞职，撒切尔任首相时间长达11年，是自1827年以来担任首相时间最长的一人。（注：Philip Norton，“Choosing a Leader：Margaret Thatcher and the Parliamentary Conservative Party 1989—1990”，Parliamentary Affairs，Vol.43（3），1990.）不过，她对权力的控制并非一直稳固。1989年前她曾遭遇两次挑战传言，一是1981年秋，有传言说对她经济政策不满的干预派可能发起挑战；另一是1985年秋，同样是传言干预派会发起挑战。不过，尽管有传言，挑战并没有发生，因无挑战者，撒切尔年复一年得以连任。

但是，从1989年起，挑战传闻频频出现，这与英国经济状况不佳有密切关系。在撒切尔第一和第二任期，英国经济发展态势总体良好，但从第三任期开始，出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飙升、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对外贸易逆差严重等问题。与此同时，政府支持率下滑，在议会补缺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接连丢失席位，很多议员开始考虑通过更换领袖解决问题。

1989年12月，安东尼·迈耶向她发起挑战。迈耶时年69岁，是后座议员，未有过入阁经历。迈耶对“撒切尔主义”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撒切尔已不再适合自动当选领袖，必须有人提起挑战。不过，迈耶在党内并不知名，他也知自身影响力有限，他提起挑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挑战削弱撒切尔的地位，为更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之后发动挑战铺路。

1989年12月5日，保守党启动领袖重选程序，结果，撒切尔在第一轮获314票，迈耶获33票，另有废票24张，弃权者3人。（注：James W.Davis，Leadership Election in Six Western Democracy，Greenwood Press，1998，p.82.）撒切尔高票当选，但投票结果显示党内对她已有相当不满。迈耶的挑战虽然没有对撒切尔造成重创，但却使其权威受到打击，而且，迈耶开了一个先河，他在保守党执政期间对本党领袖也即英国首相发起挑战，这可以说是一个突破。保守党于1975年出台领袖挑战制时，没有明确说明挑战只有在野时才可开启，党内包括撒切尔在内的人士都认为，政党在执政时，领袖也即英国首相不会遭遇挑战，应是一种没有明文做出的规定。但是，迈耶的行动打破了党内的这层心理障碍，为后续挑战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撒切尔的领袖地位因此变得更加脆弱。

1990年11月4日，前国防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向撒切尔发起挑战，这是她任职以来遭遇的最严重挑战。与迈耶相比，赫塞尔廷是个严肃的挑战者。他在议会党团内声望颇高，拥有一批可观的支持者，本人欲取撒切尔而代之的雄心也众所周知。在政策主张和领导风格方面，赫塞尔廷与撒切尔完全不同，他给保守党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选择了他，政党未来的政策方向和执政风格都会发生大变化。从撒切尔来看，她当然不愿把权力交给一个与她如此不同的人手中，她要捍卫她的政治遗产，击败赫塞尔廷。

1990年11月20日，保守党开启领袖选举程序。在第一轮投票中，撒切尔获204票，赫塞尔廷获152票，另有16名议员弃权。（注：Ibid.），p.81.撒切尔获得超半数议员支持，但仅差4张票而未能达到领先15%的票额要求。赫塞尔廷并不像1965年的莫德林那样宣布退选，因此，第二轮选举势在必行。

在得知结果后，撒切尔最初的反应是继续参加第二轮选战。她说：“我得到执政党过半数议员的支持，自然是很高兴，但失望的是，得票数还不足以赢得第一轮投票。所以，我在此证实，我打算继续参加第二回合投票。”（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570页。）至于何时辞职，撒切尔也有自己的计划，她说：“我并不想在下次大选之前就辞退。不过，我绝无意一直干下去。我认为，到新国会选出大概两年后再走，时间是恰当的。”（注：同上书，第557页。）

但是，从第一轮投票结果看，约有45%的议员不支持她连任。很多人忧虑，即使她赢得第二轮竞争，但若本党便有如此多的议员不支持，其威信已严重受损，政党以她为领袖能否赢得即将到来的大选？为解除疑虑，撒切尔着手征集阁员意见，希望获取明确的支持，但结果大多数阁员对她能否赢得第二轮有疑虑，并认为一旦落败将对她个人声誉及政党团结会产生负面影响。内阁的态度很关键，无内阁支持，即使继续任职，权威也会大大受损，行动会极受牵制。征询意见过后，撒切尔意识到，“我已失去内阁支持，我甚至连一支值得信任的助选队都组不成。这已是穷途末路”（注：同上书，第581页。）。最终，她决定辞职。

撒切尔之所以遭遇挑战、被迫下台，原因是多重的，其中，党内严重分裂是主要原因。撒切尔推行的以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新保守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撒切尔主义”，在执政多年后产生诸多问题，党内为此出现派系纷争，内斗严重，直接导致撒切尔遭遇对手派系的挑战。内斗的加剧与撒切尔的领导风格也有关，曾担任她内阁外交大臣的弗朗西斯·皮姆曾评价撒切尔说：“她喜欢任何事情都一清二楚：绝对地赞成一件事，就必定绝对地反对另一件事。”“她坚持自己所开的病历和医案都是准确无误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改变她的处方。”（注：陈乐民：《撒切尔夫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这种强硬的领导风格在她执政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除了分裂这一主因外，撒切尔及其团队对挑战应对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与1975年挑战希思时的表现不同，1990年的撒切尔在遭遇挑战时，没有组建起一支得力的竞选团队，团队组织松散、动作缓慢、策略失当、态度自大，对胜选前景估计过于乐观，动员游说工作消极。在第一轮投票前撒切尔收到团队预期，她说：“我的竞选班底给我一个票决结果的细估，似乎对我相当有利。墨里森告诉我说，他认为有220张支持票、110张反对票，另有40人弃权，可以轻松获胜。即使把可能会倒戈的票扣除掉，我依然很稳。”（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567页。）但结果显示，撒切尔没有预想中的大胜，赫塞尔廷也没有预想中的大败，第一轮未获胜直接导致撒切尔辞职。

撒切尔本人的判断也有误。与1975年的积极投入不同，1990年的撒切尔有意同竞选分离开来，她在挑战开始之初即决定她个人不参与争取支持者的活动。她的想法是：“要一个在党魁位置上干了15年（首相则是11年）的人表现出好像初次参选的模样，是很荒唐的。保守党籍国会议员清楚我这个人、我的记录和信念。要是说，他们还没有对我信服，那也没有多少事情可以让我去说服他们了。”（注：同上书，第562页。）早在第一轮竞选举行时，正值欧洲安全峰会举行，她选择去巴黎参会，这使很多议员认为，她希望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对本党选战是不关注的。撒切尔高估了她的支持率，低估了不满程度，考虑到她在第一轮仅再需要4票便可胜出，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她竞选中最严重的误判，如果她留在伦敦督战，则很有可能在第一轮选举中取胜。只有第一轮投票结束、撒切尔决定继续参战时，她才亲自游说支持者，却碰到很多议员向她抱怨说她的选战做得不积极，直到那时她才发现选战工作非常糟糕。她说：“那一刻，我已完全明白形势有多坏。如果还有一丝希望想赢的话，那我必须把整个选战重新定位，即使为时嫌晚也得做。”（注：同上书，第576页。）但是最终，再三思量之下她决定退出。综观整个竞选，撒切尔不仅没能有效应对对她地位的威胁，甚至没能意识到这个威胁有多大，没能意识到她需要全力开展竞选来消除威胁。有理由说，糟糕的竞选操作、错误的竞选策略使她丢掉了本有可能胜出的选举。

此外，从选举制设计看，挑战者只需获两名议员支持便可发动挑战，所以，迈耶作为一名不严肃的挑战者，也轻易获提名，尽管没挑战成功，但却成功削弱了撒切尔的权威。权威受损的撒切尔，在面对真正的对手赫塞尔廷时，未能在第一轮获胜，尽管仍可参与第二轮竞争，但第一轮未能胜出使内阁和议会党团对她产生了不信任。正是这些不信任，最终导致她辞职，可以说，迫使她辞职的是保守党对执政权力的渴望，当撒切尔能证明她有选举吸引力和执政业绩时，政党愿意支持她，一旦执政出现问题，她的支持率走低，成为选举不利因素时，她的下台就可预期了。

总的来看，撒切尔的上台得益于领袖选举制的实施，没有选举制，1975年的保守党不会选她做领袖，选举制为更多议员凭借个人努力及利用选举中的有利因素成为领袖提供了机会。同样，她的下台也与选举制密切相关，当个人利益被认为会损害政党利益时，选举制为牺牲个人利益维护政党利益提供了制度支持。伴随选举制的实施，政党民主得以发展，但选举制带来了竞选，伴随竞选的则是党内斗争的尖锐化和公开化。另值得一提的是，有调查结果显示，撒切尔的反对者集中在下院议员中，特别是保守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对赫塞尔廷持坚决支持态度，但在选区组织中，约有70%支持撒切尔连任领袖，有三分之二的保守党上院议员也持支持态度。（注：R.K.Alderman and Neil Carter，“A Very Tory Coup：The Ousting of Mrs Thatcher”，Parliamentary Affairs，Vol.42（2），1991.）也因此，撒切尔的支持者对领袖被逼辞职表示强烈抗议，党内分裂由此加剧。

撒切尔虽然退出1990年的领袖竞争，但她还有一件事要做，用她的话说就是“我有一项不能不履行的责任，就是确保梅杰成为我的接班人。我想要，或许是我必须，相信他就是能巩固并维护我的政绩并继续向前推进我的政策的人”（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587页。）。约翰·梅杰（John Major）时任内阁财政大臣，被认为是个“撒切尔主义者”，撒切尔希望政党能继续执行她的治国理念，因而在梅杰宣布参加第二轮竞选后，撒切尔力劝其支持者转而支持梅杰。除了赫塞尔廷和梅杰外，参与第二轮竞争的还有时任外交大臣的道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d）。结果，梅杰获185票，赫塞尔廷获131票，赫德获56票。（注：James W.Davis，Leadership Election in Six Western Democracy，Greenwood Press，1998，p.81.）梅杰没有达到第二轮胜出所必需的绝对多数票要求，但结果公布后，赫塞尔廷宣布承认梅杰获胜，赫德随后也表示支持梅杰。因没有竞争者，保守党决定不再举行第三轮选举，梅杰继任领袖，“梅杰那年47岁，是罗斯伯里勋爵自1894年担任首相以来最年轻的人”（注：安东尼·塞尔登、刘易斯·巴斯顿：《梅杰传》，葛雪蕾、张平、林榕、陈剑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第四节　选举制的修订与1995年领袖重选

撒切尔任内遭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即1989年迈耶的挑战，使保守党开始关注挑战制的运用问题。议员参选目的并非均为争夺领袖一职，而是有各种考虑，有的是为树立名声，有的是为某种主义发声，有的则是为反对而反对，如迈耶，他的行为被普遍认为是对挑战权的滥用。这使政党开始出现反思，反思焦点集中在挑战制上，只要挑战者获一名提议者和一名附议者支持便可发动挑战，挑战门槛很低，且两名支持者的名字不公开，因而不会给自身带来影响，这进一步鼓励了挑战的发生。

迈耶挑战结束后，保守党修订规则，规定支持参选的提议者和附议者的名字须公开。这一修订幅度不大，影响却大。与处于保密状态相比，一旦名字公开，议员支持挑战的行为也就众所周知，这无疑会对他们有不利影响。例如，在修订未出台前，支持迈耶挑战的两名议员因未公开，未受到撒切尔及其支持者的惩罚。但修订出台后，支持赫塞尔廷挑战的议员则受到所在选区组织的严厉批评，虽然这些议员没有遭受迈耶的命运，迈耶本人在挑战撒切尔后，其选区组织决定下届大选不再把他作为议员候选人（注：Keith Alderman，“Revision of Leadership Election Procedures in the Conservative Party”，Parliamentary Affair，Vol.55（2），April 1999.），但是，名字公开后可能遭遇的惩罚对议员有很大约束作用。

其后，在1990年赫塞尔廷挑战撒切尔的第一轮投票结束后，面对撒切尔被迫离职引发的党内舆论以及关于挑战制残酷性的讨论，党内呼吁要采取额外程序限制挑战发生。梅杰任领袖后，于1991年修订规则（注：Leonard P.Stark，Choosing a Leader：Party Leadership Contests in Britain From Macmillan to Blair，Ipswich Book Co.Ltd，Ipswich，Suffolk，1996，pp.173—176.），新规则在很多方面保留了以往的做法，只要有议员提起挑战，选举仍每年举行；提名规则也与以往相同，议员获一名提议者和一名附议者支持即可。不过，新规则与以往不同的地方有两点：第一，当领袖职位并不空缺时，要挑战现任领袖，激活一场选举，须有10%的议员提出书面申请（议员名字不公开），如未满足上述条件，则不得发动挑战。显然，与之前仅须获2名议员支持即可开启挑战相比，挑战门槛大大提高。第二，在选举程序方面，1991年前的规则规定，在第二轮得票前三位者进入第三轮，通过可转让投票制决定胜负，1991年后的规则改为，在第二轮得票前两位者进入第三轮，若在第三轮获胜需要获有权投票议员的绝对多数支持，如不分胜负，则进入第四轮。

梅杰接任领袖后，保守党的支持率开始攀升，在1992年大选中击败工党，取得自1979年以来的第四个胜利。有评论家认为，保守党选前换将，以梅杰取代撒切尔，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这次成功。（注：J.Andrew Brown，“The Major Effect：Changes in Party Leadership and Party Polularity”，Parliamentary Affair，Vol.45（4），1992.）

梅杰继任暂时改变了保守党的颓势，但其执政之初就蕴藏着一系列危机。首先是作为首相的梅杰的身份问题，梅杰因当选领袖而出任首相，但其领袖身份却受到质疑。在1990年的领袖选举中，梅杰于第二轮进入，虽然得票第一，但未达到第二轮胜出要求，只因其他人主动退选，梅杰得以继任。因上述领袖产生过程，党内对他领袖地位的获得始终存在非议，一是认为，不经第三轮投票即宣布他为领袖是程序不正确，二是认为，从得票数看，梅杰在第二轮获185票即当选领袖，撒切尔在第一轮获204票却被迫辞职，梅杰作为领袖的合法性有问题。党内对撒切尔获多数票被迫辞职、梅杰获少数票当选的质疑声甚大，有人因此认为，如当时举行了第三轮选举，梅杰经第三轮选举的授权，以高票当选，其合法性更大，这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保守党都十分有利。可以说，领袖身份来源的先天不足削弱了梅杰的权威。

其次，梅杰是在撒切尔面对挑战、被迫辞职的形势下参选并继任领袖的。撒切尔的离任让人意想不到，梅杰的继任同样带有突发性质，“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在时间和地点上，选择这项工作在他生命中都是过早的”（注：安东尼·塞尔登、刘易斯·巴斯顿：《梅杰传》，葛雪蕾、张平、林榕、陈剑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有观点认为，这导致他在出任领袖之初有两个不利之处：“第一，他从政、政府治理或处理问题的经验都是不足的。第二，也是最为重要的，他和他的前任希思和撒切尔不一样，他没有时间准备他治理的计划，也对领导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党派没有任何经验。”（注：同上书，第103页。）而且，梅杰面对的不是一个团结的政党和政府，而是一个分裂严重、支持率一直下跌的政党和政府，这进一步加剧了其治理难度。

此外，从梅杰与撒切尔的关系看，梅杰是撒切尔选定的继承人，但两人关系潜在存在着一些会产生不和谐的因素。撒切尔在选择梅杰时曾有踌躇，有人观察到：“在议会爆发领袖争夺战的时候……撒切尔夫人似乎更青睐于梅杰。但是，这种倾心包含着相当大的担心与保留。”（注：同上书，第144页。）此外，撒切尔虽然辞职，但对被迫辞职一事耿耿于怀，她在党内仍有强大的支持力量，很多追随者对于她被逼下台一直忿忿不平，梅杰虽然是撒切尔挑选的继承人，但他们不愿对梅杰传递他们的忠诚、敬畏和支持。

从梅杰来看，来自撒切尔的支持至关重要，但作为领袖和首相，其自身的独立性又十分重要，因此，梅杰不赞成把他看作是撒切尔的继承人。从宣布参选起，梅杰就不断强调自身独立性，例如，在领袖竞选期间，梅杰“在ITV电视台的‘沃尔登’节目中透露：‘我不是作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儿子来竞选的，我是以我本人的身份、根据我自己的考虑和我自己的纲领来竞选的。’”（注：安东尼·塞尔登、刘易斯·巴斯顿：《梅杰传》，葛雪蕾、张平、林榕、陈剑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除了需要展现独立性以获取领袖权威外，两人的政治立场也有分歧。虽然梅杰与赫塞尔廷、赫德不同，后两者与撒切尔的立场尖锐对立，梅杰则更倾向于撒切尔，两人可以说是属于同一阵营，但是，梅杰的立场相较撒切尔温和，他在任职前与撒切尔有过分歧和冲突，但在当时对双方的关系没有产生大的影响，而且，在有些问题上梅杰或者不做表态，或者立场模糊，因而在竞选时能成为被各派接受的人物。但是，一旦担任领袖和首相，梅杰必须明确表明他的立场，因此，他与撒切尔之间的矛盾开始增加。

梅杰上台后，保守党的情况一度好转，但在1992年胜选后，党内纷争再起，以撒切尔为首的疑欧派和以赫塞尔廷为首的亲欧派斗争加剧，经济问题也是斗争焦点。内斗极大影响了政党执政，保守党的支持率急剧下跌，在一系列议会补缺选举、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佳。1995年6月保守党在下院席位优势从1992年4月的21席减至9席。（注：Keith Alderman，“The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 of 1995”，Parliamentary Affair，1996/2.）党内对梅杰质疑声不断，在1992年、1993年及1994年，每年都有议员意图对梅杰发动挑战。

对领袖的不信任及一直存在的挑战传言严重侵蚀着梅杰的地位。1995年6月22日梅杰突然辞职，并宣布投入重选，他希望通过在重选中获胜重建领袖权威。梅杰的决定让党内惊愕，反对派有些措手不及。经过几天酝酿，一名资浅右派内阁成员、威尔士事务大臣约翰·雷德伍德（John Redwood）参选。1995年7月4日，投票结果揭晓，梅杰在第一轮获218票，雷德伍德获89票，另有弃权票22张（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152.），梅杰获绝对多数票，并领先15%票额，达到了第一轮胜出的要求，再次当选领袖。

梅杰的胜出与他掌握的各种优势有关。梅杰虽然辞去了领袖职务，但未辞去首相职务，这使他在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上具有独特优势。他仍是首相，这种政治权威形象无形中会影响议员的投票取向，尤其是中立派议员。而且，选前舆论普遍预测梅杰会赢，胜选后他必然重组内阁，由此可籍内阁重组来游说支持者，尤其是争取阁员支持。其次，梅杰虽然辞去领袖职务，但继续获得保守党中央党部的支持，他在辞职后的两天还在中央党部举行的各选区协会主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似乎仍是领袖。他也获得内阁公开支持。相形之下，雷德伍德在宣布参选的同时从内阁辞职，一些原有的行政资源丧失，极少有内阁成员公开支持他，他争取普通议员公开支持的工作也很有难度，很多议员害怕公开支持领袖的反对者会遭到所在选区组织的报复，至少在23名公开表态支持雷德伍德的议员中，有3名议员遭遇所在选区组织声称要除名的威胁。（注：Keith Alderman，“The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 of 1995”，Parliamentary Affair，1996/2.）最后，梅杰执政后的政策摇摆不定，虽然引发左右两派的不满，但与强硬右派雷德伍德相比，梅杰的支持基础较为广泛，作为一名妥协性的人物较为被人接受。

重选成功稳定了梅杰的任期，但是，他在议会党团的权威却未能得以重建。从得票数看，他的票数从1990年的185票上升到218票，支持率从49.7%上升到66.3%，从理论上其任职与之前相比更具合法性，但一方面，这次选举是他自己激活的一场选举，他主动辞职后再谋求重选，这与以往那种领袖职位真正出现空缺举行的选举不同。梅杰希望通过重选大幅改善处境，重塑权威，那对其胜出就有了更高要求，如能获得压倒多数，那便能达到目的，但从结果看，有111名议员不支持他，约占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仍是相当庞大的反对力量。

另一方面，梅杰此次胜出与他在1990年的胜出有些类似。1990年梅杰是在以撒切尔为代表的右派支持下胜选的，但他不是右派的第一选择，他不是典型的撒切尔主义者，他们的第一选择是撒切尔，但她已被迫辞职，他们才转而支持梅杰。右派的目的是为阻止左派赫塞尔廷当选，因而梅杰胜选很大程度是反赫塞尔廷的产物，而不是亲梅杰的产物，梅杰当时并没有建立起足以支撑他当选的基础，简而言之，党内没有梅杰派。同样，在1995年重选中，右派认为梅杰上台后背叛了他们，挑战者雷德伍德即是典型的右派，雷德伍德的支持者压倒多数来自右派，不过他没有获得右派中所有人的支持。相形之下，梅杰因立场不走极端，取得了左派及右派中那些有忠于领袖思想的议员支持。与雷德伍德这一来自强硬右派阵营的人选相比，梅杰的支持群体更广泛，但此时的梅杰仍没有一个强大的的支持基础，党内仍没有梅杰派。有评论指出：“在1990年的领袖竞选中没有候选人比梅杰更右，在1995年的领袖竞选中没有候选人比梅杰更左。这样，梅杰获得了党内不同群体支持，但无论在哪一部分他都没有巩固的支持基础，他没有一个强大的梅杰派来支撑，来为他的信仰和领导摇旗呐喊。”（注：Timothy Heppell，The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of John Major 1992 to 1997，The Edwin Mellen Press，2006，p.244.）梅杰的胜出很大程度是反雷德伍德的产物，而不是亲梅杰的产物，这也是他重新当选后未能重建权威、结束分裂的主要原因。


第五节　混合选举制的出台与后撒切尔时期的领袖

1997年5月大选，保守党遭遇惨败，梅杰引咎辞职。此前，党内呼吁重新审查和修订领袖选举制，但梅杰任期内未有相关行动，败选后他又快速辞职，政党需要新领袖，因此，没有时间重新审查选举制。1922年委员会宣布，领袖选举仍依原有规则进行，结果，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在经过三轮选举后当选领袖。

1997年大选是保守党自1932年以来遭遇的最惨重失败，它仅获165席，远少于1992年的336席（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270.），而且，作为一个全国性大党，保守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未得一席，影响力急剧萎缩，似乎已成一个地区性政党。大选一败涂地，保守党领袖和议会党团难辞其咎。来自议会外组织的批评尤其强烈，诸如批评议会党团分裂严重、内斗不休，议员党纪不彰，忽视来自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的声音，最终的责任归为领袖无能，无能平息纷争，带领政党走出危机。领袖问题受到关注，改革领袖选举制成为热门话题。实际上，自保守党于1965年引进领袖选举制后，党内就有争议，其中，争议最多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挑战制问题。保守党于1965年引进领袖选举制，但未规定领袖任期，到1975年，因对时任领袖的希思产生不满，希望其下台，遂制订挑战制。挑战制出台后，引发高度争议的是发动挑战极容易，只要有一名挑战者出现，并获两名议员匿名支持，即可开启挑战。这一规则甫一出台即引发高度争议，但直到1989年迈耶挑战后，鉴于他不严肃的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保守党于1990年修订规则，规定匿名支持挑战的两名议员须公开。1990年赫塞尔廷挑战后，政党于1991年再次修订规则，将挑战门槛从获2名议员支持提高到须获10%的议员支持，其目的是为阻止议员轻易发动挑战。

上述修订使发动挑战变得比以往困难很多，一定程度解决了挑战权滥用的问题。不过，挑战制的运用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挑战时间问题。挑战仅在每年固定时间举行（注：10%的保守党下院议员向“1922年委员会”主席提出挑战现任领袖的书面申请，必须在议会每次会议开始的14天内，如是新一届议会，则在新议会开会的3个月之内提交。领袖选举时间则安排在议会每次开会的28天之内举行，若是新议会，则在新议会开会的3至6个月之内举行。），其他时间不得开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即党内如果在非挑战时间对领袖产生不满，意欲使其下台，但被允许的时间未到，这样，只好等到挑战时间到来时才启动挑战，由此，在等待的数月间，挑战传闻会一直存在，挑战活动处于酝酿中，领袖地位成议论焦点，长时间的揣测和传闻无疑会损害领袖的权威和稳定，也会造成人心涣散。在这方面，梅杰是一个典型例子，梅杰任期内屡遭挑战威胁，尤其是在1995年，在规定的挑战日期前的数月间，关于要挑战他的传闻甚嚣尘上，严重侵蚀他的权威。正是这种长时间的不确定所造成的伤害，迫使他通过主动辞职后开启一场选举并获得胜利来重获任职的合法性。

1995年领袖选举结束后，梅杰曾强烈建议，当政党执政时不应允许挑战发生。党内还有声音主张，或在每届议会期只允许进行一次挑战，或提高门槛，从须获10%的议员支持提高到须获20%的议员支持，这样发动挑战的难度更大。不过，针对上述限制乃至取消挑战制的提议，也有反对之声。反对者称，梅杰地位的削弱并非缘自真正的挑战，而是缘自一再谣传要发生挑战，但如限制乃至制止挑战，并不能解决领袖稳定性问题，如同麦克米伦任职后期，那时尚未出台挑战制，但党内对麦克米伦的领袖地位议论不休，同样使他深受困扰。实际上，只要党内对领袖存在异议，或党内出现分裂，领袖地位不可避免会成为话题，挑战制的存在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制度支持。

其次是挑战者问题。依据规则，必须出现一名挑战者，这是开启挑战的惟一途径。这样，挑战者站出来与领袖直接对抗，给人的直观印象便是政党发生内斗，此后，各种动员活动都是以政治家个人为中心，议员也或公开或秘密地围绕着个人站队，政治向个人化发展，会加剧政党分裂，不利于政党整体利益。必须有一名挑战者出现还会带来其他问题，例如，赫塞尔廷1990年挑战撒切尔失败，部分原因即是他是开启挑战的“挑战者”，这在党内有忠诚思想的人眼中即是“弑君者”，是背叛，是导致政党动荡的罪魁，挑战者的身份惩罚了他。但是，另一方面，不做挑战者而做忠诚者，现有的制度对忠诚者也可能不利。例如，1975年撒切尔挑战希思时，时任政党主席的怀特洛是呼声很高的人选，但他因与希思共事多年，忠诚于希思，不愿直接与他对抗，因而未参与第一轮竞选，在希思于第一轮败选退选后他才进入，但当时的撒切尔在第一轮得票第一的气势已为她后来的胜选积蓄了很大动力，怀特洛第二轮才进入对他在很多方面都不利。因此，挑战者问题也是党内争议点之一。

再次是具体挑战规则的问题。保守党内一直有观点认为，选举要经过若干轮，每轮规则都不同，规则过于复杂，尤其是第二轮进入条款引发不少争议。第二轮进入也即允许新人加入，保守党制订此条款的目的是为那种妥协性的人物出现提供机会，这种做法符合保守党传统对领袖的期待，即领袖不应是分裂型的人物，而应是团结型的人物。如党内对之前的候选人无法达成共识，那允许新人进入，可能会出现一名妥协型的人选，那便有可能被政党接受。但对此条款存在的异议是，它使议员很难判断在第一轮应如何投票，特别是当议员既想罢免现任领袖，又对第一轮的挑战者不满时，如何投票才能阻止现任领袖再次当选，又能使挑战者不至于取胜，从而为理想中的新人进入提供机会，是个难题。例如，在1975年撒切尔挑战希思时，相当多的议员希望撒切尔能击败希思，但他们又对撒切尔不甚满意，他们支持第二轮进入的怀特洛，结果，希思果然在第一轮被击败，但撒切尔也因在第一轮获胜而士气大盛，为战胜第二轮进入的怀特洛打下良好基础。允许新人进入条款所带来的操作的复杂性，使投票结果有时与议员的意愿不能完全吻合。

允许第二轮进入条款还会出现掩护性的挑战者，也即某议员首先发起挑战，并非想取而代之，而仅是发挥一种“掩护”作用，为他人铺路，尤其为有实力的、现任领袖的反对派在第二轮进入铺路，它减少了有实力的反对者面临的风险。因是在第二轮才进入，挑战并非他们发起，他们仅是搭便车，因而不会成为现任领袖及其支持者怨恨的主要对象。而且，如领袖未能在第一轮胜出而被迫退选，那挑战就演变成对空缺职位的争夺，第二轮进入者更少有可能引发不满，也更容易动员支持，那些支持他们的人也不必担心会遭受现任领袖及其支持者的惩罚。这一条款可使真正的对手避免挑起竞争，避免第一轮冒险，无须背负“弑君者”的名声，并可收获搭便车的利益，也因此，这一规定出台时，有批评者称它是“懦夫的许可证”（注：R.K.Alderman and Martin J.Smith，“Can British Prime Ministers Be Given the Push by Their Parties？”Parliamentary Affairs，Vol.43，July 1990.）。

除了第二轮进入条款外，还有一个引发争议的条款，即是15%条款，15%的额外票额规定使现任领袖赢得挑战较困难，现任者若在第一轮无法达此要求，仍可参与第二轮，但因未能在第一轮胜出，其威信已严重受损，以至于除了退出外少有其他选择。在现实政治中，希思和撒切尔即在未赢得第一轮竞争的情况下被迫退选。对现任领袖胜选所设门槛是否过高，也是争议的话题。

最后是挑战支持者的问题。保守党于1990年修订规则，将匿名支持挑战改为公开支持，其目的是为阻止不严肃的挑战发生。不过，这一修订带来了另一种后果，即支持挑战的议员因被公开而可能遭到惩罚，例如，1989年挑战撒切尔的迈耶随后被所在选区组织拒绝作为下届议员候选人，1990年支持赫塞尔廷的两名议员也遭到选区批评。议员支持挑战的行为会影响政治前途，这吓阻了挑战的发生，挑战制的效用受到影响。

（二）下院议会党团外党组织在领袖选举中的作用。根据规则，议会党团投票前与上院议员及选区协会就所支持人选进行商议，议会党团外组织有协商权，但不能在选举中发挥正式作用，最终决定由议员个人做出。议员所做的选择须经政党会议批准，会议从理论上有权不予批准，但拒绝批准经由议员选出的惟一人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如政党会议拒绝批准，整个领袖选举要从头开启，所付出的代价更高，因此，批准仅是过程序，在保守党领袖选举史上，还未出现议员选出的领袖被政党会议拒绝的事。

不过，在议员与议会外组织的协商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各选区在搜集关于领袖人选的意见时，党员意见是否得到了充分表达；二是议员获取选区意见的方式问题。选区在取得意见后，将意见汇总给1922年委员会执行委员，但议员要获得选区意见，需要向执行委员个人索取，议员得不到关于选区意见的书面报告，作为所有后座议员组织的1922年委员会也不召开全体会议。这样，1922年委员会执行委员在将意见传递过程中能否做到不偏不倚，党内存有疑问。三是协商本身对议员的影响力问题。虽然议会外组织可与议员协商人选，但投票决定最终由议员做出，而且，因是秘密投票，即使议员投票反对现任领袖，也不用担心投票决定曝光而遭受所在选区、现任领袖及其支持者的报复。（注：也有议员公开宣称不与所在选区组织保持一致，强调他们投票的独立性，例如，戴维·汤姆斯（David Thomas）在1975年领袖选举中公开宣称，他打算支持撒切尔，尽管他所在选区会议中有四分之三与会者支持的是希思。）这就出现下述可能性，即现任领袖虽然得到议会外组织的强大支持，但在议会内没有获得足够支持而被迫下台。例如，1975年的希思拥有议会外组织中的多数支持，但却被议员投票选下台；1990年撒切尔在议会外获得的支持也远多于赫塞尔廷，但这一支持率在议员投票中没有反映出来。在1995年领袖选举中，有调查显示，超过90%的选区协会主席在与所在选区议员协商中，建议议员支持梅杰（注：Tim Bale，The Conservative Party From Thatcher to Cameron，Polity Press，2010，p.57.），但结果约有三分之一的议员支持雷德伍德；到1997年领袖选举，议会外组织绝大多数支持的是克拉克，但结果是黑格当选。

由此可见，自保守党1965年实行选举制以来的几次选举中，议员选择的人选很多时候与议会外组织青睐的人选并不一致。显然，双方进行的协商对议员影响不大，这引发了选区的不满，它们提出要求，一是希望议员公开支持对象，二是将议会外组织纳入到选举程序中，发挥一种正式作用。

因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保守党内一直有呼声呼吁改革选举制，尤其是来自议会外组织要求扩大影响力的呼声尤其强烈，但屡次被1922年委员会拒绝。不过，1997年大选的惨重失败，使保守党议会党团成为众矢之的，这削弱了它阻止变革的能力。与此同时，保守党也认识到，政党需要从整体上焕发活力，需要改革组织结构，使之民主化，以便能倾听基层声音，需要发展党员队伍，扩大支持基础。黑格在领袖竞选时也承诺要进行重组，重审领袖选举程序是他重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7年威廉·黑格任职后，着手重新审查和修订领袖选举制。他宣称要将选举权扩展至议会党团外，以回应党内要求扩大参与的呼声，同时还宣称要加强现任领袖的稳定性。在新选举制制订过程中，保守党曾考虑组建一个由议员和党员两部分组成的选举团，其中，党员占20%的票额，议员占80%的票额，但这一方案未被采纳。议会党团担忧，如采纳上述方案，尽管他们最初占据主导，但随着时间推移，议会外组织不可能满足于20%的份额，势必今后会提出各种要求，议会党团最终可能沦为少数。

因此，保守党未采纳选举团制，而采纳了一种两步选举制。（注：http：//privatewww.essex.ac.uk/~tquinn/leadership_election_rules.htm.）与原制度相比，两步选举制的最大不同处在于它允许普通党员参与。它把选举分两步，先由下院议员票选产生两名候选人，再交由全体党员票选产生领袖。两步选举给予议会党团以缩小候选人范围至两人的权力，议会党团很大程度上可控制候选人名单。这种混合型选举制自1998后颁布后基本未做变动，一直沿用至今，具体内容如下：

（1）候选人资格和提名。领袖候任人选为下院议员，议员参选须获一名提议者和一名附议者书面支持。被提名议员在提名书上表明愿意接受提名，提议者和附议者的名字对外公布。

（2）具体投票程序。进入选举程序后，若仅有一名候选人，无人与之竞争，则此人直接宣布为领袖，不需经选举；若有两名候选人，则无须经议员选举，直接交全体党员投票决定，最终获胜者须获党员投票的绝对多数支持；若候选人有三名，则通过议员投票选出得票最多的前两人，再交党员投票决定；若候选人超过三名，则通过议员阶段的第一轮投票，使得票最少者退出，继而举行第二轮选举，同样是得票最少者退出，以此循环往复，直至选出两人，再交党员最后决定一人。如在党员投票中两位候选人所获票数相同，则通过党员重新投票解决问题。在议员选举阶段，经第一轮投票后不许增加新人。

（3）选举人问题。在议员选举阶段，议员每轮投票仅能投一票，且是秘密投票。在党员选举阶段，只有那些在1922年委员会主席宣布领袖选举提名时已是党员的以及那些在领袖选举投票结束前至少已拥有三个月党龄的保守党党员和苏格兰地区的保守党党员（注：苏格兰地区的保守党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有着不同的官僚架构，但苏格兰选区协会隶属于保守党全国联合会。参见Paul Whiteley，Patrick Seyd and Jeremy Richardson，True Blues，The Politics of Conservative Party Membership，Clarendon Press，1994，p.20。）有资格投票。选举结束后宣布投票结果。

（4）领袖选举时间。领袖选举不再于每年固定时间举行，只在如下情况下进行：一是现任领袖去世或因各种原因辞职，职位出现空缺，可启动选举程序；一是有领袖在位，但领袖未通过“不信任投票”，政党可重选领袖。

（5）“不信任投票”。“不信任投票”是挑战领袖的新形式。保守党对领袖仍不设任期，但若对领袖不满，议员可随时对领袖提起“不信任投票”，发动这一投票须满足一个条件，即须有15%的议员向保守党1922年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这15%的议员名字不公布。仅议员可参与针对领袖的“不信任投票”，领袖若获绝对多数支持，则继续担任，且投票后12个月内不再举行类似投票；如未获绝对多数，即失去议员信任，须辞职，其后，依两步规则重选领袖。未通过“不信任投票”的领袖不许参与新的领袖选举。

与原有规则相比，新规则比较简单和易操作。原规则下的几轮投票分别采用不同的规则，十分复杂，曾受到广泛批评，新规则则解决了原规则下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首先，在新规则下，保守党不再于每年固定时间举行领袖选举，议员若对领袖不满，可随时提起“不信任投票”，不必等到固定日期，这样可避免对领袖地位的长期猜测，减少挑战传闻对领袖及全党的不利影响。

其次，“不信任投票”是新的挑战形式，它不再需要出现一个挑战者，与领袖直接对抗，而仅需要对领袖个人进行投票，以表达是否支持他继续担任，这样，不会有轻量级的“掩护性候选人”出现，如1989年的迈耶，减少了议员对挑战权的滥用，而且，还可避免个人之间的对抗，减少内斗的直观性，对政党形象有帮助。此外，领袖未通过“不信任投票”须辞职，且不能参与新的选举。阻止失败的领袖再度参选，可为其他忠于领袖或迫于压力需要表现忠诚的有潜力的竞争者让路，因此，在以往规则下那种对忠诚者不利的情况消失了。在现任领袖败选后，启动领袖重选，任何人都可参与第一轮竞争，也使得以往“第二轮进入”条款没有了实际效用，这一条款的废除减少了议员在选举过程中的算计及投票的不确定性。

再次，领袖的地位一定程度得到稳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新规则下，挑战领袖须获15%的议员支持，相较以往10%的要求，挑战门槛增高，挑战难度增加；二是领袖若在“不信任投票”中胜出，仅须获实际投票议员的绝对多数支持，比起以往不仅须获绝对多数支持，还须比他人多15%的要求，要低得多；三是领袖选举不再每年固定时间举行，领袖不再每年面临一次考验，且领袖若能赢得“不信任投票”，此后12个月内不会再遭遇挑战，一年的豁免期可为领袖重整旗鼓提供时间。

2001年英国举行大选，保守党再遭惨败，黑格引咎辞职，保守党启动选举程序，共5人获提名，分别是迈克尔·波蒂洛（Michael Portillo）、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e）、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迈克尔·安克拉姆（Michael Ancram）。在上述5人中，从政治立场划分，克拉克属左派，其余4人属右派，其中又有分别，安克拉姆属于中间偏右，史密斯和戴维斯则属于典型的撒切尔派，波蒂洛原也是撒切尔派，但其后发生变化，向中间立场转移。

在议员阶段第一轮选举中，上述5人得票分别为49、39、36、21和21票。依据规则，得票最少者被淘汰，但因戴维斯和安克拉姆所获票数相同，因此5人均进入第二轮。在第二轮投票中，5人所获票数分别为50、42、39、18和17票，安克拉姆被淘汰，戴维斯随后退出。前三名进入第三轮竞争。结果，波蒂略、史密斯和克拉克得票分别为53、54和59票，史密斯和克拉克胜出，进入党员投票阶段。结果史密斯获155933票，获投票党员的60.7%的支持，克拉克获100864张选票，支持率为39.3%，史密斯当选领袖（注：Timothy Heppell，Choosing the Tory Leader：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Heath to Cameron，Tauris Academic Studies，London，New York，2008，pp.144—147.）。

2001年选举是保守党第一次根据新规则进行的选举，史密斯获党员近61%的支持，从理论上作为领袖已有合法性，因而在党内也应有权威，但问题在于，史密斯在议员中的支持率不高，他在议员阶段的三轮投票中均名列第二，每轮得票均未超总票数166票的三分之一。如此低的支持率无疑表明议员对他是有保留的，很多议员认为他缺少行政经验、能力和选举吸引力，不是一个合格的领袖人选。

史密斯辞职后两天，影子内阁财政大臣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宣布参选，他在宣布参选时已获本党166名议员中的130名议员的公开支持。（注：Ibid.，p.168.）这使其他想参选的候选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如其他人想赢得选举，只能在党员选举阶段通过获得党员支持来击败霍华德，但因霍华德已拥有众多议员支持，即使其他人在党员选举阶段能击败他，但在担任领袖后，在议会党团内也会面临众多反对力量，处境将会与史密斯非常类似，领袖权威与稳定性会极受影响。鉴于与霍华德展开竞争基本是徒劳的，党内其他有意参选的人物均放弃竞争。因仅有一名候选人，无须举行选举，霍华德成为领袖。

霍华德上台后，竭力弥合分裂，政党呈复兴之势。民调显示，保守党支持率呈上升趋势，2001年与2002年保守党的支持率分别在27%—29%、29%—33%之间徘徊，远低于工党的44%—45%和39%—49%，但自2003年起，两党差距开始缩小，分别在30%—35%和35%—40%之间徘徊，到2004年，保守党支持率偶尔会超过工党。不过，保守党距离执政还有很大距离。霍华德任职时间仅两年，未能于任内提出一套完整的施政纲领，也未能在公众中树立起一个可信赖的替代政府形象（注：David Broughton，“Doomed to Defeat？Electoral Support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Political Quarterly Vol.75，Issue 4，2004.转引自王燕：《处于困境中的英国保守党》，载《当代世界》2006年第3期。），结果，在2005年大选中，保守党继1997年、2001年之后第三次败选。霍华德宣布他有辞职的打算，但表示在对现有领袖选举程序改革后再辞去领袖职务。

保守党于1998年引入新的选举制时，党内对这一制度也有议论，尤其是史密斯的上台及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的启动，使党内对领袖选举程序的议论增多。两步选举制允许党员参与投票，使保守党有了一种民主的形象，但无论是普通党员还是议员，对两步选举均有不满。党员认为自己虽然参与投票，但仅是在议员给予的两名候选人中选一名，权利是大为受限的，党员希望能获得更大权力。从议员来看，议员的不满更加严重，议员认为其原来拥有的可以独自决定领袖人选的权利经黑格改革后丧失，新规则甚至可能出现一个超过70%的议员不支持的人物当选领袖，议员认为，这严重影响了作为政党高层的议会党团的团结和效率。

不过，上述方案递交1922年委员会时，遭到委员会拒绝，多数议员对另一种方案即1922年委员会制订的方案表示支持。1922年委员会的方案内容可归纳如下：寻求参选的下院议员须获10%或10名议员支持（就本届议会而言）方可获提名；提名结束后，下院议员有两周时间与其所在选区组织、欧洲议会议员和地方议员协商，以确定他们中意的人选；其后，议员将之报给1922年委员会主席，主席将评估汇报的结果，并通知议员获最多支持的前两名候选人，以示为优先考虑对象；议员对所有获提名的候选人进行投票，投票程序如目前保守党运用的程序一样，得票最少者遭淘汰，如此循环，直至一人胜出。

上述两方案的共通处主要有两点：第一，对候选人提名设定条件，与以往仅须获2人支持即可参选相比，两方案均大幅提高参选门槛；第二，回收党员权利，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改变。在两方案中，党员均不再有权参与投票，由议员最终负责投票产生领袖。不过，两方案以不同形式给予党员和议会外组织以发挥影响的空间。其中，霍华德的方案是通过全国代表大会的途径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作用，1922年委员会的做法与以往有些相似，先探察选区意见，再将意见汇总以示议员。1922年委员会的方案最终须经党章委员会同意，从投票结果看，方案获得不少支持，但未能通过，意味着新的领袖选举只能在原规则下进行。

2005年10月，霍华德辞职，保守党重选领袖，共4人参选，分别是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利亚姆·福克斯（Liam Fox）和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e）。上述4名参选人中，戴维斯和福克斯属于党内右翼，克拉克属于左翼，卡梅伦的政治立场则横跨左右两翼。在议员阶段的第一轮选举中，上述4人得票分别为62、56、42和38票。根据规则，克拉克得票最少遭淘汰。其余三人进入第二轮，在第二轮选举中，福克斯得票最少也遭淘汰，得票第一的卡梅伦（90票）和第二的戴维斯（57票）进入党员选举阶段。党员投票的结果是，卡梅伦获134446张票，支持率为67.7%，戴维斯获64398张票，支持率为32.3%，卡梅伦当选领袖。（注：Timothy Heppell，Choosing the Tory Leader，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Heath to Cameron，Tauris Academic Studies，London，New York，2008，pp.18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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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imothy Heppell,Choosingthe Tory Leader:Conservative PartyLeadershipElectionsfrom HeathtoCameron,TaurisAcademicStudies, London,NewYork,2008,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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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imothy Heppell,Choosingthe Tory Leader:Conservative PartyLeadershipElectionsfrom HeathtoCameron,TaurisAcademicStudies, London,NewYork,2008,p.185.

在上述4人中，卡梅伦最年轻，时年39岁，政治资历也很浅，四年前才当选议员进入议会，但仕途顺利，很快进入影子内阁。卡梅伦之所以能当选，主要是因他拥有其他几人没有的特质：第一，他有选举吸引力。在组织他个人的竞选运动中，他成熟的联络和沟通技巧、演说和辩论才能充分展现，个人外形和举止也有魅力，展现出一种与时代接轨的现代派政治家的形象。民调也显示，从竞选活动开始到结束，他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一路上扬，逐渐超过其他人。候选人能得到选民欢迎，意味着大选时对政党胜选有很大帮助，这对长期在野的保守党是最重要的。第二，他拥有团结政党的能力。与他相比，克拉克是著名的左派人物，虽然也有选举吸引力，但在前两次领袖选举中皆败北，被认为是一个分裂性的人物，没有能力团结政党，福克斯和戴维斯是典型的右派，对其看法也与克拉克相类似，也是分裂性的人物。卡梅伦的政治立场不甚鲜明，如在社会问题领域持一种自由主义观，在经济问题及欧洲问题领域又表现出经济自由派和疑欧主义倾向，他获得了左右两翼支持（注：Timothy Heppell and Michael Hill，“Transcending Thatcherism？Ideology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Mandate of David Cameron”，The Political Quarterly，Vol.80，No.3，2009.），在议员阶段和党员阶段选举中都名列第一，这确保了他作为领袖的合法性和权威。选后卡梅伦着手打造政党团结的形象，组建了一个各派兼有的影子内阁，一种团结的和乐观的情绪弥漫全党。

2010年5月英国举行大选，保守党获307席，席位数位列第一，但未能超半数，因此与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结成联盟，组建联合政府，这是二战后英国出现的第一个联合政府，卡梅伦出任英国首相。保守党于在野13年后，终于重回执政地位。


第五章　英国工党领袖选举制度的演变

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时名为“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称工党。在1922年之前，工党没有一个全党认定的领袖人物，党内也没有“政党领袖”这一称谓，这种情况与工党的形成历史有关。工党发端于英国劳工运动，由工会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团体（包括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联合组建而成，其形成之初是一个权力分散、组织脆弱的结构，党内有数个权力中心，主要权力为工会控制，工党在政策输入及资金来源方面均仰赖工会的支持。另一处于发展中的权力来源是工党下院议会党团。自成立后，工党在英国下院议会选举中的成绩渐佳，其议员人数从1900年的2名增至1906年的30名，到1922年，已有议员142名。（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p.264—265.）

伴随议员人数的增加，工党需要有人负责议员在议会内的协同行动，因而于1906年组建了议会党团，并推选一人做议会党团“主席”。议会党团的影响力和权力渐增，但其“主席”并不被认为是全党领袖。到1922年，情况发生变化。是年，英国举行大选，工党获142席（注：Ibid.，p.265.），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击败J.R.克莱尼斯（J.R.Clynes），被工党议员选为本党议会党团“主席和领袖”。这一称呼是从未有过的，“使用这种称呼表明，他也是反对党领袖，并有担任首相的可能。工党议会党团在下院中被认为是正式的反对党”（注：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制造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5页。）。此后，工党开始将下院议会党团领袖作为全党的领袖，但未对其地位做正式规定。（注：R.M.Punnett，Selecting the Party Leader：Brit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80.直到1978年，工党召开年会，正式通过决议，设立领袖职位，由下院议会党团领袖担任。（注：Ibid.，pp.80—81.）因此，本部分对工党领袖选举制的考察始自1922年。

自1922年起，工党均以选举方式选择领袖，但选举制的具体规则不同，可将之划为以下两阶段：1922年至1981年为第一阶段，由工党议会党团选举产生领袖；1981年至今为第二阶段，由选举团选举产生领袖。


第一节　议会党团制的运用与重审

从1922年至1981年，工党领袖由本党下院议会党团负责选举，经议员一人一票秘密投票产生。仅工党下院议员可提出参选申请，有意参选的议员需要获得一名提议者和附议者的提名支持，提议者和附议者的身份公开。议员投票采取淘汰性质的选举规则，每名议员投一票，获得议员投票绝对多数支持的候选人当选。若候选人超过两名，未有一人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票，则得票最少的候选人退出，如果最后两名候选人得票相加未超过前面一位候选人，则这两名候选人均遭淘汰，其后，议员重复投票，直至一名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在每轮选举过后，候选人可选择退出，但不会增加新的候选人。（注：Timothy Heppell，Choosing the Labour Leader：Labour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Wilson to Brown，Tauris Academic Studies，2010，p.223.）

上述选举规则最初仅适用于工党处于在野期，当处于执政期时，政党没有选举领袖的程序，因为工党领袖通常选择在政党处于在野期退休，而且，工党认为，执政时不举行领袖选举，也可保持领袖也即英国首相的稳定性。但是，到1976年，时任首相的哈罗德·威尔逊在工党处于执政期宣布退休，这对政党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当1976年3月16日威尔逊宣布退休时，工党议会党团决定遵照在野时选举领袖的规则来选举执政时的领袖。（注：R.M.Punnett，Selecting the Party Leader：Brit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p.85—89.）

就现任领袖任职年限问题，工党也未做规定，不过，同保守党一样，工党议员也可以对现任领袖提起挑战。当工党处于在野地位时，只要有挑战者获得提名，领袖每年可以重选，选举程序依照上述规则进行；但是，当工党执政时，就挑战现任领袖即首相问题，工党没有制定正式的挑战机制。（注：James W.Davis，Leadership election in Six Western Democracy，Greenwood Press，1998，p.92.）工党只是规定，只有年会大多数代表要求重新选择领袖，才可以进行领袖选举。（注：Ibid.，p.88.）

工党采用的上述做法与保守党在1965—1998年间的做法相类似，两者都是由本党下院议会党团负责选举领袖，不过，工党运用上述方法产生领袖的历史远比保守党悠久。除了领袖选举外，工党副领袖和议会党团内的其他官员也是采用此方式产生。而且，与保守党相比，工党的选举规则不如前者复杂，例如，工党没有第一轮选举胜出不仅需要获得绝对多数票，且需要比他人多15%票额的规定，也没有第二轮新的候选人可以加入的条款，也没有各轮选举中变更选举规则的规定，工党的选举规则相对简单明了。

工党自成立以来，在20世纪20年代曾短暂地组建过两次少数党政府，但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正式成为一个执政大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掌政权。二战后，工党第一次领袖选举发生在1955年。1955年5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丧失自1945年以来的执政地位，同年12月，任职领袖已有20年的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宣布不再继续担任。工党重新选择领袖，共有三名候选人参与竞选，分别是休·盖茨克尔（Hugh Gaitckell）、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和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结果，右翼盖茨克尔在第一轮选举中获157票，贝文获70票，莫里森获40票（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162.，）盖茨克尔达到第一轮获胜所要求的绝对多数票，当选领袖。

从1955年担任领袖，直至1963年去世，盖茨克尔任职时间有8年，其间英国于1959年举行过一次大选，工党败选，所以在盖茨克尔任职期间，工党一直处于在野地位。在上述任职的8年间，盖茨克尔曾遭遇过两次党内对他提起的挑战，挑战发起的原因与党内左右两翼在有关政党内政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冲突有关。1959年，盖茨克尔主张修改1918年制定的党章，删去作为工人阶级政党标志的第四条款，遭到左翼的强烈反对，两派角力之下，党章修改未果。1960年工党年会通过左翼提出的单边核裁军提案，盖茨克尔对此公开表示拒绝接受，并宣称他将“战斗、战斗、再战斗”，争取推翻决议。盖茨克尔的行动招致党内左翼的反对，影子内阁成员安东尼·格林伍德（Anthony Greenwood）宣布辞职，对盖茨克尔提起挑战。工党重开选举。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也宣称他将参与挑战竞争，在得知威尔逊参与后，格林伍德退出。结果，盖茨克尔获得148票，威尔逊获得81票（注：Ibid.，p.163.），盖茨克尔赢得重选，继续担任领袖，但是，党内争端并未结束。在1961年工党年会上，左右两翼再次就裁军问题展开交锋，结果，右翼主张保留核防务的决议被采纳。这导致格林伍德再次向盖茨克尔发起挑战。1961年11月，工党重开选举，投票结果，盖茨克尔获171票，格林伍德获59票（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163.），盖茨克尔再次赢得挑战，继任领袖。

1963年，盖茨克尔去世，工党需要重新选举领袖，这是政党在三年之内举行的第三次领袖选举。在1960年挑战盖茨克尔失败的威尔逊再次参选，除了他之外，还有另两名参与者乔治·布朗（George Brown）和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结果，威尔逊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115票，布朗获得88票，卡拉汉获得41票。威尔逊并没有达到第一轮胜出的绝对多数票要求，选举进入第二轮，卡拉汉因在第一轮排名最末遭淘汰，威尔逊和布朗进入第二轮，结果，威尔逊获得144票，布朗获得103票，威尔逊当选领袖（注：Ibid.，p.163.），他成为英国大党中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正式挑战现任领袖失败后又卷土重来赢得竞选胜利的人物。威尔逊颇有个人魅力，辩才尤佳，政治立场不甚鲜明，是左右两翼都能接受的人物。他自1963年起担任领袖，直至1976年宣布辞职，任职13年，其间英国于1964年、1966年、1970年、1974年举行了四次大选，除了1970年大选失败外，工党在他领导下赢得其余三届大选。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由本党议会党团选举产生领袖的做法，在工党内并没有多少异议，这种做法一直被认为是简单、实用和高效的方法。英国政党专家R.T.麦肯齐（R.T.Mckenzie）在1964年观察到：“工党党内未曾出现过要求议会外政党应在领袖选举中发挥作用的声音。”（注：Leonard P.Stark，Choosing a Leader，Party Leadership Contests in Britain from Macmillan to Blair，Ipswich Book Co.Ltd，Ipswich，Suffolk，1996，p.41.）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党内出现希望扩大议会外党组织在领袖选举中的影响力的呼声。议会外政党是无权参与领袖选举的，它们仅可以对议员的投票选择发挥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的发挥也是非正式的，因为工党并没有正式条款规定，议员在做投票决定时必须与其所在的选区工党或者资助他的工会协商。工党是将选票发放给议员，允许其一周后返还，因而议会外党组织有机会对议员施加压力，但也仅是有机会，对于那些没有议员的选区，甚至连施加影响的机会都没有，最终的投票决定仍由议员个人做出，且是秘密投票，因此，议会外组织对领袖选举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

要求扩大选举范围的呼声，有如下几点理由：一是认为由下院议会党团选举产生领袖，作为选举人，议会党团的人数太少，且会伴随大选经常性的变动，例如，1935年克莱门特·艾德礼经议员选举当选领袖，时工党仅有议员52人，而到1976年，詹姆斯·卡拉汉当选为领袖时，工党议员人数已达314人。（注：R.M.Punnett，Selecting the Party Leader：Brit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96.）这种观点认为，过小的选举人规模以及选举人不可避免的变动性，对领袖选举是不利的。另一理由是认为，工党自1978年正式设立政党领袖职位，下院议会党团领袖正式成为全党领袖，因其已成为全党领袖，因而不应仅由议会党团选举产生，而应由全党选举产生。例如，在1979年年会上，针对扩展领袖选举权问题，迈克尔·米彻（Michael Meacher）指出：“我认为，支持扩展选举权根本的原因仅在于：一个政党的领袖不应仅对本党议会党团负责，而且应对整个运动负责，因此，领袖应由那些他对之负有更大责任的人选举产生。”（注：Ibid.，p.96.）在20世纪70年代的每一次年会上，针对领袖选举问题，党内都有不同版本的建议和观点提出，例如，在1972年年会上就有提议提出，由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年会而不是由下院议会党团选举领袖，但是，提议遭到拒绝。（注：Ibid.，p.99.）

工党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是否将选举权扩展至议会外政党的争论，与党内左右两翼的斗争有极大关系。从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右翼一直在工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两翼的斗争逐渐尖锐化。左翼的力量渐长，开始争夺党内领导权，尤其在重要的人事领域和政策制定领域，左翼希望有更大的发言权。左翼力量主要集中在议会外政党组织，包括选区工党、工会及附属组织等，而下院议会党团中的议员则大多数是右翼或中右翼。左翼提出的将领袖选举权扩展至议会外组织，实际是削弱右翼影响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1976年，威尔逊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辞职，鉴于工党没有执政时选择领袖的相关规定，工党议会党团会议决定遵照在野时的规则进行。政党开启领袖选举程序，共有6名候选人参与竞争，分别是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托尼·本（Tony Benn）、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和托尼·克罗斯兰（Tony Crosland），6人全是内阁阁员，是党内各派势力的代表人物。在第一轮投票中，6人得票分别为90、84、56、37、30和17票，中左的富特和中右的卡拉汉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因未有人达到第一轮胜出的绝对多数票要求，需要举行第二轮选举，结果，左翼的本、右翼的克罗斯兰和詹金斯在第一轮选举结果揭晓后宣布退出，富特、卡拉汉和右翼的希利进入第二轮。第二轮投票结果显示，3人得票分别为141、133和38票，希利被淘汰，富特和卡拉汉进入第三轮，结果卡拉汉胜出，得票为176票，富特得票为137票。（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163.）

1976年领袖选举举行时，正值左翼力量在选区工党和工会的势力快速扩张之时，结果，议会党团选出了卡拉汉这样一位右翼人物担任领袖，导致左翼的不满，这一事件推动左翼加快展开改革领袖选举制的行动。1977年，工党年会执行机构全国执行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代表政党各组成部分的代表团，由代表团选举产生领袖，但被1978年年会拒绝。

1979年5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遭遇失败，丧失执政地位，左翼要求改变领袖产生方式的呼声更加强烈。实际上，扩展领袖选举权仅是左翼所提出的改革内容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左翼要求修改党章，进行以下三项改革：一是工党下院议员必须经历重选，也就是说，在下届大选时，现任工党议员不是政党当然的议员候选人，其议员候选人资格须经由党内选举重新认定；二是由全国执行委员会控制工党选举宣言的制定；三是扩展领袖选举权，议会外工党组织也应有权参与选举领袖。（注：R.M.Punnett，Selecting the Party Leader：Brit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99.）显然，左翼的意图是全面削弱议会党团的权力。

在争取选举权扩展到议会外党组织的过程中，选区工党、工会与议会党团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很多议会外组织要求议员在投票时要考虑他们的意见，并要求议员在投票前公布其意图，或在投票后公布其支持的人选。但是，就是否公布投票问题，1980年10月28日下院工党议员召开会议，以139∶52票的多数拒绝了议会外组织提出的公布投票的申请。（注：Ibid.，pp.87—97.）

随着左翼力量的扩大，他们逐渐控制了年会和全国执委会，在议会党团中，左翼议员也开始增多。右翼逐渐意识到将选举权扩展至议会外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既然不可避免，部分右翼便将注意力集中在争取最大限度扩大议会党团在未来的选举团中的投票份额，另有一些右翼提出，如政党要扩展选举权，不应仅将选举权扩展至议会外的选区工党积极分子和工会领袖们，而且应使普通党员也享有选举权，他们认为普通党员要比积极分子和工会官员的政治立场更加温和，这对右翼是有利的。对这部分右翼来说，最好的选择是维持议员选举领袖的做法，但如无法维持，那下放权力至普通党员是次好的选择。

1980年10月，工党召开年会，此次年会同意了将选举权扩展至议会外组织的原则，但就如何扩展问题，年会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注：Ibid.，p.90.）年会过后，卡拉汉宣布辞职，工党重新选举领袖。因新的选举规则未确定下来，选举仍依照原有规则进行，共有4名候选人参选，包括中左的迈克尔·富特、右翼的丹尼斯·希利、左翼的约翰·西尔金（John Silkin）和彼得·肖尔（Peter Shore）。在第一轮选举中，希利获112票，名列第一，富特获83票，名列第二，西尔金和肖尔得票分别为38票和30票。根据规则，得票最末的两人若票数相加未及前一人，两人均遭淘汰，因此，西尔金和肖尔被淘汰，希利和富特进入第二轮。西尔金和肖尔在退出后，均表示会支持富特，并号召其支持者也转而支持富特，这无疑对富特十分有利。在第二轮选举中，富特和希利的得票出现易位，富特获139票，希利获129票（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163.），富特当选领袖，他是由工党议会党团选举产生的最后一名领袖。


第二节　选举团制的出台与修订

1981年初，工党召开特别会议，解决领袖选举问题。就采取何种方式选举领袖问题，有88%的代表投票支持组建一个选举团投票产生领袖，选举活动作为工党年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注：R.M.Punnett，Selecting the Party Leader：Brit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101.）在运用选举团选举领袖的原则确定之后，就选举团中工党议会党团、选区工党、工会及附属组织这几大部分的票额分配问题，提交到年会的方案共有7种，其中，有四种方案没有区分工会及附属组织，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整体。这四种方案把工党议会党团、选区工党、工会及附属组织这三部分的比例分别划分为：50∶25∶25、30∶30∶40、30∶40∶30以及各占三分之一。还有三种方案把工会和附属组织划分开来，这样，选举团就由四部分组成，即工党议会党团、选区工党、工会、附属组织，这三种方案把四部分的比例分别划分为：33∶33∶33∶1，75∶10∶10∶5，38∶30∶30∶2。（注：R.M.Punnett，Selecting the Party Leader：Brit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p.101—102.）

在经过三轮投票后，选举团30∶30∶40的比例方案胜出，新的选举制度出台，新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注：Ibid.，pp.106—108.）：

在候选人方面，只有工党下院议员才有资格成为候选人，这个条件与1981年之前相同。想参选的议员必须获得另一名工党下院议员的提名，选区工党、工会及附属团体也有权进行提名，提名必须获得被提名人的书面同意，此外，提名还须获得5%的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如所获议员支持率达不到这一比例，便无法获得提名。提名组织的名字和支持提名的议员名字对外公布。

在选举人方面，领袖不再由工党下院议员选举产生，下院议员仅是参与投票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议会外政党组织也参与进来，由此，组成一个选举团。选举团由工党下院议员、选区工党代表、工会及附属团体代表三部分组成。三部分所占票额比例分别为：议会党团和选区工党各占30%，工会及附属团体占40%。工党年会成为选择领袖的场所，选举团代表在年会上投票决定，特殊情况下可由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选举团特殊会议选择领袖，一般在年会之前的三个月召开。（注：Ibid.，p.106.）

在选举团三大组成部分中，每一部分将如何决定他们所支持的人选？在议会党团部分，其做法与老的规则一样，仍是下院议员每人一票，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议员投票不再是秘密投票，而是必须公开宣布投票支持对象。在选区部分，工党约有600多个选区组织，每个选区组织无论党员人数有多少，都仅有一票。对选区部分如何选择候选人，工党未做规定，因此，各选区推选候选人的做法也各式各样。很多选区以一种基于地方民主的代表制形式来做决定，例如，组成一个大约由100名政党积极分子组成的、由选举产生的总委员会，通过多数票形式来决定在领袖竞争中支持哪一位候选人；还有的由选区分部组织来做决定；另有选区允许党员投票决定。党员投票的形式也是多样化的，例如，通过召开全体党员参加的选区政党大会，党员现场进行投票，或者实行党员邮寄投票，或者通过人工分发和收集党员选票。选区工党实行的是集团投票，得票超过多数的候选人获得这个选区组织的全部票额。

在工会部分，每个工会的票额根据所拥有的缴纳政治基金的会员人数决定，每一千名会员可拥有一票。各工会如何选择所支持的人选？在1993年之前，工会没有统一的选择领袖候选人的程序，因此，同选区一样，各工会的做法也各种各样。例如，有些工会由工会执行委员会决定本工会所支持的人选，有的工会交由工会年会来做决定，还有很多工会允许其参加工党年会的工会代表做决定，另有一些通过各种形式的投票做决定，例如，或者通过开会投票，或者允许会员邮寄投票。（注：Thomas Quinn，“Electing the Leader：The British Labour Party’s Electoral College”，Political Studies，Vol.6，2004.）若有工会采用投票形式做决定，其投票也是一种集体投票，得票超过多数的候选人获得此工会的全部票额。

就选票收集看，选举团三大部分在总选票中所占的比例，按照实际投票数而不是按照有权投票数来计算。候选人要取胜，必须获得选举团总投票数的绝对多数，为达此目标，可举行多轮投票。如果无人在第一轮竞争中获绝对多数，则得票最少的候选人退出，选举团代表在与其所代表的那部分协商后，进行下一轮投票。每轮投票中得票最少的候选人退出，如此往复，直至选出一名达到要求的候选人。所有候选人须参加第一轮选举，也就是说，每轮选举后不允许有新人加入。就有关候选人在选举团各部分所获支持比例的问题，工党不做要求。投票结束后，三部分中每一部分的投票都予以公布。（注：R.M.Punnett：Selecting the Party Leader：Brit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p.106—108.）

当领袖职位出现空缺时，无论工党是处于在野地位，还是正在执政中，领袖选举均按照上述规则进行。当领袖职位未出现空缺时，新的选举制也规定了对现任领袖进行挑战的制度。新制度规定，只要有议员向现任领袖发起挑战，领袖选举每年举行，如没有挑战发生，则领袖继续担任。当工党在野时，挑战者必须获得5%的工党下院议员支持，方可启动领袖重选，之后由议会党团、选区工党、工会及附属组织三部分组成的选举团投票决定。当工党执政时，挑战者不仅需要获得5%的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而且需要经过年会在信任投票上多数代表同意开启领袖选举竞争，之后经由议会党团、选区工党、工会及附属组织三部分组成的选举团投票决定。（注：James W.Davis：Leadership election in Six Western Democracy，Greenwood Press，1998，p.89.）自此，工党正式拥有了执政时对现任领袖的挑战制度，与在野期相比，工党对执政期议员挑战领袖的行为增加了额外条件限制，其意在维护领袖即首相的稳定性。

显然，在新的选举团制下，议会党团不仅丧失了以往所拥有的独自决定领袖人选的权力，而且，其在选举团中所占份额比例也是一个较小的份额，它还从以往的秘密投票，变成必须公开其投票支持对象，议员的权力大为缩减。对此，议会党团曾一度抗议。年会过后，议员决定在下次年会中要重新讨论整个领袖选举制问题，不过，在1981年10月的一次议员会议上，议员又决定接受新制度，并附有一个含糊的条件，即在以后应对选举团制做进一步的讨论。（注：R.M.Punnett：Selecting the Party Leader：Brit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103.）

在议会党团权力大受削弱的同时，选区工党和工会的权力明显得到扩张，因此，新制度受到大多数工会和选区工党的支持。选区部分和工会部分两者相加不仅占据70%的票额，而且采用集团投票方式，获得多数支持的候选人获得本部分的全部票额，这种投票的集中性增加了工会和选区组织的投票分量以及对选举的控制能力，候选人若能获得选区和工会的支持，当选的希望会大增，尤其是那些占据票额比例较高且不实行会员投票、而是由一小群人决定的大工会，如能游说这一小群人改变主意，这些工会庞大的票额就会从候选人A流动到候选人B手中。有鉴于此，很多参选人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争取大工会的支持上。

值得一提的是，因工党对选区和工会选择领袖的方式未做统一规定，各选区和各工会采取的做法各自不同。做法的不同影响到所产生的领袖候选人的类型。普遍的看法认为，参与的人群范围越广，右翼候选人越有可能当选，参与的人群范围越窄，左翼候选人当选的机会越大。具体来看，在选区工党部分，很多选区工党以总委员会多数票的形式来决定所支持的领袖人选，因参加总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大多是左翼，因而无疑对左翼候选人有利，但是，如果选区组织改变推选方式，赋予普通党员以投票权，实行党员投票，因党员相对温和的政治特性，其推举的人选往往是右翼居多。至于工会部分，也出现类似情况，在那些由中层工会官员或积极分子或工会代表做决定的工会，左翼候选人被选中的可能性较大，而在那些由工会领袖做决定或工会会员投票决定的工会，右翼候选人则容易脱颖而出。（注：Thomas Quinn，“Electing the Leader：The British Labour Party’s Electoral College”，Political Studies，Vol.6，2004.）所以，右翼候选人在争取工会支持时，最愿意选择的战略是谋求与工会领袖建立个人关系，并在必要的时候推动工会举行全体会员投票。

新的选举团制的实行，无疑提升了选区和工会这些议会外组织的地位，它们对政党各项事务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加。因选区和工会是工党左翼力量的集中地，显然，左翼的夺权运动取得很大进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左翼力量达到顶峰。他们不仅控制了工党的人事事务，在政策领域，左翼提出的一些主张，如单方面核裁军、退出欧洲共同体等也获得工党年会通过。左翼势力的扩展引发党内右翼的强烈不满，左翼提出的一些政策也被右翼斥为“极端主义”，领袖富特虽然付出努力维持团结，但未能阻止政党分裂。在工党于1981年初的特殊会议出台选举团制后，右翼议员宣布成立社会民主委员会，两个月后，大卫·欧文、威廉·罗杰斯、雪莉·威廉斯、罗伊·詹金斯等右翼议员宣布退出工党，将社会民主委员会改组成社会民主党，这是工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分裂，对工党造成沉重打击。

选举团制的出台是左翼力量扩张中的一大胜利，但与此同时，左翼也逐渐分化成以富特为代表的温和左翼和以托尼·本为代表的强硬左翼两部分。富特于1980年任职后，为弥合党内分裂，采取的一些举措引发了强硬左翼的不满。以托尼·本为代表的强硬左翼批评富特具有右倾化的思想，不支持党内民主运动，富特则认为强硬左翼的一些做法影响了政党团结和政党形象。左翼两个领袖人物之间关系出现紧张，左翼围绕两人发生分化。

1983年英国举行大选，工党以强硬左翼政纲参选，结果遭遇惨败，得票率跌至27.6%（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269.），是工党自1900年以来最差的得票记录。大选过后，富特引咎辞职，工党重选领袖，这是工党第一次根据1981年的新规则选举领袖。新规则的运用使选举过程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在新的选举制下，候选人面临的不再仅是其下院议会同僚，还有全国范围内的选区工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因所争取的对象范围扩大，因此，候选人以往仅依靠个人联系在工党议会党团内争取议会同僚支持的方式，已变得不适应形势发展。现在候选人有必要组建竞选团队，有组织的开展竞选宣传活动。因需要开展竞选宣传活动，候选人需要筹集资金来应对竞选中的各项开支，例如，在各地做巡回演讲、召开政党或工会大会进行宣传、印刷宣传册向各选区工党和工会发放等，都需要资金支持。对于候选人资金的筹集及竞选花费金额，工党未做规定，因此，那些资金雄厚的候选人在宣传推销自己方面很占有优势。

在1983年领袖选举中，共有4名候选人参选，即尼尔·金诺克（N.Kinnock）、R.哈特斯利（R.Hattersley）、E.赫弗（E.Heffer）和P.肖尔（P.Shore），结果，时年41岁、未有内阁大臣经历的温和左翼人士尼尔·金诺克胜出。金诺克在选举团三大组成部分的成绩分别为：议会党团部分的得票率为14.778%，选区工党部分的得票率为27.452%，工会及附属组织部分的得票率为29.042%，总得票率为71.272%，远高于得票第二的R.哈特斯利，其总得票率为19.288%，另两名参选者赫弗和肖尔的总得票率分别为6.303%和3.137%。（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165.）

1983年大选惨败给予左翼以整体打击，左翼内部就大选失败的原因以及政党如何进行改革问题展开广泛讨论。以金诺克为代表的温和左翼主张对1983年的竞选宣言内容进行重审，删除其中过于激进的部分，以托尼·本为代表的强硬左翼对大选失败的反应则是提出了一系列更加激进和富有战斗性的主张，左翼内部继续分化。领袖金诺克认为，政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结束内部纷争，重塑政党形象，在政策领域从原有的激进左翼立场上后退，抛弃或淡化一些极端的政策，在组织领域则需要加强议会党团和领袖的权力，削弱工会和选区工党的势力。因此，他上任后不久即提出，在领袖选举中，选举团中的选区工党部分不再实行集团投票，而是由普通党员一人一票，其意在削弱选区工党对选区部分选举的控制。不过，他的建议最初遭到工党年会拒绝。

1987年大选，工党再次失败，这是自1979年以来的第三次败选。党内很多人意识到，工党需要摆脱强硬左翼的政纲，改变政党在选民心中极端政党和纷争不断的形象，因此，选后工党呈现右倾化的发展趋势，这招致强硬左翼的不满。1988年，强硬左翼代表人物托尼·本向时任领袖的金诺克发起挑战。政党重开选举程序，结果，金诺克在议会党团部分的得票率为24.842%，在选区工党部分的得票率为24.128%，在工会及附属组织部分的得票率为39.666%，总得票率为88.63%，本的总得票率仅有11.37%。（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164.）

本的挑战失败是左翼尤其是强硬左翼在党内开始衰落的标志。挑战过后，为阻止议员轻易对领袖发起挑战，减少由挑战带来的党内分裂、资金花费和组织混乱，金诺克对挑战制度做了修订，他提高挑战者发动挑战的“门槛”。根据以往的规则，挑战者必须获得5%的议员支持才可发动挑战，金诺克将“门槛”提升至20%，也即挑战者必须获得20%的议员支持才可。（注：R.M.Punnett，Selecting the Party Leader：Brit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p.106—110）提高挑战门槛对现任者提供了相当大的保护。

此外，本的挑战也使金诺克再次提议，在领袖选举中，选举团中选区工党部分实行党员一人一票。与积极分子相比，普通党员的政治态度相对温和，因而党员投票对右翼十分有利。例如，在1983年工党举行的副领袖选举中，少数选区工党实行某种形式的党员投票，结果，在这类选区中，90%的选区支持右翼候选人R.哈特斯利，而在那些没有实行任何投票形式的选区中，三分之二的选区支持的是左翼候选人迈克尔·米彻（Michael Meacher）。同样，在1988年托尼·本对金诺克的挑战中，有337个选区工党实行分部或党员邮寄投票，结果，只有四分之一的选区支持本，23个提名本的选区，在经过协商投票之后，转而支持金诺克。（注：Thomas Quinn，“Electing the Leader：The British Labour Party’s Electoral College”，Political Studies，Vol.6，2004.）

对于金诺克提出的选区工党党员实行一人一票的提议，1988年工党年会决定做进一步的讨论。在1989年年会上，超过90%的年会代表投票支持实行党员一人一票。（注：Leonard P.Stark，Choosing a Leader：Party Leadership Contests in Britain From Macmillan to Blair，Ipswich Book Co.Ltd，Ipswich，Suffolk，1996，p.60.）在此次年会上，工党主要针对选区工党投票问题做了修订，对工会部分投票未做涉及。修订后的规则要求，在选区工党部分，所有缴纳党费的党员实行秘密投票，一人一票选举领袖。工党规定了选区实行党员一人一票的三种形式：一是在分部会议上投票选举，那些未能参加会议的党员可通过邮寄投票；二是实行党员投票，通过人工向党员发放并收集选票；三是邮寄投票。（注：R.K.Alderman and Neil Carter，“The Labour Party Leadership and Deputy Leadership Elections of 1992”，Parliamentary Affairs，Vol.46（1），1993.）不过，选区工党虽然实行了一人一票，但因选举团的投票仍然遵照“胜者全得”的规则，因此，每个选区工党中获得最高票的候选人仍然获得这个选区的所有票额。

1991年，工党对选举团制的另一规则又做了微小改动，允许工党欧洲议会议员参与投票。欧洲议会议员同工党下院议员同处于议会党团部分，这意味着议会党团原本拥有的30%的票额现在又有轻微的缩减。（注：Leonard P.Stark，Choosing a Leader：Party Leadership Contests in Britain From Macmillan to Blair，Ipswich Book Co.Ltd，Ipswich，Suffolk，1996，p.60.）

1992年4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继1979年、1983年和1987年之后第四次败选。实际上，自1983年金诺克担任领袖的这9年间，工党不仅在组织领域进行改革，而且，在政策领域以及竞选宣传等各领域进行全面的重审，一系列新的思想和主张逐渐形成。左翼势力在党内已衰落下来，工党逐渐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内斗、危机和混乱中走出，在民调中，工党与保守党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很多评论家认为，工党很有可能是1992年大选的赢家，但结果仍然失败。大选结束后，金诺克引咎辞职，工党重选领袖，有两名候选人参选，即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和布赖恩·古尔德（Bryan Gould）。结果，在议会党团、选区工党和工会及附属组织这三大部分中，约翰·史密斯的得票率分别为23.187%、29.311%和38.518%，总得票率为91.016%，古尔德在上述三部分的得票率分别为6.813%、0.689%和1.482%，总得票率为8.984%（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164.），显然，约翰·史密斯占据绝对优势，高票当选领袖。

在1992年的领袖选举中，选区工党部分第一次实行党员一人一票，但投票仍采用“胜者全得”规则。在工会部分，参选的候选人都敦促各工会采取会员投票制，但是，有些工会实行了会员投票，有些工会则不愿采纳，其主要理由之一是实行会员投票制花费昂贵，工会在财政支持方面有困难，因此，工会部分仍同以往一样，由各工会自行决定选择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议会党团部分，大部分议员通常会支持他所提名的候选人，不过，在1992年选举中，有6名议员，其提名的是某一候选人，但投票支持的却是另一位选人。此外，对议员的投票决定是否要受其所在选区组织的约束，工党也未做任何正式要求。一些议员如托尼·本公开宣称，他们将会根据他们所在选区组织的偏好来做投票决定。确实，绝大多数议员投票支持的候选人与他们所在选区组织支持的候选人是一致的，其中原因，与议员投票最后要公开有一定关系，投票公开使得议会外组织可对议员施加压力。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比如，双方的看法相同会导致投票取向一致，不过，也出现议员的选择与选区组织的选择不一致的情况，如在1992年选举中，便有51名议员的情况是如此。（注：R.K.Alderman and Neil Carter，“The Labour Party Leadership and Deputy Leadership Elections of 1992”，Parliamentary Affairs，Vol.46（1），1993.）

1992年的领袖选举引发了工党党内对两个问题的讨论：一是提名“门槛”问题。候选人需要获得20%的工党下院议员支持，才可成为候选人。当时工党下院议员人数为271人，候选人需要获得55名议员支持方可。结果，时年53岁、温和右翼人物约翰·史密斯获得162名议员支持，很容易就越过了20%的门槛。但是，古尔德很费力地才获得63名议员支持，还有一名有意参选的议员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因仅征集到13名议员的支持，而未能通过提名门槛。（注：Ibid.）因古尔德征集支持者的过程艰难，党内很多人一度认为，结果有可能是仅史密斯一人获得提名，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担任领袖。这次竞争使党内普遍感到，启动一次竞争性的领袖选举不应如此困难，尤其在领袖职位出现空缺时。对此，史密斯和古尔德的观点是，他们支持在未来的领袖选举中降低提名“门槛”。

另一引发讨论的问题是选举团中工会部分的投票问题。工会占据40%的大票额比例，使得工会在领袖选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规则，每个工会的票额根据所拥有的缴纳政治基金的会员人数决定，每一千名会员可拥有一票。因各工会拥有的会员数不同，因此，其所占票额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在1988年领袖选举中，运输总工会控制着选举团8%的选票比例，大致相当于160个选区组织票额或60名议员的票额。（注：Thomas Quinn，Electing and Ejecting Party Leaders in Britain，Palgrave Macmillan，2012，p.60.）在1992年领袖选举中，4个最大的工会共占据工会部分几乎三分之二的票额，4个最小的工会加起来所占票额则不足1%。（注：R.M.Punnett，Selecting the Party Leader：Brit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107.）此外，工会采用的集团投票方式也使大工会对领袖选举的影响力很大。实际上，不仅工会在领袖选举中所占的投票份额与集团投票问题成为讨论话题，党内还有声音呼吁，工党应全面重审它与工会的关系。例如，以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认为，工会是党内左翼的大本营，工党与工会过于紧密的联系以及工会过大的影响力，会让选民认为工党是工会的党，这会影响工党的选举成绩。但是，包括左翼和大多数大工会领导人在内的传统派反对上述观点，他们要捍卫工会的影响力。

对于上述争论，1992年领袖选举的两名参与者史密斯和古尔德都认为，在未来的领袖选举中，应改革选举团制，废除工会集团投票。史密斯当选后，将这一问题交给一个评估小组。1993年2月，评估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列出了改革选举团的三种选择：一是将选举团三部分所占票额比例改为各占三分之一；二是将选举团三部分所占票额比例改为各占三分之一，但在工会部分，仅允许那些同时也是工党正式党员的工会会员投票；三是废除工会投票，建立一个由议会党团和选区工党两部分组成的选举团。（注：Leonard P.Stark，Choosing a Leader，Party Leadership Contests in Britain from Macmillan to Blair，Ipswich Book Co.Ltd，Ipswich，Suffolk，1996，pp.60—62.）

对于上述方案，作为领袖的史密斯更加青睐于第三种方案，也即建立一个仅由选区工党和下院议会党团两部分组成的选举团，选票在这两部分中平均分配，工会在领袖选举中将不再拥有正式权力。但是，这一方案遭到左翼和工会的强烈反对，他们已认识到工党决心削减工会的权力，他们希望谋求对他们有利的削减方案，重新安排选举团各部分的比重，每部分各占三分之一是他们比较能接受的方案。最后，史密斯同意保留工会的正式投票权力，将其所占票额比重降为三分之一，以此谋求工会对一人一票的支持。

在经过一系列斗争后，在1993年年会上，改革选举团制的方案以0.2%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注：斯图亚特·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贺和风、朱艳圣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之后，工党于1994年对领袖选举制又进行了些微修订，新制度主要内容如下（注：Leonard P.Stark，Choosing a Leader，Party Leadership Contests in Britain from Macmillan to Blair，Ipswich Book Co.Ltd，Ipswich，Suffolk，1996，p.41；Thomas Quinn，Electing and Ejecting Party Leaders in Britain，Palgrave Macmillan，2012，p.60.）：

（1）候选人资格和提名。只有工党下院议员有资格获得提名。议会党团、选区工党、工会及附属组织三部分都有提名权。与以往不同的是，当领袖职位出现空缺时，议员要成为候选人，必须获得12.5%的工党下院议员支持，这低于以往规定的20%的比例。不过，当领袖在任时，那些希望挑战现任领袖的议员，仍然必须获得20%的下院议员支持方可。此外，如果工党处于执政期，对现任领袖发动一场挑战还须获得工党年会的多数代表同意，在野期则不受这一条款的约束。被提名者以书面形式告知政党接受提名，提名组织和支持提名的议员的名字对外公布。

（2）具体投票程序。选举仍采纳选举团制，选举团仍由议会党团、选区工党、工会及附属组织三部分组成，但是，三部分所占票额比例从原来的3∶3∶4，变成各占三分之一。工会部分的集团投票被废除了，改为由缴纳政治基金的会员一人投一票，选区工党也是所有个体党员一人投一票，选区和工会这两部分的一人一票采取邮寄形式，在议会党团部分，仍是工党下院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每人一票。议会党团部分采纳公开投票形式，即议员须公开其所支持的对象，选区党员和工会会员则采用秘密投票形式。所有候选人必须从首轮开始参与竞争，投票结束后，具体投票细节予以公布。

（3）计票规则。参选的每位候选人在每部分所获得的选票由所有投票给他的个体选票组成，这与以往工会和选区实行的“胜者全得”规则不同。根据选举团三部分所占总票额的比例，候选人在每部分获得的个体选票换算成在每部分所占的百分比，三部分票数相加，若能获得绝对多数，即超过50%，便可当选。需要一提的是，1993年工党修订选举团规则，但有一条款未加改动，即如果候选人在第一轮竞争中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则在淘汰制的基础上继续举行选举。这一做法在以往由选举团的代表投票决定的情况下是适宜的，但是，在一人一票制下则不可行，因为如有多名候选人参选，那会举行多轮投票，鉴于一人一票在时间和金钱方面的花费是非常昂贵的，因此，实行多轮被认为是不可行的。此外，1993年工党虽然要求所有的工会都要赋予其会员以投票权，但是，具体采取何种方式投票，工党将决定权交于各工会。对上述两个问题，1994年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以可转让投票制取代淘汰制，选举人可在选票中注明对被选举人的优先选择次序，计票时首先计算第一偏好票，如无候选人获得第一偏好的绝对多数票，得票最少的候选人遭淘汰，他们的选票以第二偏好、第三偏好等为基础重新分配。这种淘汰过程循环往复，经过多轮计算后，直至选出一名获得绝对多数的候选人，同时，全国执委会要求所有工会在投票时必须保证会员以一种秘密方式投票。（注：Keith Alderman and Neil Carter，“The Labour Party Leadership and Deputy Leadership Elections of 1994”，Parliamentary Affairs，Vol.48（3），1995.）

（4）选举人和选举时间。在党员部分，只有那些在全国党员名单中已记录在案、且未被取消党员资格的人有资格投票，在工会部分，只有那些对工党持支持态度、不是其他任何政党的党员或支持者的会员有资格投票。领袖选举一般在每年秋天的年会中举行，但若领袖因去世或其他原因导致职位出现空缺，等到秋天年会时再选举领袖对政党有不利或不便之处，政党可召开特殊会议解决领袖问题，由全国执委会决定会议时间。

经上述改革后，工会和选区这两部分的权力明显受到削弱，权力一定程度回流到议会党团。以往，工会和选区实行集团投票，其中的积极分子、中层精英控制了两部分的选举，他们比较有组织性和战斗力，观点也较激进，有能力挑战政党中央的决定和权威，现实行一人一票，削弱了他们对领袖选举及其他党务的控制力，一定程度改变了党内权力分配，而且，鉴于工党以往给人的印象是工会主导政党事务，经过改革，这一印象也大为减弱。

工会和选区权力的削弱一定程度也降低了左翼领袖人物出现的可能性。左翼建立选举团制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借助工会和选区的支持，使左翼人士当选。但是，右翼着力废除集团投票，推行个体投票，则有利于右翼，因为与组织性强、相对激进的工会和选区的积极分子相比，普通党员和个体会员是分散的、原子化的，不易组织起来，政治态度是温和的，相对是不活跃的。赋予这样的群体以选举权，其产生的领袖很可能出自右翼。（注：例如，1994年的领袖选举若采用之前的工会和选区集体投票的办法，托尼·布莱尔未必能当选，他是党内的改革派，尤其主张大力改革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削弱工会在党内的影响力。他在1989年担任影子内阁就业事务发言人时，所做的改革触动了工会利益，引发工会不满，因此，若1994年领袖选举仍采用集体投票制，工会很可能选择支持戈登·布朗，缺少了工会的集体投票支持，布莱尔胜选的希望会大降。从此意义上说，布朗的政治前途与领袖选举中一人一票制的实行也有关。）此外，与以往仅由议会党团选举产生领袖相比，领袖改为由代表全党的选举团产生，其合法性也得以增强。因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增强，领袖可宣称其由全党选举产生，而可要求有更多行动自主权。


第三节　选举团制的运用

自1992年史密斯任职领袖后，针对党内事务的处理，史密斯采取一种温和、妥协、协商的方式，尤其是面对党内左右两翼纷争时，不断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在史密斯领导之下，工党继续在各领域进行渐进、稳妥的改革，延续了金诺克时期的良好发展势头，在民调中已领先保守党20个百分点。（注：Keith Alderman and Neil Carter，“The Labour Party Leadership and Deputy Leadership Elections of 1994”，Parliamentary Affairs，Vol.48（3），1995.）史密斯率领工党赢得下次大选已普遍被外界看好，但是，因心脏病发作，史密斯于1994年5月12日突然去世。他的去世在当时被媒体描述成不仅是工党的“悲剧”和“分水岭”，而且会“改变政治版图”，工党原本顺利的发展势头似乎蒙上阴影。

领袖去世，工党必须推选新领袖，1994年的领袖选举便在这样一种意外的情况下展开。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成为党内呼声最高的接班人选，前者此时已是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后者是影子内阁财政大臣，这是内阁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大职位之二，另一职位是外交大臣。布莱尔与布朗均有意参与竞争，尤其是布朗在1992年金诺克辞职时，即曾考虑与史密斯竞争领袖一职。不过，工党自1979年即在野，在野时间已久，全党上下都有一种心思，即要重新掌握政权，这是压倒一切的考虑事项，而由谁带领政党角逐政坛，不仅取决于谁最能吸引党内的支持，更取决于谁最能吸引广大选民的支持。在这一点上，英国民调明确显示，无论是在党员还是在选民中，布莱尔的支持率都远超布朗。在布莱尔与布朗之间，“工党站到了布莱尔一方，因为它急于要赢得一次大选”（注：菲利普·斯蒂芬斯：《托尼·布莱尔》，刘欣、毕素珍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这样，在史密斯去世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这股潮流显然是流向了布莱尔……布莱尔能够让我们重新掌权”（注：同上书，第58—59页。），成为党内普遍的想法。布朗在考虑再三之下，最终于1994年6月1日宣布他决定不参与领袖竞争。

对于布朗主动退出1994年领袖选举，普遍流传是布莱尔与布朗之间曾有协议，例如，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菲利普·斯蒂芬斯认为，布莱尔与布朗之间曾有过“格兰尼塔协定”。“就在布莱尔家所在的伦敦北部……的一家饭店里，这两位主要的竞争者达成了某种协定，布莱尔保证布朗将在他领导的工党中任影子财政大臣。一旦工党获胜组阁，他将掌财政大臣的大旗，并在很多经济社会政策上拥有广泛的权利，这样保证了他继续其改革工程的智囊核心作用。布莱尔还明白地表示他不会永远做工党的领导。他们都是年轻人，布朗有足够的时间等待他的机会。他们在饭店秘定的这个协定叫作‘格兰尼塔协定’，这是一个可以写进工党政治传说的协定。它确定了前十年的合作将继续，这样，如果布莱尔成为领袖，布朗将在运作工党政府方面与他有着同等的地位。但是当晚没有定下政权交接的时间或条件，后来两个人对他们之间的协定有着不同的说法——布莱尔坚持没有具体的协定，布朗却有相反的表述。关于‘格兰尼塔协定’的争议注定成为两个人之间激烈争论的主题，并在后来造成布莱尔政府的分裂。这两位政治家彼此需要。但他们之间的信任已经受到影响。”（注：同上书，第59页。）

布莱尔也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他如何劝说布朗退出竞争的情形。史密斯去世后，布朗有意参选，但布莱尔不愿与布朗展开正面的竞争，他认为正面竞争需要展现两人的不同，会导致两人在改革路线上出现裂痕，两人均属于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双方合作已有十年，这样一来，改革中坚力量出现分裂，起而竞争，双方的支持者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和争斗，于改革派的事业发展大为不利。布莱尔曾说：“两位改革派主力之间出现裂痕——而他还有影子内阁财政大臣这个砝码——不是好事。”（注：托尼·百莱尔：《布莱尔回忆录》，李永学、董宇虹、江凌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此外，布莱尔还说：“我不想正面竞争的理由还有一个——我害怕它导致的不快，可能出现的无情，还有两个好友竟然变成敌人的悲哀。在政治考虑和感情畏惧——我不知道哪个影响更大——的联合作用之下，我决心哄他退出，而不是与他交手。”（注：同上书，第57页）

布莱尔之所以希望通过劝说，让布朗主动退却，是因民调明确显示，他的支持率远高于布朗。布莱尔知道如果发生正面竞争，他会赢，他明确地说：“我能赢，但代价是什么？”（注：同上。）他担心竞争的代价太大。因此，他与布朗进行了几次秘密谈话。他在劝说布朗时，也是利用这一优势，他说：“基本上，我的论据是这样的：我是最能赢得全国民心的人（约翰去世的那个周末，初期民调显示我远远领先于其他竞争者，事实上，约翰·普雷斯科特的支持率还在戈登之上），但我们的议程相同，我们可以一起工作；还有，日后他也会成为显而易见的接班人之一（即使不是唯一的接班人）。然而，此处的附带条件后来成了许多争论和怨恨的主题：我将帮助他成功接任，而他则会承认当时的领袖，可以说，就是我，并且全力协助我……虽然从来没有谁说存在一种交易，即他退出的条件是我答应帮助他继我之后登上领袖之位，但是我们都同意，那样做符合双方的利益。”（注：同上书，第60—61页。）

除了布莱尔之外，还有三名议员也宣布参与竞争，这三名议员是约翰·普雷斯科特（John Prescott）、玛格丽特·贝克特（Margaret Beckett）和登齐尔·戴维斯（Denzil Davies）。在争取提名的过程中，布莱尔获得154名议员的支持，其中有13名是工党影子内阁成员，普雷斯科特获得46名议员的支持，其中有3名是工党影子内阁成员，贝克特获得42名议员支持，戴维斯仅获得7名议员支持。因戴维斯所获议员支持比例未能达到12.5%的门槛要求，遭到淘汰，领袖争夺战在布莱尔、普雷斯科特和贝克特三人中展开。（注：Keith Alderman and Neil Carter，“The Labour Party Leadership and Deputy Leadership Elections of 1994”，Parliamentary Affairs，Vol.48（3），1995.）因参与领袖选举的人群扩大，候选人之间的竞争重点开始转向传媒领域，希望利用传媒的巨大影响力来吸引支持。在这方面，布莱尔表现突出，他对传媒的熟练运用被认为是赢得选举的主要原因之一。

投票结果显示，在工党选举团的三大组成部分中，布莱尔在工党议会党团部分获得60.5%的票额，在选区工党部分获得58.2%的得票率，在工会部分获得52.3%的得票率，其总得票率为57%。普雷斯科特在三部分的得票率分别为19.6%、24.4%和28.4%，总得票率为24.1%。贝克特在三部分的得票率分别为19.9%、17.4%和19.3%，总得票率为18.9%。很明显，布莱尔名列第一，第二名与第三名候选人与他相差较远，而且，他在三部分所获选票比例均超过半数，显示其支持基础颇为牢固。

1994年选举是工党第一次根据新规则开展的领袖选举。从投票率来看，议员部分的投票率最高，仅有2名议员和2名欧洲议会议员未进行投票。在选区工党部分，参与投票的个体党员达172356人，占党员人数的69.1%。在工会部分，参与投票的人数为779426人，投票率仅为19.5%。（注：Ibid.）工会部分投票率低的原因复杂，其中，有因会员填写不当而导致出现不少废票，也有因有些工会宣称，因会员人数众多而承担不起一人一票的投票费用而不参与投票，还有一些工会认为，布莱尔在选前民调中已显示其具有明显优势，再投票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自1994年当选领袖后，布莱尔继续对工党进行改革，从改革的广度和深度看，远超前任金诺克和史密斯，尤其是1995年他完成了标志性的改革举措——修改党章第四条，这是工党领袖盖茨克尔在20世纪50年代就希望完成但未能成功的事情。在布莱尔的领导下，工党由“旧工党”演变成“新工党”，在1997年大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执政18年的保守党，重新回到执政地位。之后，工党在布莱尔领导下，相继赢得2001年和2005年大选，蝉联执政。

不过，工党虽然连续大选获胜，但选举支持率却呈下跌趋势，其得票率从1997年的43.2%，下降到2001年的40.7%，到2005年下降到35.2%。（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270.）工党政府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伊拉克问题，英国参与伊拉克战争引发英国民众的强烈不满，民众为此举行大规模反战大游行，工党政府的支持下跌，首相布莱尔的声望下滑。伊战问题也引发工党内部分裂，多名高级官员相继辞职，其中包括英国枢密院院长兼议会下院领袖、前外交部长罗宾·库克、国际发展大臣克莱尔·肖特、卫生部政务次官司洛德·亨特和内政部国务大臣约翰·德洛姆等人。（注：周弘主编：《2003—2004年欧洲发展报告——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支持率的下降导致工党在地方议会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的成绩不佳，在2004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工党得票率为26%，低于保守党的37%，在同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保守党获27席，也高于工党的19席。（注：David Broughton，“Doomed to Defeat？Electoral Support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Political Quarterly，Vol.75，issue 4，2004.）保守党的支持率偶尔会超过工党，如每日电讯报2004年1月公布的民调显示，保守党自1992年以来的支持率首次达到40%，高于工党的35%。（注：Ibid.）除了伊拉克问题之外，国内问题包括公共部门的改革也是党内分歧的焦点。党内对领袖不满的声音渐多，在担任领袖13年后，布莱尔于2007年5月10日宣布辞去领袖职务，同时也宣布在6月27日辞去首相职务。

布莱尔在任期的最后几年中，有关他的领袖地位一直是议论的话题。领袖地位不稳除了缘于政府执政出现问题外，另一原因来自布朗的威胁。这要追溯到1994年的领袖选举。布朗当时勉强同意退出，支持布莱尔参选，但两人之间的信任已经出现问题。在工党取得1997年大选胜利，布莱尔担任首相，布朗出任财政大臣后，关于“两布”之间不合的传闻时常出现。在布莱尔的第二任期内，因执政出现的问题尤其是伊战问题导致他的声望下跌，领袖地位受到削弱，引发了何时会辞职，以给布朗让路的猜测。

2006年9月，一群后座议员和政府低级官员策划要推翻布莱尔，他们开会商讨政变计划，随后散发了一封要求布莱尔辞职的书信，信中有17人签名，其中有与布朗很亲密的盟友。这次政变被布莱尔的支持者认为是布朗在背后策划，尽管布莱尔的团队挫败了这次政变，但也迫使布莱尔宣布他将在2007年辞职。

除了上述后座议员和低级大臣带来的一次威胁之外，布莱尔在整个任职期间，没有面临大规模的内阁阁员逼宫，也没有人站出来正式地挑战他，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工党在布莱尔领导之下连续赢得大选，未曾输过一次，挑战一个给工党带来史上最大成功的领袖，是危险的，也会被党内很多人认为是一种背叛行为，而且，尽管工党政府在第二任期之后开始出现问题，但支持率没有出现严重下滑。民调显示，工党在2003年至200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支持率领先于保守党，只是从2006年春天开始，工党才落后于保守党，但基本上落后点少于10个百分点。（注：Thomas Quinn，Electing and Ejecting Party Leaders in Britain，Palgrave Macmillan，2012，p.84.）布莱尔本人的支持率虽然下跌，但作为竞争对手的保守党的领袖，其表现同样糟糕，或者更糟。

布朗虽然于1994年退出领袖选举竞争，但一直有担任领袖的意愿，不过，他始终没有对布莱尔发动挑战，他最希望布莱尔能主动让位，然后他接任。主动发起挑战对布朗来说有不利之处，布朗与布莱尔两人在党内外均有大量的拥护者，发起挑战势必会引发政党分裂，即使挑战成功，布朗担任领袖，他面临的也是一个分裂的政党。布朗自1994年领袖选举同意退出后，在党内的地位和声望仅次于布莱尔，是内阁中的二号人物，是布莱尔卸任后当然的继承人选，如一旦对布莱尔发起挑战，若失败，则当然的继承人选的位置不保，而从各种迹象看，挑战很有可能失败。布莱尔的民意支持率虽然不如第一任期，但仍很可观。2004年2月的一份关于工党党员的民调显示，如果工党马上举行一次领袖选举，有55%的党员会支持布莱尔，只有30%的党员支持布朗，另有15%的党员态度未定。同样，在工党的支持者中，在2006年9月的那次试图推翻布莱尔的政变过后，有民调显示，61%的工党的支持者会支持布莱尔，只有29%的支持布朗。（注：Thomas Quinn，Electing and Ejecting Party Leaders in Britain，Palgrave Macmillan，2012，p.85.）此外，在政变过程中，内阁中的大部分阁员也支持布莱尔，高层精英的支持使布莱尔的地位比较稳固，也使他在何时辞职问题上有一定的机动空间。

在2007年5月布莱尔宣布辞职后，布朗随后宣布参与竞选领袖一职，除了布朗外，另两名议员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和迈克尔·米彻（Michael Meacher）也宣布有意参选。有意参选者必须获得下院12.5%的工党议员支持，也即45名工党议员支持，才可成为候选人。结果，布朗获得313名议员支持，领先优势非常明显，麦克唐奈仅获得29名议员支持，未达到获得提名的要求，退出竞争（注：Patrick Wintour，“Brown Secures Labour Leadership Unopposed”，Guardian，17May 2007.），至于另一位有意参选者米彻，也因无法获得足够的议员支持，退出竞争。因未有竞争者，布朗在2007年5月17日宣布成为工党新领袖，6月24日，工党召开特别会议，正式任命布朗为领袖。在布莱尔于6月27日辞去首相职位后，布朗成为英国首相。（注：Timothy Heppell，Choosing the Labour Leader，Labour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Wilson to Brown，Tauris Academic Studies，2010，p.188.）

布朗担任领袖后，工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有过短暂上扬，但蜜月期很短，一系列事件导致政府支持率不断下跌。2008年工党在地方选举和议会补缺选举中失利，民调显示，工党已落后保守党20个百分点。2008年下半年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布朗政府应对有力，工党的支持率再度快速上升，但未能持久，之后又呈下降趋势，到2009年6月，两党民调差距又回到从前，保守党仍领先工党20个百分点。此后至2010年，两党差距有开始逐渐缩小，但工党始终未能赶上保守党，终于在2010年大选中败选，结束13年执政地位。

在2007年至2010年担任领袖和首相的三年间，布朗未曾遭遇过正式挑战，但党内发生过几次试图推翻他的政变。一次是在2008年议会补缺选举和地方选举失利后，一些后座议员要求布朗离任。内阁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在《卫报》发表文章，对工党以及领袖布朗有批评之意，被外界广泛解读为米利班德有意问鼎领袖一职。重量级阁员对领袖发声表示不满，无疑削弱了布朗的权威，布朗的支持者对米利班德进行了强烈谴责。因内阁阁员中无人站出来积极支持米利班德，布朗则获得了高层阁员的支持，虽然不是很积极的支持，因此渡过了此次危机。另一次是在2009年5—6月间，议会发生开支丑闻，议员在报销问题上被发现有欺骗行为，所有政党的声誉都受到损害，工党作为执政党受到的伤害尤重，几名高级官员因此事件辞职。不久，在欧洲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工党失利，所获席位数位列第三。这一结果使一些工党议员担忧，若政党继续由布朗领导，他们自身的席位可能不保。一些后座议员开始私下联络，征集支持布朗下台的支持者，内阁大臣詹姆斯·帕内尔（James Purnell）宣布辞去政府职位，进一步激发了后座议员的反叛。在后座议员中，“挺布派”和“反布派”之间展开对抗，其中，在“反布派”中，很多是布莱尔的支持者，因不忿布莱尔被迫下台，对布朗心存不满。不过，在内阁中，除了帕内尔之外，其他阁员相继表态支持布朗，布朗的地位再次得到维持。最后一次试图推翻布朗的行动发生在2010年1月，两名前内阁成员杰夫·胡恩（Geoff Hoon）和帕特里夏·休伊特（Patricia Hewitt）就领袖问题向议员发送电子邮件，要求议会党团对布朗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但是，在工党规章中并未有对领袖进行信任投票这一条款，是否举行信任投票要由议会党团主席Tony Lioyd（托尼·劳埃德）决定，但一来劳埃德是布朗派，二来需要后座议员大规模支持提议，结果，未有众多后座议员出面要求举行投票，阁员对此提议的反应也是消极的，布朗再次渡过一关。

因受到党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布朗担任领袖的三年间，工党发展势头不佳。下一届大选败选的可能性很大，这一点党内很多人已看出。但是，布朗的领袖地位虽然一直不稳。却未被挑战下台或遭遇政变下台，其原因之一与党内缺乏可替代的领袖人选有关。2008年9月《每日电讯报》曾做过的一个民调显示，工党若以布朗为领袖，则会在大选中落后保守党20个百分点，若以米利班德为领袖，会落后保守党19个百分点，若以斯特劳为领袖，则落后保守党17个百分点。显然，更换领袖并不能使工党明显改善它的处境。布朗未遇挑战的另一个原因是党内对于谁来接替他担任领袖一职并未有共识，内阁中未出现一个可被公认为是继承人选的人，高层人选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担心挑战会使党内分裂，有的不愿出头挑战、自身受损而为他人铺路，有的不愿背上挑战领袖的名声。因阁员各有打算而没能采取一致行动，布朗遭遇的政变多由后座议员发起，政变未得到高层积极支持，其成功可能性就不会大，而且，在布朗遭遇政变和危机时，尽管阁员的支持态度都不踊跃，但基本都表态表示支持，所以布朗能渡过难关。还有一个原因与工党的选举规则有关。选举规则规定，挑战现任领袖必须获得20%的议员支持，且需要获得年会多数代表同意。根据工党彼时在议会党团的议员数，需要有71名议员签署提名挑战书，这是一个很高的挑战门槛。此外，与保守党不同，工党议会党团部分的投票是公开投票，议员的支持对象一目了然，这大大缩小了议员的机动空间，他们无法做到表面承诺对布朗提供支持，实际却投反对票。因此，一旦发动挑战，不仅领袖受影响，投票人也受影响，若挑战领袖不成功，则很有可能招致领袖及其支持者的报复，政治前途受损。最后，工党领袖选举采取选举团制，全党参与，一人一票，因此，重开选举会耗费政党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上述这些因素都阻止了挑战的发生。

2010年英国举行大选，工党得票率为29%，获下院258席，未能过半数，保守党得票率为36%，获下院307席，也未过半数，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得票率为23%，获57席。（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271.）因未过半数席位，工党同自由民主党协商，希望两党组建联合政府，但结果自由民主党却与保守党组建联合政府。

大选结果揭晓后，布朗辞去领袖职务，工党重新选择领袖。在布朗辞职后两天，戴维·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宣布参选，他是一个中间派的候选人，随后他的弟弟、具有左倾倾向的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也宣布参选，此外，参与竞争的还有埃德·鲍尔斯（Ed Balls）、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和黛安娜·阿伯特（Diane Abbott）。在参选人中，阿伯特是惟一一位女性，她还是参与英国大党领袖竞争的第一位黑人候选人，时年56岁，担任后座议员23年，也是候选人中最年长的一位。其他4位候选人均是前内阁成员，年龄都在40多岁。每位候选人必须获得12.5%的议员提名，根据议员数，参选人需要获得33名议员支持。戴维·米利班德获得81人提名，埃德·米利班德获得63人提名，其他3人均获33人提名。（注：Thomas Quinn，Electing and Ejecting Party Leaders in Britain，Palgrave Macmillan，2012，p.65.）其中，伯纳姆和阿伯特征集议员提名较为困难，伯纳姆在截止日期那天才征集到足够的支持者，阿伯特之所以能征集到33名议员支持，与党内很多人认为，领袖选举应至少有一名女性候选人参与竞争，虽然那些提名她的人在投票时未必会投她的票。

因选举团包含几个不同的部分，5位候选人人不仅需要在议会党团内展开游说动员，而且需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竞选。此次竞选活动表现出一个特点，即候选人之间较少出现直接的人身攻击，主要活动是阐述他们的政策主张，使党员和工会会员清晰了解他们的想法。从政策立场来看，埃德·米利班德、阿伯特和鲍尔斯无疑属于党内左翼，伯纳姆则占据中间地位，候选人在税收、公共服务、最低工资、移民等问题上纷纷发表看法，争取支持者。

在上述5位候选人中，最初，戴维·米利班德的优势最为明显，他是获政党高层最多支持的人选，影子内阁中有11名阁员支持他，前领袖布莱尔也透露出支持他的意思。竞选初期的民调也显示，戴维·米利班德在议会党团、工会会员和党员中的支持率最高，其次是埃德·米利班德，其他三人则无法与上述两人相抗衡。但是，随着竞选运动的开展，戴维和埃德的支持率出现变化，变化最大的是在工会部分，两人的位置发生变化，埃德取代戴维成为工会最为支持的候选人。工会部分支持人选的变化部分缘于工会领导人与会员之间的沟通，工会有权在发放给会员投票表时附加工会建议支持的人选，因此，一些工会大力向会员推荐埃德，这与埃德的左翼立场有密切关系。

投票结果显示，在第一轮计票中，戴维·米利班德获得选举团37.8%的支持率，位列第一，埃德·米利班德排在第二位，得票率为34.3%。排在最末的是黛安娜·阿伯特，因此，在第一轮后她即被淘汰，随后被淘汰的是伯纳姆和鲍尔斯。直到第三轮计票时，戴维·米利班德仍位列第一，但到第四轮时，埃德·米利班德后来居上，以50.7%的总得票率超过了戴维的49.4%。可以发现，对第三轮被淘汰的鲍尔斯的选票重新计算是决定性的，考虑到鲍尔斯的左翼立场，因此，他的选票很多是转而支持同为左翼的埃德，最终导致埃德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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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ThomasQuinn,ElectingandEjectingPartyLeadersinBritain, PalgraveMacmillan,2012,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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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ughPembertonandMarkWickham-Jones,“BrothersAll? The OperationoftheElectoralCollegeinthe2010 LabourLeadershipContest,” ParliamentaryAffairs,June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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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ughPembertonandMarkWickham-Jones,“BrothersAll? The OperationoftheElectoralCollegeinthe2010 LabourLeadership Contest”, ParliamentaryAffairs,June4,2012。

从上述选举团议会党团、党员、工会三部分分别计票的具体情况看，在议会党团部分，在四轮计票中，戴维·米利班德的得票率一直领先于埃德·米利班德，到第四轮，双方的得票数是140∶122。在选区党员部分，情形与议会党团部分相类似，戴维的得票率也一直领先于埃德，最后的票数是66814∶55992。但是，在工会及附属组织部分，情形正与前两部分相反，戴维的得票率从头至尾一直落后于埃德，且落后的幅度较大，双方的得票比为80266∶119405，正是在工会的大力支持下，埃德以多出戴维1.3%的得票率最后胜出，这是工党领袖选举历史上胜出比率最接近的一次。


第四节　政党领袖选拔制度变迁：动因、特点及问题

英国保守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是右翼中具有代表性的大党，自成立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其间，保守党共采纳了三种方式选择领袖：一是党内少数高层以非正式协商方式产生领袖，这一做法沿用时间最长，自17世纪建立始开始采用，直至1965年终结。第二种方式是将选择权授予本党下院议会党团，通过议员投票选择领袖，这一做法沿用了三十年左右，到1998年得以终结。第三种方式是允许党员参与领袖选举，通过议员和党员的两步投票设计，选出领袖，这种方式运用至今。上述三种方式可谓是西方政党选择领袖最普遍运用的方式，保守党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几种方式的更替，很有典型性。与古老的保守党相比，工党则是一个新兴政党，在选拔领袖方面，工党做法的演变不如保守党典型，但它与保守党不同，它从组织结构上属于典型的“间接型”政党，是由各种机构联合组建而成，它所采取的以选举团制产生领袖的做法，鲜明体现了“间接型”政党的特点，因此，如果说保守党的演变体现出西方政党中“直接型”政党的特点，工党则体现出“间接型”政党的特点，因此，从两党身上可一窥西方政党在领袖选拔领域的主要做法。

一、两党领袖选举制演变的动因

对政党来说，如何选领袖是党内最重要的人事事务，它涉及政党最核心的权力。领袖选择方式发生变化，意味着政党在内部权力运行机制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一般而言，这种变化不会轻易发生，一旦发生，推动其变化的背后根源因素往往十分复杂。保守党和工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上述演变，与政党竞争、社会变迁、政党组织内部状况等因素有关，是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外部因素看，党际竞争是推动政党发生变化的重要外部因素。在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中，政党必须回应来自其他政党的竞争要求，适时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竞争环境。从英国政党竞争格局看，进入20世纪，英国政党体制逐渐发生变化，保守党主要的竞争对手自由党逐渐衰落，新兴工人阶级政党工党逐渐崛起。到二战结束后，工党取代了自由党两大党之一的地位，成为保守党最主要的对手。在工党和保守党的两党竞争中，作为左翼的工党是一种推动变化的力量。工党在发展初期，便已采用民主的选拔方式，由本党下院议员投票产生领袖，与保守党以高层非正式协商方式产生领袖的做法相比，工党的做法无疑更加民主。领袖依据民主程序产生，可拥有更高的合法性和权威，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民主化浪潮深刻影响西方社会，政党领袖不仅需要具备吸引选民的能力，而且，他成为领袖的程序是否民主也逐渐受到选民关注，无论领袖多么有能力，但如果是从烟雾缭绕的“密谈室”中产生的，那也会因缺少合法性而影响到他以及他所在政党的选举支持率。

面对环境的变化以及工党带来的竞争压力，保守党于1965年放弃了从“密谈室”中产生领袖的传统做法，推出正式的选拔制度，由下院议会党团投票产生领袖，由此，领袖的合法性得以增强，政党有了比以往民主的形象。但是，在1981年，竞争对手工党又改变了领袖选拔机制，放弃了一直沿用的由议员选举领袖的做法，建立选举团，给予选区政党、工会及附属组织以选举权，到20世纪90年代，又对选举团制进行修订，赋予个体党员和工会会员以投票权，由此，工党在领袖选拔领域进一步民主化。工党的变化再次给保守党带来压力，为加强竞争力，保守党于1998年推出新的领袖选举制，允许党员参与领袖选举。作为英国政坛势均力敌、棋逢对手的两大政党，工党和保守党相互间的影响显而易见。

值得一提的是，保守党和工党的变化大多发生在竞争失败之后。保守党在1965年以正式的选举取代非正式的协商，是在1964年大选失败之后的一年；1974年大选保守党败选，次年即1975年即出台了领袖挑战制；1998年保守党允许普通党员参与领袖选举，也是在1997年大选遭遇惨败之后。同样，工党于1981年推出选举团制，也是在1979年大选失败、政党处于危机之中进行的，到90年代对选举团制的修订，也是于长期在野期间进行的。丧失政权会推动政党寻找新的能够重建选民信任和支持的做法，较少有政党在败选后采取“闭关锁党”的政策，大多数会变得比以往开放，对失败进行反思，接受新的观点和思想，为政党革新做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同时，在组织领域会变得比以往民主开放，表现在领袖选举方面，即是扩大党内参与，给予基层组织和党员以更大的发言权。

社会变迁是推动政党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外部因素。保守党最主要的变化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工党最主要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时期正是西方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还表现在伴随经济发展、社会的普遍富裕以及大众媒体的迅速发展，西方社会呈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化的发展特点。“个人对自己的生活道路、社会归类和自我理解作出决定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它的后果是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个人的行动选择权。传统的价值样式、生活形式和社会归类的强制性丧失了权威，这显著扩大了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风格、自己最重要的交往群体和自己可望采取的生活道路的余地。”（注：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个人主义的显著发展导致社会分化和文化分化趋势加强，民众对政治的兴趣不再局限于传统分野，对环境保护、教育改革、女性权利、移民与避难者、多元文化、宪政改革、同性恋、动物权利、家庭伦理道德、堕胎、城乡紧张等问题的关注日渐增加，新议题的出现为新政治社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这些组织为扩大影响力和实现本组织的目标，采用各种方式影响公共舆论，干预政府决策，其影响力日渐增加。

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对政党影响重大，它不仅造成传统大党原有的支持基础萎缩和分化，大选得票率下降，例如，在1945—1970年间英国举行的8次大选中，工党和保守党的最高总得票率为96.8%，最低为87.5%，但在1971—2005年间的9次大选中，工党和保守党的最高总得票率为80.9%，最低为67.6%；（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p.267—271.）而且，政党党员人数也急剧减少。例如，保守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约有党员280万，但到20世纪90年代，其党员数量减少至30万左右。（注：Feargal McGuinness，Membership of UK Political Parties，2012.http：//www.parliament.uk/briefing papers/SN 05125.）工党在1950年约有个体党员90万，到90年代初，党员数量减少至31万左右。（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p.176—177.）党员人数锐减与党员的入党动机减弱有直接关系，而党员入党动机的减弱又受到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对此问题，可做一较细致分析。

在西方国家，选民之所以选择加入某一政党，其入党动机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种：一是把入党作为表达政治认同和自身政治倾向的一种方式。西方政党所持的立场和主张各不相同，民众一般选择加入最能代表自身阶级地位、政治立场和观点的政党，党员身份既是对政党认同的一种表示，也是对自身政治态度的一种宣示。二是把入党作为了解政治的一种途径。政党掌握的一些资料信息只有成为党员才可分享，例如，进入只供党员进入的网页，参加党员才可参加的集会研讨，接触只供党员阅读的资料等，成为党员可了解更多政治资讯。三是把入党作为实现个人抱负的手段。政党是政治生活的主体，党员身份是进入政坛的起始台阶，无此台阶的无党籍人士若想在政坛发展，实现政治理想，难度很大。加入政党是在政界发展的前提。持这类动机的人一般会选择有机会执政的大党，小党很少在其考虑之列。四是把入党作为参加集体活动、进行社交的手段。政党本身是一个集体，党员入党后身处集体之中，有一种集体感，党员与其他同事共处、与选民接触，可由此人际交往中获得精神愉悦。例如，党员在动员选民投票支持本党的过程中以向选民谈论政治为乐事，或在政党开展的各类活动中享受与他人在一起的乐趣。五是把入党作为获得物质利益的一种途径。政党可给予党员一定的物质利益，小到购物折扣卡、大到政府职位及政府合同等。党员所获物质利益多少既与政党掌握的资源有关，也与党员对政党做出的贡献有关。六是把入党作为参与和影响政治的一种途径。成为党员有机会影响党内政治，而党内政治尤其是大党内部政治又可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因此，加入政党便为影响政治提供了机会。持这类动机的党员入党后，一般会成为骨干分子和活跃分子，他们积极参与党务，表达诉求，影响党内权力运转和政策制定，推动政党执政以实现追求的目标。

随着社会变迁，上述诸动机中的大多数动机呈衰减之势。例如，以了解政治为目的而入党的动机呈明显衰落趋势。现代社会资讯发达，已大大不同于以往信息贫乏且封闭的社会，各类信息充斥报刊网络，其涉及的广度、深度及传播速度之快，都远非以往所能及。选民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已使其应接不暇，因而对通过政党渠道获取信息的兴趣大大降低；基于社交而入党的动机也呈衰减之势，在现代西方社会，一种相当松散的人际交往模式逐渐取代以往那种人们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交往模式，加之随着社会富裕，人们有能力依靠自身力量寻找感兴趣的活动，越来越多的政治社会组织的出现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活动选择，因此，民众对政党提供的集体活动的依赖性减弱，兴趣降低；基于物质利益入党的情况则有些复杂。在很多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及国家福利供给增长，民众获得物质利益的渠道增多，通过入党获取利益的想法对民众的吸引力减弱。不过，在少数国家如意大利、奥地利和比利时，因政党与国家间的结合日渐紧密，对国家的渗透加深，政党掌握的诸如职位任命和政府合同之类的资源增多，因而对那些希望获得这些利益的人来说，入党便具有吸引力。不过，这类资源所吸引的民众范围有限。整体来看，这类动机有衰落之势。此外，伴随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与流动性增加，政党传统的支持者与政党的关系不如以往牢固；新社会议题的出现及新社会运动的开展也吸引了部分民众支持；民众面临的生活模式多样化，在职业追求和事业发展方面呈现一种多元态势等，也导致因认同政党而入党的动机以及以实现个人抱负为目的的动机呈现减弱趋势。

与上述几种动机逐渐衰落相比，以参与和影响政治为目的而入党的党员比例却在增加，这类动机有加强趋势，其原因在于，经过多年发展，西方国家在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获得长足进展，民众在很多方面的需求一定程度得到满足。与此同时，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政治参与需求得到提升。另外，伴随西方社会复杂发展，执政的政党面临大量从未遇到的问题，因对其中很多问题未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致使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希望通过参与影响决策，推进改变。不过，很多政党尤其是一些大党、老党，因为过于强调意识形态以及组织权威，未能提供足够的个人价值和个性化选择的实现空间，没有吸引住那些日渐个性化的年轻一代，反而一些比较灵活、开放的新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吸引了大批年轻人的积极参与。

因此，从整体看，政党对民众的吸引力已经减弱，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党员人数剧减，党员老龄化现象严重，基层党组织缺少活动的积极性，政党的各类工作缺少人手，有的政党还因党员数量减少出现财政困难。党员是政党的基本组成要素，党员队伍出现问题，政党本身的生存也开始出现问题。以往，为增加党员数量，政党会运用物质激励和团结激励来刺激党员入党，这些做法颇为有效，但是，随着入党动机的变化，物质激励和团结激励的运用越来越难以吸引住选民。鉴于以参与和影响政治为目的的入党动机在增强，政党开始以开放组织、扩大参与来吸引选民支持。其中，在人事领域下放权力，尤其在最重要的公职候选人选拔领域以及政党领袖选拔领域扩大参与，是政党回应社会参与需求、刺激选民入党、打造民主形象所采用的手段之一。保守党于1965年将选拔权下放给议员，并于1998年再次下放权力至党员，其目的之一便是为重塑政党的公共形象、加强与社会的联系、重建选民对政党的信任、增加党员数量而采取的举措。同样，工党于1981年和1993年的改革，目的之一也是为塑造民主政党的形象，拉近与党员及选民的距离。（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保守党和工党的党员数量继续下滑，到2011年，保守党仅有党员17万左右，工党在2008年也仅有党员16万左右。实际上，不仅英国政党，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党党员数量也普遍呈现下降趋势。政党虽然做出各种努力，如通过开放组织、下放权力等吸引民众入党，扩大党员队伍，但社会发生的变迁抵消了政党的各种努力。）实际上，上述民主化趋势不仅出现在英国两党身上，从西方政党整体来看，也呈现出类似发展趋势，由此可见社会变迁的广泛影响。

从内部因素看，两党之所以改革领袖选拔机制，与党内因素也有关。首先，领袖地位的重要性使领袖选拔备受关注。从保守党来看，其领袖手中掌握的权力很大，他可以自主选择整个内阁阁员（影子内阁阁员），可以任命政党主席和党内官员，在与同僚商议后，有权独自决定政党的政策以及政党在大选中发布的选举宣言内容。保守党召开全国政党代表大会，大会也做出决议，但决议对领袖仅有建议作用，不能约束领袖的行动。一旦政党大选获胜，领袖成为首相，他对阁员的选择以及所做的政策决定直接影响政党前途和国家命运。与保守党领袖相比，工党领袖的权力要小于前者，他有权任命工党执政时的内阁阁员，但无权任命在野时的影子内阁阁员，影子阁员由本党议员选举产生。全国代表大会是工党最高权力机构，由议会党团和议会外组织的代表共同组成，大会通过的决议对领袖有约束作用。尽管如此，领袖仍是工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是在执政时，领袖掌握的权力与保守党领袖差别并不大。

因领袖不仅掌握政党的实际大权，而且，在大众媒体时代，领袖成为媒体与大众追逐的焦点，其个人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远胜从前，政治出现个人化发展趋势，因而在象征意义上，领袖也对政党影响重大，因此，领袖问题成为关注点，领袖产生程序也受人关注，一旦领袖出现问题而影响全党，就可能会面临党内要求他下台的压力，同时，领袖产生程序也可能被检讨是否需要加以修改。综观保守党和工党的主要改革，均是于败选之后进行，政党失败后会寻找失败的根源，作为统率全党的人物，领袖往往被认为对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当旧有的选拔程序产生的领袖并不能给政党带来成功时，对领袖以及领袖选拔程序重新做一番审视和修订，以期选出更有能力和魅力、更具合法性和权威的领袖人物，便可能成为政党考虑的问题。

其次，政党作为一个组织，其内部会产生推动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变化的动力。政党由各部分组成，各组成部分围绕权力有可能发生冲突。从工党来看，工党最初由工会、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等团体联合组建而成，有个体党员和庞大的集体党员，是典型的“间接结构”。鉴于工党初期便实行由议员选举领袖的做法，因此，领袖选拔权的争端主要发生在议会党团和工会、选区等议会外组织之间。议会党团希望将权力限制在议会内，议会外组织则希望将权力扩展至议会外，议会党团是右翼的大本营，议会外组织则是左翼力量的集中地，因此，两部分之间的冲突又表现为派系冲突，两派斗争贯穿在领袖选举制改革的整个过程之中。左右两翼的博弈，最初左翼占据上风，伴随左翼力量的崛起，工党于1981年以选举团形式取代议会党团形式选举产生领袖。右翼对左翼所主张的选举团制对抗无果之后，鉴于左翼提出的发展党内民主暗合西方社会出现的民主化浪潮，因此，右翼接受了选举团制与政党民主化的思想，但并未放弃在选举团的框架下进行有利于右翼的改革，即谋求在选举团内工会部分和选区部分实行一人一票。右翼始终坚持推行一人一票制，双方斗争一直持续，力量此消彼长，右翼终于在力量恢复之时于1993年正式实行一人一票，使得领袖选举又向着有利于右翼的方向发展。

相形之下，保守党的政党组织结构单一，仅有个体党员，属于“直接结构”型政党。因长期以来，保守党议会党团高层控制着领袖选拔，因此，党内冲突最初主要表现为议会党团内高层与普通议员之间的冲突，作为普通议员的大量后座议员对高层控制心有不满，1965年保守党下放选拔权至所有议员，一定程度是后座议员长期呼吁的结果。此后，议会党团控制了领袖选拔过程，但在实践中，议会党团对人选的选择与议会外组织所支持的人选之间出现了偏差，结果，议会党团与议会外组织之间又有了矛盾。例如，在1975年，被挑战下台的希思仍然受到多数选区组织的支持（注：Dean McSweeney，“Changing the Rules Changed the Game”，Party Politics，Vol.5，No.4，p.474，1999.），在1990年，大多数党员仍忠诚于撒切尔，希望她能留任，撒切尔曾不无遗憾地说：“到了最后终于要决定我去留的命运时，党虽正式征询过基层的意见，而他们也大大地赞同我，但却没有人真正去理睬。”（注：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页。）在1997年，民调也显示，议会外组织更青睐克拉克而不是黑格任领袖。（注：Timothy Heppell，Choosing the Tory Leader：Conservative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Heath to Cameron，Tauris Academic Studies，London New York，2008，pp.144—147.）议会外党组织的意愿一再受到忽视，导致它们对单独由议会党团控制领袖选拔产生不满，议会外组织不满于仅扮演一种不起多大作用的协商角色，由此开始对政党施压，要求将它们纳入到选举程序中，发挥一种正式作用。党内各部分围绕权力进行的博弈，对工党和保守党的改变无疑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再次，领袖及政党高层有时会成为推动改变的力量。当党内围绕权力进行博弈时，政党会发生冲突和分裂，从而影响各项事务的有效运转，进而影响政党形象及选举支持率，这对政党来说极为不利。因此，面对争端，领袖及高层会有主动改变的意愿，以期减少乃至消灭冲突与分裂。例如，保守党在1965年改变协商方式，推出议员选举领袖的制度，与之前发生的领袖继任人选冲突很有关系，这一改革也是在时任领袖的霍姆的推动之下完成；在1998年又下放权力至党员，也与时任领袖黑格的推动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在可选择的方案方面，保守党又有考虑，它一方面试图通过改变选拔制度，使产生的领袖更有合法性和权威，领袖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更有执行效率，另一方面，在加强领袖与政党联系和互动的同时，避免权力分散，始终使作为高层的议会党团成为选举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

二、两党领袖选举制演变的特点及问题

综观保守党和工党领袖选拔制度的演变，可发现两党演变的趋势十分类似，领袖选拔权都呈现逐渐下放的特点。从保守党来看，1965年前由高层协商产生领袖，1965年后将选拔权下放给议员，1998年又将普通党员包容进领袖选举程序中，权力下放趋势十分明显。从工党来看，1981年前由工党议员负责选举产生领袖，1981年后组建选举团，将议会外的选区工党、工会及附属组织包容进来，到1993年又改革选举团制，废除工会和选区集团投票，实行党员和会员一人一票，显然，参与人群范围也是日趋广泛。党员有权参与党内人事领域的这一重要活动，表明党内民主获得长足进展。

不过，两党在下放权力的同时，均重视对党员参与施加引导和控制。普通党员数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因此，政党需要考虑党员权利行使的质量以及对政党整体发展目标的影响，对此，两党采取的引导和控制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设置领袖提名门槛。工党明确规定，只有本党下院议员有资格获提名，且须得到一定比例的议员支持；保守党虽然未做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只有下院议员有资格获提名。两党的普通党员都是有选举权，但无被选举权。其次，限制党员投票对象范围和投票权重。保守党规定，党员虽然有权参与投票，但选择对象仅限于从议员选出的两人中再选一人，工党则限制党员直选权重，规定党员投票占总投票额的三分之二，议员占三分之一，鉴于议员人数极少，因此其每张票的分量远大于党员，工党以此来控制党员的影响力。再次，针对党员选举产生的领袖，保守党议员有权发动“不信任投票”推翻党员的选举结果，而且，仅议员有权参加这一投票。工党也制定了必须获得一定比例的议员支持才可以发动的挑战制，议员在挑战领袖问题上享有主动权，可通过提起挑战修正党员的投票结果。最后，对党员投票资格做出限制。从保守党看，只有那些在“1922年委员会”主席宣布领袖选举提名时已是党员的以及那些在领袖选举投票结束之前至少已拥有三个月党龄的保守党党员和苏格兰地区保守党党员有资格投票。工党则规定，只有那些在全国党员名单中已记录在案、且未被取消党员资格的人有资格投票，在工会部分，只有那些对工党持支持态度、不是其他任何政党的党员或支持者的会员有资格投票。除了上述规则方面的控制外，因普通党员分散、不活跃、政治温和的特性以及在信息、知识及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两党也运用各种手段对党员的投票行为施加引导。

除了民主与控制并行之外，两党还重视确保当选领袖的合法性和权威。例如，观察保守党对领袖选举制度的设计，可发现政党力图通过选举制选出能为党内多数、尤其为争议各方所接受的人物。实际上，这种在领袖人选上谋求共识，也是协商时期保守党的一个特点。从选举规则看，保守党在1965年制定的领先其他参选人15%的票额以及第二轮允许新人进入的条款，即是希望当选领袖能获尽可能多的支持，如无人达此要求，政党便转而希望有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新人进入，以求将党内争议降到最低。撒切尔的辞职即与此有关。撒切尔在第一轮选举中虽然获得绝对多数票，但未能领先其他人15%的票额，被认为是不适合将全党团结起来的人物，被迫退选。随后，新人梅杰的上位得益于这一传统，但同样也深受这一传统的消极影响。梅杰在第二轮竞争中名列第一，但未能获绝对多数票，因对手纷纷弃选，并表态支持他，所以他未经第三轮选举便担任领袖，但是，第三轮选举的缺席使梅杰未获形式上的胜选，其任职领袖的合法性因此受到质疑，这也是他之后数年间屡屡面临挑战传闻的原因之一。再如，保守党在1998年后出台混合型选举制，实行议员和党员两步选举，其意是一方面谋求议会精英内部共识，同时仅推出两名人选交党员决定，以使议员和党员的分歧最小化，使当选领袖能获党内最广泛认同。

推出挑战制是两党在领袖选拔领域所呈现出的另一共同特点。两党均未对领袖做任期限制，但挑战制便是一种变相的任期制，政党可依据挑战规则换掉不受欢迎的领袖，有的政党因在大选前更换领袖，而赢得一场原本没有把握赢得的选举，例如，在1991年底，保守党对领袖撒切尔发动挑战，以梅杰取而代之，被认为是赢得1992年大选的主要原因，挑战制为政党重新选择领袖提供了制度支持。

不过，挑战制的运用也可能使政党付出代价。挑战从启动到进行，再到结束，不仅需要花费时间，而且，因领袖选举对政党极为重要，政党在挑战期间会投放很多精力，这可能会耽搁政党自身事务，若竞争对手在此期间出现问题，政党也可能因无暇专心应对而丧失进攻的良机。例如，1988年工党左翼托尼·本向时任领袖的尼尔·金诺克提起挑战时，适逢英国举行地方政府选举，金诺克呼吁选举休兵，但本不做回应，挑战从酝酿发动到结束前后持续了8个月左右（注：Timothy Heppell，Choosing the Labour Leader：Labour Party Leadership Elections from Wilson to Brown，Tauris Academic Studies，2010，p.199.），工党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党内领袖之争，结果导致在地方选举中失利。此外，因挑战而开启的领袖重选也需要政党花费资金。那种参与群体越广泛、投票权利越分散的挑战制，所需花费的资金就越多，例如，假设投票人群局限于议会党团，因议员数量有限，选举会快速完成，时间和金钱花费也因此有限，但若全党参与，且采用一人一票形式，不仅所需时间延长，金钱花费也较高。此外，参选人在挑战过程中彼此攻击的行为较常出现，政党形象会受影响，在英国这样一个选民往往会运用手中选票惩罚一个分裂的政党的国家，这显然对政党不利，这可谓是政党因挑战而付出的不团结的代价。

挑战领袖不仅会影响到政党和受到挑战的现任领袖，且对挑战者本人也是有影响的。一般来看，在领袖职位出现空缺的情况下宣布参与竞争，较少会招致党内不满，但若是挑战现任领袖，那挑战者面临的风险远远大于卷入一场对空缺职位的竞争。如果能成功驱逐现任领袖，那挑战者所冒的各种风险都能得到补偿，但若挑战失败，或已发动挑战，但却无能跨越开启挑战的各种“门槛”，则挑战者的声望可能会受损，且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在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并遭到现任领袖及其拥护者的惩罚。前座议员有可能因此失去前座议员的地位，前途受损，甚至政治生命终结；后座议员可能不会再被其所在的选区政党组织提名为下届议员候选人，因而不再有可能当选议员。在两党历史上，惟一一次将现任领袖挑战下台、自己取而代之的是1975年的撒切尔。因挑战影响重大，因此，议员在发动挑战时，往往会对挑战行为进行风险—代价评估。一般而言，参与空缺职位竞争的议员远多于参与挑战的议员。

至于其他议员，也面临被动员支持挑战的情况，他们同样也会对支持挑战所带来的风险—代价进行评估，尤其当挑战规则要求支持挑战的议员的名字必须公开时。如果挑战成功，则这些支持挑战的议员可能因此获得政策以及职位等方面的回报，但若挑战失败，现任者继续担任领袖，则这些被公开的议员有可能因其支持挑战的行为而遭到现任领袖及其支持者的惩罚。这种风险—代价评估使得他们较慎重地对待挑战，尤其是那些边缘选区的议员以及那些希望获得升迁的议员，对挑战的态度更加慎重。这些议员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增加了挑战者的动员代价。

从比较的角度看，工党实行领袖挑战制的历史远长于保守党，但保守党对挑战制的运用却多于工党，保守党有5次挑战领袖的记录，工党则仅有3次。究其根源，与以下几种因素有关：

一是政党文化。保守党被称为英国“天然的执政党”，谋求执政是全党最重视的问题，这是一个以执政为目的、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党，向来为了政党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党内虽然也有忠于领袖的传统，但执政是压倒一切的考虑，换掉一个不利于政党赢得选举、顺利执政的领袖，是保守党一直以来的传统。相形之下，工党对领袖在这方面的要求不像保守党那么突出。

二是政党内部权力分配。党内权力分配对挑战的发动也有影响。从保守党来看，领袖手中掌握着巨大权力，前文对此曾有提及，因此，如果政党想要做出改变，比如改变执政路线，采用新的纲领政策，只有通过改变领袖的想法，但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惟一的途径便是换掉领袖。正是因政党的权力集中在领袖一人手中，党内反对派缺少其他的权力途径达到目的，因此，往往导致反对派通过策划更换领袖来达到目的。相形之下，如果政党权力是分散的，领袖没有掌握全部权力，而仅是权力的来源之一，党内反对力量可通过其他途径达成所愿，那挑战领袖的动力便会减弱，如在工党党内，权力由多个机构分享，因权力来源呈现多头特征，党内反对派可借助其他权力机构，尤其是借助年会和全国执委会来行动，这样，挑战领袖便不是反对派达到目的的惟一途径。不过，如果无法通过其他权力机构来限制领袖，那挑战便有可能发生。例如，在二战后工党内出现的三次对领袖的挑战中，前两次即1960年和1961年党内左翼对领袖休·盖茨克尔的挑战，即是缘于盖茨克尔拒绝接受左翼提出的、且已被年会通过的防务政策。领袖公然否定年会决议，使得反对力量诉诸于挑战制度，直接与现任领袖对抗。

三是发动挑战的难易程度以及挑战代价的大小。如果发动挑战的门槛很高，挑战付出的代价也高，无疑会阻止挑战发生，反之，则会鼓励挑战出现。以1991年前的保守党为例。保守党在1991年前的挑战规则规定，挑战者只需获一名提议者和一名附议者支持，便可发动挑战，挑战门槛很低，可以说基本没什么门槛；提议者和附议者的名字保密，其支持挑战的行为不会对自身产生什么影响，投票也是秘密投票，投票人不必担心其选择会对自己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动员挑战的代价很低。此外，挑战活动局限于本党议会党团，由议员发起挑战，投票人也是议员，参与群体是小范围的人群，且投票通常在三至四周内完成，政党为之付出的时间、金钱等代价有限。显然，这样的规则十分有利于挑战发生。另一方面，挑战规则对现任领袖胜出设置了较高门槛，主要表现在15%的条款和第二轮进入条款，前文对此曾有过分析。领袖胜出相当困难，从另一面又鼓励了挑战的发生。

相形之下，1993年后的工党则提供了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工党的选举团制规定，在野时，挑战者要发动挑战，须获20%的议员支持，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除非党内对领袖已丧失信任、不受欢迎已有相当程度的共识，或者发动挑战的是党内一个强大的、组织性很强的派系，否则，要汇聚这一支持力量是有难度的。而且，工党对挑战门槛的设计还有执政和在野之分。执政时除了需要越过20%的议员支持这一门槛外，还须获得年会多数代表的同意。这种对执政时的挑战行为设定额外条件，其意是在维护现任领袖即首相地位的稳定。无疑，这一条款又提高了挑战门槛。而且，支持挑战的议员是要公开的，议员在投票时的支持对象也要公开，与匿名支持相比，公开使得议员的行动受到强有力的约束，也使得挑战者动员支持的活动更加困难，大大提高了挑战者的动员代价，很多议员为政治前途考虑，通常在挑战中会选择支持现任领袖。

在选举团制下，除了挑战门槛高之外，挑战代价也很高昂。工党举行一次领袖选举，选举团三部分都要投票，且是一人一票，这无疑比仅限于议会党团的投票要耗时得多，由选举团产生领袖一般会持续数月左右。整个选举过程的花费也明显高于仅限于议会党团的做法，有的工会甚至因为花费太大而选择不参与投票。因选举人群覆盖全国的党组织，参选人要在全国巡回展开动员，发布竞选小册子，召开动员大会等，这些活动都需要花钱，因此，参选人个人的竞选花费也在上升。而且，挑战者希望将领袖挑战下台，领袖则为保卫职位而战，双方在竞选中的相互攻击往往不可避免，政党由此展现的内斗形象不利于争取选民支持。此外，因竞选期一般延续数月，数月间政党忙于内部竞争，无暇专注于其他事务，这些都是政党为之付出的代价。高的挑战代价会阻止一些原本打算挑战领袖的行为发生，例如，托尼·布莱尔自2003年带领英国参与伊拉克战争后，导致后座议员反叛、内阁大臣辞职，一些工党议员酝酿发动一次挑战，但最终没有发生，也有政党为此需要付出很高代价的考虑在内。

保守党和工党不仅出台了挑战制，而且，从其挑战制的发展看，两党有一种共同的趋势，即增加挑战难度、提高领袖任职的稳定性。保守党一再提高挑战门槛，从最初两名议员支持便可发动挑战，提高到须有10%的议员支持才可发动，后又将之提到15%的比例。工党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不过，比较而言，目前在保守党内发动一场挑战仍较工党容易，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一是门槛高低问题。保守党发动一次挑战需要15%的议员支持，工党则需要20%的议员支持，执政时还需要工党年会多数代表同意，显然，工党所设门槛高于保守党。二是匿名与公开的问题。在保守党现有规则下，只要有15%的议员提出申请，即可对领袖提起“不信任投票”，但这15%的议员是匿名申请，而且，在随后的“不信任投票”中，议员投票也是秘密投票，这使得支持挑战的行为对议员没什么影响，减少了挑战者动员议员支持的阻力。相形之下，工党申请挑战的20%的议员是公开的，因挑战而重开的领袖竞选中，议员投票也是公开的。显然，与匿名相比，公开使议员面临很大风险，因此会更加慎重地考虑挑战问题。三是具体程序问题。保守党现有规则要求议员对领袖提起“不信任投票”，领袖未通过，则须辞职，此后启动重选，未通过“不信任投票”的领袖不许参与新的选举。在上述程序下，不需要出现一个挑战者直接与领袖对抗，驱逐现领袖和选择新领袖的行动是分开的，这样可避免因直接对抗领袖而引发不满和冲突，在领袖辞职、职位出现空缺后，议员可自由参与竞争，又减少了参与的束缚和竞选中的算计。相形之下，工党需要出现一个挑战者直面领袖，驱逐现领袖和选择新领袖的程序是结合在一起的，显然，与保守党相比，这种程序增加了挑战难度。

不过，尽管两党一直在提高挑战难度，但与没有挑战制的年代相比，挑战制的存在无疑还是降低了领袖地位的稳定性。这在保守党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正式的挑战制出台前，保守党的传统做法是通过释放压力，迫使不受欢迎的领袖下台，在1975年挑战规则出台后，党内更换领袖的意愿进一步膨胀。自1975年以来的大多数领袖在任期内曾遭遇过挑战，即使没有遭遇挑战，也面临议员威胁要对他启动挑战的压力，他们的离职绝大多数是迫于压力。换掉不利于政党的领袖，无疑是重要的，但从另一种角度看，频繁更换领袖导致其地位不稳，对政党来说也是一种不利。这在梅杰之后的领袖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从梅杰辞职算起，保守党在8年内更换了4名领袖，这一时期也是保守党党内动荡不安、党外支持率下跌的时期。从工党来看，尽管挑战门槛高，难度大，阻止了正式的挑战发生，但似乎没能遏制住那些试图推翻领袖的企图。实际上，近年来，工党内意图推翻领袖的活动呈上升趋势，这与工党执政多年，民调支持率日渐走低，议员担忧大选失利进而希望通过更换领袖解决问题有关，也反映出在大众媒体时代，领袖对政党选举成功的重要性。

此外，从两党领袖选举制演变历史来看，选举制都经历了一番修订，在修订过程中不断得到细化和完善。对政党来说，制定清晰、明确、行之有效的选举制度，根据制度开展选举领袖的活动，既有助于引导党内竞争依据规则有序展开，又能使失败者尊重竞争结果，还使得竞争的参与者们将精力投入到规则之下的竞选活动中，或者投入到改变现有规则之中，而不是破党而出组建新党，这对政党是有利的。不过，工党和保守党的选举制并非一开始即是完整清晰的，例如，工党在1981年前的领袖选举，较多依赖传统习惯，较少依赖书面条款，换言之，工党的一些做法没有正式条款规定，仅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习惯性做法。1981年出台选举团制后，条款逐渐完备，到1993年修订选举团制，工党形成了较为细致的选举规则。

从保守党选举制出台的历史来看，也是有些粗线条。保守党在1965年以选举制取代非正式协商的做法，但对现任领袖免职问题未做规定，直到1975年党内对时任领袖的希思产生不满，要求他辞职的呼声高涨，才推动挑战制的出台，但未明确规定挑战仅针对在野时的领袖，因此造成党内误解，很多人包括撒切尔本人都认为，当保守党执政时，领袖也即首相不会遭遇挑战，应是一种没有明文做出的规定，但事实上，撒切尔担任首相时遭遇两次挑战的经历表明，领袖地位的稳固不能系在一种没有明文规定的传统上。此后，为了增加执政时领袖的稳定性，保守党一再修订规则，提高挑战门槛，增加挑战难度。在实行新的议员和党员两步选举后，党内针对出现的问题又酝酿新的改变方案。可以发现，在一开始的制度设计中，有些程序和细节是缺失的，之后根据问题不断修订和完善。政党对问题保持敏感是一大优点，但根据问题进行的修订有时会受到短期考虑的驱动，从而产生新问题。领袖对政党影响重大，领袖选举频繁出现问题会影响全党，因此，科学地进行领袖选拔制度设计，不仅需要关注具体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有远见和系统思维。

工党和保守党在领袖选拔领域发生的变化，受其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领袖本人了。从保守党来看，在协商时期，领袖一般具有以下特点：年龄普遍较大、在议会和内阁有长时间任职的经历、普遍有担任过国家重要职务的经历，如张伯伦、丘吉尔、麦克米伦和霍姆，他们做领袖时已有60岁，或已超过60岁；在议会和内阁的任职年限为30年和10年左右；在担任领袖之前全部有在政府重要职位任职的经历，如担任政府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和内政大臣之职。此外，这一时期的领袖普遍出身社会上层或中上层，很多人来自政治世家，有名校毕业背景，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本身已是社会精英，因在经济上独立，因而政治观点也相对独立，其从政时呈现一个特点，可以劝说他们支持政府的政策，但采取命令或强迫方式往往难以奏效。

在保守党以选举取代协商后，当选领袖年龄普遍变得年轻；在下院和内阁任职时间大为缩短；曾担任过国家重要职位的人数也减少，还有的领袖未有过进入政府内阁的经历。如梅杰当选时47岁，他在成为领袖前，仅在下院服务7年；其继任者黑格当选时，年仅36岁，是保守党自1783年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以来最年轻的领袖，也是一个入下院仅有8年的议员；卡梅伦任职时，担任下院议员的时间也仅有4年。除了梅杰外，其他人均未有在国家重要职位任职的经历，例如，撒切尔做过的最高职位仅是希思内阁中不太重要的教育大臣，黑格参选领袖时曾在梅杰内阁中担任过仅两年的威尔士事务大臣。不仅在年龄等方面当选领袖与之前的领袖有不同，而且，撒切尔的上台还终结了数百年来男性控制保守党领袖职位的历史。领袖的出身、教育背景和从政目的也变得多样化，出身不再局限于社会上层或中上层，而是散布于各个阶层，梅杰甚至16岁就从中学辍学，他曾有过9个月依靠每周领取2.87英镑救济金度日的经历。（注：布鲁斯·安德森：《从平民到首相——约翰·梅杰传》，汤玉明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6页。）

工党也出现同保守党类似的发展趋势。领袖也开始年轻化。例如，在1981年实行选举团制之前当选的领袖卡拉汉和富特，时年分别是64岁和67岁，但在选举团制实施后当选的领袖中，无一人超过60岁，最年长的是布朗，时年56岁，金诺克和布莱尔均是41岁，最近的领袖米利班德更为年轻，年40岁。领袖在成为领袖前担任议员的时间也短于之前，如卡拉汉和富特分别做了31年和30年议员，布莱尔仅做了11年议员，米利班德则是在当选议员仅5年后，便成为工党领袖。（注：Thomas Quinn，Electing and Ejecting Party Leaders in Britain，Palgrave Macmillan，2012，p.171.）

年轻和资浅对政治家来说一般是一项不利条件。在早些年，要成为领袖，议员一般需要在下院任职很长一段时间，资历和经验被认为是担任领袖很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似乎反映出英国政治传统中渐进主义的影响，英国人似乎更加相信那些为国家长时间服务的政治家。但是，这种情况现已发生变化。领袖年轻化似乎已是一个趋势，这在保守党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自撒切尔以来的保守党领袖，除了2005年的霍华德（62岁）外，其他人与之前的领袖相比，普遍年轻很多，如1975年的撒切尔是49岁、1990年的梅杰是47岁，1997年的黑格是36岁，2001年的史密斯是47岁，2005年的卡梅伦是39岁。（注：Ibid.）选择年轻的政治家担任领袖，似乎成为政党经常性的做法，尤其当政党处于危机之时，更有可能选择年轻政治家。年轻在过去意味着经验不足，现在，它的另一些含义的重要性则日渐突出。年轻意味着清新，可以与过去有一个明确的切割，可以使政党跨越政治代际，向外界表明政党已经发生变化；年轻也意味着没有历史包袱，没有纠缠不清的矛盾，可以将各种力量凝聚起来，使政党团结起来。当选领袖的年轻化与政党领袖选拔方式的民主化基本是同时发生的，与老年的领袖相比，年轻的领袖似乎也更能满足现代西方社会和大众媒体的需求。

除了在身份背景、政治经历等方面发生变化外，领袖在所具备的能力方面也与以往不同。对以往的领袖来说，善于社交不是必须具备的能力，如保守党的索尔兹伯里和劳性格腼腆，希思则寡言少语。但是，伴随社会环境的变化，大众传媒对选举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们倾向于把政治个性化，现在的领袖不仅需要在议院中展现才华，以吸引本党同僚支持，还要在社会大众和媒体面前展现自己，这就要求领袖有吸引大众和媒体的个性魅力，有公开演讲的才能，有与选民沟通联络的技巧。所以，政党现对其领袖在社交、沟通及协调等方面的能力要求明显高于以往，当选领袖大多也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典型代表如工党前领袖布莱尔以及保守党现领袖卡梅伦，这两位领袖可谓是深谙现代传媒运行之道以及现代选举市场运行规律的人物。

伴随两党领袖选拔制的演变，领袖选拔过程也出现一个新特点，即出现了竞选现象。从保守党来看，在1965年前没有竞选活动，因领袖是由少数高层人物协商产生，被选择对象没有主动参与权。1965年实行选举制后，议员只要谋求到提名，便可参与竞争，被选择对象不再处于“被选择”状态，而是有了主动参与权。因选择权转到下院全体议员手中，为争取每张选票，候选人开始在议会党团内开展游说动员活动，他们频繁接触议员，希望争取每名议员的支持，竞选活动组织得如何直接影响选举结果。在工党于1981年前由议会党团选择领袖时期，同样也出现议员在议会党团内开展竞选的现象。1981年后，工党把选拔权扩展至全党，到1998年，保守党也允许普通党员参与投票，这样，候选人竞相争取的对象范围又扩展至全体党员，整个领袖选举时间从数周延长至数月。因需要接触的人群范围广泛，政党在大选中所运用的一些宣传动员选民的技巧和策略，在党内领袖选举中也开始出现。与竞选同时出现的是党内斗争和分裂的显性化，这一现象在保守党内表现得更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经济自由派和干预派的斗争、80年代末和90年代疑欧派和亲欧派的斗争、90年代和2000年后社会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保守主义者的斗争，都体现在当时的领袖选举中。内斗和分裂暴露在党员和选民面前，影响了政党的公共形象。如何在发展选举民主的同时规范竞争，使分裂和内斗降至最低，是政党普遍面临的问题。

总的来看，保守党和工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领袖选拔领域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与西方社会出现的民主化浪潮相契合，也回应了党内参与需求，不过，两党目前所实行的选举制均暴露出一些问题。从保守党来看，它目前实行的议员和党员两步选举，有其内在矛盾性，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由议员产生的两人交于党员最终决定时，党员的选择可能不是议员的第一选择，这样，选出的领袖因在议员中缺少合法性而缺少权威。例如，2001年当选的史密斯，在议会党团选举中始终位列第二，他是在最后的党员投票环节胜出，自他任职后，在议会党团始终缺少权威，议会党团是高层团体，领袖缺少权威必然影响党务。史密斯任职仅两年，议员便发起“不信任投票”将他选下台。第二，对议员和党员选举产生的领袖，议员单方面可对之提起“不信任投票”，投票也仅议员有权参加，领袖未通过则须辞职。因领袖最终由全体党员产生，其合法性来自全党，若单独被议会党团罢黜，议会外党组织的权利明显受到侵犯，假如议会党团罢黜的领袖在议会外仍有强大支持，那罢黜领袖的行为可能使政党陷入一场危机。

因上述问题的存在，保守党内对两步选举是有不满的。党员不满其权利仅限于从议员选出的两人中选择一人，且议员可通过“不信任投票”推翻党员的决定；议员则更加不满，认为其原来拥有的可独自决定领袖人选的权利经改革后丧失，新规则甚至出现一个70%左右的议员不支持的人当选。党内也因此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呼声：一是主张继续扩大党员权利，如允许党员参与针对领袖的“不信任投票”，或转而由政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领袖；另一是主张回收党员权利，回归由议员产生领袖的做法，认为这一做法既节约时间和开支，又将范围控制在议会党团内，可避免扩展纷争，还可充分发挥议员对候选人熟悉和了解的优势。这两种声音均在党内发起呼吁，后一种呼吁尤其强大，前文提及的霍华德和“1992年委员会”的改革方案即是这种呼吁所进行的正式尝试。

就工党来看，工党目前所实行的一人一票的选举团制，可使当选领袖拥有更大的合法性，但同时也会产生另外的有关合法性的问题。工党将选举团分成三部分，参选人需要在选举团中获得绝对多数支持，但工党规则并未规定在每一部分均须获绝对多数支持，因此，便可能出现下述情况，即获胜的候选人在其中两部分获得多数支持，但在另一部分不仅未获多数支持，相反其支持率很低，例如，参选人在议会党团和工会部分获得绝对多数支持，但在选区党员投票中，得票率很低，那他在选区中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选举团三部分各自偏爱的人选可能不同，因此，分裂的投票可能引发相互对立的合法性。例如，2010年当选的领袖埃德·米利班德，他在议会党团和选区部分的支持率始终名列第二，依靠工会及附属组织的大力支持，才当选领袖，显然，议会党团和选区组织会对他的领袖资格会存有疑问。这与上述保守党的情况有些类似，在两党的领袖选举史上，上述情况出现的不多，但对政党来说，这是一个潜在会引发问题的状态。

对政党来说，选拔领袖是党内最重要的人事事务，关系到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如何设计一种理想的选拔制度，通过这种制度能产生一位好领袖，对政党来说非常重要。一位好领袖应具备的能力有很多，在英国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下，以下三种能力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是领袖应有使政党内部团结起来的能力，没有团结，党内处于分裂状态，政党很难取得其他成就，比如说赢得选举竞争，因为对于一个分裂的政党，选民是持不信任态度的。二是领袖应能带领政党在党际竞争中击败其他政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只有这样，政党才能组建政府，才能将本党的纲领主张付诸实践，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这就要求领袖具有选举魅力，能吸引大众选民的支持。三是领袖应有执政的能力，能胜任管理国家的重任，能将本党的纲领主张顺利贯彻执行。领袖所具备的上述能力各自的重要性随着政党所面临的形势不同而有不同，如政党长时间在野，党内对权力充满渴望，那寻找一位能带领政党东山再起的领袖就十分重要；如政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对政党产生了严重影响，那如能有一位具有团结政党的品质的人担任领袖，对政党来说便是优先考虑事项，例如，1990年的保守党最希望那位取代撒切尔担任领袖的人物能够减少党内冲突，结束党内分裂，将政党团结起来，而对1957年执政中的保守党来说，它最希望新上任的领袖有能力解决执政中面临的难题，有能力将保守党政府从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解救出来。

考虑到政党在不同时期的需求不同，因此，一种理想的领袖选拔制度应有能力回应政党在特定时期的特定需求。选拔规则应是实用灵活的，而且，应容易理解，便于实施，不繁琐复杂，如保守党1965年制定的选拔规则就过于复杂。选拔过程还能在相对较短时间内产生结果，不需要政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此外，对政党来说，选拔领袖是一个重大事件，不仅受到党内关注，如是大党选领袖，也会引发外界十分的关注，因此，政党如能将整个选拔过程作为向选民宣传自己的机会，通过仔细规划选举时间和程序，使新领袖的产生过程成为凝聚士气、汇聚支持、提升形象的过程，对政党将十分有利。不过，从现实来看，上述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政治中较少会出现，出现比较多的反而是新领袖产生过程伴随着激烈的党内斗争。意识形态的冲突、派系之间的争斗，往往使领袖产生过程不仅没给政党带来好处，反而造成损害。

一种民主的选拔方式有时会出现上述情况。民主的选拔方式必然允许参选人开展竞选活动，同样，民主的选拔方式其参与群体必然也会相对广泛，由此，在竞选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如下现象：一是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不仅有对自身能力和才华的展现以及对本党未来发展路线的阐述和宣传，可能还会有对竞争对手的直接攻击，竞选过程中可能出现内斗、野心、阴谋和交易；另一是参与群体的广泛性意味着各群体偏爱的候选人可能不同，当领袖由内阁高层选择时，领袖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可能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当由议员选择领袖时，领袖在议会中的辩论才华可能是吸引议员最为重要的因素，当由普通党员选择领袖时，有着成熟的选举沟通技巧和个人外在形象魅力的候选人往往占据优势。那些让高层和议员印象深刻的候选人，在基层党员和党组织那里可能没有多大影响力，反之亦然，吸引各投票群体的候选人的品质是不一样的。当然，有时会出现能够满足各部分偏爱、被各部分一致接受的人选，但有时也会出现意见分歧。在竞争性的选举中维护政党团结、将党内分裂和冲突维持在一个最小限度之内，符合政党的根本利益，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却不容易。

在西方国家，领袖选拔的民主化是一个探索中的新课题，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导致民主的中断和逆转，从保守党的经历中便能发现这一点。总的来看，两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领袖选拔领域的民主发展趋势与西方社会出现的民主化浪潮相契合，也回应了党内参与需求，其间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涉及党内权力分配。政党需要党员和精英的双重支持，缺一不可，但是，如何设计党内权力分配机制，使之既满足民主参与需求，又避免民主参与可能产生的低效、不专业等问题，不仅是英国保守党和工党面临的难题，也是其他很多西方政党面临的难题。


第六章　英国保守党议员候选人选拔制度

英国是议会制国家，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上台执政。由于代表政党角逐席位的本党议员候选人的表现直接影响政党的大选成绩及执政业绩，所以，英国政党普遍重视本党议员候选人选拔事宜。英国的选区大多是安全选区，也即只要成为政党所控制的安全选区的议员候选人，便能当选议员，这进一步推动了政党对议员候选人选拔的重视。


第一节　传统分权型选拔方式：地方自治

自二战后，英国政坛一直是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第三党自由民主党虽然在2010年大选中成为保守党的联合执政小伙伴，但其力量还未发展到打破两党垄断政坛的程度，因此，英国安全选区大多数掌握在工党和保守党手中。据统计，在1955年至1970年间，英国举行了五次大选，有四分之三的席位从未易手，即使在选举更为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例如，在1974年至1979年间举行的三次大选中，有88%的席位被同一政党赢得。之后，安全选区的数量有所下降，不过仍在半数以上，如在2010年大选中，在现有的650个选区中有382个选区是安全选区，占选区总数的58.8%。（注：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Secrete Garden of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8，p.48；Safe Seats in 2010，http：//www.electoral reform.org.uk/safe seats.）因保守党和工党手中掌握着众多安全选区，政党在党内对候选人的挑选直接决定谁会当选议员，因此，政党对议员候选人选拔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

具体来看保守党。在1945年前，保守党对议员候选人的选拔是封闭的、不正式的，申请人主要依靠个人的政治关系和金钱购买来获得候选人资格，同时，这一过程带有明显的地方化特点，即地方党组织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二战后，保守党的候选人选拔经历了两个明显的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45年至1997年，在这一时期，保守党对议员候选人选拔程序进行大幅改革，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候选人选拔程序。与之前相比，新程序呈现出开放、正式且唯才是用的特点，而且，在保留地方党组织最终决定权的同时，选拔权出现部分向上和下移的趋势，中央组织和基层党员在选拔中的作用与以往相比得以增加。（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140页。Pippa Norris and Joni Lovenduski，Political Recruitment：Gender，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47，49.）本部分即对二战后的第一阶段，即1945年至1997年的保守党议员候选人选拔程序做简要分析。

从1945年至1997年，保守党对议员候选人选拔程序做了三次重大改革（注：Pippa Norris and Joni Lovenduski，Political Recruitment；Gender，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47—50.），包括马克斯韦尔-法伊夫（Maxwell Fyfe）改革、洛德·切尔默（Lord Chelmer）改革以及议员选拔委员会评审程序改革。经过一系列改革，保守党解决了以往存在的一些问题，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选拔机制。在上述时期，保守党的选拔过程由两个基本步骤组成：首先，政党中央制定一份全国核准议员候选人名单，其次，各选区从全国核准名单中选拔该选区的候选人，不过，选区政党也有权不从全国核准名单中选择候选人。

从中央对议员候选人名单的制定来看，它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在1980年之前，全国核准名单由中央党部负责候选人选拔事宜的政党副主席制定，整个名单确定过程比较简单，申请人只需要提供个人基本信息以及推荐信即可。在经过与副主席进行简单面谈后，绝大多数申请人都会被接纳进入名单中。上述审核过程被认为具有封闭的、仅有少数人参与的、评价标准是高度主观的缺点，受到党内很多人的批评。为此，保守党改变上述做法，力图建立一个开放的、公平的候选人评估体系，以提高议员候选人的质量。1980年保守党建立了议员选拔委员会，该委员会对全国核定名单的制定负主要责任。选拔委员会的评审程序由曾为英国陆军设计选拔军官程序的陆军准将尼古拉斯·萨默维尔（Nicholas Somerville）设计，评审程序的建立使得政党中央控制全国核准名单的权力合法化。自此，全国核准名单制定就开始由中央总部副主席和议员选拔委员会共同负责。

具体来看，中央制定全国核准名单的程序如下：

●那些希望成为议员候选人的人需要填写申请表，并获得三人推荐，推荐人中最好有一人是议员，一人是选区协会主席，申请书提交保守党中央党部。其后，中央党部在申请人所在地区的干事（注：在候选人选拔过程中，中央党部赋予地区干事以重要职能。地区干事除了参与中央核准名单的制定外，还参加选区协会举行的与选拔相关的会议，监督保证选拔程序的有效实施。）会与申请人面谈，面谈后，该干事提出一份关于申请人的报告。最后，负责候选人选拔事宜的中央党部副主席对申请人的申请表、推荐信和报告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让该申请人进入到与副主席面试的阶段。

●在经过上述审查后，副主席面试申请人，划掉其中他认为不合适的申请人，例如，有犯法记录或过于年轻的申请人。

●政党中央的议员选拔委员会对申请人进行评审。委员会分组评审申请人，每个评审小组有4位委员，包括议员、资深政党积极分子、全职党工和党外代表，其中，议员为主席。考察形式包括辩论、面谈和群体讨论等，通过考察对申请人的能力作出评审。议员选拔委员会的评审结果把申请人分为四类：一是适合于所有选区的申请人；二是适合于某些类型选区的申请人，例如，城市选区或农村选区；三是应在获得更多经验后重新申请的申请人；四是完全不适合的申请人。前两类进入核准名单，后两类被淘汰。保守党对核准名单经常进行调整和补充，例如，在1987—1992年间，共有900人申请成为候选人，其中有700人进入议员选拔委员会评审阶段，最后，约有500人通过委员会的评审，被放入核准名单中。在这之前，保守党的核准名单已列有300人，这样，在1992年，核准名单上共有800名候选者。（注：Pippa Norris and Joni Lovenduski，Political Recruitment：Gender，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39.）

根据选拔程序，保守党地方层面的组织即选区协会负责启动候选人挑选过程，由它最终决定人选。选区协会确定人选的程序如下：

●启动选拔。选区协会在启动选拔程序时，首先会通知中央党部的地区干事，其后，地区干事将选区即将举行议员候选人选拔的消息告知中央党部副主席和核准名单上的人。核准名单上的人和名单之外的人皆可向选区申请。一般来看，选区启动候选人选拔程序是在该选区无本党议员的情况下进行，若政党在该选区有现任议员，一般就不会再选他人，而是让其继续留任，该议员的留任是以选区协会决议的形式确认，通常是一致通过决议。

●选区协会选拔委员会筛选申请人。每个选区协会都设立一个长期存在的机构——候选人选拔委员会，该机构包括选区协会官员以及党员代表。该委员会在对申请人进行审查后，确定一个缩减名单，大多数申请人被排除掉，最后约有20人进入缩减名单。（注：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Secret Garden of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8，p.51.）有的选区不用面试就决定缩减名单，有的选区先面试之后再决定缩减名单，在最终决定缩减名单之前，选区组织会与中央党部副主席协商，中央党部副主席可能为对之提出建议，一般会建议选区选择最可能赢得议席的人选，或者对进入缩减名单的某一申请人的个人资料进行补充，或者提出某一申请人被忽视的优点。同时，副主席可能对选区提出各种建议，例如，建议选区选择一位合理的、非本地区的人选；或者选择来自女性、少数族群或工会的人选。不过，对于来自中央党部的建议和要求，有的选区愿意接受，有的选区则不愿意中央干预，所以，中央党部在做此建议时也比较谨慎。（注：雷飞龙：《政党与政党制度之研究》，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63页。Pippa Norris and Joni Lovenduski，Political Recruitment：Gender，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43.）选区的情况不同，申请人的数量会有较大差异：安全席位一般能吸引200—300名申请者，边缘席位约能吸引50—100名申请者，无望选区的席位一般能吸引15—30名申请者。（注：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Secret Garden of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8，p.51.）

●选区执行委员会进一步筛选申请人。在经过上述程序后，选区协会的另一机构执行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人选。执行委员会开会之前，通常会组织一个社交集会，申请人和挑选人都会参与其中，集会时间约为45分钟。会议开启后，具体程序包括申请人发言和回答问题，之后进行秘密投票。如果有申请人在投票中得到超过50%的选票，则只有此人被送交党员大会批准，否则，会有多人送交党员大会核准，在安全选区，通常是两到三人送交党员大会核准。总的来看，在很多情况下，送交党员大会核准的仅有一人。

●党员大会核准。在1972年之前，党员大会只发挥橡皮图章的作用，它通常在没有讨论的情况下，根据选区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接受某一确定的申请人。1972年后，党员大会开展申请者演讲、参与者提问、申请者回答问题等面试活动，之后进行淘汰性投票，党员在决定候选人方面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

观察上述保守党议员候选人选拔程序，其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选拔属于分权型选拔。选区协会对候选人的选拔有相当充分的自主权，中央一般不会强迫选区接受它提出的人选建议，这与保守党的地方民主传统有关，保守党的地方党组织向来有很强的自主性，对来自中央的干预持警惕态度。不过，由于议员候选人选拔直接关系到中央的利益，中央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和行动对选拔过程施加影响，这首先表现为由中央提供核准名单。从结果看，申请人和当选的大多数人来自中央控制的核准名单，这充分体现出核准名单的作用。其次，中央的影响力还表现在负责制定候选人选拔的程序，并监督选拔程序在地方的实施。再次，中央可能采取的手段还包括建议督促选区协会选择某种类型的候选人，例如，中央可能督促选区选择女性候选人，或有工会会员身份的候选人，以体现政党的代表性。不过，因候选人选拔涉及选区协会的核心利益，中央的干预一般来看没有多大成效，在这一时期，保守党女性候选人的比例虽然略有增加，但主要集中在无望获胜的选区。总的来看，保守党候选人的产生是中央和地方共同参与和良性互动的结果，地方党组织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保守党议员候选人选拔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党组织共同参与，双方很少因意见不一致而发生公开冲突，分歧通常是通过非正式讨论小心翼翼的加以解决，这与工党内部在候选人选拔问题上冲突不断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保守党在候选人选拔过程中能保持政党团结，除了平衡中央和地方权限这一原因外，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例如，保守党选区协会有忠于政党中央层的传统，政党基层党员没有深刻的派系及意识形态冲突，这些都有助于中央和地方合作的顺利进行。

第二，挑选人呈混合特点。保守党的议员候选人选拔程序经历几个不同阶段，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党员均参与其中，例如，开始由中央党部副主席对申请人面试，通过面试的申请者递交议员选拔委员会审核后，过关者放入名单库中。到选区协会选择人选时，选区选拔委员会、选区执行委员会、党员大会纷纷参与其中，参与者明显涵盖政党上中下层级。

第三，挑选过程长且相当严密和细致。申请人在每一阶段都有需要超越的障碍，因此，在每一阶段，都有相当比例申请人被淘汰。例如，在1987—1992年间，共有900人申请成为议员候选人，约有200人在经过中央党部的面试后被淘汰，另有200人在议员选拔委员会的评审核中被淘汰，最后约有500人被列入核准名单，再加上名单已有的300名，共计800名左右，其中大约有340人当选为保守党的议员候选人。（注：Pippa Norris and Joni Lovenduski，Political Recruitment：Gender，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46.）


第二节　选拔制度改革：代表性、参与和集权

自1997年大选败选后，保守党又遭遇大选失败，相继失去2001年和2005年大选。保守党的支持率急剧下降，支持基础也迅速萎缩，尤其是作为人数众多的女性选民收回了对政党的支持。女性曾是保守党传统的支持盘，如何重新赢得女性支持成为党内关注的问题。自1997年威廉·黑格接替约翰·梅杰担任领袖后，保守党开始进行组织改革，在议员候选人选拔领域，黑格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候选人的代表性，但他任期内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黑格后来曾声称，任期内未能采取积极行动以帮助女性和非白领候选人是他最大的失败之一。2005年戴维·卡梅伦任领袖后，保守党在候选人选拔领域的改革取得大幅进展。保守党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引入提高候选人代表性的规则。保守党首先引入的是“A名单”规则。卡梅伦在担任领袖后，把增加来自女性和少数族群的保守党议员数量作为一项优先考虑的目标。为达到该目标，卡梅伦要求政党中央竞选总部制定一份“优先名单”（priority list），也被称为“A名单”。这样，除了全国核准名单外，保守党又增加了一份“A名单”。保守党规定，“A名单”中至少有50%是妇女，8%左右是来自少数族群和残疾人群体，保守党希望以此名单上的候选人参与竞争下届大选，争夺保守党最有可能获胜的约160个席位。这160个左右的选区是保守党指定的目标选区和有现任议员退休的选区，保守党要求上述选区协会必须从“A名单”中选择候选人，不过，在特殊情况下，选区可以考虑选择当地的候选人。政党中央组织对选区实施“A名单”的情况进行审查，且声称如果有必要，中央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来保证“A名单”中的人当选为候选人。（注：Peter Dorey，Mark Garnett and Andrew Denham，From Crisis to Coalition：The Conservative Party（1997—201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144.）“A名单”将人数可观的女性、少数族群及残疾人安排进有可能获胜的选区，无疑会大大增加他们进入议会的机会。

2006年上半年，保守党引入首批“A名单”，共152人，其中，有86名妇女，占总数的56.6%，还有19人来自少数族群和残疾人群体，所占比例为12.5%。与“A名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当年的全国核准候选人名单上，女性比例仅为27%。（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18.）不过，需要指出的是，“A名单”上的人选多数是来自地位较高的中间阶层，他们绝大多数是在私营部门工作，因此，从女性、少数民族群众和残疾人的“身份分类”意义上，可以说“A名单”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映，但从社会经济的角度、专业背景的角度看，它却不是特别具有代表性。“A名单”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名单中有61%的人来自英格兰南部，89%的人为政党工作或是2005年即上一届大选时的议员候选人，这表明人选的地域分布是不平衡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与政党总部和政党下院议会党团有着紧密联系和关系网对进入“A名单”十分有利，显然，这不利于那些根植于地方、在地方有知名度的参选人，那些渴望成为议员候选人的人必须努力在政党总部、议会内部及其周围发展关系，以使当选议员候选人的机会最大化。（注：Peter Dorey，Mark Garnett and Andrew Denham，From Crisis to Coalition：The Conservative Party（1997—201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p.144—145；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45.）

在保守党引入“A名单”后的几个月之内，选区协会对“A名单”发出不少不满和反对之声，在选区协会的压力下，保守党中央许可了选区协会的例外选择，也即允许“A名单”之外的申请人与“A名单”上的人一起竞争最可能赢得席位的选区的议员候选人资格。这样，卡梅伦的改革努力只取得有限的成功。自2006年上半年卡梅伦引入“A名单”以来，至同年11月，保守党的安全选区共选拔了39名候选人，其中，有15名是女性，比例为38.5%，2人有少数族群背景，比例为5%。在39人中，有23人来自“A名单”，所占比例为59%，16人是当地候选人，所占比例为41%。（注：Peter Dorey，“A New Direction or Another False Dawn？David Cameron and the Crisis of British Conservatism”，British Politics，2007，Vol.2，No.2.）到2007年1月，最可能赢得席位的选区差不多有一半的候选人不是来自“A名单”上的人，只有近三分之一的选区接纳了女性候选人。（注：Peter Dorey，Mark Garnett and Andrew Denham，From Crisis to Coalition：The Conservative Party（1997—201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145.）面对在实施过程中选区协会对“A名单”的不满和反对，卡梅伦被迫作出让步，同意选区协会有权自由地选择候选人，包括从全国核准名单上做选择，这实际上削弱了“A名单”的功效。

最终，在上述152名“A名单”上的人中，有70人被选为各类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其中包括38名女性，所占比例为54.3%，6名来自少数族群和残疾人群体的人士，所占比例8.5%。在上述70人中，有51人在2010年大选中当选为议员，其中23人为女性。在19名落选的候选人中，有15位是女性，在6名来自少数族群和残疾人群体的候选人中，有5名当选为议员，仅1人落选。女性候选人落选者众多的原因是因女性很少能被保守党的安全选区选为候选人。不过，在152名“A名单”人中，有82名未能在任何选区当选为候选人，由此可见，选区对“A名单”的接受度是有限的。（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18.）

保守党引入的提高议员候选人代表性的另一重要规则是缩减名单性别配额。缩减名单性别配额是指，保守党在候选人选拔中所提出的缩减名单必须做到性别平衡，即男女各占一半。缩减名单性别配额自2006年8月开始引入，其后，在保守党所有的候选人选拔中加以运用。不过，缩减名单配额制对女性当选议员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而且，有些时候因参与候选人选拔的女性数量太少，有些选区协会甚至拒绝运用该制度。不过，总的来看，得益于“A名单”和缩减名单性别配额的推行，保守党女性议员比例有所提高。1997年，在保守党的议员中，只有7.9%为女性议员；2002年，女性议员比例略有提高，达到8.4%；2005年，女性议员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只有8.6%为女性议员；到2010年，女性议员的比例有较大幅度攀升，上升至16.1%。（注：Drude Dahlerup and Lenita Freidenvall，Electoral Gender Quota System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in Europe，Brussels：European Parliament Publications，2011，p.152.）

卡梅伦采纳的上述提高政党代表性的做法有其内在逻辑性。针对如何增加女性议员数的问题，卡梅伦曾说：“如果你想要你的政党里有更多女性，可采取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是积极的歧视——包括阻止男性上缩减名单，正如工党的做法。虽然这保证了我们政党中女性数量的增加，但我本能地知道，这对一个相信精英统治的政党是来说错误的——人们应该在勤奋工作的基础上得到提升，而不是因为他是谁，但有时你必须干涉和改变规则，因为男性内在就对女性存在偏见。这就是我重新设计欧洲议员候选人选拔时所做的，将每个地区的第一个空缺位置给女性，结果，在6月的欧洲选举中，保守党派出了强大的女性候选人群体参与竞争。第二条途径明显是我选择采取的——积极行动……我引入了优先名单，其目的显然是让更多女性候选人进入我们关键的边缘席位。除此之外，我们通过妇女组织比如‘妇女双赢’（注：“妇女双赢”是保守党的一批女性党员和男性党员于2005年创立的组织，其动机旨在“通过各种方式来增加保守党女性议员数量，这些方式包括：开展让更多女性赢得保守党能够获胜的和已控制的选区的席位提名运动；竭力要求保守党对议员候选人选拔程序进行激进和积极的改革，但不要求推行强制性的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为那些希望进入议会的女性党员提供支持和建议”。Sefakor Ashiagbor，Selecting Candidates for Legislative Office，Washington：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2008，p.38.）来积极寻找更加多样化的候选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保守党大选获胜，到那届议会结束时，我想我的部长中有三分之一会是女性。”（注：David Cameron，“We Will Always Fight The Bias Towards Men”，Times，29April 2009.）

第二，扩大议员候选人选拔过程中的参与和竞争。在努力提高女性和少数族群代表性的同时，保守党开始扩大对候选人选拔的参与，其目的在于向更广泛的公众开放政党、为政党征募更多的党员以及得到对保守党更多的新闻报道。（注：Peter Dorey，Mark Garnett and Andrew Denham，From Crisis To Coalition：The Conservative Party（1997—201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146.）保守党采用了两种扩大参与的形式，一是它称为“大比赛”的形式，于2006年春天引进，也就是允许非党人士如警察、教师和牧师等作为社区代表，参与政党的议员候选人选拔过程之中，他们可对缩减名单候选人进行面试并作出评价，他们的评价是执行委员会作出最终决定的参考。

此外，为扩大政治参与，保守党还引入了预选这样一种比较激进的形式，即选区的登记选民有权参与保守党议员候选人选拔。保守党尝试了两种类型的预选：一种是预选会议，这类预选形式最早也是比较广泛地被运用，它类似美国的预选，由选区的选民参加选拔会议并在会议上投票。预选会议的投票规则是淘汰性投票，在预选会议上当选的候选人还需要得到选区党员大会的批准。在2006年至2010年间，保守党举行了超过100次预选，不过，预选的投票率较低，参与预选会议的人数平均为300—400人，约占选民的0.5%，而且，其中一半左右是党员。此外，参与者也缺乏代表性，典型的参与者的特点是年纪较大，政治上比较活跃。预选会议投票率低与参与成本有关，保守党要求参与者在周末拿出6—7个小时参加选拔会议，这对很多人来说有困难，也有其他的影响因素，比如，政党的积极分子控制了预选会议，让很多非党员感觉不适，这也阻碍了广泛的参与。（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p.22—26.）

第二种预选形式是邮寄预选。保守党设计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实验，给予两个选区的所有选民通过邮寄投票形式选择该选区的保守党议员候选人的机会。至今，保守党在其控制席位的两个选区举行过这类邮寄预选，时间分别是2009年8月和12月，这两个选区协会都是因现任议员卷入“报销门”丑闻退休后席位出现空缺而启动的候选人选拔程序。邮寄预选的选拔过程如下：选区协会将选票邮寄给选民，每个候选人的宣传材料与选票一起寄出。寄出选票后即开始竞选，两个选区的竞选时间分别规定为2周和1周，在竞选期间，选区协会组织了几次活动让选民有机会与参选人见面。参选人的竞选花费被限制为200英镑，因经费有限，参选人想出各种办法与选民沟通，包括动员亲戚组成支持者团队为自己游说选民。这两个选区得到了包括全国媒体在内的很多媒体的关注，参选人的媒体曝光率很高，这也起到了帮助参选人与选民沟通的作用。最后是选民投票，投票形式有两种，通过邮寄投票或到最后的竞选会议上投票。计票规则采用相对多数选举制，获得相对多数票的参选人当选。邮寄预选吸引了相当比例的选民参与，两个选区分别达到了18%和25%的投票率。由于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报道，选民对候选人有了更多了解，是导致投票率比较高的原因之一。投票的选民呈现的特点也是年龄普遍比较大，政治上比较活跃。这类参与较为广泛的预选形式对扩大党员队伍有一定帮助作用，在邮寄预选结束后，其中一个选区的党员人数增加了10%。（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p.23—26.）

除了扩大候选人选拔过程中的参与外，保守党还通过向社会开放全国核准名单，来扩大候选人选拔过程中的竞争。2009年5月，在英国议会各党处于“报销门”丑闻高峰期之时，卡梅伦表示欢迎那些没有保守党背景的人成为保守党议员候选人。2009年5月至7月间，约有4000人向保守党提出申请，最后有近400人参加了议员评估委员会的测试，200人被添加到全国核准名单中，其中，4人成为保守党控制席位的选区的候选人，并最终当选为议员。（注：Peter Dorey，Mark Garnett and Andrew Denham，From Crisis to Coalition：The Conservative Party（1997—201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147.）

第三，完善候选人评估体系。由于议员选拔委员会对申请人的评估被认为不够全面，过于强调候选人讨论和语言方面的技能，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品质，因此，保守党于2001年作出决定，用议员评估委员会取代议员选拔委员会。评估委员会的任务是建立达到如下两个目标的评估程序：一是创造一个建立在工业企业领域的最佳实践做法基础之上的现代的、严格的和客观的选拔程序，一是建立一个对于女性和少数族群更加透明和公平的程序。同时，保守党规定，无论是寻求进入“核准名单”的人，还是被选区协会提名的人，都必须通过评估委员会的审核。评估委员会有一个标准的能力测试框架，在此框架下，对申请人在5项任务中的表现进行评估和打分，5项任务包括能力面试、公开演讲、实际业务演练、小组练习和心理测试（后改为短文写作），根据申请人完成上述任务的情况，对申请人的沟通技能、智力水平、领导和激励的能力、灵活性和动力以及政治信仰等进行评估和打分。评估由4人组成的评估小组执行，通常包括2名议员和2名党员，同时，评估小组被一名外部评估人所监督。在进入议员评估委员会的测试前，申请人必须通过保守党竞选总部的筛选，一旦通过测试即可放入核准名单。（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p.15—16.）

第四，强化保守党中央组织在候选人选拔过程中的作用。1998年，保守党规定所有参选人在寻求提名前都必须出现在全国核准名单上，这强化了全国核准名单的作用。同时，保守党还创立了一个新的道德和诚信委员会，其对选区协会的选拔提出标准，虽然此规定不属于选拔程序中的一个步骤，但实际上潜在赋予了政党中央否决选区协会所挑选的候选人的权力。（注：Peter Dorey，Mark Garnett and Andrew Denham，From Crisis to Coalition：The Conservative Party（1997—201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138.）到2005年卡梅伦任职时期，保守党改变了选区协会选拔委员会的组成，过去，委员会由10—25名左右的地方党员组成，他们负责对申请进行第一道筛选。改革后的选区选拔委员会由选区执行委员会负责建立，人员仅3名，一般是选区协会主席、副主席和司库，选拔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职能合并，执行委员会不再直接作为一个机构负责其中一个步骤。此外，选拔委员会与来自保守党竞选总部候选人办公室的代表一起执行第二道筛选程序，后者的工作是确保选举的公正性。这样，同过去一样，保守党议员候选人选择也是经过两个基本步骤：一是确立名单，二是选区挑选。不过，具体做法与过去有所不同，做法如下：1.通过简历申请；2.保守党竞选总部筛选；3.议员评估委员会评估申请人；4.被接受的申请人放到“核准名单”和“A名单”；5.选区选拔委员会对简历进行筛选；6.选区选拔委员会提出长名单；7.选区选拔委员会通过面试进行筛选；8.选区选拔委员会提出缩减名单；9.选区党员大会选拔候选人。

2009年9月，面对议会“报销门”丑闻后一些保守党议员退休以及大选的临近，保守党对候选人选拔程序又作出了新规定。根据新规定，最终的缩减名单将由地方和中央共同制定，同时还规定，在2010年1月后退休的议员其所在选区的候选人将通过“补选规则”选拔，选区协会只能在中央提供的3人名单上选择人选。中央的上述干预行为有时会招致地方的抵制，在2010年，中央强加缩减名单给东部的一个选区，结果导致该选区一部分保守党党员辞去党内职务。（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17，20，44.）

除了上述改革外，保守党还就保证公平竞争、现任议员留任等问题实施了其他一些改革，如在2001年，为解决在选拔阶段的申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歧视问题，保守党规定，寄给选区协会的申请人简历不包括申请人出生日期、照片和学习过的机构。（注：Ibid.，p.16.）2002年保守党规定，现任议员如果希望继续做所在选区协会的议员候选人，必须向所在选区协会执行委员会递交书面申请，如申请遭到委员会的反对，该议员有权要求举行党员邮寄投票或被添加到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缩减名单中。（注：Sefakor Ashiagbor，Selecting Candidates for Legislative Office，Washington：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2008，p.36.）

总的来看，保守党改革议员候选人选拔程序是期望达到如下目标：增强候选人的代表性；让广泛的公众参与到候选人选拔中；确保候选人有必需的技巧和能力；避免党内因候选人选拔产生不团结和冲突。（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5.）为达到上述目标，保守党对选拔程序进行了广泛改革，包括实施“A名单”计划、推行缩减名单性别配额和预选、设立议员评估委员会以及强化总部在选拔过程中的作用等。这些改革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不过还未达到预期的所有目标，其原因之一与上述目标相互间可能存在矛盾、很难完全调和有关，例如，推行“A名单”可有效提高候选人的代表性，但削弱了选区协会的自主权，容易引发中央与选区的冲突；推行预选并不能解决候选人代表性不足的问题，相反可能会导致产生代表性不足的候选人，如保守党对最早举行的70次预选会议没有强加给它们“A名单”规则，结果，在被选出来的候选人中，只有15%为女性，而在被要求从“A名单”中挑选人选的选区，当选女性比例几乎翻倍，但也仍在“A名单”的女性所占比例之下；（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25.）专业化的候选人评估程序能提高候选人质量，但可能限制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当选的可能性，从而影响候选人的代表性；要避免中央和地方因候选人选拔产生不团结和冲突，就需要考虑与地方组织有关联的候选人，而这可能与中央提高代表性的目标相冲突。

此外，还有如下一些原因影响了各目标的实现，例如，虽然来自女性和少数族群的申请人在增加，但人数还不够多。在金钱方面的花费也是个问题，候选人完成正式的核准程序，进入中央核准名单的开支约为1000英镑，一个申请人在四年间成为议员候选人，在参与竞争选拔方面的开支包括住宿、交通和竞选物资方面的投入，平均为41000英镑，一些来自女性和少数族群的申请人无力承担最终成为候选人所需的上述费用。（注：Ibid.，p.47.）还有，扩大参与范围的预选对政党来说也需要花费金钱，特别是邮寄预选花费巨大，据统计，预选会议每个选区大约花费1万英镑，邮寄投票的花费更大，每个选区约花费4万英镑。花费太大是很多政党没有实行预选的原因之一，因此，如不能拓宽财源或找到管理预选更便宜的方式，保守党很难继续举行更多的预选，这影响了预选形式的进一步扩展运用。（注：Ibid.，p.43.）此外，选拔程序不够透明，党员和大众没有获得足够的关于选拔程序如何运转的信息，同时，选拔的一些标准也未能得到党员认同，由此带来的怀疑情绪也影响了他们对选拔的评价和参与。

保守党所开展的议员候选人选拔制度改革力度很大，体现了它为塑造开放、民主的政党形象而做出的努力。改革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但也呈现出一些不足之处。就下一步来看，保守党改革的重点是如何在上述四目标即增强候选人的代表性、实现广泛参与、确保候选人质量以及避免党内冲突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平衡上述目标其实质也是平衡好政党中央、地方、党员以及社会大众的不同偏好。同时，各项目标的具体实现方式也需要做改进，例如，选拔过程应更加透明；让党员通过协商讨论参与到选拔标准的制定中来；更多地从供应方来考虑提高政党代表性；考虑资助个人财政资源不足的参选人；考虑对预选进行公共资助。（注：2010年大选后，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组建的联合政府在其施政纲领中已提出致力于对邮寄预选进行公共资助，即在其任期内对200个邮寄预选进行资助；资助的对象是多年来议席没有在政党间易手的选区；这些资助将根据最近一次大选中的得票比例分配给在议会中占有议席的所有政党。The Coalition：Our Programme for Government，p.27.（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977/coalition_programme_for_government.pdf）。不过，有观点认为，政府在提供资助时应注意不要干预选拔的具体过程，但接受资助的选拔须受到选举委员会的管制。）此外，提高候选人代表性的战略，其内涵应进一步扩展，不应仅考虑女性和少数族群，还应考虑社会经济及专业等其他背景。


第七章　英国工党议员候选人选拔制度

自二战后以来，工党对本党议员候选人的选拔与保守党的做法有些相似，地方选区组织决定候选人人选，其后中央对之做形式上的批准。在1983年大选中，工党继1979年败选后再次失败，此后长期在野。为走出困境，工党自1983年开始改革议员候选人选拔程序，改革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扩大党内对选拔过程的参与，一是增加议员候选人的代表性。此外，工党还采取了诸如加强中央组织对选拔过程的控制、使候选人评估过程更加专业化、确保选拔过程公平等举措。本章从两阶段考察工党的议员候选人选拔制度：一是考察工党从1945年至1983年的选拔制度，二是对1983年后工党的改革做一分析。


第一节　传统选拔方式：混合型选拔制

自二战结束后，在议员候选人选拔方面，工党采取一种混合型选拔制，选区组织决定人选，其后中央做形式上的批准。在这一选拔模式中，包括工会、选区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等各种机构均参与其中。实际上，早在1900年工党建立之始，议员候选人选拔即是这种混合型模式，不过，自1945年后工党进行改革，各参与机构的权力平衡发生一些变化，如工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选区组织的影响力则上升。具体来看，在1945—1983年间，工党议员候选人选拔的基本步骤如下（注：Pippa Norris and Joni Lovenduski，Political Recruitment：Gender，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53.）：

第一阶段：申请。除了法定标准，申请成为工党议员候选人的申请者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必须有至少两年的党龄。大多数申请人来自政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核准的全国名单，该名单将申请者划分为三类：A名单是工会资助的候选人；B名单是选区工党资助的候选人；C名单是合作团体资助的候选人。这些名单由工会、选区工党和合作团体组织提名，全国执行委员会做形式上的批准。

在上述名单中，A名单的地位最高，上了A名单往往意味着已经开始领先于其他名单上的申请人，因为工会财力雄厚和影响广泛，得到工会支持的参选人自然也更容易得到选区组织的认可。实际上，早在工党建立之前，工会就已经大量资助议员候选人，使之进入议会以为工会的利益代言。在工党于1900年成立后，至1918年前，工党差不多的资金和工作人员都是由工会提供，这也意味着工党的议员候选人和当选议员大部分也是工会资助。由工会资助候选人可以减轻选区组织在大选中的负担，这无疑会影响选区对议员候选人的选择，其结果使得工会中意的人选很容易得到选区的支持而当选为议员候选人，这引发了党内的忧虑。到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对某些工会实际能用钱“购买议席”的担心导致工党内出现改革议员候选人选拔的呼声。这导致后来的两次改革，一次是在1933年，工党制定“黑斯廷斯协议”（Hastings Agreement），该协议规定，附属组织也即工会对候选人大选花费的资助不能超过候选人选举花费的80%。这样，政党的选区组织就必须筹集至少20%的选举花费。此外，对工会资助选区组织的资金数额也有一个最高限制，具体数额定期调整。（注：Pippa Norris and Joni Lovenduski，Political Recruitment：Gender，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66.）另一次是1957年改革，这次改革也是针对资金花费问题。以往，除了工会等附属组织资助候选人，也存在候选人自己承担选举费用的情况，1957年工党修改了“黑斯廷斯协议”，根据新规则，不允许候选人承担自己的选举费用，限制候选人向所在的选区组织捐助，限制最高捐助金额为50英镑。同时，在选拔结果揭晓之前，包括工会、个人及其他机构向选区组织捐助事宜不允许提及，以免影响选拔结果。（注：Ibid.，pp.66—67.）上述改革意在削弱工会的影响力，但力度不大。

工党对A名单的制定过程没有统一规定，由各工会自行决定。有的工会有严格的选拔程序，有的工会的选拔程序则不正式，有的工会将申请人限制为本工会会员，有的工会则向它认为是合适的任何人开放名单。与上述工会资助的A名单相比，B名单的地位较低。进入B名单比较容易，申请人只要填写一个简单的申请表，然后交选区政党的书记签字，并由全国执委会作形式上的批准即可。C名单的制定过程比较规范和严格，包括面试、演讲、讨论以及对资格条件的仔细审查。（注：Ibid.，pp.57—59.）

全国执委会提供了上述全国名单，但仅用于给各选区工党提供一个指引，不在名单之列的人如果达到资格要求，也有权申请成为候选人，且这类人中有不少人最终当选为议员候选人。因各选区的情况不同，申请人在数量上有很大差异，安全选区的申请人最多，边缘选区次之，无望当选的选区最少。

在1980年之前，选区开启议员候选人选拔程序一般是在无现任议员的情况下进行，如有现任议员，则现任议员通常自动获得下届议会议员候选人提名。如果选区工党希望开除该议员，选区总委员会必须在一次特别会议上进行投票，以启动替换程序，然后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通过对现任议员的不信任投票，该议员保留向全国执委会上诉的权利。不过，尽管存在上述程序，选区工党拒绝接受现任议员为下届议会议员候选人的情况十分少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是因议员个人的问题，比如因该议员曝出丑闻，而非是议员与地方政党间出现政治分歧。工党很少出现放弃现任议员的情况，原因有四方面：一是议员与所在政党的公开冲突可能会有损于政党的选举前景；二是对议员的不满常常以非正式的方式处理；三是政党积极分子倾向认为，议员不仅是他们的代表，而且也代表选民，与议员的政见差异不足以成为开除他的理由；四是中央组织基于对选举影响的关注，以非正式方式调和地方党组织与议员的矛盾，通常会采纳支持现任议员的立场。（注：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Secrete Garden of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8，p.61.）

1980年，工党改变了上述做法，采纳了现任议员重选制度。工党规定，每一名现任议员必须经历一次完整的候选人选拔过程，不过，现任议员享有被自动列入缩减名单的权利。不过，虽然工党采取了现任议员重选制度，但议员留任的比例很高，在1981—1983年间，217个选区的工党现任议员实行重选，只有8名议员未能重新当选为议员候选人。（注：Pippa Norris and Joni Lovenduski，Political Recruitment：Gender，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67—68.）

显然，现任议员重选制度加强了选区对议员的影响力，这一制度的推行是工党左翼推动的结果。长期以来，党内左翼都在试图改革议员候选人选拔程序，以更好地控制政党领袖和议会党团，但由于右翼一直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左翼的上述想法难以得到实现。1970年大选失败后，党内左翼势力开始抬头，左翼认为议会党团应更多地向选区组织负责，随着选区组织逐渐被左翼控制，现任议员重选制度迫使很多议员为保住其候选人资格而采取偏左的意识形态立场，推动了议会党团左倾倾向的发展。

第二阶段：提名。在此阶段，选区政党分部和附属组织提名未来议员候选人的候选人。政党分部、附属的地方工会、社会主义团体、合作团体、女性团体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各有提名一人的权利。根统计，平均每个选区政党有23个提名机构，包括7个选区政党分部，13个附属工会组织，3个其他附属组织。（注：Pippa Norris and Joni Lovenduski，Political Recruitment：Gender，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62.）确定提名者通常是通过对申请人进行面试的方式。为增加最终当选的机会，申请人会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机构的提名，在此过程中，那些希望参与议员候选人资格竞争的地方议员和工会官员因其享有的地方人脉资源而在候选人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三阶段：提出缩减名单。选区执行委员会负责对被提名人进行筛选，提出缩减名单。执行委员会一般有20人左右。被提名者通常有12人，被执行委员会缩减至4到6人。（注：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Secret Garden of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8，p.53.）缩减名单被提交给选区工党总委员会加以确认，收到缩减名单后，总委员会可能会增加人员到名单中，然后将名单提交全国执委会批准。全国执委会的工作主要是审查名单上的申请人是否达到了候选人的基本条件。

第四阶段：选拔投票。选区总委员会是选拔投票的主体，该委员会由选举产生的选区工党分部、附属工会以及其他附属团体代表组成。总委员会举行特别的选拔会议选举候选人。参加投票的代表平均来说有40人，代表最少时有9人，他们是无望选区的，最多时是安全选区的91人。（注：Ibid.，p.59.）申请人在会议上发言和回答问题时间约为30分钟，不进行讨论，然后直接进行投票，通过淘汰投票选出获多数票的申请人。值得注意的是，向代表们争取选票的游说活动是严格禁止的，同时，选拔投票过程非常正式和严格，地区政党组织派人参与整个选拔过程，以确保对规则的严格遵守，一点小的违规行为都可能导致选拔被宣布无效。

代表们对申请人的传统关注点是申请人的个性、品质、选举吸引力等方面，而不是政治立场。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党内左右两翼斗争加剧，申请人的意识形态开始受到关注，候选人选拔事务开始变得政治化。从选拔结果看，当选者多为男性，年龄在30—40岁左右，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是本地人士。

第五阶段：全国执委会批准。通常情况下，如果选区工党遵守相关的选拔程序，全国执委会会批准选区工党选择的候选人。例如，在1945—1964年间，只有10名候选人不被中央认可；在1965—1983年间，只有1人不被中央认可。这些人都是因为明显的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未被批准。（注：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Secret Garden of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8，p.58.）全国执委员运用手中权力推翻选区政党决定的情况很少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批准权不重要，批准权的存在有助于地方党组织在推出候选人的过程中关注中央的意愿，从而产生出双方都满意的候选人。另外，工党作为一个外生型政党，有着“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传统，这也促使它尽可能地尊重基层的选择。（注：Pippa Norris and Joni Lovenduski，Political Recruitment：Gender，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65.）

从工党的上述选拔过程中可以看出，选拔做法与保守党有类似之处，两党选拔所走的程序基本都是逐渐淘汰参选人、直至产生最终的获胜者，选拔决定主要是由地方选区组织作出。不过，尽管存在类似之处，工党的议员候选人选拔过程也呈现出保守党不具备的一些特点，表现如下：作为附属组织的工会享有重要的选拔权；中央领导层对全国名单不做控制，只在选拔的最后时刻有权否决申请人；选拔的候选人中多是当地人士；选拔过程常常充斥着左右两翼的斗争。上述差别与工党的传统和长期以来的党内政治的特点有关，包括政党的联邦结构、对政党领导人的不信任以及党内激烈的派系斗争，这些都对工党的议员候选人选拔活动产生影响。（注：Pippa Norris and Joni Lovenduski，Political Recruitment：Gender，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53—54and p.76.）


第二节　选拔制度改革：权力的再分配

1983年英国举行大选，工党以激进左翼政纲参与大选遭遇惨败，党内极端左翼力量开始衰落，温和左翼开始向右翼靠拢，政党出现右倾化发展趋势。在野后工党即开始着手改革议员候选人选拔程序，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工党议会党团，首要目标是通过改变议会党团的构成，减少左翼议员的数量，确保右翼对议会党团的控制。此外，顺应社会的民主发展趋势，通过改革提升政党民主形象，也是工党的另一目的。工党改革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引入扩大议员候选人选拔参与的规则。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工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提高党员对党内人事和政策制定的参与，其中包括党员对议员候选人选拔过程的参与。以往，议员候选人选拔由选区总委员会投票决定，工会代表在总委员会中所占比例至多时有40%。1984年，党内改革派提出实行一人一票制的建议，即由选区普通党员投票选举议员候选人，目的在于削弱工会的影响力，结果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而未果。1987年，随着左翼力量进一步衰落，工党引入了地方选举团制，取代总委员会选举制。根据新制度，议员候选人由工会和选区党员组成的选举团投票选出，工会在选举团中最多占有40%的投票权，其余的投票权归选区党员，党员实行一人一票。1993年，工党废除了工会的投票权，由选区党员一人一票产生议员候选人。（注：Ibid.，pp.69—74.）对于党员投票，工党有投票资格规定，拥有6个月党龄、交纳党费并居住在选区的党员才有投票权，不能到场投票的党员可以申请邮寄投票，邮寄投票占投票的很大一部分，常常对结果有决定性影响。上述改革使得选区工党积极分子和工会代表逐渐丧失对议员候选人选拔的控制。

对工党而言，党员投票有有利之处，例如，与中层积极分子的左倾倾向相比，普通党员政治态度温和，因而有利于右翼人士当选，而且，普通党员呈现原子化分布，不如积极分子那样具有组织性和战斗性，因此，不可能像积极分子那样组织起来对抗中央的意愿。不过，对中央来说，党员投票也具有不确定性。在由总委员会代表挑选候选人的老规则下，如选区出现违背中央意愿的言行，中央组织可以向选区党组织发出信号，使其意识到与中央不一致会遭受惩罚，中央可以此影响选区组织的投票，使自己中意的人选当选，然而，面临党员投票，这种做法有可能不起作用，因为违背中央意愿对庞大的、不活跃的普通党员个体来说几乎无需承担后果。（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p.110—111.）

2010年大选工党失败后，党内出现要求进一步开放候选人选拔程序的呼声。有建议提议，工党可采用开放预选方式，让登记的政党支持者甚至是社会大众参与到政党议员候选人选拔中来。他们认为，在那些党员队伍因萎缩、老化和失去代表性而日渐难以提供资源来支撑工党存在的地区，开放式预选能使工党重新找回与失去的选民和社区的联系，如参与2010年工党领袖竞选的影子内阁阁员戴维·米利班德以及工党党内的压力集团“进步”即持上述主张。（注：“进步”是1996年创立的党内压力集团，旨在推动面向21世纪的激进和进步政治的发展。）对此，工党领导层作出回应。2011年的工党年会通过一系列改革，其中一项改革措施即是创立支持者网络，该网络由同情工党但不愿马上加入工党的公众群体组成，这一群体将参与工党的某些活动，但在目前阶段，工党还未允许他们参与议员候选人选拔。不过，工党同意，登记的支持者可参与未来的领袖选举。工党领袖由议员、选区党员和附属工会会员三部分组建的选举团选举产生，三部分各占三分之一比例的投票份额。工党规定，在开始时，工党从三部分各抽出1%的投票权给登记的支持者，如登记的支持者数量达到至少5万人后，那上述新制度便开始运行。如登记支持者的数量持续增加，其在领袖选举中享有的投票权最大可增至10%。这项针对领袖选举领域的改革虽然只是小改动，但它为未来更加激进的议员预选改革创造了条件。（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28.）

（二）引入旨在提高政党代表性的女性配额制。1987年工党引入缩减名单女性配额制。该制度规定，只要有女性被提名，至少须有一位女性进入缩减名单。如果按照常规程序，没有一位女性出现在选区执行委员会提出的缩减名单上，那排在名单上的最后一人退出，执行委员会投票决定在被提名的女性中谁应进入缩减名单。（注：Pippa Norris and Joni Lovenduski，Political Recruitment：Gender，Race and Class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72.）

由于缩减名单配额制对于促进女性当选议员候选人和议员的作用有限，为进一步推动女性当选，1993年工党年会通过一项政策，要求在半数工党议员退休的选区以及半数工党最能赢得席位的选区，实行全为女性的议员候选人缩减名单，也即名单所列人选全部是女性。（注：Sefakor Ashiagbor，Selecting Candidates for Legislative Office，Washington：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2008，p.52.）该项政策的出台可以说是工党为赢得下届大选胜利而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在自1945年以来英国举行的每次大选中，大多数女性选民投票支持的是保守党，而且，女性选民在1992年大选中对保守党的支持被证明是导致工党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工党推出女性配额制，目的在于改善工党在女性选民中的形象，进而争取她们的选举支持。

不过，该项政策在党内引发了争议甚至反对，工党的两名男性申请人以该项政策使其丧失就业机会为由，成功上诉到就业法庭，法庭作出判决，工党推出的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违反了1975年的《性别歧视法案》。受此判决影响，1996年1月，工党放弃了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政策，但在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基础上已当选为议员候选人的女性被允许保留她们的位置。

由于工党推行女性配额制，在1997年大选中，工党的当选议员候选人中有不少是女性，相应地，英国议会中女性议员的比例也得到提高。在1993—1996年间，工党通过为女性的缩减名单选拔的女性议员候选人共38人，其中35人在1997年大选中当选议员。此外，通过其他选拔程序当选的女性议员候选人中，有30名当选议员。结果，工党的女性议员数量从1992年大选时的37名，增至101名。（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29.）在女性代表权方面，英国长期落后于其他欧盟国家，在1992年大选时，女性议员比例仅为9.2%，但到1997年大选，则迅速蹿升至18%，这是英国政党在提升女性代表性方面所做努力的结果。（注：Sefakor Ashiagbor，Selecting Candidates for Legislative Office，Washington：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2008，p.52.）

1997大选后，因遭遇反对，工党重新回到类似于1987—1992年间的做法。在1997—2001年的议员候选人选拔过程中，工党实行候选人缩减名单中男女数量等同的政策，同时作出规定，如果有来自亚裔和少数族群的申请人，至少须有一人进入缩减名单。这些相对保守的配额制产生了一定效果，但效果不大。当选议员的少数族群候选人数量略微上升，从9人增至12人，在工党议员退休后实行新配额制的37个选区，只有4名女性当选议员。（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29.）从选拔结果看，如果没有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的帮助，女性申请人很难在可以赢得席位的选区当选为议员候选人，这也反映出工党党员对女性申请人所持的不信任态度。

2002年在工党政府的推动下，议会通过《性别歧视法案》。该法案对1975年的《性别歧视法案》作了修订，给予了政党运用全为女性缩减名单的自由。《性别歧视法案》通过后，工党立即重新采用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全国执委会于2002年1月作出决定，政党的“长期目标是使男女代表比例达到50∶50；我们现在需要把女性代表在25%以下的地区作为目标；这些地区应该最终达到不少于35%……全国执委会将被给予对现在和以后的选拔进行干预的权力，以确保取得进展”。全国执委会还决定，为促进这一女性化过程，以后退休的议员，即2002年12月后宣布退休的议员，将自动被全为女性的名单取代，不过，全国执委会有权批准在特殊情况下不执行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注：Dennis Kavanagh and David Butler，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2005，2005，pp.151—152.）从上述决定可以看出，工党已把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作为实现议员性别平等的最重要途径。

在2005年大选中，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的运用提高了工党女性议员的当选数量。在工党新当选的40位议员中，有26人为女性，所占比例近三分之二，其中23人来自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事实上，在退休的工党议员被新候选人取代的48个议席中，有33个是女性，其中30个是来自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但在大选中其中的7个议席丢失了。（注：Ibid.，p.153.）工党议员中女性比例在2005年大选中创下了27%的新高。（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30.）

工党政府虽然通过议会立法的形式将实行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的行动合法化，但争议在工党内部仍然存在，在有的选区争议尤为明显，例如，在实行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的一个选区，工党的一位积极分子因无法竞争政党候选人的职位而选择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并最终击败工党的女性候选人。（注：Ibid.，p.30.）

在2005年大选中，工党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的运用提高了女性议员的当选数量。在2010年大选中，工党女性议员的比例又创下了31%的新高，但仍未达到工党所宣称的到2010年时应达到的40%的目标。（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30.）其原因之一在于，在未运用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的选区，女性申请人当选的比例非常低，特别是在安全选区。例如，2010年大选前有95个工党议员退休的选区，其中有43个运用了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在其余52个没有运用该名单的选区，仅有4名女性申请人当选为议员候选人。（注：Ibid.，p.30.）

近3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工党将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运用于最有可能赢得席位的选区，导致女性成功当选议员的比例很高。在1983—1992年，女性议员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明显小于男性候选人，例如，在1992年，只有27%的女性议员候选人成为议员，男性的比例则是43%，但在引入全为女性的缩减名单后，女性候选人的成功率现在已与男性候选人相类似。在2010年，42%的女性候选人成为议员，男性比例则为40%。（注：Ibid.，p.30.）

相形之下，工党对少数族群代表权问题的重视不如对女性代表权的重视。工党目前没有正式的关于全为少数族群的缩减名单，但在2005年曾在一个选区运用过少数族群的缩减名单（名单由两男两女组成），以产生取代退休的工党议员的候选人。在2010年大选中，工党的少数族群议员从13人增加到16人，占工党议员比例的6%。目前，工党少数族群议员的比例为英国各党之首，但与少数族群在英国人口中所占的13%的比重相比仍有距离。（注：Ibid.，p.30.）

工党议员具有较强的社会代表性，它不仅拥有较多的女性和少数族群议员，而且，议员的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也比较多元，它不仅有来自社会上层的议员，还有很多是来自社会中下层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以2005年大选为例，工党议员中有10%是体力劳动者，保守党的这一比例为1%；工党议员中有7%来自商界，保守党的比例则为38%；工党议员中有64%是大学毕业，保守党的比例则为81%。（注：Dennis Kavanagh and David Butler，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2005，2005，pp.164—165.）

（三）加强中央组织的控制。1993年，工党废除了原先的各类名单，将之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全国核准名单，想进入全国核准名单的申请人必须通过全国执委会面试才能进入名单。选区工党有不在全国核准名单上选择候选人的自由，但是，如果选区工党选择了不在全国核准名单上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必须接受全国执委会的面试，通过面试者方能被批准当选。中央制定全国核准名单，在选拔的最初阶段就介入其中，可有效避免全国执委会最后阶段否决地方选区政党所选择的候选人而引发的冲突。工党还成立了专门的全国执委会补选小组，该小组绕过通常的选拔程序，对申请人进行面试，然后向选区组织提供缩减名单，如果有必要的话，有权把候选人直接强加给选区组织。

2001年，全国执委会再次进行改革，引入针对申请人的专业化培训和评估程序，提高选拔过程的专业化程度，经全国执委会评估过关的申请人被放入全国议员小组中，一旦进入该小组，申请人可申请参与所有公开的候选人选拔竞争。根据新的评估程序，由4人组成的选拔小组负责评估，小组成员包括一名全国执委会成员、一名地区执委会成员、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党员以及一名独立评估人。先是由两名评估人对申请人进行盲评打分，根据一套打分标准，达到最低分数者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申请人必须完成20分钟的面试，最后是进行写作方面的测试。申请人在上述三阶段的表现决定了他能否进入全国议员小组。选区工党保留提名不在小组名单上的候选人的权利，但这些候选人当选后必须得到全国执委会的批准。（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31.）

上述举措加强了中央控制，此外，工党还实行了一项举措，也有利于加强中央的影响力。工党在1980年在左翼推动下曾采用现任议员重选制，扩大了选区对候选人选拔的控制，但在1990年，工党年会决定把“触发机制”引入现任议员重选程序，即从1993年起，获得总提名数三分之二的现任议员无需选区组织通过投票决定，自动当选为该选区的下届议员候选人，到1999年，现任议员自动当选的总提名数被削减至50%，被称之为“肯定性提名”。（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p.119.）这一变动削弱了选区的权力，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工党采取的上述加强中央控制的措施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工党要推行配额制，需要中央的权限推动；为使中央中意的人选当选，中央也需要有特殊权力等。

不过，2010年大选后，工党又出现新的改革动态，它暂时停用了全国议员小组制度，推出对候选人选拔程序的试点改革，试点改革建立在自我提名和地方选拔的原则上，扩大了被提名者的范围，地方党组织的权限有所扩大，中央权限有所回缩。这与工党大选失败有关，工党希望扩大地方自主权，激活地方党组织对大选的热情，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成为候选人。工党宣布，改革会在26个选区实施，这些选区的候选人选拔完成后，工党将对试点改革进行评估，同时，将对现有的候选人选拔程序进行重新审议。（注：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31.）工党出现的上述新动态，与党内斗争也有关，工党自2010年大选败选后，党内左翼力量有所回升，左翼认为议员应向基层组织负责，因此，应扩大选区组织的自主权，工党的上述回缩是左翼推动的结果。

（四）引入保证选拔过程公平的规定。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119；Rhys Williams and Akash Paul，Party People，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1，pp.31—32，47.）：

第一，限制工会对议员候选人在大选中的经费资助。过去，工会对议员候选人的资助包括为其中意的候选人提供参与英国大选的竞选经费，如果该候选人当选议员，工会还会给予选区工党和候选人本人进一步的补助。1995年工党规定，不再允许工会对议员候选人进行直接资助，但允许工会对选区的“发展计划”提供资助，上述规定削弱了工会对工党大选的影响力，进而削弱了它对党内选拔的影响力以及参选人因工会支持所享有的党内竞争优势，有助于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党内环境。

第二，对党内竞选施加管制。在2010年前的候选人选拔中，工党对进入缩减名单的参选人的竞选活动不设花费限制，结果，在2010年大选前的党内议员候选人选拔中，参选人的平均竞选花费为90英镑，但有的参选人的花费却达4000英镑，这些成功的参选人很多是得到了工会的支持。在2010年，在工党的安全选区，有71%的成功当选为议员候选人的参选人得到工会的财政支持，之后，工党对参选人的竞选开支进行封顶，规定参选人只能花费用于制作三件用来宣传的印刷品的费用，而不能有别的花费。继前述限制工会在大选中的影响力之后，工党又通过限制党内竞选活动的资助，来限制工会在党内选拔中发挥影响，并以此帮助那些来自代表性不足的群体的候选人能与有着更好的财政手段和工会支持的对手进行公平的党内竞争。

第三，选区选拔委员会须做到性别平衡，反映该选区的多样性。

第四，在宗教、种族、性别、同性恋、残疾、婚姻家庭等方面，不因对参选人在上述方面出现问题而予以歧视。

第五，2011年工党引入“未来候选人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政党未来发展培育多元化的备用人才，以使地方党员可从中选择下届大选的议员候选人。该计划的重点是培养那些想成为议员候选人的人在选区有效开展竞选活动的能力，参与计划的人员会有一个经验丰富、可资信赖的顾问，给予其建议、指导和训练，工党将这一计划作为与配额制相配合的提高政党代表性的重要举措。

总的来看，工党对议员候选人的改革一方面重视扩大党内参与、重视提高政党代表性，另一方面重视中央对选区的控制，重视推进选拔过程的公平。工党改革受到多重力量的推动，例如，党内左右两翼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竞争对手保守党所进行的民主化改革带来的竞争压力；工党大选失败的刺激以及其他国家如意大利、法国等国政党的改革经验等，都对工党产生影响。改革后，党内选拔权出现再分配，权力呈现上升和下移的趋势，中央和基层党员的权限得以扩大，选区党组织以及工会的影响力下降，这一方面防止了左翼支持的参选人当选，另一方面选拔程序变得比以往民主开放，也改善了政党的形象。对未来工党发展来看，如何把对选拔过程的参与扩大到范围更为广泛的公众？如何吸引更多的人才成为工党的候选人？如何激发选区组织在选拔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何避免选拔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这些都是下一步改革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多维透视

在英国议会制政体下，政党领袖和议员对政党影响极大，因此，领袖和议员候选人选拔是政党极为重视的人事事务。在这方面，保守党和工党的领袖和议员候选人选拔制度都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演变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党内选举民主在不断发展中，此外，其他民主形式如代表制民主也在发展。实际上，不仅英国政党重视发展民主，当今西方国家很多政党对民主都十分重视，发展民主成为潮流。本节拟超越英国，从更广泛的视角对西方政党整体做一审视，涉及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发展历程、民主所呈现的一致与差异、民主的功能及发展限度等问题，从上述比较研究中也可以更好地观察英国政党的民主发展趋势。

一、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历史考察

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综观其发展历程，可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党内无民主时期、党内民主产生时期、党内民主发展时期以及党内民主进一步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17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30年代，属于党内无民主时期。这一时期的西方政党普遍是干部党类型，由政治精英组建而成，组织结构是一种松散联合的结构。政治精英联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合作，充分利用各自掌握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来争取选票。政党党务由精英通过会议协商决定，政党没有民主意义上的选举和决策。除了精英外，政党没有正式成员，没有作为党内民主基本要素的党员概念。这种状况与当时选举权仅局限在少数人手中很有关系。在这段时期，西方国家的整体情况是有政党存在、但政党内部无民主。

第二个时期是从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末，是党内民主产生时期。这一时期开始有政党内部出现代表制民主，主要表现形式是重视党员权利，政党开始召开全国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党务。导致西方政党党内出现民主的主要原因是新型政党的产生。这一时期在欧洲很多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出现社会主义类型的政党，这类政党后演变为社会党，也有称社会民主党、工党或工人党等，如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及英国工党等，它们属于政治光谱中的左翼政党，目前已是左右西方政坛的两大势力之一。

与传统的干部党不同，社会党是群众性政党。区分群众党和干部党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政党对党员的态度，干部党不致力于吸收党员，群众党的主要目标之一则是吸收党员，扩充党员队伍。社会党被普遍认为是西方政党中最早出现的群众党，可以说，党员概念是伴随社会党的产生而出现的。社会党重视党员权利，并通过党章对之做出正式规定，加以保障，社会党还普遍把党员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内最高权力机关，这是党员行使权利最重要的机构，是党内间接民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代表大会有权决定政党的党章和党纲，有权决定政党领导机构，对于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政策和指示，政党必须遵行。这样，伴随新型政党的产生，西方政党党内随之出现民主。

第三个时期是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这一时期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仍以代表制民主为主，但在一些党内，开始出现直接民主形式。例如，在20世纪初，美国政党开始推行党内预选，即由党员直接投票选举政党的公职候选人，如国会议员候选人、总统候选人，到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做法逐渐扩展到美国大多数州。在欧洲国家，有些政党也开始运用直接民主形式。

导致这一时期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出现新发展形式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开始运用法律来管制政党党内事务。第一波法律管制出现在20世纪初的美国和少数北欧国家。例如，美国在20世纪初兴起进步主义运动，其主旨之一是限制政党权力，清除政党分赃。在进步主义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开始运用法律干预政党党务，有的州以法律规定，总统选举之外的政党公职候选人须经预选产生；有的州法律还要求政党总统候选人也须经预选产生，这样，之前由政党领导人和政党组织决定公职候选人的做法开始发生变化，党内直接民主得以发展。再如挪威，挪威于1920年出台了提名法案，规定如果选区的政党议员候选人名单由每个选区的政党代表大会决定，那么，召开大会花费的费用由国家进行补贴。显然，提名法的目的是希望推动政党以民主方式产生本党公职候选人。1917年的芬兰宪法也规定，任何合法存在的政党都必须实行党内民主。西方国家对政党的第二波法律管制行动出现在二战结束后，二战后，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开始运用法律要求政党实行党内民主。

除了法律管制外，推动这一时期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发展的另一种因素是政党竞争。在左翼政党带来的竞争压力下，许多右翼政党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实行民主。实际上，在前一时期即党内民主产生时期，伴随享有选举权的人群范围逐渐扩大，以吸收党员为目标之一的群众性政党社会党的产生，已经使右翼政党面临竞争的压力。这迫使一些右翼政党也开始吸收党员，政党呈现出群众党的部分特征，不过，在那一时期的右翼政党内部，精英仍牢固掌握着政党权力，不允许普通党员影响党务。二战结束后，伴随左翼政党力量壮大，右翼面临的竞争压力加大，拥有大规模的党员队伍对政党的重要性日渐增加。另一方面，伴随社会大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党员对党内政治的参与诉求也日渐高涨。受到整个西方社会民主化潮流的影响，一些右翼政党改变了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开始实施某种程度的党内民主，例如，英国保守党改变了1965年之前由少数高层人物通过秘密协商方式产生领袖的做法，下放权力给议会党团，领袖由本党下院议员投票选出。

此外，合法性的需要也是这一时期党内民主发展的另一推动力。在社会大众的民主意识日渐增强的大环境下，政党自身的权力运行状况会影响民众对政党的看法，例如，如果政党在本党公职候选人产生程序方面被认为存在明显的不公正或者不民主，那其产生的候选人的合法性和权威会受到质疑，质疑之声无疑会影响党员和选民对该候选人的认可和支持度，典型如1968年的美国民主党。民主党在1968年提名时任副总统的休伯特·汉弗莱为总统候选人，汉弗莱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有资格竞争美国总统的政治家之一，但他未参加党内任何预选，因而被很多人认为是强加给政党，这在党内引发很大争议，严重影响了他的选举前途，结果，汉弗莱在大选中败给共和党的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这次事件推动预选的扩展运用，改变了由政党领导人和政党组织控制提名的情况，预选成为美国政党选择总统候选人的主导方式，参与预选的党员和选民成为其中的决定性力量。总的来看，在这一时期，那种要求更广泛参与党内政治的呼声逐渐高涨，西方政党普遍面临发展民主的压力。

第四时期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是党内民主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第一，直接民主形式在党内事务中的运用逐渐增加。第二，政党重视党内分权，给予各级组织的权限逐渐扩大。第三，重视在党内各群体之间平权，特别是重视提高女性的代表性。第四，党内民主呈现出与党外民主相结合的特点，例如，美国很多州实行的“开门预选”，即政党在对本党公职候选人的选拔中，不仅党员可以参与投票，非党员也可以参与投票，体现了党内民主与国家民主的结合。在欧洲，两者的结合体现出与美国不同的特点，欧洲一些国家的选举制度实行政党名单制，简而言之，就是选民在大选投票时，在选择名单上的政党的同时，也同时选择名单上所列的政党候选人，这意味着选民也参与了政党内部对本党候选人的提名。

与美国类似，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党也开始扩大党内选举的参与范围，允许非党员参与政党议员候选人、总统候选人的选拔。在此，可以法国社会党为例来做一说明。

现任法国总统、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当年就是由政党党员和非党员共同选举产生的政党参与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注：为应对2012年大选，法国社会党与左翼激进党结成联盟，联合选出一名总统候选人，采用的便是开放预选方式。）社会党是法国最大的左翼政党，但在2012年大选前，社会党经历了连续的总统选举失败，党内处于混乱和危机状态，领袖缺少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政党希望找到一个能消弭党内冲突、实现政党和解和团结的总统候选人，以摆脱连续选举失败带来的危机状态。为此，社会党改革总统候选人选拔机制，推出了开放式预选，允许非党员参与投票选择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具体来看，法国社会党对于参与本党预选的非党员提出的要求如下：必须事先进行选举登记；至少交纳一欧元的费用，用于选举过程所需要的花费，此花费主要是用于在全国各地建立9千多个投票站以及购买核对投票结果的昂贵的电子仪器；必须署名接受左翼的基本价值，即“承诺致力于实现左翼和共和国的价值以及一个自由、平等、友爱、世俗主义、正义、团结的进步社会的蓝图”。社会党之所以把接受左翼基本价值作为选民参与政党预选投票的前提条件之一，目的是为了防止政党的反对者利用预选投票权来搅乱选举，例如，通过支持极端的或不受民众欢迎的参选人当选，而使社会党在总统选举中处于不利境地。

对于参与投票的选民的年龄，社会党做出规定，选民必须在总统投票日时满18岁，不过，15岁以上的社会党党员、青年团员也有投票权。投票人必须在投票日当天亲自到投票站投票，不允许邮寄投票，这一规定提高了选民参与投票的成本，不利于更大范围的人群参与预选，不过，这样做也使他们的参与更加深入。此外，为了保护投票人的个人隐私，社会党没有建立一个参与预选投票的人员名单，并在投票结束后销毁所有的选票登记名单。

至于参选人，社会党对于参与本党总统候选人竞争的参选人的资格有如下规定，参选人必须得到政党国会议员、政党全国执行理事会成员、地区议员等五部分政党高层群体各5%的比例支持。投票采取两轮多数选举制，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参选人当选，如果没有参选人获得过半数选票，得票排名前两位的参选人进入第二轮，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最多者当选。社会党建立独立的选举管理机构，负责登记选民、监督选举以及宣布选举结果等工作。社会党将上述经过改革后的规则运用于推选参加2012年的总统候选人，结果，在经过两轮选举后，奥朗德当选为总统候选人，其后他在法国总统选举中获得胜利。

总的来看，法国社会党这次通过开放预选产生总统候选人的尝试比较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财政方面，政党通过预选共筹集到500万欧元的资金，在安排预选时花掉了350万欧元，还盈余150万欧元。（注：Marino De Luca，“The Process of Primaries in Italy and France，Candidates and Voters”，http：//www.afsp.info/programmes/paristurin/070213/deluca.pdf.）二是吸引了社会大众和媒体的关注。对于社会党开展的党内预选，新闻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超过500万人观看了参选人的电视辩论赛，这样的媒体曝光率在大选前的准备阶段对社会党的形象产生了积极影响。三是吸引了大量选民参与党内投票。社会党的党员数量约有20万左右，其中，大多数党员参与了预选。不过，占据投票主体的不是党员，而是非党员，非党员比例超过90%。从总的参与人数来看，参与预选投票的人数占法国选民的6%左右，在第一轮选举中，具体投票人数是265万8千余人，在第二轮选举中，具体投票人数是284万余人。（注：Ibid.）

对于采纳开放预选，法国社会党认为，与相对封闭的预选相比，允许非党员参与的开放预选有助于帮助社会党选出对选民而言更具有个人魅力的候选人，如果社会党改而采用开放式预选方式选拔本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么此候选人当选法国总统的可能性会提高。社会党还认为，开放预选在参与人群的包容性和竞选运动的开展等方面，类似于全国性的大选，因此，对大选的参选人也是一种事先的演习，可以帮助他们为大选做好准备，提升竞争力。此外，社会党还认为，鉴于政治人物愈来愈受到大众选民和媒体的关注，因此，实行开放预选，也可以更好地回应“政治个人化”的要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原来党员独自享有选举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权利，现在若转而推行开放预选，允许非党员参与投票，选举权由党员和非党员共享，从党员权利的角度看，这削弱了党员资格所赋予的党员的特别权利，从而降低了入党价值。因此，对于政党是否改变总统候选人选拔方式，社会党将决定权交给党员，由党员投票决定。结果，根据投票统计，共有9万余名党员也即近46%的党员参加了投票，其中，超过68%的党员同意实行开放预选，超过70%的党员同意社会党与和他愿意参加预选的左翼政党一起组织预选，推选共同的总统候选人。（注：社会党：《2009年10月1日咨询党员的结果》，http：//www.parti socialiste.fr/。转引自陈露：《法国社会党的领袖危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1期。）这样，社会党通过事先征询党员对预选的意见，达成一致后再推行预选，减少了预选带来的不利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西方政党党内民主获得上述进一步发展，从推动其发展的动力来看，主要动力之一仍是政党竞争，不过，除了传统左右两翼大党之间的竞争外，绿党在这一时期的崛起为其他政党带来了全方位挑战。绿党是新型政党，其所采纳的很有特色的党内民主模式对其他政党发展民主起到推动作用，对此，可做较细致分析。

自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相继成立绿党。绿党信奉并力图实践一种不同于传统政党的“新政治”，这一“新政治”不仅体现在它奉行的生态主义政治观上，而且也体现在其采纳的党内民主模式上，尽管各国绿党实行民主的措施有差异，但整体来看，绿党在发展的初期，其党内民主称得上是一种基层参与型模式，这一模式以直接民主、分权、非职业化为主要内容，同时辅以官员的轮换制、任期制以及男女比例制。

直接民主是绿党基层参与型民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传统左右两翼大党以代表制民主作为党内民主的基本架构不同，在初期，绿党以直接民主作为组织运行的主要途径。直接民主的表现形式是政党会议，初期的政党会议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政党在中央、地区及地方等各层面的会议不仅对普通党员开放，而且对作为政党支持者的非党员开放，有些绿党甚至对广大公众开放。绿党广泛利用政党会议来决策及任命各级官员，普通党员不仅可以自由参与会议、参与政策讨论，通过投票进行决策，而且还有权参与绿党官员和绿党的国家公职候选人选举。

分权是绿党党内民主的另一重要内容，这一分权与传统政党的集权形成较鲜明的对照。绿党的分权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纵向上清晰划分中央、地区和地方三层组织各自的活动范围，地方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可以不受干扰地规划自身活动。二是在横向上，绿党在议会外党组织、本党议会党团和政府内阁间就人事和决策进行分权，党员不能同时兼任政党党内职位和议员（内阁）职位；决策主要由议会党团而不是由内阁阁员负责，后者主要负责政策执行。三是在领导机构内部，政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不设主席职务，实行集体领导。

非职业化是绿党和传统政党的又一差别。绿党党内各级官员是业余兼职而非职业政治家，不从政党领取工作薪水；党内官员在当选议员后，需要将议员薪水中超出原职业工资额的部分上缴为党费。绿党期望通过非职业化防止党员受到权力腐蚀而变质，使党员真正把从事政治活动作为实现自身理想的手段，而非为个人谋取利益。此外，政党官员的业余性质为广大普通党员参与党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除了上述措施外，在官员任期轮换等方面的规定也是绿党党内民主的特色。所谓官员轮换制，主要指议员实行中期轮换；所谓官员任期制，是指党的领导职务任期通常不超过2届；官员男女比例制则指绿党通常规定官员中女性至少应占半数。

从上述各项措施可看出，绿党在组织建设中贯穿着一种民主精神，它以“基层民主”为取向，重视普通党员参与，通过直接民主和纵向分权力图最大程度地实现基层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同时辅以横向分权、机构内分权、非职业化等手段来限制权力和防范权力的滥用，避免出现官员和党组织脱离基层的发展倾向。

绿党在发展的初期之所以形成以广泛参与为取向的民主模式，深受其政党价值的影响，同时也与它脱胎于新社会运动有关。政党价值在塑造政党组织特性方面通常会起着重要作用，这在绿党身上体现得很明显。绿党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基层民主，绿党认为，为了推动基层民主在全社会的实现，倡导基层民主的绿党应在自身的组织活动中彻底实践基层民主。同时，绿党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社会运动基础之上产生的，由绿色团体组建而成，新社会运动松散的组织传统、群众性的广泛参与、运动型的活动特点自然对绿党产生影响。此外，绿党党员的构成主要是青年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间阶层，强调普遍参与也符合他们对组织的要求。

绿党自成立后，其选举支持率快速上升，先后进入地方及中央政府，成为西方政坛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绿党崛起时，正值西方社会对传统大党缺乏活力与开放性的组织模式持批评态度、民众对传统政治日渐冷淡之时，因此，绿党所实行的基层参与型民主模式挑战了传统政党的组织结构和党内运行原则，它具有激进民主风格的党内民主模式受到赞誉，吸引了大众的参与和社会关注。绿党的崛起给传统大党带来严峻的压力，它推动其他政党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如扩展直接民主形式的运用，关注女性党员的权利等，尤其是在绿党势力扩展迅速的国家，如德国，绿党使同为左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倍感压力，社民党为此做出回应，尤其在男女党员平权方面，社民党改革幅度较大，以使自己看起来也像绿党那样是一个“妇女友好型”政党，以与绿党争夺女性选举支持力量。

不过，需要一提的是，伴随绿党势力的快速发展，它在有些国家逐渐进入中央政权，成为执政的联合伙伴，它的基层民主型发展模式暴露出一些问题。就决策而言，普通党员广泛参与决策虽然赋予决策以合法性，但是，一则普通党员缺乏足够的信息储备、丰富的政治经验及专业分析能力；二则决策参与人数过多，决策过程反复讨论，力求一致，导致决策时间过长；此外，党员对决策的广泛参与制约了党内领导层及议会党团的决策空间，相比政党领导层普遍具有的关注民意舆论、关注现实政治发展的实用主义特性，普通党员的政治倾向则相对激进，政治主张也较理想化，这一定程度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在分权和有关官员的规定方面，绿党面临的问题是，随着绿党日渐成为执政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地方活动为基础而设计的组织框架不利于绿党中央对组织的全局谋划，削弱了政党整体行动能力；绿党的集体领导制模糊了个人形象，与现代媒体社会通过领袖人物塑造政党形象和传达政治理念的媒体运作相冲突；政党职位与议员职位相分离，既增加了机构之间的摩擦，产生协调行动问题，也使议会与政府中的党员缺乏足够的自治权；决策主要由议会党团而不是由内阁阁员负责，削弱了联盟政治中绿党阁员的可信度。此外，随着绿党在各级议会与政府中任职人数的大量增加，非职业化与轮换制使政党无法找到足够多的合格人才为政党工作。

绿党遭遇的组织困境引发了党内争论，即当政党“新政治”的组织风格与政党选举竞争的执政追求出现矛盾时，应如何协调两者关系？在争论过程中，那种主张淡化激进色彩，适应现实政治的现实主义观点日渐占据主导，推动绿党开启了旨在有效参与现实政治的组织调整，例如，逐渐限制直接民主而扩大间接民主；扩大党代会的权力；限制非党员对党务的参与；政党执行委员会与议会党团设立主席职务；政党官员专职化；扩大阁员权力等。绿党的回缩很大程度上与执政对政党的要求有关。不过，整体来看，目前绿党的民主程度仍较很多其他类型的政党为高，它在党内民主方面仍是推动其他政党发展民主的动力之一。

除了党际竞争之外，法律管制仍是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动力。第三波法律管制浪潮出现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在这一时期，运用法律规范政党党务的做法继续扩展，例如，比利时、法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国采纳了上述方式。此外，传统政党政治在这一时期遭遇的危机也推动了政党民主的发展。伴随西方社会的复杂发展，执政党面临大量从未遇到的问题，因对很多问题未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致使党员和民众对政党的不满情绪增加，他们希望通过扩大党内参与来影响政党决策，推进政党改变。这也推动传统大党通过发展民主来激发活力，增强吸引力和合法性。这一时期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也为政党发展民主提供了便利条件。

总的来看，观察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历程，可发现其发展明显呈现出一种渐进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实行党内民主的政党呈现日渐增多的趋势，最初仅有部分政党实行，逐渐地大多数政党开始重视发展民主，且这一扩散过程明显表现出与政党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特点，即左翼政党最早实行，其后向右翼政党蔓延。其次，除了少数政党外，多数政党经历了一个从代表制民主向直接民主、从多数民主向重视保护弱势群体方向渐进发展的过程，民主程度渐次加深，享有民主权利的党员范围逐渐广泛。

除了呈现渐进发展的特征外，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发展还表现出某种与国家民主发展的同步性特征。观察党内民主产生发展的几个阶段可看到，在有限选举权时期，即根据财产、地位等状况享有选举权的时期，西方国家有政党，但党内无民主；伴随享有选举权的人群范围扩大至成年男性白人，左翼群众党内开始出现民主；伴随选举权普及至女性、非白人等群体以及伴随民主政体在二战后德国等国家的重建，党内民主经历了一次发展高潮；此后，伴随民众对传统政党政治的不信任，直接民主在国家层面的运用日渐增多，国家宪法和法律也逐渐强调女性、少数族群的代表权原则，与之相应地，直接民主和政党群体代表性问题也逐渐为政党关注。由是观之，国家民主的前进或后退无疑影响着党内民主，后者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前者相互呼应。关于国家民主对党内民主的辐射作用，著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Duverger）有过论述，他说：“政党是在政治领域中运行，而在政治领域又经常援引民主的理论，政党因此更需要关注民主问题。有关合法性的信念是普遍存在的，它对所有的社会团体都适用，尤其是直接适用于国家、国家机构以及围绕着国家的组织……政党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架构内运行的，它是致力招纳广大群众加入的，而广大群众都认为只有民主性质的权力才是合法的。因此，政党都要非常小心谨慎地让自己拥有一个民主的外表。”（注：莫里斯·迪韦尔热：《政党概论》，雷竞璇译，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20页。）

如果说发展的渐进性、与国家民主发展的同步性是对大趋势的一种描述，那从具体举措看，各党有趋同之处，也有不同。如前文所述，各国社会发展大趋势的相似性、政党面临同样的选举竞争压力以及国家法律的管制，使政党采纳的很多举措较为类似，如重视人事推免和政策制定的民主性，重视对党内官员和政党公职人员的监督，重视党员参与，关注党内弱势群体的权利等。但是，政党间也有不同，具体做法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如或强调组织分权，或强调个体党员参与，或重视选举民主，或重视女性权利等。一致中有差异，可以说是西方政党呈现的另一特点。

二、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基本特征

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普选制以及其他民主制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西方各国民主政治的确立及大众民主意识的增强，政党内部的民主状况逐渐成为影响选民是否加入政党、是否支持政党的一种重要因素，这使西方政党逐渐重视内部民主建设。目前，西方多数政党均已建立起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权力运行机制，这一机制以选举、监督、党员参与为主要内容，以制度化保障民主的操作实施。从整体来看，西方政党党内民主表现出以下主要特征：

（一）以选举的方式产生党内重要官员如政党领袖以及本党国家公职候选人如总统候选人以及议员候选人，是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主要特征。从西方政党整体发展来看，早期那种封闭集权的方式，即不经选举而由党内少数高层人物来决定党内官员以及政党国家公职候选人的做法，目前已不多见。政党将选择权逐渐下放，整体上民主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以领袖选举为例，早期，决定人选的权力一般掌握在政党高层手中，或由现任领袖一人决定；其后，权力逐渐扩展至党内精英群体，如由本党国会党团决定，或扩展至议会外党组织，如由政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如今，不少政党已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例如，英国保守党领袖最初由党内少数高层人物秘密商定，后改为由本党全体下院议员以投票方式产生，再后则允许全体党员参与投票。西方政党的党内官员和公职候选人逐渐由竞争性的选举产生，且选举定期举行，享有选举权的人群范围扩大，有些政党如美国政党甚至允许非党员参与投票，同时对参选人员的限制也有所减弱。

从整体看，西方政党对选择权的下放经历了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渐进发展民主可使政党避免剧烈动荡，在变化中保持稳定。而且，从党员自身来看，党员数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其在参与过程中提出的要求和采取的行动可能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党的目标相冲突，会给政党带来一些风险。因此，赋予党员直接决定党务的权利，政党还需要考虑党员权利行使的质量问题。也因此，西方政党普遍对党员参与施加引导和控制，通过各种设计尽可能过滤掉风险因素，打造一种可控民主，其主要做法如下：

第一，规定被选举人和选举人的准入资格。从被选举人看，政党确立的议员候选人资格标准一般涉及以下几方面：申请参选者须是党员且达到规定的最低年限；申请者没有被开除出党的历史；申请者交纳党费，且履行对政党财政的义务；申请者在所在选区参加了规定数量的集会；申请者须得到规定数量的党员签名支持；申请者须在所在选区居住达到规定年限；申请者没有犯罪记录等。至于领袖候选人，政党确立的资格标准一般高于议员候选人，例如，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均规定，领袖候选人必须是本党下院议员。从选举人看，有的政党会规定选举人的准入资格，例如，英国工党规定，只有那些在全国党员名单中有记录且未被取消资格的个体党员、只有那些缴纳政治基金且声明支持工党而不支持其他党的工会会员（集体党员）有权参与领袖选举，其意在维护政党的同一性，避免出现“瞬间党员”。

第二，通过组织筛选，限定党员投票对象范围。竞争是民主的应有之义，发展民主必然带来竞争，但是，大范围、过度的党内竞争会消耗政党大量资源，还有可能破坏团结，引发冲突和分裂。因此，有些政党通过组织筛选程序，挑选出优秀的、数量合理的竞争者，供党员投票决定。这既将竞争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又满足了党员的参与需求，党组织选前又进行了把关，以确保当选者符合组织的要求。那种由政党中央组织确定候选人名单，选区组织从中选择的做法，是比较典型的组织筛选模式。

第三，设计党员投票权重，限制党员的影响力。例如，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经党内预选产生，其中，党员（及非党员）占80%票额，包括总统和副总统（如果有的话）、全国委员会成员、参众两院议员、州长等在内的“超级代表”占20%票额。再如，英国工党党员在领袖选举中占三分之二票额，议员占三分之一票额。因超级代表和议员的人数很少，因而其每张票的分量远大于党员，政党以此限制党员的影响力。

第四，对党员投票产生的人选，政党有批准权和处置权。例如，芬兰选举法规定，政党对党员投票产生的议员候选人有权更换其中四分之一的人选。再如，英国工党规定，只有经工党全国执委会批准，议员候选人遴选过程才可视为完成，对选区党员投票产生的候选人，执委会可否决之，并有权指派给选区另一人。再如，英国保守党规定，如有15%的本党下院议员签名支持，可对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的现任领袖提起“不信任投票”，若领袖未通过，则被免职。赋予中央以批准权和处置权，目的在于修正党员的选择，因运用该权力有时会引发冲突，因此，政党对该权力的运用很谨慎，通常其威慑价值大于实用价值。

总的来看，西方政党在党内选举领域，一方面扩大参与，另一方面又施加控制，目的在于既满足党员参与要求，又控制党员参与结果，做到由党内民主产生的人选负有双重责任，既向上对组织负责，又向下对党员负责。不过，无论事先如何设计，选举民主在实践过程中仍有可能出现未曾预料的问题和风险，而政党基于风险最小化进行的导控，也可能出现偏左或偏右的问题，因此需要政党保持敏感，及时发现调整，使民主尽可能充分发挥功效。

（二）重视监督制约党内权力行使是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西方政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第一，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这一机构设置的核心思想是确保监督人与当事人之间没有诸如权力、工作等妨碍监督独立性的因素存在，使监督主体相对于监督对象在地位及利益等方面具有超然性。如德国社民党的监察委员会，法国社会党的中央协调委员会等。此类委员会通常独立于党内其他权力部门，由定期选举产生的委员组成，一般有较大职权，根据制定的法规对党内官员违纪行为进行查处，例如，德国政党法对党内监督机构的设置作出规定：在党内设立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党组织和党员之间的争议以及解释和运用党章方面的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成员至少每隔四年选举一次；委员不得是党的中央组织或区域性组织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不得是从党的中央组织或区域性组织中领取经常性薪水的人。他们是独立的并且不受任何指示的约束。（注：何力平：《政党法律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第二，建立在任官员弹劾制。西方政党的弹劾制对于弹劾者、被弹劾者以及弹劾的条件都规定有明确的适用范围，例如，英国工党没有规定领袖任期，但为约束领袖，政党建立起领袖挑战制。挑战制规定，如工党议员对现任领袖产生不满，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可向领袖发起挑战，政党开启领袖重选竞争。当工党处于在野地位时，向现任领袖发起挑战的议员须获20%的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当工党处于执政地位时，挑战者不仅须获20%的下院议员支持，还要经过工党年会多数代表的同意方可。在工党自1900年建立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曾出现过三次挑战领袖的行动，三次均是于在野期间进行：一次是在1960年，党内对时任领袖的休·盖茨克尔产生不满，哈罗德·威尔逊向他提起挑战；另一次是在1961年，同样是对盖茨克尔产生不满，安东尼·格林伍德向他发动挑战，第三次是1988年，时任领袖的尼尔·金诺克遭遇托尼·本的挑战。

（三）扩大党员对党务的参与，增加党员在政策制定领域和人事领域的民主权利，是西方政党扩展党内民主的另一重要举措。在人事领域主要表现为普通党员在决定中央及地方领导机构组成方面的权力逐渐增加。在中央层最重要的选举——领袖选举中，美国、英国及加拿大等国的一些政党逐渐允许普通党员参与；在另一重要选举——本党国家公职候选人选举中，相比领袖选举，允许普通党员参与投票的政党就更多。相比中央层，普通党员更为广泛地参与地方党组织领导层的选举，因而对地方人事变动的影响更大一些。

在政策制定领域，普通党员的参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党员对重大决策拥有投票征询权或投票表决权，尤其对一些攸关政党自身政治定位、民意支持率以及未来发展前途的问题，或引发政党分裂的问题，政党可能将之付诸全体党员，通过投票征询意见，或实行党内公决。如同政府将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付诸全民公决一样，党内公决的目的也是增强决策的合法性，获取党员更多的认同和支持。不过，由于这一做法耗费人力财力，加之由于普通党员受到其受教育程度、信息储备情况以及认识能力等方面的限制，由他们做最终决定，其结果是否理性科学合理，是否能对政党各方面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政党也未能完全把握，因此，由普通党员直接决定重大决策的做法目前在西方政党内虽然日渐增加，但比重十分有限。

第二，党员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影响。在这方面，党员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传统的渠道，即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会，对政党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进行思考、辩论，进而以意见书或建议书的形式层层上递，最终上达中央层。另一渠道是伴随科技发展和网络普及出现的网络渠道。由于网络具有便利、快捷及互动的功能，西方政党十分重视通过建立网站，收集信息，反馈意见，主要形式是建立网上党员论坛、组织领导人与党员的网络见面会、就某一问题征求党员网络投票等。这一新的参与渠道不仅使党员不受时空限制随时获取信息，而且，中央层可绕过中间环节直接与基层党员交流。不过，整体来看，普通党员在决策领域享有的民主权利相比人事领域的民主权利相对弱一些，而且，其作用集中于政策形成的初期，至于政策最终形成及细节制定，仍主要依靠高层政治家和各类专家智囊。

在党员对党务的参与方面，西方各党的情况不同。相对而言，欧洲政党尤其是包括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内的左翼政党，其党内政治参与范围及程度高于美国政党，这与欧洲政党政治地位的相对强大及政党组织结构相对完善、组织活动开展较为有序有关。同时，就党内参与程度与积极性而言，党员之间也存在差异，基本上每个政党都有活跃的党员和不甚活跃的党员，后者与政党的联系仅为登记在册并缴纳少许党费，前者则是政党各项意志的执行者，他们积极参与并组织各种集会，参与党务管理与建设，为政党竞选做各种准备，是各级党组织的核心。政党是否活跃一般看其活动分子的人数，若活动分子所占党员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注：莫里斯·迪韦尔热：《政党概论》，雷竞璇译，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02页。），此党便可视为活跃的党，若缺少活动分子，政党的执行工作就会有困难。

西方政党在扩大党员对党务的参与中，直接民主形式得到发展，这是一种由普通党员直接参与决定政党自身事务的民主形式。直接民主日渐受到政党重视，原因是多重的，其中之一与其本身具有的优点密切相关。例如，它可回应党员的参与诉求，促进党员的参与积极性；可因参与人群扩大而提高党内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因无代表这一中间环节，可减少代理成本，并使党员意愿获得充分表达；可因投票人数大增而提高贿选成本，因而有助于减少贿选等等。此外，国家治理中直接民主的运用渐增，如不少国家以全民公决形式来做重大决定，也对党内直接民主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国家层面直接民主的运用一定程度折射出民众对传统政党政治及代议制民主的不信任，因而扩大党内直接民主，提高自身合法性，也是政党对此做的一种回应。

不过，从整体来看，由党员群体直接参与决定的党务领域仍是有限的，更多集中在人事领域，政策领域仍主要由党内高层或政党代表大会决定。换句话说，目前在西方政党党内，直接民主在渐进扩展，但主流形式仍是间接民主。就未来发展看，因两种民主形式各有优缺点，例如，直接民主可为政党带来认同感和合法性，间接民主可提供政党所需要的效率、灵活性和理性，不同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在有些领域、有些问题及有些层面上，运用间接民主会一直最为有效，在另一些领域、问题及层面上，则适于运用直接民主，因此，从发展前景看，两种民主形式各自均有发展限度。

（四）提高政党代表性是当前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所谓政党代表性，是指政党代表机构与政党公职候选人组成在多大程度反映了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社会构成状况，此比例与社会构成越接近，政党代表性越强，反之则越弱。在这方面，西方政党普遍存在对某些群体过度代表、对另一些群体代表不足的情况，例如，政党普遍在女性、青年、少数族群、小语种以及较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群体领域须提升代表性，其中，女性尤以人数众多而成为关注重点。

在提高代表性方面，西方政党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在政党内部机构组成及政党公职候选人人选方面针对特定群体建立“配额制”，这主要针对女性，其次是少数族群和青年群体。配额制有两种形式：一是强制性配额制，即国家以法律形式对某些群体在政党公职候选人中所占比例作出规定。实施这类配额制的国家较少，比利时称得上是先行者。比利时法律规定，政党候选人名单须做到性别平等，即男女各占50%；名单中前两位不能是同一性别，如男女比例不符规定，国家选举机构将拒绝接受其名单。（注：“Belgium”，http：//www.quotaproject.org/uid/countryview.cfm？ul=en &country=21.）法国法律也规定，在政党公职候选人名单中女性应占50%，违反规定的政党将视情况被扣除相应比例的补贴。（注：“France”，http：//www.quotaproject.org/uid/countryview.cfm？ul=en &country=53.）另一种是自愿性配额制，即由政党制订、无法律强制执行。多数国家实行的是这类配额制。自愿性配额制有两类：一是“程序”配额，一是“结果”配额。所谓“程序”配额是指政党对参与最后公职候选人竞争或党内职位竞争的参选人名单中须有一定比例是女性（特定群体）作出规定。所谓“结果”配额是指对政党公职候选人名单或党内职位中的女性比例作出规定。

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配额制的推行呈现出渐进性的特点，主要有以下表现：第一，从“程序”配额向“结果”配额发展。第二，所配额职位从相对不重要到相对重要，即从党内基层职位向高层发展，从党组织职位向政党公职候选人方向发展。第三，在配额标准上以一定配额比为起始逐步提高比例。例如，德国社民党的议员候选人中女性配额比最初是25%，后提至33.3%，后又提至40%。（注：Sefakor Ashiagbor，Selecting Candidates for Legislative Office，Washington：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2008，p.20.）第四，逐步制定相关保障制度以提高所配额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例如，英国有些政党最初把女性配额放在无望当选的选区，后将之放在边缘选区即有可能当选的选区，甚至放在安全选区即肯定能当选的选区；再如，瑞典社民党的女性配额制最初只有数量配额，没有排序规定，后为提高配额候选人的当选机会制订了拉链原则，即名单中男女交替出现，以保证女性被放在安全位置。（注：“Sweden”，http：//www.quotaproject.org/uid/countryview.cfm？ul=en &country=197.）在拉链原则下，30%的女性比例意味着每隔两名男性有一名女性，50%的比例则是男女交替出现。

除了采纳配额制直接改变党内参与结果的不平等外，政党也采取措施增强弱势群体的竞争力，促进参与机会的平等。例如，成立扶持弱势群体的机构如女性委员会、少数族群委员；在弱势群体中发展党员，并附以候选人选拔程序改革，增加其候选人当选的机会；限制在任议员再次获提名，以增加弱势群体代表的参选机会；为弱势群体代表提供竞选资金、信息及培训等支持。

提高政党代表性，扩大弱势群体代表权，是政党对独立性与主体意识日渐增强的弱势群体要求政治参与所做的一种回应，它有助于政党吸引支持力量。不过，政党类型不同，其具体做法也有差异。从政党类型看，配额制最早运用于左翼政党，其后向右翼扩展。与左翼政党较重视配额制相比，右翼政党更为强调通过提升弱势群体竞争力来扩大其代表权。一些右翼政党目前仍拒绝采用配额制，即便一些已采用的右翼政党，也并非都是“全心全意”。右翼较强调等级、秩序和权威的重要性，对弱势群体持一种传统观点，如强调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因而这些群体寻求政治参与的要求较难获得认同。左翼则较强调政治平等主义，因而较易对其要求做出回应。此外，在同类政党内部，做法也有差异。例如，绿党因更关注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平等而非仅关注阶级平等，因而与其他左翼政党相比，其做法更加超前。

鉴于政党在现代国家中的执政地位，政党旨在提高代表性，扩大社会某些群体在党内代表权的举措，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性。不过，这些群体在国家机关中代表性的增强并不仅有政党这一条路径。在有的国家如美国，少数族群如黑人和拉美裔在联邦议会及州议会中已拥有比较充分的代表权，与美国进行的选区边界调整很有关系。在选区调整中，少数族群集中居住的地区被划为完整的选区，从而大大增加了其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上述做法对国家权力机关中少数族群代表权的扩大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尽管各党的具体做法有差异，但是，扩大某些群体的党内代表权，提高政党代表性，目前是西方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一种重要趋势。不过，有极少数国家在这方面呈现相反趋势，如丹麦。在丹麦，所有曾实行女性配额制的政党现均已放弃这一制度，但根据各国议会联盟2012年数据统计，丹麦的女性议员比例现为39.1%（注：http：//www.ipu.org/wmne/classif.htm.），仍居世界前列。丹麦放弃配额制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在于，多年来女性配额制的实行已大大扶持了女性成长，女性能力已获社会认可，女性参政的社会氛围已然形成，因而在不存在配额制的情况下，女性仍能维持高比例的代表。

（五）西方政党党内不同程度存在着派系竞争，这也可被看作是政党民主的一种表现。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西方各党间在派系数量以及组织化程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政党党内派系较少，且不活跃，组织化程度不高，仅是某些持相同政见的人之间松散的结合，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规模且有行动能力的组织；有的政党党内持续存在几大派别，它们一般有自己的名称、领袖及成员，有高层领导定期会晤场所，有派系内部沟通渠道以及内部决策程序，有各自的政策主张及财政来源，这种组织化程度很高的派系在党内保持相当独立性，宛如“党中之党”，典型例子是战后日本自民党以及意大利天民党。

西方政党党内派系的产生多源自党内观点分歧与个人利益考虑。就观点分歧而言，随着政党的历史演进，党内有时因各种原因产生观点分歧，如在大的意识形态导向方面产生分歧，或在特定议题上出现不同看法，在分歧的基础之上进而形成派系。还有一种情况是单纯由个人利益、个人政治得失引起，不太涉及主张分歧。不过，这种单纯为自身利益争权夺利的派系较为少见，通常是两种情况的混合，即成员组建派系的目的既是为推行自己的主张，也是为实现自身利益，不过，在这两者之间，以前者为基础组建的派系能较长时间存在，在后者基础之上建立的派系则不如前者持久和稳固。

就派系活动指向而言，由于各派系以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为其形成基础，因而谋求政党最高权力，以表达和推进自身所代表的利益主张就成为派系活动的目的所在。由于西方政党党内重要选举如领袖选举、国家公职候选人选举等现多以竞争性选举为基础，因此，获取政党高层权力的重要途径——党内选举，自然成为各派系竞争的主要场所，这也使得西方政党的党内选举竞争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派系竞争的特征。

就派系发展而言，政党自身对派系的态度以及与此相关的规定一定程度会影响派系的发展程度。若政党默许或公开允许派系存在，甚至为党内多元化竞争提供制度安排，将会直接推动派系发展；反之，若政党不赞同党内存在派系，并采取措施打压之，则派系即使出现也很难获得大的发展。整体而言，西方政党对党内派系的存在一般采取默许态度，少数政党则公开允许甚至为派系竞争提供制度安排。

派系存在对西方政党的影响有利有弊。一方面，派系的存在有利于政党发展，例如，它为党内不同意见提供了表达渠道，由于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表达，因而有可能为政党倾听并采纳，这不仅使政党有了比较的自由，而且，各种声音之间自由地竞争辩论，政党也可以从其此消彼长中对决策进行比较全面的考虑。另一方面，派系之间的相互争斗尤其是对权力的争夺，会使政党处于严重的内讧状态，不仅耗费政党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之无暇专注考虑发展本党事宜，严重时会造成组织分裂，这种例子在西方政党发展史中并不罕见，如英国工党右翼于1981年从工党中分裂出去，另组社会民主党，后与英国自由党合并而成自由民主党，已是今天英国的第三大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对政党的打击将是沉重的。

（六）党内民主管理的制度化是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另一特征。为保证党内民主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政党需要为党内民主提供制度保障，这一制度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政党层面，为保证党内民主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政党自身对其内部事务的民主运作进行制度设计，相关事项均按具体规定执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从制度形式上，政党运用党内法规对党内民主加以规范。其中，党章是政党的最高法规，享有最高权威，运用党章规范党内民主可保障民主的权威性，而且，因政党对修改党章一般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因此，也可保障民主的稳定性。民主有了制度形式，其运行才有保障。从制度内容上，政党将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结合起来。实质民主涉及民主的基本原则和民主精神，起到一种方向性的指导作用，但是，实现民主原则和贯彻民主精神需要一系列行动支撑，要使行动始终遵循而不偏离这些精神和原则，使民主具有真实性，又需要具体制度和程序加以保障。因此，程序民主极为关键，没有程序民主，民主便缺少可操作性，或在实践中遭遇各种扭曲。

二是国家层面，即国家介入政党内部事务，用法律规范党内民主。西方多数国家主要把政党看作是一般性民间社团，党内民主属于政党内部事务，国家不予干涉，政党运作只要符合一般社团的规则即可，因而较少用法律来规范党内运作。但有些国家把政党看作准国家机构，因此会用法律来规范政党行为，形成党内民主的法制化。如美国、挪威对涉及政党国会候选人、总统候选人等党内重要选举做出法律规定；德国则有专门的政党法对党内机构组成及职责划分、选举程序及任期限制、财政运作及仲裁等规定得非常详尽。

国家介入政党内部事务，与政党在西方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由于现今西方国家的政府几乎都是政党政府，因此，政党内部运转是否民主健全对西方民主政体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例如，由于执政党领袖通常出任政府首脑，因此，领袖能否胜任管理国家的重任，将直接影响执政效果，在西方国家，那种以党内民主选举为基础选拔的政党领袖，被认为比那种通过任命、或通过小圈子协商产生的领袖更有权威、能力和合法性，也更有助于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另一方面，国家以法律形式规范政党内部民主运作，最终是对整个西方民主构架的维护，因为一旦极权型政党上台，会危及整个民主政体。

三、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功能及发展限度

党内民主的发展状况对政党各方面都有着影响，它关系到政党纲领政策的制定、组织的廉洁与凝聚力、党员队伍的发展以及政党精英的纳用等各方面。具体来看，发展党内民主有如下功能：

（一）政党发展党员队伍的能力与党内民主的发展情况有关。发展党员队伍对政党执政有两方面帮助：一是党员规模大小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规模不大的政党会给民众留下利益代表范围狭窄，缺乏执政必需的广泛民意基础的印象，人数众多的政党则给人以代表社会广泛阶层利益的大众党印象。二是党员人数多寡对政党有实际的物质帮助。首先，党员交纳的党费是政党重要的财政来源，有的国家还可凭借党员交纳党费的多少给予政党相应补贴。其次，党员可为政党提供无偿劳动，政党以党员为桥梁了解民意，宣传政纲，党员可发挥下情上达与上情下达的作用。再次，作为组织的政党需要各类人才，作为人才库的广大党员则为政党纳用精英提供了丰富资源。

鉴于党员人数多寡在象征意义和物质意义上均为政党执政提供帮助，因此，西方政党较为重视发展党员。在阶级政党时代，党员征募多依靠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政党认同，在党派意识不断弱化及各种新型政治组织不断涌现的今天，民众对政治组织的加入表现出超越传统观念、强调个人价值和个性化选择的新特点，这使得与个人权利相联系的政治组织内部的民主程度成为民众考虑是否加入其中的一大影响因素，如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其强调基层民主与直接参与民主，强调成员对内部事务较多的参与很有关系，它吸引了日渐个性化的年轻一代。反观传统左右翼政党，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及组织权威而未能提供足够的个人价值和个性化选择的实现空间，致使党员人数日渐缩减。（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政党党员人数占选民人口的平均比例为15%，到80年代末，下降到10%左右，到90年代继续下降至5%左右。）为应付此问题，西方主流政党采纳的一项重大举措即是发展党内民主，尤使选拔机制、升迁程序民主化，以吸纳党员，加强政党执政能力。

（二）党内民主的发展加强了政党制定纲领政策的能力。鉴于政党治理方案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因此，政党是否拥有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纲的能力，成为选民衡量其是否拥有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在以利益为根本动力并形成多元化格局的西方社会里，政纲只有反映、协调乃至整合社会各群体的利益，政党才能拥有稳固广泛的支持基础。这通常需要政党有效地发挥其利益凝聚与表达功能，在这方面，鉴于党员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其要求本身即可能是其所在群体的要求，因此，通过民主途径使党员充分表达他们的需求，同样可使政党倾听民意呼声，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民主决策程序本身具有自动纠错功能，它虽然不能保证每次决策的正确性，但能防止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其好处还在于，民主的决策方式赋予了政纲内在合法性，不仅增强了政党决策的权威性，而且党员通过民主参与决策过程，增加了对政策的认同感，有利于政纲的贯彻实施。

（三）发展党内民主为政党纳用政治精英提供便利渠道。精英对政党执政的影响不言而喻，政党执政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通过作为精英的议员、政府阁员及其首脑来表现，其能力如何直接影响政党执政业绩，同时，党内各级组织的有效运转也需要诸多人才，因此，能否广泛纳用政治精英、选拔真才实学关系到政党兴衰。纳用精英与党内人才选拔机制有关，一个民主、公开、公正、多渠道的选拔机制有利于有才华的政治家脱颖而出，同时，鉴于选拔程序是否民主公正也涉及被选拔人物的合法性，进而影响其政治前途，因此，政党需要建立民主、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目前，西方政党采用各种方式纳用人才，尤其重视扩大选拔过程的民主参与，在一些政党内，普通党员已有权参与党内最重要的领袖及公职候选人选举。

（四）发展党内民主可起到保持组织廉洁，加强组织凝聚力的作用。保持组织廉洁及加强组织凝聚力是加强政党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没有组织廉洁，政党就不能正确运用权力，没有组织凝聚力，政党就不能形成整体合力，这些都会损害其执政能力。保持廉洁及加强凝聚力的措施有很多，发展党内民主是其中重要一项。党内民主不仅要求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民主的选举竞争，来自广泛的党内群体的授权，它同样要求权力应在遵循维护政党整体利益的原则下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因此，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个应有之义即是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真实有效的民主必然伴随一套完整的监督制约机制，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的民主，不仅有效性、真实性和可操作性难以保证，而且由于权力的滥用带来腐败等问题，会直接损害政党的廉洁与凝聚力。

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对政党来说如此重要，因此，西方政党尤其是欧洲政党较为重视此问题，解决此问题通常采纳的做法是建立政党纪律委员会，如德国社民党的监察委员会，法国社会党的中央协调委员会，此委员会通常独立于党内其他权力机构，根据制定的法规对违纪行为进行查处。建立议会督导员制度同样出于此目的，鉴于本党议员言行对政党影响较大，设立督导员可加强对本党议员管理，加强议会党团凝聚力。如在纪律较为严明的欧洲社会党内，一旦议员被督导员发现对本党不忠，重者开除出党，轻者前途受损。由于议员在无政党支持下很难再次当选，因此其言行尤其在涉及重要议案表决上，其投票多从政党整体利益、从巩固本党地位及挫败对手的立场出发，这有力束缚了议员可能出现的各行其是的散漫行为。相比欧洲政党相对强大且有凝聚力的政党及议会党团，美国政党的议员言行较为自由，与其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与有效的监督机制有较大关系。

（五）发展党内民主有助于塑造政党民主的形象。在具有民主传统的西方国家，政党形象是否民主不仅关系其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也影响选民对政党的支持度。就西方选民的政治心理取向来看，一个在自由民主的政治框架下进行合法的党际竞争，其本身具有民主的组织框架，并在此框架内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这种民主形象赋予政党以合法性，这一合法性符合受西方民主传统熏陶的选民对执政党的基本要求，是政党发展政治支持和政党认同的基石。

民众的这一政治心理在制度层面也得到相应反映。出于维护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的需要，西方一些国家对政党内部民主运转在法律上予以规定，这一规定主要体现在两层面：一是宪法从宏观原则上规定政党内部组织和运行必须遵循民主原则，如葡萄牙宪法规定政党必须遵守透明、民主的组织管理，所有党员共同参与的原则，另一层面则从微观条文上对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做出详尽规定，如联邦德国于1967年颁布世界上第一部政党法，此后根据政党活动的新变化多次进行修改。正是在上述逻辑下，为寻求合法性及选民支持，西方政党将发展党内民主塑造民主政党的形象看作是为执政做的一项基础性准备工作。

西方政党重视发展党内民主，但党内民主的发展是有限度的，这缘于西方政党作为一种组织其本身所固有的特点。政党是有着明确的目标的政治组织，一般而言，为寻求群体目标而产生的组织，其机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有特定的群体目标，该目标是组织的灵魂及其取得绩效的衡量标准；有为高效达此目标进行的劳动分工与权威分配；权力相对集中于组织领导层，此领导层运用权力控制组织的活动，并将其活动目的导向实现群体目标。（注：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作为组织的一种，西方政党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如以执政为群体目标，为达此目的，党内有专门的职责分工并以民主原则为基础进行权力分配，权力相对集中于最高层等。这些特征使西方政党党内出现两种相互冲突的发展趋势：一是党内运行机制出现民主化趋势，一是政党出现组织专业化和权力集中化趋势，这两种趋势同样服务于政党的群体目标，即加强执政能力，其中，后一种趋势明显形成对前一种趋势发展的限制。

（一）党内民主的发展受到政党组织日渐专业化的限制。为应对时代变迁，政党组织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显著趋势即是专业化。专业化首先体现在大量职业政治家的出现。为应对社会日渐复杂性的发展，政党内部党务日渐繁杂，党内分工日渐细化，政党因此需要众多有专业才能的人员专门处理各项党务，职业政治家应运而生，其以专门的技能和全职的工作保证了党务处理的连续性与效率。伴随政党发展，其对职业政治家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如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西方政党中职业政治家普遍大增，以中央组织为例，爱尔兰、德国及意大利的增加比率分别是330%、268%及140%。（注：Kurt Richard Luther and Ferdinand Muller Rommel，eds.，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New Europe：Political and Analytical Challen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13.）

借用外部人才库为政党服务也是专业化的重要内容。在西方以阶级—经济维度为社会主要分层标准的时代，受意识形态及政治支持基础的制约，政党决策过程基本局限于党内完成。随着政治环境变化及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政党尤其是深受传统政治束缚的左右翼大党，逐渐出现非意识形态化，其决策过程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加强。同时，大量服务于政治的研究性机构纷纷出现，这些机构涵纳大量专业研究人才，其主要功能即是通过政策研究对政府公共决策施加影响。鉴于这些机构有较强的政策分析和创议能力，许多西方政党利用其为决策提供思想支持。如英国的“公共政策研究会”“88宪章”“公民”等思想库参与了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的理论革新及政策创议，托尼·布莱尔的言行许多来自这些思想库的设计，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新工党”一词的设计和宣传。

专业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政党竞选运动的专业化。此专业化一指竞选组织的专业化，即政党建立专门的竞选机构应对大选，如美国政党候选人组建的竞选班子，英国政党组建的竞选总部等，二指竞选组织内人员的专业化，即竞选组织吸收了大量竞选顾问、媒体专家、公关专家、民调分析家等专业人士，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制定竞选战略，提出竞选主题，设计广告宣传等。竞选活动的专业化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关系密切，伴随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对社会的日渐渗透，媒体逐渐成为政党联络选民的主渠道，为利用媒体巨大的影响力，政党广泛招募媒体专家制定竞选战略，精心设计领袖形象，传递政治理念。这一变革使政党逐渐褪去传统纲领党的特色，向关注民意及以民调为基础设计竞选纲领的选举党方向发展。

政党采纳上述专业化措施其主观目的是为应对社会变迁，加强政治竞争力，就实践效果而言，许多措施不仅必要，而且有效，对政党加强执政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专业化又以其固有的集中性特点限制了党内民主发展，例如，伴随政党组织日渐复杂化及功能分化，职业政治家接管了此前由普通党员承担的大量党务，并以明确的职责权限缩小了党员的政治参与空间，而且，由于种种因素，政党对一部分党官尤其是高层官员的选拔并非经由民主选举，而是由上层任命，这无疑限制了党员民主权利的发挥。

同时，政党利用外部人才库，征募专家顾问为其决策服务同样限制了普通党员的权利，削弱了其在政党组织中的地位作用，这一点尤其通过竞选运动专业化表现出来。活跃的党员及众多基层党组织在传媒不发达的年代是政党政治动员的主力军，其通过走家串户、公众集会等形式联络选民，不仅拥有向选民解释政党纲领的权利，而且收集民意信息以反馈政党，其地位的重要一定程度对政党决策施加影响。相形之下，媒体时代政党竞选的专业化大大缩小了党员的政治参与空间，其中，媒体因成为另一政治动员渠道而削弱了党员活动的重要性，各类媒体专家进入竞选决策内圈又进一步分散了党员对决策的影响力，在权力向媒体专家及政党高层集中的同时，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则因其地位的下降受到削弱，这些都成为党内民主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二）西方政党集权化的趋势是其发展党内民主的又一限制性因素。集权化是西方政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另一个明显趋势，即政党权力向中央层尤其是向领袖手中集中，主要表现为人事权及决策权的集中。就人事权而言，中央层对党内人员的任命选拔程序的控制日益加强，尤其表现在对选区政党议员候选人的提名上。鉴于议员地位的重要，如果政党对其提名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当选议员就会因其合法性来自地方党组织的支持而在议院活动中以地方利益为重，这容易滋生地方主义，损害政党团结，并削弱政党的整体行动能力。因此，为便于党内管理以形成富有凝聚力的议会党团，中央层一般采纳直接决定选区议员候选人、对选区政党选择的候选人拥有否决权、享有改变候选人在政党名单中的顺序的权力等三种方式对此提名加以控制。（注：Russell J.Dalton and Martin P.Wattenberg，eds.，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Political Chang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39.）

就决策权而言，政党内部重大决策如起草党章党纲、制定竞选纲领、谈判组阁政府以及制定具体施政措施等，均由中央层控制。中央对信息的充分掌握以及拥有大量精英人才为决策权的集中提供了条件，同时，权力的集中也有利于政党加强权威和影响力，保证政党运转效率，这尤其通过大选后政党对联合组阁问题的谈判过程及施政过程表现出来。西方国家的政党体制多为多党制，政党联合执政较为普遍，为寻求执政伙伴，政党间进行的联盟谈判十分复杂，作为谈判者的政党中央层需要独立的谈判决策权以保持行动的灵活性，“只有在没有受到经常性挑战的情况下，精英们方能做出最为恰当的战略选择，太多挑战精英的行为将会削弱作为政党领导层的精英们谈判的可信度，也会严重损害处于谈判中的政党的权威和影响力”（注：Richard S.Katz and Peter Mair，eds.，How Parties Organize：Change and Adaptation in Party Organiza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Sage，1994，p.80.）。

施政过程中权力的集中更加明显。西方政党进入政府后，党内高层包括议会党团和内阁享有较大的决策自主权，在不违背政党纲领与原则的前提下，高层可根据具体环境提出新议案，对大量具体问题有实质的决定权。这一权力的集中同样是出于加强执政能力的考虑，执政党承担着管理国家公共生活以及完成本党既定纲领的重任，施政过程充满复杂、多变的因素，拥有决策自主权可使高层施政措施更加灵活，以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为减少党内摩擦，提高执政效率，西方许多国家的首脑往往兼任政党领袖，领袖控制内阁，又使权力进一步向中央层内的领袖手中集中，进一步加强了政党集权程度。

权力的集中带来了效率、灵活、权威与纪律，但同时也对党内民主发展造成了限制。不过，在似乎是相互矛盾的集权和民主这一对关系上，西方政党出现一种发展倾向，即集权化发展的同时又与直接民主形式的扩展相联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在决策过程中扩展直接民主形式，普通党员逐渐参与决定党内重大问题，如选拔领袖、表决竞选宣言等。但是，这一看似向下分权的行为，尽管扩大了普通党员的党内参与，但实际又达到另一种效果，即以领袖为首的中央组织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其原因在于，采纳直接民主的形式可使中央直接与普通党员联系，绕过了作为中层精英的、地方政党有组织的积极分子对中央可能发起的挑战。鉴于普通党员分散温和的特性以及他们无论在占有的信息、知识还是能力方面无法与高层相比，高层可以通过控制议事日程、恰当选择付诸表决的议题以及对讨论进行引导来控制决策，其结果自然削弱了活跃的中层精英的权限，加强了中央对政党的控制。

从上述分析可知，政党在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两种趋势：一是扩展内部民主，完善民主运作机制，一是党组织向专业化发展，权力向中央层集中。这两种趋势很明显是相互冲突的，民主固有的分权特征固然与组织的专业化运作相冲突，同权力的集中化发展更是截然对立，后一种趋势明显成为党内民主发展的限制性因素。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同时出现在西方政党内部，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各自功能的发挥有助于政党加强竞争力，如民主以开放式的参与加强了政党的合法性以及党员与选民对政党的认同感，专业化和集权化则给政党带来执政所必须的权威和效率等。

作为应对时代变迁的产物，专业化和集权化以其积极的一面构成了对党内民主发展的合理限制，同样是应对时代变迁的产物，民主化也以其合理性一定程度限制了集权化的发展。这一相互限制就后果而言，有助于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无论是集中化还是民主化，它们对政党的影响除了积极的一面，又存在着消极的一面。此消极面与程度相关，过度的民主会使在激烈的竞争性政治环境中谋求生存发展的政党行动低效、组织松散，过度的集中则会使深受民主传统影响并接受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西方政党丧失合法性，这些都会损害政党谋求执政及维持执政地位的能力。

因此，这两种趋势的相互制约符合一个意在执政的政党加强执政能力的要求，而对其相互限制的程度，作为行动者的政党掌握了主动权。综观西方政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渐成规律的现象，即当政党处于在野地位时，党内民主的发展往往比较广泛，当政党处于执政地位时，更多是强调集中，这一现象也与政党加强执政能力有关。在野党以扩展党内民主为渠道了解信息，反思以往，变革图新以求东山再起，执政党更多需要效率、权威及纪律以应对执政重任。当然，除执政的影响外，不同政党也因其性质和传统不同，其党内民主状况、集权程度也不相同，如何合理界定两者之间的发展限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它能否加强政党谋求执政及维持执政地位的能力，这不仅适用于西方政党，对许多意在执政的政党同样适用。

四、西方政党党内民主差异探源：政治生态环境的视角

当代西方政党普遍重视发展党内民主，除了重视扩大党内参与范围及参与的自由度；增强党内选举竞争性；实行分权，给予各级党组织一定的自主权及加强监督机制建设等传统做法外，伴随对民主内涵认识的深化，重视男女党员平权、扩展运用直接民主、提高政党代表性、重视协商民主又成为政党发展民主的新趋势。不过，在发展民主方面，西方政党内部存在大量差异，可从下述多维视角观察这些差异。

从一国范围来看，一国之内的政党间存在差异。例如，左翼政党普遍较右翼重视民主，重视普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权利，因而其党内民主相对发达。例如，左翼普遍将全国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这是实现党员权利最重要的间接形式，代表党内间接民主的发展水平。例如，英国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做重大决策的主要场所，是党内最高权力机构，英国保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则仅作为沟通平台存在，是一个仅供党员讨论、以使高层了解党员意见的论坛性质的集会，没有决策权，所做决议仅供领袖参考，对之无约束作用。左翼也普遍比右翼重视直接民主，也即重视党员的直接参与，典型如绿党。绿党党员有权参与政策制定，有权投票选举本党官员和公职候选人，其所拥有的权限可称得上是西方主要政党中最广泛的。

从国与国之间来看，不同国家的政党其党内民主有时展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例如，在德国，各党党内民主发展相对平均，整体可称得上是西方政党中民主发展程度较高、民主做法差别较小的党。意大利政党从整体看则具有精英型政党的特点，权力集中于中央，党内民主不甚发达，典型如意大利力量党，此党由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个人出资在1994年所建，贝卢斯科尼个人在党内具有绝对权威。英国则界于上述两者之间，英国政党既重视发展民主，又重视对民主施加限制，例如，在本党公职候选人遴选方面，保守党中央根据一份经过严格审查的全国核准提出参选人范围，再交地方从中选择决定。（注：Sefakor Ashiagbor，Selecting Candidates for Legislative Office，Washington：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2008，p.54.）工党则规定，经选区遴选产生的公职候选人须经全国执委会批准，执委会有权否决选区推荐的人选，并有权指派候选人到选区。（注：Ibid.，p.55.）

从地区来看，有的地区的政党整体上具有某种鲜明特征，例如，北欧地区的政党有一个鲜明特色，它们重视男女党员平权，重视提高女性代表权。北欧政党是西方政党中较早实行女性配额制的地区，因此扶持了女性成长，导致女性参政较为普遍。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欧五国除了冰岛外，其女性议员比例已超过30%，到2000年，冰岛的这一比例也超过30%，而当时女性议员比例超过30%的国家仅有8个。根据各国议会联盟2012年数据统计，北欧五国即瑞典、芬兰、冰岛、挪威及丹麦的女性议员比例分别为44.7%、42.5%、39.7%、39.6%及39.1%，占世界排位前13位中的5位。（注：http：//www.ipu.org/wmne/classif.htm.）

从更大范围来看，欧美两地区的政党其党内民主有显著不同，欧洲政党间虽然有差异，但整体上有很多共同点，其党内民主模式可概括为一种组织干预型模式。欧洲政党的党员和党组织对党务的参与相对广泛，但中央重视通过各种方式对党内参与施加引导和控制，中央普遍有权威，对政党控制有力。美国政党的党内民主则属于一种松散分权型模式，此模式有两大特点：一是党员对党务的参与范围狭窄，主要集中在政党公职候选人选举领域，但参与深度较欧洲政党为高，可对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党内选举民主发达；二是党内高度分权，政党中央不能对地方下命令，两者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央基本无权，只能通过分配经费等手段影响地方运转，但无法透过党组织系统控制全党。

上述对西方政党间的差异做了概述，是从宏观角度出发、把左翼、右翼、欧美等政党作为一个整体做了比较，但如果把观察范围缩小，比如单看左翼，作为新兴左翼的绿党就比传统左翼社会党重视民主，若再细致比较，德国绿党和英国绿党也有不同。因衡量党内民主发展程度有多种维度，政党可能在某些方面民主发展较快，在另一些方面民主不发达、甚至无民主，各党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的即使呈现出诸多相似，细微处仍有差别，因此，党内民主的面貌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党内民主的发展受制于政党所处的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其中一些因素影响重大，对此，可做如下分析。

（一）外部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国情，政党身处其中，无疑会受影响，其中，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国家对竞选的管制、国家政治文化以及国家民主的发展对党内民主有直接影响。

第一，法律制度。法律是约束政党最直接有效的外部因素，法律是否规范党内民主以及法律规定的严格细致程度直接影响民主形式及发展程度。从各国用以规范党内民主的法律看，主要有宪法、政党法、选举法、社团法及政治献金法等。其中，运用选举法规范党内民主的国家最多，专门制订政党法的国家目前数量仍较少。当然，有国家会同时运用几种法律。这些法律主要是国家层级法律，但也有地方法，如美国很多州以州法规范政党党内预选。就法律所做规定的全面程度而言，首推政党法，其中堪称典范的是德国政党法。至于选举法、政治献金法等是针对特定领域作出规定。最粗略的属宪法，宪法一般仅就党内民主的原则作出规定，如西班牙宪法规定政党内部结构和运作须依照民主原则。

就法律对党内民主的管制领域看，主要涉及财政、决策、人事和监督领域。因受不同历史文化的影响，各国在管制领域宽泛程度方面有所不同。如美国的管制范围狭窄，德国的管制范围则较为宽泛，其中为最多国家采用的是对政党财政施加管制。在这方面，鉴于公开是民主的要素之一，很多国家的法律要求政党财政公开，如公开资金额、资金来源以及筹资机构。这些信息政党须向相关国家机构报告，或通过传媒等途径公示，使党员甚至民众有渠道查询了解之。

与财政管制的广泛性相比，对决策领域即对政党政策制订和人事任免施加管制的国家少于前者。但是，因上述领域是政党发展党内民主最核心的领域，因而，以法律规范其民主程序是对党内民主最重要的管制。其中，因政策制定过程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需要相当程度的集中，各国偏重以法律规范政党人事任命的民主程序，尤其重视规范政党对本党公职候选人如总统或议员候选人提名的民主程序。至于作为党内民主另一重要部分的监督领域，与上述两大领域相比，各国对政党内部监督机制的法律规定比较少见。

各国以法律管制党内民主，但法律的约束性有不同，可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强制性是指政党须服从法律，否则会遭受惩罚。如法国选举法规定，政党不按配额要求使女性占据本党公职候选人名单的50%，将视违反程度相应扣除国家给予政党的公共补贴。（注：http：//www.quotaproject.org/uid/countryview.cfm？ul=en &country=53.）芬兰政党法规定，政党登记时须有成文的有关政策制定和组织管理的民主规则，否则不予登记，登记后发现政党违反规则可解散之。（注：Jan Sundberg，Compulsory Party Democracy：Finland as a Deviant Case in Scandinavia，Party Politics，January 1997，Vol.3，No.1.pp.97—117.）当前实行法律管制的国家多属强制性，但也有政党不遵守，如法国一些资金充足的大党宁可被扣除公共补贴也不完全遵从配额的情况时有发生。自愿性是指对法律规定遵循自愿原则，如挪威选举法规定，如政党按法律规定民主提名公职候选人，即通过选区党员代表大会提名，国家将承担此过程的选举花费，不遵守亦无惩罚。（注：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Secrete Garden of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8，p.212.）实行自愿性管制的国家很少。

国家以法律管制党内民主，无论是强制性还是自愿性，均希望政党能遵守。但政党对法律的遵守程度既取决于法律的适用性，也取决于执行法律的制度完善与否。就前者而言，若政党因各种原因并无采用某些民主做法的条件，法律若规范之，则导致政党或不遵守，或遵守后引发党内混乱，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均出现过上述情况。就后者而言，法律管制历史悠久的如德国、芬兰及美国等国，其执行制度较健全，新引入党内民主法律管制的国家如发展中国家，其执行制度或者还未建立，或者尚未健全。执行制度健全与否与法律规定的详略有关，仅对党内民主作出一般原则性规定的国家常常缺乏相应的执行制度。

法律管制对党内民主有直接影响。如果法律规定细致具体，会缩小政党的操作空间，各党党内民主便相类似。例如，德国在基本法里确认了党内民主基本原则，在政党法里对党内机构组成及职责划分、选举程序及任期限制、财政运作及仲裁等详细规定，在选举法里又对政党公职候选人产生做细致规定，德国政党因此成为西方政党中民主程度较高、各党间民主差别较小的党。若法律不做规定，或仅规定民主原则而无具体条文，则政党有足够的空间设计民主程序，党内民主形态便会复杂多样。

越来越多的国家以法律管理党内民主，原因是多重的。国家间的相互模仿和借鉴即是其一。如德国政党法成为其他国家模仿的范本，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法律管制措施相当程度是仿效了西方国家的做法。政治转型也为引入该制度提供了空间。当现有体制未有对党内民主的法律规定时，若引入该制度，须修改选举法甚至宪法等，难度较大，但体制处于转型期则为引入该制度提供黄金时机。如二战后的德国、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在体制转型时期采纳上述做法。政治领袖的强力推动也是一种因素，尤其在对此问题支持方与反对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或在领袖地位相对强势的国家，领袖有时能发挥关键性作用。当然，从深层次讲，国家介入政党内务与二战后国家对政党认识的转变有关。西方国家传统上普遍视政党为一般性民间社团，党内民主属于政党内务，国家不予干涉，政党运作只需符合一般社团的规则即可。但是，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政党视为准国家机器，认为应着手应抑制政党的消极作用，发挥其积极作用。典型如美德两国。美国以州法规范党内预选，并由州主办，将党内选举变成像大选一样的公开选举，如果政党想改变民主提名程序，只有改变法律；德国则吸取二战教训，制定完备的政党法，规范党内民主运行程序。

总体来看，以法律规范党内民主的国家虽然呈现日渐增多的趋势，但是，从仅有寥寥数语的原则性规定，到详尽入微的法律细则，从管制领域狭窄到全面系统加以规范，各国的具体做法差异颇大，效果也不同。归根结底，是否对党内民主进行法律管制以及如何管制，仍需立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

第二，政治制度。政党是在一定的政治架构中活动，因而深受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尤其是国体、政体、政党体制以及选举制这些重要制度，对政党内部权力结构、党内竞争等有着深刻影响。

就国体来看，国体大体分为联邦制和单一制两类。一般来看，联邦制下的政党倾向于形成一种分权型结构，权力不集中于政党中央，地方党组织掌握着一定权力，甚至掌握很大权力。在实行联邦制的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等国常见这类政党结构。（注：Michael Gallagher and Michael Marsh，Candidate Selec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The Secret Garden of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8，p.257.）相形之下，在包括英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和新西兰等单一制国家，政党倾向于呈现出中央集权的特征。（注：Ibid.，p.257.）国体类型影响到党内权力结构，与其直接涉及政府间权力分配有关。相对来看，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单一制下的地方政府权力有限（注：单一制下也有地方政府强大的，如挪威，挪威地方政府很强大，地方党组织有很多权力，如遴选国家公职候选人的权力就掌握在地方政党手中。），前者会推动地方党组织势力的发展，鼓励党内某种程度的分权，后者倾向于强化政党中央权力，推动形成集权化的结构。

就政体来看，西方国家的政体大致分为总统制、议会制及半总统半议会制三类。政体对政党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党内分权方面。相对来看，在总统制国家，因总统的重要性，政党重心围绕总统选举进行，对议会选举的关注不如前者，各选区政党组织的势力得以发展，党内权力呈分化趋势。反观议会制国家，政党只有掌握立法权才能掌握行政权，因而议会选举是关注重点。政党不仅有意控制各选区议员候选人提名，而且，为提高立法团结度，政党也会对当选议员施加管制，选区政党的权力因此受限，政党将权力相对集中于中央。至于半总统半议会制，其对党内分权的影响界于上述两者之间。

就政党体制来看，政党体制的类型会影响党内竞争形式及竞争的激烈程度。竞争是民主的应有之义，发展民主必然带来竞争。例如，一党独大制下的政党内部易出现激烈的、组织化程度高的竞争，两党制下党内竞争的组织化程度及激烈程度逊于一党独大制，但强于多党制，多党制下政党的党内竞争多在某些持相同见解者组建的松散团体间进行，组织化程度不高。究其原因，一则与政党体制影响政党的生存有关，例如，一党独大制下的政党因无势均力敌的对手，所处环境相对宽松，多党制下的政党则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这一差异直接影响政党对党内民主与集中的态度。二则，社会各利益集团均希望有政治代言组织，多党制相对使其有了选择自由，两党制与一党独大制则缩小或限制了其选择范围，致使某些集团的要求通过党内派别或松散团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就选举制来看，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大体有比例代表制和多数选举制两大类。选举制类型会影响政党对本党公职候选人提名的民主性，也即涉及政党人事方面的民主，其影响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影响政党在提名方面的代表性，一是影响政党在提名方面的分权程度。目前，提高女性、青年等弱势群体代表性是政党发展民主的一种新趋势，在这方面，相对而言，比例代表制有利于提高代表性，因比例代表制通常与多名选区制一起运用，即一个选区选举多名议员，政党中央因此有施加影响的空间，可从整体平衡各群体利益，如在政党名单中强制规定女性所占的配额比。在世界上女性议员比例最高的15个国家中，有13个使用比例代表制（注：Julie Ballington，“Strengthening Internal Political Party Democracy：Candidate Recruitment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http：//www.idea.int/resources/analysis/strengthening_internal.cfm.），这一制度因此又被称为“女性友好型”选举制。相形之下，多数选举制则起不利作用，因它通常与单名选区制一起使用，即一个选区产生一名议员，这使政党中央对各选区人选缺乏平衡利益的空间；另一方面，在选区政党拥有的权力中，公职候选人遴选权是它极看重的权力，中央若为平衡利益过多干预可能引发选区不满。因此，多数选举制下政党要扩大弱势群体代表权其难度较比例代表制为高。不过，也有政党另辟蹊径，如在实行单名选区制的英国，工党把有相似特点的选区结成姐妹选区，并规定在选区政党提供的候选人名单中须有女性，两选区的党员投票时，须有一票投女性，一票投男性，由此产生的两名议员候选人便有一名女性。（注：Sefakor Ashiagbor，Selecting Candidates for Legislative Office，Washington：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2008，p.20.）

选举制也会影响党内分权程度，这主要涉及选举制所规定的选区地理规模问题。一般来看，如果地理规模大，如一个州、甚至一个国家是一个选区，便需要政党中央协调本党候选人提名，这为中央在提名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合法性，权力因此会相对集中于中央。如选区规模小，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对赢得选举很重要，地方的重要性提升，因而会鼓励党内分权的发展。

第三，竞选管制。组织竞选是西方政党的主要任务之一。西方国家一般会管制政党的竞选活动，但严格程度不同，这种不同会影响政党各级组织和党员在竞选中的重要性，进而影响其民主权利的获得及大小。

具体来看，国家对竞选主要施加以下管制：一是对政党选举经费收支进行管制，如限制经费来源，限制捐款额，限制政党或候选人的花费额，报告捐款者姓名及数额等。二是对媒体使用进行管制，如限制在媒体登广告，限制电视宣传时间，禁止电视辩论等。三是对竞选活动类型进行管制，如禁止雇人拉票，禁止车载选民或付金钱载选民往返投票所，选前一周内不得发表、传播或评论选举民调等。四是规定竞选活动起止时间。

一般来看，国家对竞选管制越严格，政党越难以依赖外部力量，而须立足于自身。例如，英国对媒体管制严格，电视广播不能有党派立场，对党派观点须均衡报道，不许政党自由购买宣传时间，而是免费提供有限时间，时间分配视政党在上次大选所获议席数而定；限制选区候选人的花费，对政党全国性开支也封顶；禁止雇人拉票，仅选举经纪人及其助理有权印刷宣传品等。严格管制使政党不得不更多依赖基层组织和党员，因后者的作用重要，一定程度保障了其民主权利的获得。相形之下，宽松的管制使政党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加强，以美国为例。美国是“资本密集型”竞选的典范，政府不禁止在电视广播中打广告，允许电视辩论，对购买的电视时间无限制，只要资金充足，便可自由利用媒体，对政党及候选人的活动也极少限制。因管制宽松，政党以媒体为主战场，多依靠各类专家顾问等外部力量，党员及党组织作用有限，影响了其民主权利的获得。而且，美国政党的重心在选举，党组织活动有阵发性特点，选举期活跃，之后沉寂，党员在选举领域权利广泛，在其他党务领域权利缺乏。

第四，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国特定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一国民众对政治基本的认知、情感和信仰，它所包含的民众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对性别平等的看法及对政党的态度等，对党内民主影响深远。

一般来看，如果一个社会普遍重视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对权威持怀疑态度，关注政治，民众有参政意愿，希望通过参与影响政治，便会推进党内民主。例如，美国社会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普遍对权威不信任，害怕强大而中央集权的组织，认为政党是一种“恶”，会导致社会分裂及损害公众利益，应限制政党权力。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美国两党呈现出党内高度分权、选举民主发达的特点。再如北欧地区，北欧的政治文化也属于参与型文化，典型表现是民众入党态度积极，党员在民众中所占比例很高，且伴随多年的福利国家建设，整个社会重视政治、经济乃至性别平等。在此文化影响下，政党不仅重视党内参与机会平等，且重视结果平等，为女性党员建立配额制便是重视结果平等的一种表现。

相形之下，如果一个社会对权威持顺从态度，民众参政态度消极，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影响政治，缺乏激情争取权利，没有组织起来的意愿和习惯，倾向认为出身上层或受过精英教育的人更适合统治国家，愿意将权力授之，这种文化影响下的政党易形成一种集权结构，如意大利。意大利在统一前曾经历长时间的分裂和外部专制统治，其政治文化“是一幅相对单调的政治离异、社会隔离和不信任的图像。意大利人在下列数项得分尤其低：民族自豪感、稳健、开放的党派关系、承认积极参加地方社团事务的义务，在政治紧张的环境中与他人联合的能力意识，闲暇时间活动的社会形式选择以及对社会环境的信心等方面”（注：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页。）。民众不认为个人能影响政府，而认为个人低微、无力改变现状，对权威持忍受和顺从态度。这种文化易形成一种精英型政党，如前文所述意大利力量党。在北欧或西欧国家，选民对力量党这类以资助人为基础组建的政党是持高度怀疑态度的，认为它很可能会成为仅为个人利益或野心服务的工具，但在南欧，这类政党易为选民认同，与其政治文化中对权威的顺从、对领袖个人价值的承认有密切关系。

总的来看，在政党所处的外部政治生态环境中，上述因素对党内民主的影响相对重大，除此之外，国家民主的发展、国家的议会传统、公民社会运动的发展以及国家规模等，也对党内民主有影响。

（二）内部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政党内部生态环境也深刻影响党内民主的发展，其中，政党的起源与发展史、政党意识形态、党员状况及政党组织类型对党内民主的影响尤其深刻。

第一，党员状况。党员是构成政党的基本要素，党员的入党动机和政治倾向、党员规模以及党员对政党的重要性如何，都会影响政党对党内民主的认识及应对举措。

西方政党的党员之所以选择加入政党，其动机是多样化的，入党动机不同，对党内民主的影响也不同。例如，若党员基于社交或物质利益的目的入党，对政党发展民主构不成多大压力，政党只需要开展多样化的活动，或给予党员一定物质利益，即可满足其要求。但是，若党员以实现政治抱负或政治参与为目的，则会给政党造成压力，政党须为党员提供实现愿望的途径，这即要求政党发展党内民主，例如，通过民主机制选拔人才，赋予党员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

从党员重要性来看，因党员可在人力、财力等方面为政党提供帮助，因而是政党的一项重要资源，但从比较的角度看，党员在各党内的重要程度不同，这主要与政党掌握的资源有关。有些政党掌握多种资源，其中一些资源一定程度可取代党员的作用。例如，有些政党资金雄厚，可充分购买媒体与选民沟通，并雇佣专家研究民意、制定对策，因而党员发挥的信息传递、沟通联络的作用减弱，其重要性下降；有些国家对政党提供补贴，使得党员缴纳的党费在政党收入中的比例降低，党员对政党财政的重要性减弱。党员对政党的重要性如何直接影响其民主权利。

从党员规模来看，党员规模对党内民主也有影响。党内民主有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两种形式，政党采纳哪种形式必须考虑党员规模。若党员规模小，由党员直接参与决定党务，不须付出多少参与成本，也不影响决策效率；若党员规模大，将党务付诸庞大的党员群体，则有参与成本高、决策时间长、效率低等问题。因此，规模小的政党比规模大的政党更有利于运用直接民主。就那些规模大的政党看，因其党员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因此，它们在发展党内民主时，普遍以间接民主为主要形式。此外，在同一政党内，党员人数少的基层对直接民主的运用较多，伴随组织层级的提高党员数逐渐增加的中层和高层，直接民主的运用呈递减趋势。

此外，党员的政治倾向对党内民主也有影响。如果政治倾向偏于极端，政党在重大政策制定和官员选举中若赋予党员以参与权和决定权，整个政党会偏向极端，不利于政党获得选举支持。反之，若党员的政治态度温和，便有利于发展民主。

第二，政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政党的影响深远，它不仅影响政党建立之初的结构，也影响其今后的发展。整体来看，西方政党组织结构很少出现剧变，而是在渐变中保持延续性，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刚性特征有密切关系。

政党意识形态可具体表现为基本价值、理论主张及纲领政策，是划分左中右政党的主要标志。意识形态对政党内部权力结构影响深刻，以保守党、社会党和绿党分别奉行的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为例。保守主义带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依恋现行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强调权威、等级的重要性，对激进变革持反对态度，肯定宗教和传统家庭道德，对人民主权持消极态度，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政党重视精英，倾向形成一种集权型的结构。作为左翼社会党指导思想的社会民主主义，信奉自由、平等、团结和互助，民主被认为是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的手段，同时其本身也被作为目的，这类政党的结构倾向于民主与集中并重，分权与集权相结合。至于新型政党绿党，其基本价值信奉基层民主、女权和社会公正，这推动绿党形成一种分权结构，重视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权利，其组织的民主开放度高于传统左右两翼政党。

除了影响党内权力结构外，意识形态对党员权利也有影响。例如，右翼政党不如左翼那样重视女性权利，与其观念也有关。右翼相对保守，尊重传统，重视等级、秩序和权威，对女性持传统观点，即强调其传统的家庭角色，且认为女性群体长期游离于政治之外，缺少从政能力，政党可在政策方面代表其利益，这些群体不必寻求在组织中的代表权。因此，为女性建立配额制的右翼政党少于左翼，且做法保守，如德国率先为女性建立配额制的是左翼绿党，且从配额比来看，绿党配额比为50%，社会民主党为40%，右翼基民盟则为三分之一。（注：http：//www.quotaproject.org/uid/countryview.cfm？ul=en &country=61.）

第三，政党的起源与发展史。大致来看，政党有两种起源：一是由议会内团体演变而来，即内生型政党；一是由议会外团体组建而成，即外生型政党。政党发展也呈现两种路径：一是区域渗透型，即先成立全国性政党，再逐步向下建立地方党组织；一是区域扩散型，即地方精英组建的政治团体逐渐结合而成全国性政党。

起源与发展史对政党横向与纵向的权力结构都有影响。所谓横向，是指政党在议会或政府中的党组织与议会或政府外党组织之间的关系；所谓纵向，是指中央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一般来看，内生型政党在议会或政府内的党组织权力较大，外生型政党则是议会或政府外的政党较有实权。权力的偏重会影响党内民主。若外部党组织有实权，则政党有空间发展民主，若外部组织无实权，则不鼓励发展民主，即使发展也没有多大意义。例如，前文所述英国工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其最高权力机构，英国保守党全国代表大会则仅作为咨询机构发挥作用，与工党是外生型政党而保守党是内生型政党直接有关。至于发展路径的影响，相对来看，以中央向地方渗透式发展的政党，中央权限较大，倾向形成一种集权型结构；以地方向中央扩展式发展的政党，地方组织自主性较强，倾向形成一种分权型结构。

第四，政党组织的类型。政党组织类型可从两种维度观察，一是政党是“干部党”还是“群众党”，二是政党结构是“直接结构”还是“间接结构”。

干部党和群众的区分主要影响政党对党员的态度，进而影响党员权利。“干部党是政治精英组织，其目标是使本党候选人当选；这类政党……对人员的需求纯粹是工具性的。如果这类政党需要人们帮助它动员选民，它会寻求那些并不因对政党提供帮助而要求对政党事务施加任何影响的人们的支持。”（注：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与干部党不同，群众党确实试图吸收党员，并且试图尽可能多地吸收党员。党员是群众党收入的来源之一，同时党员也为政党开展竞选活动提供人力资源，而对那些有着清晰可辨的意识形态的政党来说，党员还是传播意识形态的基地。”（注：同上书，第52页。）显然，干部党的工具主义观使它不重视党员权利，且因党员人数少，也无迫切发展党内民主的必要。群众党则致力于吸收党员，且因人数众多，政党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凝聚众多党员和人心，党内民主因此成为政党可运用的手段之一。

除了干部党和群众党外，还有一些政党介于上述两类政党之间，属于混合型政党。例如，有些最初是干部党的政党因受选举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开始吸收党员，从而拥有一定规模的党员队伍，从外在看已具备群众党的形式，但与最初便是群众党的政党相比，这类政党党员的民主权利明显不如前者。由此可见，混合型政党的党内民主受其初始政党类型的影响，每个政党特有的组织发展史对政党改变内部权力结构总有某种限制作用。

此外，从政党结构来看，如果政党有着单一的组织，仅有个体党员，其结构属于“直接结构”；如果政党由各团体联合组建，各团体成员因团体加入政党而成为集体党员，则属于“间接结构”。政党结构类型影响党内民主的形态。单一结构的政党其党内民主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是党员与组织的关系；间接结构的政党除了涉及上述两方面外，还涉及党内各团体与党组织的关系。例如，英国工党是典型的“间接结构”，由工会、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等团体联合组建。为谋求这些团体支持，工党便要妥善处理与它们的关系，如赋予工会以很大权限，由此，这类政党的党内民主形态便不同于“直接结构”的政党。

影响西方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上述仅是选择影响相对重大的因素进行的分析。党内民主的发展最终取决于政党对内外环境的认知与反应，但是，要构建真实有效的民主，政党的认知与反应必须建立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之上。从这一点来讲，每一政党的党内民主都是特定政治生态环境的产物，相关的制度设计均无法摆脱特定党情和国情的制约。


第三部分　英国政党组织、资源与党政关系

第八章　英国政党议会党团和全国代表大会

在保守党和工党党内，掌握核心权力的机构是不同的。保守党的核心权力掌握在议会党团及其领袖手中，尽管近年来议会外党组织的权限扩大，但决策大权仍属于议会党团。工党的核心权力则是分散在议会党团和全国代表大会之间，其中，全国代表大会又是党章规定的最高决策机构，尽管近年来工党进行了改革，削弱了大会的权限，议会党团的权力得以扩张，但大会仍是最高决策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本部分对保守党的议会党团和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分别进行分析。


第一节　保守党：议会党团

英国保守党起源于议会内部，属于典型的内生型政党，其在议会外的党组织是为了适应19世纪选举权的扩展以及政党竞争的需要，由议会内的保守党创立和发展起来。议会外党组织的作用是服务于本党议会党团的需要，而不是要议会党团听命于党的指挥，因此，两股力量之间不存在相互对抗的问题。议会党团和议会外党组织形成的这种传统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未发生变化。在此之后，议会外党组织的权力有所增强，例如，党员有权参与领袖选举、全国代表大会的地位提升等，但是，议会党团仍是掌握核心权力的机构，继续保持着对议会外组织的统治地位，议会外重要的组织如全国代表大会仍是一个供党员讨论以了解党员意见的政党集会，无决策权，所做决议仅供领袖参考，无约束作用，中央党部则是完全听命于议会党团。

从保守党议会党团的构成来看，其核心群体是以政党领袖为首的前座议员。因英国议会在开会时，这些政党高层坐在前排，因而被称为前座议员。领袖本身须是下院议员，在野时是下院议会党团领袖，政党执政时担任首相，其他前座议员包括政党内阁（影子内阁）大臣和其他未进内阁（影子内阁）的各部首长。保守党的核心权力是在议会党团，议会党团的核心权力又在这些前座议员，这是党内最有权势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最终权力又集中在领袖一人手中。保守党领袖的权限很大，前文曾有过叙述，他在政党政策制订和人事任命方面享有最终决定权，对政党整体发展影响深远。

在前座议员中，督导员是比较特殊的群体。总督导员享有大臣的地位，其他督导员被作为副大臣对待。（注：Knut Heidar and Ruud Koole，eds.，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s in European Democrac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43.）督导员的数量因政党执政与否而有变化，通常，其数量执政时比在野时多。担任督导员一般需要具备如下条件（注：Norm Kelly and Sefakor Ashiagbor，Parliamentary Groups，Washington：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2011，p.25.）：有在议会和政党组织工作的经验；了解议会议事程序；是资深议员，在政党以及议会党团中享有较高威信，受到尊敬和信任；具有良好的沟通和谈判技巧。

具体而言，督导员所需要承担的工作很繁杂，其日常工作包括：组织政党的发言人名单；分配议会在提问时间的提问；确保议员参加投票；与其他政党的督导员开会，对议会事务作出安排；在政党领导层和本党议员之间进行沟通联络；与主持会议的官员、办事人员以及其他政党的督导员进行联络；确保立法行动与政党的纲领及议会党团的决定一致；是政党后备的媒体发言人等。（注：Norm Kelly and Sefakor Ashiagbor，Parliamentary Groups，Washington：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2011，p.25.）

将上述工作归纳一下，督导员需要履行三项基本职能（注：Philip Cowley，Whips：16Rebels：197，http：//www.revolts.co.uk/16%20whips.pdf.）：第一项职能是议会管理。管理工作是督导员需要履行的职能中历史最悠久的一项，其通过管理希望达到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政党在执政时能在议会投票中获得多数，当政党在野时则尽可能地减少竞争对手所获得的议会支持票，这就需要督导员通过非正式及非公开的沟通渠道同其他政党进行联络以及让本党后座议员了解议会情况，并将之组织起来为政党利益服务，例如，督导员对本党议员的投票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运用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三线文书”。为确保本党议员了解目前的议会事务以及政党对这些事务的重视程度，在议会开会期间的每周，督导员会将被称为“三线文书”的公文下发给本党议员。在公文中，被三次画线的是最重要事项，政党要求本党议员必须出席并按照政党命令投票；被两次画线的是重要事项，议员能够通过“配对”缺席（指协调在议题上持对立态度的政党，使双方有同等数量的议员缺席投票）；对于一次画线的事项，议员有不出席的自由。（注：Knut Heidar and Ruud Koole，eds.，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s in European Democrac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46.）

督导员的第二项职能是沟通，他是本党前座议员和后座议员之间的一个重要沟通管道，督导员需要让后座议员了解本党领导层的计划，同时也需要把后座议员的想法传递给领导层，特别是当后座议员对领导层的不满正在酝酿时，信息的顺畅沟通对于化解危机十分重要。尤其当政党执政时，这些督导员们成了本党政府的眼睛和耳朵，监测着后座议员的情绪变化，提醒政府可能遇到的困难。

第三项职能是说服，即如果探察到有本党议员有可能会偏离政党立场，督导员就会对之展开劝说工作，使其重新回到政党立场中来，为达到目的，督导员会运用包括诉诸政党忠诚、承诺给予发展机会等各种手段。

除了前座议员外，政党还有后座议员，这类议员在保守党议会党团中占据绝大多数。后座议员人数众多，政党的议会事务如果没有后座议员的支持，不可能顺利开展，因此，政党对后座议员的意见颇为重视。后座议员也有自己可以依赖的组织，其中一个很著名、很有影响力的组织是“1922年委员会”，这是根据其成立那一年命名的组织。该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在保守党执政期和在野期有不同，执政时，除了内阁阁员之外的所有保守党议员均属于“1922年委员会”成员，在野时则包括除了保守党领袖之外的所有议员。“1922年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两人，司库一人，还有一名执行委员，上述人员在每年议会开会时由保守党议员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委员会定期开会，会议以私密的方式举行，不对外开放。开会时，督导员参加会议并宣布下周的议会事务，同时，会议会讨论与议会党团相关的议题以及党团各委员会的报告。会后，委员会把会议形成的看法向政党领袖报告。（注：Knut Heidar and Ruud Koole，eds.，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s in European Democrac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43—45.）自1965年以来，“1922委员会”还承担了一项重要职责，即负责保守党领袖选举规则的制定、修改及具体操作实施事宜。

除了“1922年委员会”之外，另一类重要的后座议员组织是主题委员会。保守党议会党团内设有各种主题委员会，如财政事务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数目达20多个，各主题委员会没有确定的成员，议会党团成员皆有权成为任何主题委员会的成员。主题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或多人以及联合书记多人。在野时，主题委员会主席通常是与该主题相关的影子内阁成员。主题委员会定期开会，其中比较重要的委员会如外交事务委员会开会比较多，委员会在会中讨论近期的相关议会事务，有时会邀请相关的政府部长和外部相关团体的代表到会发言，沟通情况，督导员会参与这类会议，并将重要情况向政党领导层报告。主题委员会在帮助后座议员提高议事能力、获取信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各种主题委员会的会议为后座议员提供了专长于某一领域的发展机会，并使后座议员获得了大量在公开场合无法获得的信息，这有助于增强他们参与议会讨论所需要的能力和知识。（注：Anthony Seldon and Stuart Ball，Conservative Century：The Conservative Party Since 19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22—124.）除了主题委员会之外，保守党还设有地区委员会，来自特定地区的议员参加这些委员会，与主题委员会相比，地区委员会远不活跃，较少开会。（注：Knut Heidar and Ruud Koole，eds.，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s in European Democrac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43—44.）

上述组织的存在为后座议员影响政党的政策制定和人事任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在政策制定领域，各主题委员会发挥的影响力最大。委员会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来影响政党的政策（注：Anthony Seldon and Stuart Ball，Conservative Century：The Conservative Party Since 19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19—122.）：一是事后反应，对于保守党领导层提出的议案或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议员们对之加以讨论，其意见和建议通过参会的督导员上报给总督导员，如果相关部门首长未能出席讨论，结果还将上报部门首长，如意见强烈，则会进一步上报内阁。对于遭到主题委员会强烈反对的议案或建议，保守党领导层或政府会对之进行修改或推迟推出，甚至放弃。二是事前行动，在政党的议案或建议处于酝酿时期，因主题委员会的相关成员接近决策者，尤其是在野时，相关的影子内阁部长主持主题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可通过影响影子内阁成员的想法来影响决策。至于“1922年委员会”，它在政策制定中也发挥影响，不过，更多是起到论坛的作用，政党将之作为全面收集后座议员舆论、探察党内政治风向的场所。除了主题委员会和“1922年委员会”之外，保守党后座议员还利用其他途径，如早期动议、议会提问、与部长和督导员的私人聚会、下院的演讲以及议会投票等方式来影响政党政策。（注：Ibid.，p.122.）

对政党的人事领域，后座议员组织也有影响力，其中，“1922年委员会”的影响力最大，它不仅负责管理领袖选举事宜，而且，它以集体的力量发声，表达数量众多的后座议员的意见，对党内人事变动有十足的影响，如果得不到该委员会的信任，即使是现任领袖，也很难继续留任，例如，1965年时任领袖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辞职，正是“1922年委员会”代表后座议员发声表达对他的不信任，才导致他辞职。在政府人事组成方面，保守党领袖也即首相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但他通常会把人选是否得到“1922年委员会”的支持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对于现任大臣，如果失去该委员会的信任，往往也只能选择辞职，例如，在1979—1997年间，包括三位内阁大臣在内的几位政府高官因政策问题以及个人行为问题遭到“1922年委员会”的批评，被迫选择辞职。（注：Knut Heidar and Ruud Koole，eds.，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s In European Democrac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52.）相形之下，同为后座议员组织的主题委员会对人事的影响要小得多，其意见偶尔能影响到大臣的政治生涯。

对保守党来说，这些后座议员组织的存在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注：Ibid.，p.54.）政党内部的聚会使议员们能远离公众的关注，以一种非公开的方式表达对政党的意见，包括发泄不满情绪，有助于加强议员在公开场合的团结。政党尽量在内部将矛盾和意见消解掉，通过开放和坦率的讨论让议员谈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即使不能使所有议员在所有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但如果通过沟通协商，达成妥协，通常也能使议员尊重党团的决定。与以往相比，保守党议员的投票行为不如以往那么忠于政党立场，但是，如果没有各种后座议员组织的存在和努力，后座议员造反的程度会更大。

议员在议会中的言行直接关系到政党在议会中活动的成效，因此，政党十分关注议员在议会中的团结度问题，若议员团结度高，则政党整体行动有力，若持异议者议员多或起而造反，则会严重削弱政党的力量和形象，甚至导致本已执政的政党下台，因此，政党普遍希望提高本党议员的议会团结度。

自二战结束以来，直至20世纪70年代之前，英国两大党保守党和工党在议会中的团结度非常高，“关于投票行为最明显且可以观察得到的两个普遍现象是：（1）国会议员即使曾经投票反对自己政党的立场，次数也应是少之又少；（2）在那些极少数的情况中，即使执政党的后座议员真的投票反对己方，他们也从未达到足以反对政府多数的人数。即使工党内部的修正主义与基本教义派之间有清晰可见的派系冲突，似乎亦不曾丝毫减损工党近乎完美的凝聚力”（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80页。）。对保守党和工党的议会团结度，有数据表明，“1945到1970年间，罪证确凿的跑票（依议会每个会期全部表决的平均百分比来表示）仅约为百分之一。除此之外，政府在这段期间从未因为自己的支持者投票反对本党而输掉下院表决。整个战后时期一直到1970年代，英国政府显得较无须担心国会党员的不服从行为”（注：同上。）。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两大党的议会团结度开始下降，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三届国会，每一会期平均的跑票次数升高到百分之七点一。就保守党来看，下院在1970年到1974年间举行的表决中，保守党曾发生过204次单一或多位以上议员跑票的情形。工党的情形同样如此，在1974年至1979年执政的工党政府，曾遭遇过44次有50名以上的工党议员对己方面投下否决票”（注：同上书，第181页。）。议员在投票中反对本党，导致政府在下院表决失败的次数急剧增加。议员团结度的下降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威胁，如果政府所拥有的支持席位数能多出一半很多，如能多出一百多席，那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小，如果席位数多出的不多，则遇到本党议员反叛，则很有可能遭遇表决失败，或被迫修订政策。例如，在1992年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政党仅拥有多出21席的多数，结果，政府的煤炭政策遭到本党后座议员的反对，“1922年委员会”主席公开宣布无法接受本党政府的政策，部分保守党议员也发表意图投票反对本党政府的声明后，结果，不到24小时，保守党内阁就更改了原有的政策。（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82—183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保守党和工党的议会团结度总的发展是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不过，若在两党之间做一比较，保守党的议会团结度要高于工党，绝大多数保守党议员会按照政党命令投票，比例通常在90%左右或者更高。（注：Knut Heidar and Ruud Koole，eds.，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s in European Democrac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47—48.）工党则不如保守党，有研究表明，工党议员比保守党议员更经常地、更大规模地以及在更多议题上违抗政党的命令。（注：Philip Cowley and Mark Stuart，“Dave’s Dissidents？The Conservative Parliamentary Party in the 2005Parliament”，http：//www.revolts.co.uk/Daves%20Dissidents%2005—07.pdf.x.）工党议员还创下了英国政党议员违抗政党命令的最高纪录。在2003年，工党议员两次大规模地在参与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反对本党政府，其中一次反对者多达139名。这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政党最大规模的议员反对情况。不过，从比例来看却不是最高，这139人所占工党议会党团的比例为34%，在1924年，曾有73名工党议员在要求失业救济的罢工者权力问题上违抗命令，反对本党拉姆齐·麦克唐纳政府，这些议员在工党议会党团中所占比例为40%，从比例看，这是最大的一次工党议员违抗政党命令。（注：Philip Cowley and Mark Stuart，“When Sheep Bark：The 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 Since 2001”，http：//www.revolts.co.uk/BEPR%20article.pdf.）不过，尽管工党的议会团结度不如保守党，但在大多数时候，其团结度仍保持在80%和90%之间，有时甚至更高。

英国两党的议会团结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呈现下降趋势，但整体来看仍是较高的，高于很多国家的政党比如说美国政党。政党在议会中的团结程度与政体有关。英国是议会内阁制政体，政府需要依赖本党议会党团的支持才能维持其存在，因此，英国两大政党保守党和工党都有追求团结的动因。多数党政府追求团结是为了维持统治地位，少数党政府追求团结则是为了展现它维系一个政府的能力。相形之下，美国政党的议会团结度较低，与美国总统制下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有很大关系，在美国政体下，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分别选出，行政机构本身的存在不需要仰赖政党在国会中的团结。

影响政党议会团结度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首先，政党认同的强烈程度无疑对之有影响。政党认同可被界定为一种心理认同，如对政党的基本价值、理论纲领以及组织权威表示认同。政党认同可内在规范议员言行，议员对政党的认同度越高，组织凝聚力就越强，行动一致性就越高。在所有影响议员行动的因素中，政党认同作为一种无形的约束力量，其影响最为深厚和持久。相形之下，保守党议员对政党的认同度整体高于工党议员，两党内虽然都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和派系争斗，但工党内左右两翼的斗争较保守党激烈，且工党是群众性政党，有党内民主的传统，保守党则是集权性政党，缺少民主传统，实行由上至下的党内管理。两党的议会团结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呈现下降趋势，与两党的政党认同度下降有密切关系，这种发展深层次与社会变迁有关。伴随社会的发展和代际更替，社会大众在所持的个人价值、职业追求和事业发展、人生道路设计等方面逐渐彰显个性，个人主义发展特点明显，对权威组织如政党的认同度普遍下降，政党忠诚度减弱。议员作为社会大众的一员，无疑也受到个人主义发展潮流的影响，他们日益呈现出想表达自己意愿的倾向，很多人不再像以往那样把服从本党议会党团的命令视为理所当然，其在议会中的言行独立性日渐增加。因议员出现上述发展特点，政党在议会中更加重视与议员的沟通，议员对政党政策的影响也随之增强。

其次，党内协商和沟通也对政党的议会团结度产生影响。例如，保守党将与议员的协商沟通工作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通过本党议会党团内组织，如各主题委员会定期举行的会议进行协商，最大程度谋求议员对政策的共识，尽量减少持反对立场的议员人数。研究发现，保守党后座议员对政党政策的影响大于工党议员，这也是保守党后座议员较少违抗政党命令的一个重要原因。（注：Jack Brand，British Parliamentary Parties：Policy and Pow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55.）第二步是在对议案投票之前，如发现有议员流露出对政党立场持保留意见或反对意见，督导员会展开劝说，以使其软化立场，例如，把议员公开的批评并投反对票的立场软化成或投赞成票、或缺席、或到席但投弃权票、或投反对票但不公开批评等立场。政党组织对议员进行劝说这一环节因内含对议员的尊重，有时也伴有利益许诺，如承诺对议员所在选区提供政策倾斜，或提供在议会党团内的升迁机会，因而在促进议员转向方面发挥一定作用。如果有必要，督导员还会在内阁（影子内阁）大臣和反叛议员之间展开沟通工作，努力使双方消除分歧，达成一致。督导员劝说工作的努力程度会随着情况不同而有不同，当执政党在议会中拥有明显多数时，丢失一些本党议员的支持票不影响最终的结果，督导员可能不会用尽一切手段，但是，当执政党只有微弱的议会多数时，督导员则会竭尽全力去谋求完全的政党投票团结。伴随着保守党和工党议员的独立性日渐增强，督导员的地位和作用益发的重要，其所面临的工作难度也比以往大大增加。总的来看，在议会党团内加强沟通和协商，是减少分歧、增加共识及强化认同的有效手段。

再次，政党纪律的约束。保守党和工党都有党纪规定，如议员违反相关规定，会受到党纪惩罚。惩罚总的来看可归纳为两种：一是选举惩罚，一是升迁惩罚。选举惩罚直接影响议员能否继续其议会生涯，其中最严重的是开除出党，被开除的议员仍可任满此届议会，但前途则会受损，因被开除出党意味着议员已丧失政党支持，变成无党籍党员，孤立于组织之外，由此，议员单凭个人力量谋求下届议会连任的希望十分渺茫，因此，很多时候被开除出党便意味着议员政治生涯的终结。当然，转投他党另当别论，不过，议员转投他党的情况较为少见。

对违纪议员谋求连任设置障碍也是选举惩罚之一。前文曾谈到，在保守党议员候选人选拔过程中，中央领导层虽然不能直接决定候选人人选，但中央的意见通常会对选区政党组织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中央领导层明确表示不同意该违纪议员继续留任，选区政党往往会将此议员排除在选择范围之外。工党的情况也与之相似，议员候选人虽然由选区产生，但中央有否决权。英国两党的中央组织普遍能对议员候选人选拔过程施加重要影响，党组织较强的控制力增强了组织的权威，对当选议员的言行有威慑作用。

信任投票也是选举惩罚手段之一。执政党可将某一议案能否通过作为对现任政府的信任表决，若不通过，则依据1841年起延续至今的传统，政府若在信任投票中表决失败，则首相必须提出内阁总辞或要求解散国会。（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83页。）此类投票较有可能在执政党认为议案极为重要而本党议员可能出现反叛的情况下加以使用，因其可能导致议会重开选举，而议员因在重选中的命运未卜，为自身前途考虑会慎重考虑投票立场。例如，保守党在1994年执政期间提出的有关增加英国对欧共体财政拨款议案，遭到本党后座议员的反对，磋商未果之下，首相约翰·梅杰宣布此议案投票为信任投票，结果得以通过。英国政治中因信任投票未过而重启大选的情况比较少见，由此可见信任投票的威慑力。

另一种惩罚是升迁惩罚，即以各种措施阻碍违纪议员在议会内的发展。政党之所以能施加此惩罚是因政党议会党团手中握有大量资源，如可指定议会内各委员会成员、推选正副议长、分配议员发言时间与办公资源等。议员升迁很大程度掌握在议会党团手中，后座议员要想成为前座议员，需要得到本党议会党团的肯定，只有成为前座议员才有机会进入政党核心权力圈，成为内阁（影子内阁）阁员甚至政党领袖。在升迁问题上议员的议会表现记录是议会党团考察的重点，如表现良好，升迁则有望，如一再违反纪律，自然不会被委以重任，仕途前景也就比较黯淡。违抗政党命令的政党议员是否被处罚以及如何被处罚依情况而定，其中因素包括所涉及的议题的重要程度、违抗政党命令的议员规模以及违抗政党命令的次数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有些议题如在涉及议员选区的问题以及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上，政党允许议员自由投票，或不对议员违抗政党命令的行为追究责任。

上述政党认同、党内协商和政党纪律从内部和外部约束政党议员的行为。三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同，其中，政党认同在保证议员行动统一方面发挥了基础作用，没有政党认同为基础，其他两种因素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发挥作用。正是有了政党认同的前提，党内协商才有了可能，政党纪律才能发挥其威慑作用。后两者相较而言，党内协商的作用更大，纪律的威慑与惩罚固然重要，但源自内心深处的认同与协商后的共识，比起外部的强制约束更能激发议员的热情与智慧，进而保持政党的团结和统一。


第二节　工党：全国代表大会

自工党1900年建立后，全国代表大会一直是党章规定的政党最高决策机构，不过，除了建党初期代表大会拥有绝对权限外，在其他时期，代表大会的最高决策机构的地位并未得到完全落实，政党领袖和议会党团对行动自由的追求限制了大会作用的发挥。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工党对代表大会进行了力度颇大的改革，伴随着改革的进行，代表大会在政党决策中的地位受到削弱，政党领袖和议会党团在政策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本部分对工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大会职责和地位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并着重考察了工党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代表大会的改革。

工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在建党之初的1900年，此后，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因此，大会又被称为年会。年会闭会期间，由其执行机构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日常事务。年会一般在英国议会开会前的每年秋天召开，持续时间一般为5天。

参加年会的代表包括两类：一类是选举产生的代表。这类代表由选区工党和工党的附属组织如工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团体选举产生。选区工党和附属组织享有的代表名额主要是根据党员数和成员数而定，每5千人选派1名代表，同时，对有女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附属组织另外给予名额。会员不满5千人、但女性人数达到400人以上的附属组织，给予女性代表名额一人；对选区政党组织，女性党员在400人以上的，选派女性代表1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100人以上的选派青年代表1人。（注：雷飞龙：《政党与政党制度之研究》，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54页。）由于选区工党和附属社会主义团体的成员不多，而附属工会的会员数庞大，因此，年会选出的代表绝大多数即90%左右来自附属的工会。（注：Meg Russell，Building New Labour：The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s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192.）

除了选举产生的代表外，另一类代表是当然代表，即依据其职位自然而成为代表。当然代表共分以下九类（注：雷飞龙：《政党与政党制度之研究》，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55页。）：（1）全国执委会委员；（2）工党议会党团全体议员；（3）全国执委会已核准的议员候选人；（4）欧洲议会的英国工党议员；（5）工党秘书长；（6）登记在案的专职党务经理；（7）全国劳工女性委员会委员；（8）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委员会主席；（9）全国宪章委员会委员。

对于年会代表的资格，工党作出如下规定（注：同上书，第155页。）：（1）每一代表均须为工党的个体党员，接受并服从党章、党纲以及工党的政策；（2）集体党员选出的代表，除非是工党议会党团议员或已核定的议会党团议员候选人外，其他必须是选派他们的附属组织的合格会员或专职人员；（3）选区工党选出的代表，议会党团议员或已核定的议会党团议员候选人必须被选出外，其他当选代表须是该选区的居民或已经登记为该选区的选民；（4）一人不得成为一个以上组织的代表；（5）是工党议员但未进入工党议会党团的议员，不得成为代表；（6）在当选为年会代表之前，必须在当选前已加入工党十二月以上。有权出席年会的代表在2500人以上，但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通常有1500名左右的代表会出席年会。（注：R.T.McKenzie，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Hampshire：Gregg Revival，1963，p.489.）

工党年会的召集由筹备委员会负责。选举产生筹备委员会共6人，5人由年会全体代表选出，1人由选区工党代表选出，同时配备1名秘书，由工党总部职员担任。筹备委员会的职责是：安排年会的议事日程；担任议事规则委员会的职务；从年会代表中选择监票员和计票员，并提请年会通过。（注：雷飞龙：《政党与政党制度之研究》，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55页。）

上述是对工党年会的召开、代表产生以及组成等基本情况做了简要介绍。年会是工党最高决策机构，根据党章，工党运转必须接受年会的指导。年会享有制订和修改党章党纲和议事规则、选举政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以及年会筹备委员会等机构的各种权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工党对年会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过后，年会在各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以下主要针对工党对年会所做的改革进行一番考察。

工党的改革主要发生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其采取的改革举措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人事领域，改变年会的人事组成，增加女性代表的比例；改变年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推行一人一票制；改变年会的投票规则，实行一人一票制。二是在政策制定领域，削弱年会在政党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加强政党领袖和议会党团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经过改革，年会的面貌发生较大变化，具体改革举措如下：

（一）实施女性配额制。年会的女性配额制是作为工党一揽子女性配额制中的一项推出的，实施如此广泛的女性配额制的主要目的是为重塑政党形象，赢得女性选民支持。长期以来，工党中女性的政治代表性严重不足，这在全国执委会、议会党团中都有反映，例如，在1990年，在全国执委会的28名成员中，仅有6人是女性，其中5人来自早在1918年就为女性设置的保留席位，另1人来自选区工党部分，来自工会部分的委员中无1人是女性；在工党下院议员中，只有23人是女性，占议员比例的10%。（注：Rachel Brooks，Angela Eagle and Clare Short，Quotas Now：Women in the Labour Party，Fabian Society，1990，p.2.）在政党年会的代表中，女性的比例也偏低，例如，在1983年年会的代表中，只有18%的代表是女性，其中工会的女性代表数量尤其少，在602名工会代表中，仅有45名是女性，所占比例为7%；624名选区工党代表中，有171人人是女性，所占比例为27%。（注：Meg Russell，Building New Labour：The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z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198.）

因女性选民人数众多，因此，女性政治代表性不足会对工党在大选中获取女性的选举支持十分不利。作为英国的两大政党，工党和保守党在大选中的“性别差距”比较明显。所谓性别差距是指，政党所获男性选民的选票支持与女性选民的选票支持之间存在的差距，例如，在1974年大选中，工党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低于保守党，是凭借多于保守党的男性选民支持才获得大选胜利。在1979年大选中，在保守党所获得的支持中，无论是男性选民给予的支持，还是女性选民给予的支持，都多于工党，但两者相比，女性选民方面的领先优势更加突出，女性选民的支持领先男性选民的支持达9个百分点。到1983年大选时，工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性别差距仍有8个百分点。（注：Lisanne Radice，ed.，Winning Women’s Votes，Fabian Society，1985，p.5.）到1987年大选前，工党开始改变竞选战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把女性选民作为目标群体，经过努力，在1987年大选中，两党在女性选民支持率方面的差距几乎消失。不过，工党对大选进行的民调显示出选民有如下倾向：无论是男性选民还是女性选民，都重视女性政治家，对其有积极的评价；女性选民继续把工党看作是政党中男性控制程度最高的党，很多认同工党基本价值的女性选民因此未投票支持工党。这些调查所得出的结论表明，改变政党形象，在党内给予女性发挥作用的更大空间对工党有利无弊。（注：Meg Russell，Building New Labour：The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z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p.103—104.）

为改变政党形象，工党着手在党内推行女性配额制。1989年年会通过决议，对在党内实施女性配额制的提议持肯定态度，全国执委会承担了就配额制在党内征求意见的职责。1990年2月，全国执委会下属的女性委员会起草了征求意见的文件，并下发党内传阅。从反应来看，党内大多数组织对女性配额制持支持态度。（注：Ibid.，p.106.）1990年工党召开妇女大会，大会对配额制展开了调查，也反映出配额制的建议得到多数支持。（注：Rachel Brooks，Angela Eagle and Clare Short，Quotas Now：Women in the Labour Party，Fabian Society，1990，p.15.）

不过，男性占绝大多数的全国执委会对配额制的态度却显得不够积极。因此，在全国执委会提交当年年会的关于配额制的文件中，并未如党内改革派所建议的那样提出在各机构和组织内广泛推行配额制的建议，而只是建议对新的政策机构实行严格的配额制以及在全国执委会中分阶段逐步增加女性委员的比例。至于其他机构和组织实行配额制的具体建议，留给年会决议来解决。1990年的年会收到大量关于配额制的建议，根据各方面意见，年会决议同意实施一揽子女性配额制，其适用范围包括出席年会的代表。1991年，工党开始在党内实施配额制。（注：Meg Russell，Building New Labour：The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z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107.）

具体来看，一揽子女性配额制包括以下内容（注：Meg Russell，Building New Labour：The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z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107.）：在年会代表方面，配额制有如下规定：向政党年会派出1名以上代表的地方政党组织，将实行50%的女性配额制。向年会选派一位代表的地方政党组织，必须至少每隔1年向大会派出1名女性代表。如果地方政党组织在选派代表时不遵循上述配额制的规定，它在大会的代表位置将被空缺。在工会方面，工会往年会选派的代表中必须有女性，女性代表至少不能低于工会中女性的比例。（注：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工会的女性会员比例不断增加，但是，与男性相比，女性占工会会员的比例仍然较低。1979年有950万男性工会会员，390万女性工会会员；到1992年，男性工会会员人数降至550万，女性工会会员下降至360万。Meg Russell，Building New Labour：The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z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127.）在年会以外的其他机构，配额制有如下规定：在全国执委会委员组成方面，到1993年，12名来自工会的成员中有2人须是女性，7名来自选区组织的成员中有1人须是女性。到1994年，这一数目分别上升至3人和2人。到1995年，这一数目将分别上升至4人和3人。在工党公职候选人方面，如果在最高级别的候选人中当选女性数量不足，那些获得最多选票的女性候选人可被认为已当选。就地方政党组织而言，每个分部4名选举产生的官员中有2人须是女性，每个选区政党组织中7名选举产生的官员中，有3名须是女性，总务委员会中50%的代表须是女性。

女性配额制的实施不仅提高了年会代表中女性的比例，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年会其他方面的面貌。年会的氛围和风格发生了变化，对问题的讨论变得细致温和；在年会中发言的女性比例明显增加，例如，在1983年年会上，29%的发言人是女性，到2004年，这一比例提高到47%；更多的女性代表参加年会，实际造成年会中选区积极分子人数的减少，有利于年会制定更为温和的政策。（注：Meg Russell，Building New Labour：The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z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p.198—199.）

（二）除了推行配额制之外，改变年会代表的产生方式和名额分配是工党改革年会的另一项重要举措。从来自选区工党的年会代表产生方式看，1987年大选失败后，工党规定，选区的代表通过一人一票的党员投票方式产生，这种新的代表产生方式减少了持极端观点的积极分子当选的可能性。（注：Stephen Ingle，The British Party System：An Introduction，Routledge：New York，2008，p.89.）在调整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面，1992年工党决定，把工会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投票份额从87%减至70%（1996年又减至50%）；1993年工党又做决定，废除全国代表大会的集团投票，实行一人一票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会对年会投票的影响。（注：Meg Russell，Building New Labour：The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z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p.195—197.）

（三）改革政党的决策程序，弱化年会的最高决策机构的地位。改革决策程序是工党十分重要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改革措施。工党决策程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领袖和议会党团逐渐融入包括年会在内的议会外组织的决策结构中，力图主导政党的政策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年会在工党的政策制定和人事决定等事务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是政党最高决策机构，最经常的工作是讨论和表决政策建议。提交年会的政策建议有两类：第一类是选区工党和附属组织提出的政策建议。由于提出的政策建议很多，为方便处理，政策提案通常必须在年会召开前规定的一段时间内提交，年会一般用两到两天半的时间用于讨论这些政策提案。（注：R.T.McKenzie，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Hampshire：Gregg Revival，1963，p.490.）由于每个组织无论其成员人数多少，都只能提1个政策建议，因此，年会的多数政策建议都是选区工党提交的，如在1968年年会上，选区工党提出386个政策建议，工会提出29个政策建议，其他的附属组织提出4个政策建议。年会上的多数发言人也来自选区工党，如在1968年年会上，发言人中有87人来自选区工党，30人来自工会，1人来自社会主义团体，25人是议员和议员候选人。（注：Meg Russell，Building New Labour：The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s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192.）不过，尽管选区工党对年会的议程有影响，但由于工会控制了年会的多数投票，最后获得通过的往往是工会的提案或是得到工会赞同的提案。

第二类政策建议来自全国执委会。（注：全国执委会向年会提交的政策建议形成于其内部的各委员会。全国执委会下设数个主要委员会，并根据政党当前关注的问题设立一些特别委员会，其成员通常是全国执委会成员。）根据党章，全国执委会的重要职责之一即是向年会提交“其认为政治环境所必然要求的、影响政党纲领、原则和政策的决议和声明”（注：R.T.McKenzie，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Hampshire：Gregg Revival，1963，p.521.）。全国执委会提交的政策建议不多，但很重要，常常用1天或更多的时间讨论，有时，年会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全国执委会提交的政策建议，例如，1953年的年会花了近4天时间讨论它提交的《英国面临的挑战》这一重要政策声明。全国执委会的政策建议通常都会被年会接纳，并很少被修改，成为工党政策的主要来源。（注：Ibid.，p.490.）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工会领导人通过“集团投票”控制了年会的大多数投票，议会党团与工会建立松散联盟，通过非正式协商机制来影响工会，进而影响年会决策，因此，年会的政策一般与议会党团的想法相一致。不过，当议会党团与工会的联盟出现问题时，年会通过的政策就会与议会党团的想法相背离，这导致年会决议在实践中有时会遭到议会党团的反对和不执行。例如，1960年的工党年会通过了单边核裁军提案，时任工党领袖的休·盖茨克尔对此公开表示拒绝接受，并宣称他将“战斗、战斗、再战斗”，争取推翻决议。在1961年工党年会上，盖茨克尔主张的保留核防务的决议被采纳。显然，议会党团对于年会受到工会控制的局面感到不满，希望削弱工会和年会的权力，扩大议会党团的自主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党对决策程序的改革即是希望达到上述目标。改革始于领袖尼尔·金诺克任职时期，金诺克所进行的改革举措主要在两方面：第一，设立联合政策委员会。联合政策委员会由影子内阁和全国执委会成员组成，其职责是取代全国执委会的各委员会，负责提出政策建议。由于影子内阁在联合政策委员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议会党团不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而且决定了政策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全国执委会控制着工党的研究部门，这些部门掌握了政策制定所必须的物质和智力资源，相形之下，政党领袖和议会党团却缺乏这些资源。不过，随着国家对议会党团进行公共补助、给议员配备秘书以及提高给予议员的研究津贴，这一时期议会党团自身所掌握的资源相比过去大量增加，这些资源为领袖和议会党团进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启动政策重审。在1987年大选中，工党继1979年、1983年连续失败后第三次败选，推动工党启动了政策重审程序，放弃了一些不受选民欢迎的传统政策，如单边核裁军、退出欧洲共同体等主张，并逐渐提出新的政策创议，进行政策革新。在实施政策重审的过程中，工党建立了负责重审工作的政策小组，这些小组独立于全国执委会，并逐渐被议会党团所控制。政策重审小组由全国执委会成员、影子内阁成员和工会领袖组成，在总共9个政策重审小组中，有7个是议员占据多数。（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78.）政策重审机制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限制了年会在决策中的作用。1989年，政策重审小组给年会的最终报告是作为“既成事实”提交的，即只能接受或反对，但不能修改。由于反对必然会造成政党分裂，所以，接受政策重审小组的报告成为年会的必然选择。（注：Ibid.，pp.78—79.）通过政策重审，政党领袖和议会党团加强了对决策的控制。除了上述两方面的举措外，金诺克还推动建立了全国政策论坛。1990年，年会批准成立全国政策论坛。1993年，全国政策论坛最终被创立，但对其地位的规定不清晰，同时它对决策的影响也有限，只是到托尼·布莱尔担任领袖后，全国政策论坛才得以真正发挥作用。

布莱尔担任领袖后，进一步推进工党决策程序的改革，建立新的决策机制。1997年，年会通过《执政中的伙伴关系》的报告，根据该报告，工党建立起新的决策组织结构，该组织结构是多层的，包括全国政策论坛、联合政策委员会和政策委员会，其中，全国政策论坛是最重要的决策机构，其职能是发展作为政党选举宣言基础的“滚动政策计划”。最初的“滚动政策计划”是两年为一周期，后变为三年为一周期。全国政策论坛的成员是政党各部分的代表，最初由175人组成，后人数有所增加，达到193人。代表包括两大类，一是选举产生的代表，一是任命的代表和当然代表。选举产生的代表共9部分，各部分以及人数分别是：选区工党（55）、附属工会（30）、地区工党（22）、地方政府（9）、附属社会主义团体（3）、黑人社会主义团体（4）、议会党团（9）、欧洲议会党团（6）、工党学生团体（1）、工党上院议员（2）。任命的代表和当然代表如下：任命的代表为威尔士政策论坛官员（4）、苏格兰政策论坛官员（4）、内阁或影子内阁（8）、合作工党（2）；当然代表为合作工党总书记、全国执委会成员（33）。（注：The Labour Party Rule Book 2010，p.25.）

至于联合政策委员会，它的职责主要是对全国政策论坛进行指导和监督。联合政策委员会包括了同等数量的全国执委会成员和内阁或影子内阁成员，其他成员还包括全国政策论坛的一些成员以及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政党领袖担任联合政策委员会主席。例如，在2003年，联合政策委员会共有32名成员：全国执委会成员（8）、内阁成员（8）、全国政策论坛（9）以及首相、副首相、政党主席、欧洲议会党团领袖等在内的7名领导人。（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86.）

另一机构即政策委员会直接对全国政策论坛负责，具体负责政策制定工作。最初设置的政策委员会共有8个，每个委员会有成员15人或10人。后来政策委员会调整为6个，每个委员会有成员16—20人，这6个政策委员会分别是：英国与世界委员会；创造可持续的社区委员会；犯罪、司法、公民权与平等委员会；教育与技能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繁荣与工作委员会。（注：“Partnership into Power：Annual Conference Review of Labour Party Policy Making”，2010.http：//www.labouremail.org.uk/files/uploads/752201ad cfaa 9694 c 121 9f0f7d5be065.pdf？utm_source=taomail &utm_medium=email &utm_campaign=5687+Partnership +into +Power +-+The +Review &tmtid=25029 5687 3 224 2155485.）政策委员会的成员来自议会党团、全国执委会和全国政策论坛，但在政策委员会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作为会议召集人的内阁或影子内阁成员、他们的顾问以及政党总部的政策参谋人员，这些人负责起草政策文件，后面的讨论都是围绕该文件草案进行。（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87.）政策委员会的会议方式是秘密的，不对大众媒体开放。

在上述新的决策结构下，工党的政策形成过程可具体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87；张文成：《英国工党的决策体制改革》，《国风》2005年9月刊。）第一阶段的程序如下：1.全国政策论坛审查工党的现行政策，确定政策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2.政策委员会就全国政策论坛确定的优先考虑问题提出政策文件草案。3.全国政策论坛对文件草案提出修改意见。4.政策委员会根据全国政策论坛的意见对文件草案进行修改。5.联合政策委员会对修改过的文件草案作最后修改，并批准其为协商文件。6.协商文件下发到各选区工党、附属组织、地方政策论坛（注：地方政策论坛是在“执政中的伙伴关系”下引入的新结构，向一个选区的所有个体党员开放。地方政策论坛开会时，通常是讨论一个具体的政策议题，有一个主持人负责引导讨论。（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200.）以及党外团体进行讨论。7.根据党内外提出的意见，政策委员会对协商文件进行修改，并提交全国政策论坛。第二阶段的程序与第一阶段大致相同，只是政策委员会提交的修改过的协商文件经全国政策论坛和联合政策委员会修改后，再次下发讨论时，仅限于本党党员讨论，显得更加正式。最后，全国政策论坛修改后的协商文件经联合政策委员会同意后，交年会进行讨论和最终的表决决定。

需要一提的是，全国政策论坛向年会提出的政策建议中，除了得到全国政策论坛多数代表支持的政策外，还有得到一定比例代表支持的政策，被称为“替代立场”。所谓“替代立场”，是指未获全国政策论坛的多数支持、但达到一定支持率的政策，即获得36%的代表投票支持的政策（最初是至少获25%的出席全国政策论坛的代表支持，或所有代表中至少有35人支持），可作为“替代立场”提交年会表决。（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88；http：//www.annblack.com/partnership_made_easy_2.htm.）这种“替代立场”对议会党团形成一定的挑战压力，因为一般来看，议会党团主导着全国政策论坛，论坛向年会提出的政策一般是议会党团支持的政策，而“替代立场”无疑未受到议会党团多数支持，但一旦被提交给年会，那有可能对提交给年会的其他受议会党团支持的政策造成压力，例如，在工党2000年的年会上，有7个“替代立场”被提交给年会，其中2个与议会党团意愿相悖的“替代立场”得到年会代表的支持。（注：Meg Russell，Building New Labour：The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s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p.205—206.）过去，年会对全国执委会的政策建议采取全部接受或全部否定的方式投票，在新的决策机制下，由于存在“替代立场”，作为全国政策论坛多数支持的政策提交年会进行讨论和投票时，就有可能被修改。

此外，根据规定，除了全国政策论坛有权向年会提交政策建议外，选区工党和附属组织可以就全国政策论坛提交的政策建议中未涉及的议题向年会提出政策建议。但是，由于全国政策论坛提交年会讨论和投票的政策范围比较广泛，选区工党和附属组织提交政策建议的机会很少。因此，与过去不同，现在的年会花很多时间讨论全国政策论坛的政策建议，而不是选区工党和工会的政策建议。

显然，新的决策机制分散了年会原来所拥有的权限，领袖和议会党团在决策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对领袖和议会党团来说，这一政策形成过程的有利之处在于，借助全国政策论坛这一重要的平台，领袖和议会党团可以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就所提政策同党组织展开对话和协商。因年会对外公开，经大众传媒转播，在年会上长时间讨论政党政策经常会出现争吵和冲突的情形对政党十分不利。与通过年会来讨论工党的政策相比，通过全国政策论坛进行内部讨论、不对外公开，可减少相互争吵而发生的对政党形象的损害，内部讨论也有利于各方达成妥协和和解。同时，由于政党领袖和议会党团进入到新的决策结构中，起到一种主导作用，通过发挥确定政策讨论议程、引导讨论、解释讨论结果以及给年会拟定建议等作用，保证了最后形成的妥协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政党领袖和议会党团的意愿。

布莱尔对工党决策程序进行的另一项改革举措是引入党员公决。工党历史上曾举行过两次党员公决，第一次是就党章第四条的修改举行党员公决。1994年，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在当年的年会发言中表示希望修改党章第四条。党章第四条被称为“公有制”条款，明确表明工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但党内对这一条款一直存在争议，在工党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党内左右两翼围绕这一条款进行过多次斗争。布莱尔任职后希望修改它，但遭到党内积极分子和工会的反对。一份关于选区工党的调查表明，在61个被调查的选区工党总委员会中，有59个想继续保留该条款。由于积极分子控制着选区工党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的意见实际就是积极分子的意见，积极分子和工会的反对态度意味着，如果按照传统做法，把第四条款的修改直接交由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投票决定，将很难获得通过。结果，布莱尔决定将之交付全党公决，1995年，工党就第四条的修改举行党员公决，征询党员意见，结果，不到三分之一的党员参与了投票，其中，超过80%的党员同意修改该条款。虽然在公决举行前开展的民调显示，全国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反对修改，但在党员公决后，不少代表受到公决结果的影响，改变了原来的反对态度，转而支持党章修改。在党员公决后，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特别会议对该条款的修改进行投票，65%的代表投票同意进行修改，其中，选区工党的代表中有90%的支持修改，工会代表中有55%的支持修改。（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94.）

另一项全党公决定发生在1996年，是年，工党在决定大选选举宣言的过程中引入了党员公决，让党员对选举宣言的草案进行投票。与党章第四条的修改一样，宣言草案也得到党员的普遍支持，有61%的党员参与了投票，其中，近95%的党员投票支持选举宣言草案。（注：Ibid.，pp.94—95.）从效果来看，一方面，举行党员公决有助于政党提出的政策获得支持，使其政策有了更大的合法性，这有利于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削弱了年会的权限。1995年工党修改党章，对党员公决的活动做出了具体规定，不过，自上述两次公决后，工党未再举行过全党公决。（注：工党党章规定，全国执委会可就其认为合适的议题要求党员公决，并负责提供选票以及规定投票的时间和程序。The Labour Party Rule Book 2010，p.12.）

伴随改革的进行，年会的功能也发生变化。年会虽然是工党内部事务，但是，随着大众媒体影响力的增强，工党逐渐注重借助媒体把年会作为展现形象、扩大影响的重要事件。为此，工党注意与媒体进行会前的沟通，安排好年会的报道。例如，自1988年以来，每次年会开会前，工党提前数月与英国广播公司（BBC）谈判年会的报道和设施问题。（注：Florence Faucher King，Changing Party：An Anthropology of British Political Party Conferenc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124.）另外，工党会精心准备提案、报告和发言，谨慎安排讨论，避免发生争执和分裂，意在通过传媒传递正面形象，比如，邀请党外人士给年会代表作报告，以展现政党的民主形象；领袖的演讲中避免出现导致冲突的内容；安排更多女性作发言人，以体现政党的代表性；年会的部分会议是秘密的，不向媒体开放，以避免争论公开化。

总的来看，决策机制的改革对工党产生的影响是多重的，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年会的权力受到削弱，权力出现外移，部分移向包括领袖及议会党团。领袖和议会党团对决策的影响力提升，他们是工党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他们对决策影响力的上升减少了决策和执行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议会党团和议会外党组织之间关系的和谐。另一方面，权力也出现下移趋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权限比以往扩大，决策的包容性增加。权力的上移与政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日渐复杂、因而须赋予本党执政团队更多的自主权有关；权力的下移则是因政党受到党内外民主力量的推动，逐渐采纳某些直接民主形式所致。

不过，改革也带来了以下问题：一是党员参与的有效性问题。很多党员感到，尽管他们参与了决策，但他们的参与未能对决策产生多大的影响。二是年会参与的积极性问题。在新的决策结构下，年会虽然仍是最高决策机构，但其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已不如前，受此影响，年会代表们参与年会的积极性明显降低。例如，选区工党出席年会的代表人数有不断下降的趋势，2002年共有527名选区工党代表出席年会，到2009年下降到444人，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412人，（注：“Refounding Labour Party：A Party for the New Generation”，http：//www.campaignengineroom.org.uk/uploads/63e1d1df10bb2eb4 e1d1 086fc 8fe 618d.pdf.）


第九章　英国政党组织的资源

对现代政党来说，党员是重要的，党员可为政党提供各种帮助，是政党拥有的重要资源之一。除了党员外，财政是政党的另一重要资源，财政状况是否良好关系到政党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党员与财政问题涉及政党所拥有的人力和财力，在竞争性的选举政治环境下，拥有丰富的人力和财力对政党意义重大。本部分即分别对保守党和工党的党员与财政状况做一考察。


第一节　保守党：党员与财政

保守党是17世纪起源于英国议会内的精英型政党，这类政党最初主要依靠社会精英的支持，并不致力于吸收党员，因此，在其产生和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党员数量十分有限。对保守党来说，在选举权还未得到广泛扩展之前，党员数量有限并不是个问题，因为选民人数少，政党不需要多少人力来开展竞选活动，当它需要人力时，它会通过雇佣人员来帮助它完成任务。

但是，伴随1832年的议会改革，享有选举权的人群范围扩大，新出现的中间阶层开始被纳入到政治体系中。保守党意识到，为了与这些新近拥有选举权的选民进行联络沟通，以争取他们的选举支持，必须发展政党自身的组织，来帮助组织和动员选民。保守党由此开始征募党员，建立各级党组织。此后，伴随英国议会改革在19世纪中后期的进一步推行，英国选民人数进一步增加，工业城市的工人也拥有了投票权，政党各级组织和党员在联络选民方面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进入20世纪，其他类型的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尤其是左翼工党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更给保守党带来了压力。工党是群众性政党，致力于吸收党员，尤其重视吸收与工党联盟的工会组织和各社会团体的集体党员。在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的英国大选中，工党战胜保守党，正式成为英国政坛最具实力的两大政党之一，保守党面临着与作为群众性政党的工党争夺支持力量的局面，开始更大规模吸收党员。（注：Andrew Thorpe，“Reconstructing Conservative Party Membership in World War II Britain”，Parliamentary Affairs，Vol.62，No.2，2009，p.236.）

从党员数量来看，保守党在二战后初期吸收党员的工作卓有成效，在1946年，保守党约有党员91万人，短短两年后，党员数量就迅速增加至220万左右，其党员人数在1953年达到巅峰，约有290万。（注：Feargal McGuinness，“Membership of UK Political Parties”，2012.http：//www.parliament.uk/briefing papers/SN 05125.）不过，自1953年后，保守党的党员数量开始下降，到1965年，党员数量下降至225万左右。此后10年是党员数量锐减的10年，到1975年时，党员已减少了一半，约剩下112万。在这之后，保守党的党员人数一直在100万至120万之间徘徊。到20世纪90年代，保守党的党员数量再次出现锐减，1997年时仅剩余党员40万左右。进入2000年后，从整体发展趋势看，党员也一直在减少，如在2001年，保守党有党员31万左右，到2008年党员减至25万，2011年党员人数估计在13万至17万之间。（注：Ibid.）总的来看，保守党党员的数量在经过二战后初期的大发展后，在其后的数十年间，虽然偶尔有过反复，但整体趋势是呈下降趋势。

从党员的社会构成来看，保守党的党员大多数来自社会中间阶层及上层，年龄普遍偏大。上世纪90年代初的数据显示，党员平均年龄为60岁，43%的党员年龄在66岁以上，35岁以下的党员只占15%。（注：Patrick Seyd and Paul Whiteley，“British Party Members：An Overview”，Party Politics，Vol.10，No.4，2004，pp.42—43.）进入21世纪后，党员年龄基本维持在60岁左右的水平。（注：艾伦·伍兹：《英国大选之后工党面临的政治形势》，姜辉、范根犬编写，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0期。）从性别看，女性党员比例较高，占党员的一半左右，与英国其他大党相比，保守党是较受女性欢迎的党。从对党内活动的参与来看，保守党的党员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党员，这类党员占党员群体的绝大多数。对一般党员而言，党员资格主要是意味着定期向政党捐款，他们较少参加包括竞选、游说和集会等政党日常活动。一般党员对政党的财政贡献比较大，保守党的选区协会组织在地方上经常举行筹集经费的活动，一般党员通常会比一般捐款人捐出更多的金钱。部分一般党员的政党认同不是很强烈，因而有退党的可能。另一类是积极党员，约占保守党党员人数的15%—20%左右。（注：Paul Webb，The Modern British Party Syst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0，p.229.）积极党员是政治活跃分子，是政党所依赖的重要力量，他们较经常地参与党内政治活动，包括散发选举传单、参加政党会议以及竞争党内外的政治职位等。同党员数量不断下降的趋势一样，保守党内积极党员的比例也呈现下降趋势，党员政治参与的活跃度在衰退。

目前，保守党对党员资格规定了如下基本条件：不是其他政党的党员；同意按照保守党全国理事会所规定的方式接受党章约束；努力支持和促进政党的目标和价值；按照全国理事会规定的数额交纳党费。（注：Constitution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2010，p.5.）与工党相比，保守党党员的活跃程度相对低，其享有的民主权利也相对少。这与保守党的起源和文化有关。保守党传统上是干部党，没有党员，因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开始吸收党员，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大规模党员队伍的政党。但是，保守党不是群众性政党，而是由干部党发展而来的一种混合型政党，它带有干部党的痕迹，是一个十分强调等级的组织，政党在实质上把党员的参与看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认为党员的政治参与是为了给政党提供各种服务，尤其是帮助政党争取选民的支持，因此，其党员所享有的权利不如群众党的党员。（注：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对此，有观点曾评论说：“托利党（即保守党）的竞选活动参与者们动员选民投票……工党的积极分子则在参与的风景中追求他们目标的实现。”（注：Paul Webb，The Modern British Party Syst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0，p.229.）不过，面对其他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压力，保守党现今对发展民主也比较重视，给予党员一些正式权力，如党员享有参与决定政党领袖、政党议员候选人的权利等。

保守党的党员对政党的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动员选民的支持。地方政党组织在大选期间会组织各类动员游说活动，包括挨家挨户的宣传，散发政党宣传材料，发出参加会议和社交聚会的邀请等，党员在组织和动员选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开展筹资活动，为政党财政做出贡献，例如，在1992年，保守党总收入为2600万英镑，其中，1800万英镑来自党员在其选区中开展的筹资活动，也就是说，政党收入的大约70%来自基层党员的募捐。（注：Paul Whiteley，Patrick Seyd and Jeremy Richardson，True Blues：The Politics of Conservative Party Membership，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p.3.）不过，随着党员规模的大幅度萎缩，目前，党员在组织动员选民以及筹集经费方面的作用已不如以往。

党员问题是保守党关注的重要问题，除此之外，保守党给予很大重视的另一问题是财政问题。保守党的财政来源之一是社会捐款，捐款一直是它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保守党代表英国社会中上阶层的利益，它在筹集经费时，主要以一些大额捐款者即富有的个人、大企业和大公司为目标，而不是大范围地追求小额捐款，例如，从2001年4月至2005年3月，在保守党所收到的社会捐款中，相当比例的是大额捐款，每笔捐款平均数在所有政党中最大，其中，超过10万元的大额捐款占捐款的43%。（注：Keith Ewing and Navraj Singh Ghaleigh，“The Cost of Giving and Receiving：Donations to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K”，Election Law Journal，Vol.6，No 1，Jan 2007.）保守党所获得的捐款主要依靠地方选区协会举办的筹款活动，因党员人数的急剧下降，主要依赖于党员开展的地方选区协会的筹款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更有效地筹集经费，政党现更多地在全国层面组织大规模的筹款活动。

在政党所获捐款来源方面，英国规定，政党和候选人只能从法律允许的来源接受捐款，这些来源包括：在英国进行选举登记的个人（包括遗赠）；在欧盟范围内被合并、在英国开展业务并在英国登记的公司；在英国登记的政党；在英国登记的工会；在英国登记的房屋建筑协会；在英国登记和开展业务的有限责任合伙人；在英国登记的互助组织；以英国为基地并在英国开展业务或从事其他活动的非法人团体，此外，特别规则还允许在某些条件下接受来自直布罗陀地区的捐款和贷款。（注：The Electoral Commission，Donations and Loans：Guidance for Regulated Donees in Great Britain，2010，pp.2—3.）在捐款公开方面，英国规定，所有登记的政党必须向英国选举委员会提交收支统计表，并附上证明200英镑以上付款的发票和收据，所有统计表都将被选举委员会公布；对给予中央政党组织的超过5000英镑的捐款以及给予地方党组织超过1000英镑的捐款，政党必须每季度向选举委员会报告并公开，选举委员会是对政党财政进行管制的机构，负责对政党财政方面的遵守情况进行检查，并负责对捐款和花费进行登记。

除了社会捐款外，党员缴纳的党费也是保守党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不过，伴随保守党党员人数明显下降，党费占保守党财政收入的比例已大不如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来自党费的收入与来自捐款的收入之间的比例发生明显变化。据统计，英国两大政党的党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975—1979年的49%下降到1993—1997年的25%，同一时期捐款收入的比例则从49%上升到63.7%，到2005年，党费只占工党收入的10%，占保守党收入的3.5%。（注：House of Commons Constitutional Affairs Committee，Party Funding：First Report of Session 2006—2007，p.11.）

除了上述社会捐款和党员党费外，国家对政党提供的公共补贴也是保守党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由国家对政党进行补贴的做法在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中逐渐得到普及，公共补贴成为西方很多政党重要的收入来源。例如，在1997—2010年间，由于国家对反对党的补贴，国家补贴成为英国保守党重要的财政来源，据估计，在非选举年国家补贴占保守党活动花费的40%，而选举年则占到近60%。（注：Andrew Tyrie，The Conservative Party’s Proposals for the Funding of Political Parties，The Conservative Party，2006，p.17.）

西方国家之所以日益重视对政党提供补贴，与政党的重要地位以及政党面临的财政压力有关。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其执政过程不仅关系到社会大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民主政治的稳定，但是，政党维持自身运转需要经费支持，尤其是伴随着现代竞选技术的革新，政党在竞选活动中的花费日渐增加，政党通过自身努力筹集的资金往往不能满足需求，很多政党陷入财政困难的境地。由国家对政党提供补贴，可以缓解政党的财政紧张，并强化政党为大众负责的意识，这一发展也导致政党和国家之间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此外，公共补贴的实行也与政党在筹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关，政党在筹资过程中与各类利益集团发生联系，其间很容易出现利益交换，很多政党成功执政后会运用权力对相关资助者进行报答，导致政策倾斜。因此，西方国家对政党实行公共补贴的目的之一是减少筹资过程中的腐败，减少政党对利益集团的依赖。

鉴于公共补贴对政党的重要性愈来愈突出，因此，对英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可做一综合观察，从中也可发现保守党和工党所获得的补贴情况。英国对政党提供的补贴主要有两类：一是直接补贴，一是间接补贴。直接补贴被限制用于政党在议会中作用的发挥以及政党的政策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政策发展补贴。根据2000年的《政党、选举和公决法案》，国家对在下院中有至少符合下列两项条件的两名议员的政党提供补贴，帮助政党发展政策，这两项条件是：议员根据议会规定做过宣誓；议员享有在议会中开会或投票的资格。国家对政党的政策发展资助设有封顶，补助总金额为每年200万英镑，其中的100万英镑是在有资格享有补贴的各党之间平均分配，其余的100万英镑根据政党政治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不同发展特点以及这四个地区选民的规模进行分配。在2012—2013年度，各党享有的政策发展补贴分别为：工党是45.5万英镑，保守党是45.5万英镑，自由民主党是45.5万英镑，苏格兰民族党是17.1万英镑，社会民主工党是15.6万英镑，民主统一党是15.6万英镑，威尔士民族党是15.2万英镑。（注：http：//www.electoralcommission.org.uk/__data/assets/excel_doc/0010/67915/PDGs website.xls.）

（二）“肖特钱”（Short Money）。该项资助是在工党执政期间由哈罗德·威尔逊政府于1975年引入的，以当时的下院领袖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的名字命名，资助对象是有两名下院议员的反对党，或有一名下院议员并在上次大选中获得15万张选票的反对党。对于不按照议会规定进行宣誓的议员所在的政党，国家不提供“肖特钱”的资助。此项资助用于以下三个方面：帮助这些反对党开展议会工作；对反对党进行的与议会活动有关的交通和相关花费进行资助；对反对党办公室领袖的花费进行资助。最初的“肖特钱”有封顶，但在1987年取消了封顶。在2013—2014年度，各党享有的这类补贴金额分别为：工党是650.9万英镑，民主统一党是16.2万英镑，绿党是6.4万英镑，威尔士民族党是7.8万英镑，社会民主工党是6.9万英镑，苏格兰民族党是18.2万英镑。（注：Richard Kelly，“Short Money”，2013.http：//www.parliament.uk/Templates/BriefingPapers/Pages/BPPdfDownload.aspx？bp id=SN 01663.）

（三）“克兰伯恩钱”（Cranborne Money）。该资助于1996年实行，以当时的上院领袖克兰伯恩（Cranborne）的名字命名，用于向反对党提供财政支持，后来中立议员的会议召集人也享有该项补贴。在2013—2014年度，工党享有的该项补贴为55.6万英镑，中立议员的会议召集人享有的补贴为7.2万英镑。（注：Richard Kelly，“Short Money”，2013.http：//www.parliament.uk/Templates/BriefingPapers/Pages/BPPdfDownload.aspx？bp id=SN 01663.）

（四）对新芬党的财政资助。由于“肖特钱”是为支持政党开展议会工作而提供的财政帮助，因此，对其议员不按照议会规定做宣誓的政党不提供资助。2006年下院又引入一项新规定，向其候选人当选为议员但放弃席位的反对党提供资助。根据这项规定，放弃下院席位的新芬党获得相应的财政支持，在2012—2013年度，新芬党获11.2万英镑的财政资助。（注：Ibid.）

（五）政治基金资助。威斯特敏斯特民主基金是由“海外英联邦办公室”资助的独立公共机构，该机构向英国政党提供资助，用于英国政党在海外促进民主发展的活动。

除了直接补助外，国家还给予政党间接补助。这些补助包括：一是政党的政治广播。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英国限制大众媒体对政治的渗透，例如，它禁止在广播和电视上作付费的政治广告。根据法律，各政党在提出的候选人和获得的选举支持基础之上，免费享有相应的广播时间。如果政党在大选中在超过六分之一的选区推选本党议员候选人，则有权享用国家给予的选举广播时间。在1997年大选时，工党和保守党这两大党都享有了价值2000万英镑的广播时间，第三党自民党享有的广播时间价值也达1600万英镑。（注：The Electoral Commission，The Funding of Political Parties，2003，p.16.）二是免费邮寄。1983年的《人民代表法案》规定，国家向候选人提供一次向选区内的选民免费邮寄竞选演说词的机会，免费邮寄由政府的皇家邮政提供。三是免费使用建筑用于公众集会。1983年的《人民代表法案》规定，国家向候选人免费提供公共建筑用于公众集会，例如，由公共资金支付管理维修费用的学校等建筑。四是对给予政党的捐款减免遗产税。1975年的《金融法案》引入该项规定，1984年的《遗产税法案》对此作出具体规定，如某人将继承的遗产部分或全部用于捐款，则减免遗产税，并对捐款数额没有限制。

总的来看，英国对政党的公共补贴呈现增加的趋势，不过，与德国、挪威及丹麦等国家相比，英国对政党的补贴数额仍相对较少，而且，主要是针对在野党而进行的补贴，所以，其他渠道尤其是来自社会的捐助仍是保守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保守党代表社会中上阶层的利益，长期以来是英国工商业、银行界愿意资助的对象，算是英国政党中财力比较雄厚的党，不过，它也有财政拮据的时候，尤其是当实力下降、处于在野地位时，所接受的捐款数额通常会大大减少。英国很多利益集团更愿意资助执政党，以求得到政策回报。从保守党来看，自1997年后长期在野，财政赤字问题日益严重。有数据显示，在2001—2005年在野期间，保守党的收入和支出分别为：2001年收入2330万英镑，支出2500万英镑，赤字170万英镑；2002年收入990万英镑，支出1050万英镑，赤字60万英镑；2003年收入1360万英镑，支出1600万英镑，赤字240万英镑；2004年收入2000万英镑，支出2620万英镑，赤字620万英镑；2005年收入2420万英镑，支出3920万英镑，赤字1500万英镑。（注：House of Commons Constitutional Affairs Committee，Party Funding：First Report of Session 2006—2007，p.10and p.17.）

在保守党的各项开支中，最大的开支是日常管理费用，这些日常管理事务包括：党员管理、处理调查、候选人选拔和培训、党内民主和治理、筹集资金、财政管理、立法建议以及满足国家各项规定需要付出的花费。例如，保守党在2004年支出的2620万英镑中，有1620万英镑是用于日常管理费用，即使在2005年大选年，管理费用仍是保守党最大的开支项目。对政党账户的调查表明，在2005年之前的5年间，政党80%的花费是日常花费。（注：House of Commons Constitutional Affairs Committee，Party Funding：First Report of Session 2006—2007，p.10and p.17.）除了日常管理费用之外，政党的竞选花费是另一项重要开支，这一开支呈现出日渐增加的趋势，如从1983年至1997年，保守党的竞选开支增加了3倍多。

不过，与美国政党竞选的巨额花费相比，英国政党的竞选花费较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与国家管制有关。英国有对政党和候选人个人的竞选花费进行封顶的规定。从对政党的花费封顶来看，英国从2001年大选开始对政党的竞选花费进行封顶，每个选区花费的金额上限规定为2.4万英镑，（注：Ibid.，pp.17—18.）到2005年，每个选区花费金额上限增加至3万英镑（注：The Electoral Commission，Election 2005：Campaign Spending—The UK Parliamentary General Election，2006，p.11and p.13.），到2010年，每个选区花费的金额上限仍为3万英镑。（注：The Electoral Commission，UK General Election 2010：Campaign Spending Report，2011，p.2.）从实际总花费来看，在2001年，保守党的花费是1280万英镑，工党花费是1100万英镑；2005年大选时，保守党花费是1785万英镑，工党花费是1794万英镑；2010年大选时，保守党花费是1668万英镑，工党则花了802万英镑。（注：House of Commons Constitutional Affairs Committee，Party Funding：First Report of Session 2006—2007，pp.17—18；The Electoral Commission，UK General Election 2010：Campaign Spending Report，2011，p.11.）

从对候选人的花费限制来看，1983年的《人民代表法案》开始限制候选人个人的花费，2010年英国又引入关于“长”时间段竞选管制的新规则，也就是从1月1日到4月12日议会解散时，这是大选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候选人在这段时间的竞选花费受到国家管制，国家规定的最终花费上限为3万英镑左右。对候选人的第二个管制期是“短”时间段的管制，管制时间是议会解散时至大选投票日。在此段时间内，候选人个人的花费上限定在1万至1.2万英镑。（注：The Electoral Commission，UK General Election 2010：Campaign Spending Report，2011，p.11）从2010年大选的总花费来看，各党议员候选人的总花费是1400万英镑，略低于2005年大选，其中，工党议员候选人的花费与2005年相比减少了14%，保守党议员候选人的花费则增加了5%。（注：The Electoral Commission，UK General Election：Campaign Spending Reports，2011，p.10.）

除了对政党和候选人个人的花费作出限制外，英国还对第三方的选举花费进行封顶。第三方是指通过开展竞选活动，比如说开展支持某项政策的活动来影响选举结果的个人或组织，这些个人或组织的竞选活动花费如达到一定程度必须登记，例如，在英格兰开展的竞选活动花费达到1万英镑，或在苏格兰或威尔士开展的竞选活动花费达到0.5万英镑，必须登记为第三方，其投入竞选的总花费不能超过80万英镑。在2001年大选时（，只有10个第三方登记，到2005年大选时，上升到26个第三方，总花费为170万英镑，其中，公共服务业总工会和保守农村行动集团开展的竞选活动花了120万英镑，占第三方总花费的72%。（注：The Electoral Commission，Election 2005：Campaign Spending—The UK Parliamentary General Election，2006，p.6.）在2010年大选时，有33个第三方登记，总花费是280万英镑。（注：The Electoral Commission，UK General Election：Campaign Spending Reports，2011，p.14.）因国家对政党所获社会捐助要求要透明公开，一些个人以及利益集团会自己开展竞选活动，为他们所支持的某项政策、某个政党或某位候选人拉抬声势，上述对第三方的竞选活动进行限制，目的之一即是限制社会个人以及利益集团对选举的影响力，以免其过度影响选举结果。


第二节　工党：党员与财政

在党员方面，工党呈现出与保守党相似的特点，无论是党员数量还是党员参与都呈现衰退趋势。不过，工党与保守党不同的一点是，它有着人数庞大的集体党员。自1900年建党后，工党在1918年之前只有一类党员，即集体党员，也就是工党所属的工会和社会团体的会员，他们因所在团体加入工党而成为工党的集体党员。到1918年，工党开始允许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党，此后，个体党员数量逐渐增加，到1938年，个体党员数量达到42.9万人。在二战期间，受严峻的社会条件限制，个体党员数量急剧缩减，不过，战争结束后个体党员数量又开始回升，到1949年，工党有个体党员近73万，成为欧洲最庞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注：莫里斯·迪韦尔热：《政党概论》，雷竞璇译，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2页。）到1952年，个体党员人数超过100万，达到工党历史上个体党员人数的最高峰。（注：Feargal McGuinness，“Membership of UK Political Parties”，2012.http：//www.parliament.uk/briefing papers/SN 05125.）

不过，与集体党员相比，工党在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并不重视吸收个体党员，而是将注意力明显放在扩大集体党员身上。因此，工党的个体党员虽然在增加，但远少于集体党员，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当个体党员人数达到最高峰时，集体党员数量也有600多万，是个体党员的5倍以上。（注：Ibid.）

从20世纪50年代至1983年，工党的个体党员数量呈现从高峰向下滑的趋势。1963年党员数量下降至83万，1973年下降至66万左右。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是个体党员急剧减少的时期，至1983年，个体党员锐减至29万左右，1988年又减至26万左右。不过，工党并未采取措施来遏止这种下降趋势，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时期的集体党员数量都在600万以上，1979年的集体党员更是达到最高峰，有723.5万人。（注：Ibid.）庞大的集体党员为工党提供了所需的人力和财力支持。

工党的党员战略转变发生在1983年大选和1987年大选失败后。工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工会等左倾势力的推动下一直向左转，但工党以左翼政纲参与大选却遭遇大败，因此，党内领导层开始考虑限制左翼的影响力。鉴于工会是左翼力量的阵地，为了抑制左翼以及工会势力的发展，工党在尼尔·金诺克于1983年任职领袖后开始重视个体党员问题，个体党员被认为政治态度温和，对政党领导层持支持态度，可借助于个体党员作用的发挥来减少对工会的依赖，减弱左翼的影响力。1987年大选失败后，工党于次年提出大规模吸收个体党员的目标，即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征募个体党员50万，到90年代末期征募个体党员100万。（注：Patrick Seyd and Paul Whiteley，New Labour’s Grass Root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ur Party Membership，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32.）工党开展积极征募党员的运动，这期间出台了一项规定，即削减工会成员成为个体党员的费用，工党曾有规定，工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党必须缴纳一定的党费。不过，大规模征募党员的计划不太成功，1990年工党的个体党员曾增加到31万左右，但到金诺克1992年辞职时，个体党员又降至28万左右。（注：Feargal McGuinness，“Membership of UK Political Parties”，2012.http：//www.parliament.uk/briefing papers/SN 05125.）

1992年约翰·史密斯任领袖后，也表现出对发展党员队伍的重视。在1992年英国举行的大选中，工党虽然失败，但所获选票额与上次大选相比有明显增加，工党认为党员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全国执行委员会报告指出：“大选的证据和最近对党员的调查表明，在选区活动和政党的支持水平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相关性，我们所获得的证据推翻了长久以来某些人所持的地方竞选活动没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因此，为了复兴和激励政党，我们要以更多的努力来支持地方政党和个体党员。”（注：Patrick Seyd and Paul Whiteley，New Labour’s Grass Root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ur Party Membership，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32.）上述工党领导层对个体党员的新认识为发展个体党员队伍进一步提供了动力，即发展党员队伍不仅是为了政治原因，也是为了发挥党员组织和动员选民的作用。

在金诺克和史密斯时期，工党在党内重要的领域如领袖选举、议员候选人选举以及年会投票等问题上逐渐推进改革，下放权力，扩大选区政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权利，其目的一是为削弱工会的影响力，另一则是希望通过党内民主化改革，增强政党的吸引力和活力，吸引民众入党。与保守党相比，工党党员所享有的民主权利较为广泛，这与工党作为左翼政党以及群众性政党的特点有关。这些民主化的改革举措产生了初步成功。

1994年托尼·布莱尔担任领袖后，工党党员人数出现快速上升，这得益于工党为鼓励个人加入政党而提供的一系列激励，例如，工党进行的组织民主化改革扩大了党员对政党政策和人事的影响力；工党在纲领政策领域进行深度改革，并促使党员相信，如果他们帮助工党成为执政党，他们是在推动英国进行重大变革；工党强调它是“新工党”，加入政党便是加入了一个不断壮大的、充满活力的组织。（注：Patrick Seyd and Paul Whiteley，“British Party Members：An Overview”，Party Politics，Vol.10，No.4，2004.）结果，工党党员人数出现快速上升，从1993的26.6万上升到1998年的40.5万。（注：Feargal McGuinness，“Membership of UK Political Parties”，2012.http：//www.parliament.uk/briefing papers/SN 05125.）

但是，自工党1997年执政后，上述激励因素不如以往那么有效了。从1998年开始，工党党员人数在快速上升之后开始下降，到2002年，党员人数下降到24.8万人，这是自1943年以来工党党员人数的最低点。（注：Ibid.）退党的党员主要包括两部分人群：一是对布莱尔政府不满的左翼分子，另一是1994年以来因议题和领袖个人等短期因素入而党的政党支持者。其后，在工党执政的1997—2009年间，个体党员人数持续下降，从40.5万下降到15.6万，到2010年，党员数又有所回升，达到19.3万人，2011年的党员数与2010年持平。（注：Ibid.）总的来看，自二战后工党的党员数量呈现不断下降的大趋势。

工党对入党也规定了如下基本条件，党员必须每年缴纳最低数量的党费；不是被工党全国代表大会或全国执委会宣布的没有资格加入工党的政党或组织的成员；必须接受和遵守政党的章程、纲领、原则和政策；如果适合加入工会，则应成为工党附属工会的成员。（注：The Labour Party Rule Book 2010.）

从党员构成来看，工党是劳工运动的产物，在其建立后的多年间，其党员大多来自工人阶级。自二战后，伴随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逐渐萎缩，中间阶层越来越壮大，来自中间阶级的党员数量日渐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对工党党员状况的调查显示，教师、社会工作者、律师、医生等领薪人员已占党员人数的49%，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仅占26%。从性别看，男性占党员的大多数，61%的党员是男性。从年龄看，与保守党相比，党员老化现象不是很严重，党员的平均年龄是48岁，但25岁以下的党员仅占5%。（注：Patrick Seyd and Paul Whiteley，Labour’s Grass Roots：The Politics of Party Membership，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p.28—35.）

在1994年布莱尔担任领袖，在各领域实行改革，推出“新工党”的口号后，有关工党党员的调查表明，党员的构成进一步发生变化，从职业看，党员进一步中间阶层化，领薪人员占党员的比例增加了15%，达到64%，工人党员的比例下降了11%，仅占15%。个体党员是工会会员的比例下降了30%，只占到34%。（注：1994年布莱尔成为政党领袖后，新征募的党员中71%不是工会会员，造成新党员中工会会员比例低的主要原因包括：1993年前的工党党章规定，所有个体党员应成为工会会员，这一规则在1993年被废除；工会会员占劳动力的比例不断下降，到1998年只有30%的劳动力加入工会；工党领导层努力与工会这一传统盟友拉开距离。参见Patrick Seyd and Paul Whiteley，New Labour’s Grass Root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ur Party Membership，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43。）从年龄看，党员队伍进一步老化，党员的平均年龄增加4岁，达到52岁，25岁以下的党员仅占4%。从性别看，男性党员比例没有改变，61%的党员是男性。（注：Patrick Seyd and Paul Whiteley，New Labour’s Grass Root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ur Party Membership，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35.）

从党内政治参与看，总体上，党员参与的活跃度衰退。有数据显示，在1990年，51%的党员不参与党内活动，到1997年，该比例上升到63%。从参与竞选活动、开展筹集资金、竞争党内外选举职位及捐款等各单项指标来看，党员的活跃度都在下降，例如，在1990年，在过去一年未参加任何政党会议的党员占36%，到1997年，该比例上升为54%；在1990年，代表政党上门游说选民的党员占55%，选举期间散发传单的占77%，到1997年，该比例分别下降到31%和59%；在1990年，在过去5年参与竞争党内职位的党员占30%，参与竞争党外职位的占15%，到1997年，该比例分别下降到17%和11%；在1990年，在过去一年，包括以党费、捐款等形式给予政党的资金总计仅达到最低限度即20英镑的党员占20%，1997年该比例上升到40%。（注：Patrick Seyd and Paul Whiteley，New Labour’s Grass Root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ur Party Membership，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pp.79—88.）

显然，在党员数量和党员对党内活动的参与来看，工党和保守党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和衰退的趋势。实际上，除了个别例外之外，（注：从1980年到2008年，西班牙党员占选民的比例从1.2%上升到4.36%；同一时期，希腊党员占选民的比例从3.19%上升到6.59%，参见Ingrid Van Biezen，Peter Mair and Thomas Poguntke，“Going，Going，...Gone？The Decline of Party Membership in Contemporary Europe”，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51，2012。）上述趋势不仅发生在英国两大党身上，在英国其他政党以及西欧其他国家的很多政党身上也普遍出现。随着党员规模的不断萎缩，党员人数在百万以上的政党在西欧已不复存在，规模较大的政党也只能达到数十万。据相关数据统计，党员人数排在前位的政党是：2008年的西班牙人民党，有党员72.5万；2008年的奥地利人民党，其党员数为70万，其他党员人数较多的政党包括：2007年的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党员人数为61.5万，意大利民族联盟的党员人数为60.5万，200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拥有党员53.9万，德国基民盟拥有党员53.6万；2008年的法国人民运动联盟，其党员人数为27.7万，法国社会党则有23万名党员。（注：Ingrid Van Biezen，Peter Mair and Thomas Poguntke，“Going，Going，...Gone？The Decline of Party Membership in Contemporary Europe”，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51，2012.）

政党的党员数量不仅出现绝对下降趋势，而且，党员的相对数量也即党员在选民中所占比例也呈现下降趋势。例如，从1980年至2008年，英国政党的党员在选民中所占比例从4.12%下降到1.21%，这一发展使得英国成为欧洲党员密度最低的国家；从1978年至2009年，法国政党的党员所占选民的比例从5.05%下降到1.85%；从1980年至2007年，德国政党的党员所占选民的比例从4.52%下降到2.30%；从1980年至2007年，意大利政党的党员所占选民的比例从9.66%下降到5.57%；从1980年至2006年，芬兰政党的党员占选民的比例从15.74%下降到8.08%；从1980年至2008年，奥地利政党的党员占选民的比例从28.48%下降到17.27%。（注：Ibid.）

导致西方政党党员数量不断下降的原因与社会发生的种种变迁有密切关系，对此，前文曾做过分析。二战后，经济的恢复和繁荣、社会的普遍富裕、大众媒体和信息社会的发展、社会的个人主义化以及与政党争夺成员的新社会政治组织的建立和不断增加等发展特点，导致选民的入党动机减弱，他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就业、休闲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活动中，例如，从1959年至1990年，成年人中人均加入的社会组织数量增加了44%，其中，在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速度最为快速。（注：Paul Webb，The Modern British Party System，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0，p.222.）

社会发生的复杂变迁减弱了民众的入党热情，它同时也使得西方政党传统用来招募党员以及推动党员积极参与党内活动的三种激励形式的效果减弱了，换句话说，政党用来吸引选民的手段变得不那么有效了，这进一步加重了政党党员的流失，对此可做一番考察。

在政党用来激励选民入党的三种形式中，一种是物质激励，所谓物质激励就是通过给予物质好处来鼓励选民入党，为政党提供各项服务，例如，给那些为政党提供竞选服务的人以金钱报酬。这种物质激励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伴随战后充分就业的实现、国家福利供给的增长以及社会的富裕，物质激励形式对选民的吸引力减弱了，“到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老式的物质激励都被政党抛弃了”（注：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在老式的物质激励形式衰落的同时，一种新型的物质激励形式开始出现。在少数国家，政党对国家的渗透加深，政党手中掌握的诸如职位任命和政府合同之类的资源增加，政党可运用这类资源来吸引选民入党以及积极参与党内活动。不过，这类新型的物质激励仅在少数国家出现，从整体来看，物质激励形式已经衰落了。

政党可运用的另一种激励形式是团结激励，“物质激励一个明确的特征是它以个人为基础提供好处，而且这种好处是真实可见的；相形之下，团结激励是无形的，而且是在集体基础之上获得。”（注：同上书，第55页。）人们加入到政党这个集体中来，参与政党的各项活动，包括各类政治性活动如在竞选期间帮助政党动员游说选民，此外还有各种社交及娱乐活动，尤其是对工人阶级和处于中间阶层下层的群体而言，政党能够创造很多他们自身不能提供或者支付不起的娱乐机会和娱乐设施。政党为选民提供了一个社交平台，加入政党，置身于集体之中，而有了一种集体感。不过，这种团结激励形式在二战后也逐渐衰落了，“由于郊区化、房地产再开发、非工业化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一种更加松散的社会交往模式逐渐取代了以往那种人们之间广泛联系的紧密交往模式，这种联系网的衰落意味着政党运用团结激励来征募党员一般来说比以往更加困难。其次，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以及个人交通工具（汽车）的普及，改变了人们对娱乐活动的需求模式。在一个大多数人凭借个人力量便可参加各类活动和娱乐的年代，政党所能提供的设施对人们的吸引力大大减弱……第三，19世纪的宗教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日渐式微，意味着人们在选择开展娱乐活动的领域时受到的约束比以往减少”（注：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2页。）。这些发展导致团结激励在吸收党员以及促进党内参与积极性方面的作用大大下降。

政党用以吸收党员和推动党内参与的第三种激励形式是目标激励，也即吸引那些对政党目标持支持态度的人参与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当今西方政党较为普遍运用的形式。政党以往通过深入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教育，使选民认同政党的目标，培养他们对政党的忠诚。但是，伴随西方社会日渐分化和个人主义化，选民群体整体呈现出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坚定的政党认同者的数量下降，无特定政治立场的选民人数快速增加。西方很多大党为此改变了目标激励的做法，不再如以往那样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教育，而是淡化原有的意识形态色彩，提出广泛的政策目标，以争取吸引最广泛的选民群体支持。有研究者曾对作为群众党的左翼社会党的战略转变做过如下总结，“作为时代的产物，这种一体化的群众党在过去奉行较为强硬的阶级路线，采纳具有鲜明宗派特征的组织结构，但它现在正在向一种全方位的‘人民党’转变。它正抛弃以往试图对大众进行知识和道德教育的做法，开始更彻底地转向选举领域；它不再如以往那样从深层次影响民众，而是试图吸引更广泛群体的支持，获得更迅速的选举成功。”（注：同上书，第62页。）“政党的意识形态不再是封闭的，政党会提出超越社会分野的广泛要求，同时强调特定的政策领域内受选民欢迎的政策立场。”（注：同上书，第63页。）

从政党对上述目标激励形式运用的后果看，一方面它“扩大了那些可能被政党目标吸引的人群范围”，但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积极分子中可能有更多的人仅因政党在某项政策上的立场或者有限范围的政策立场而加入政党”（注：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这给党内关系带来了以下两个问题（注：同上书，第56—63页。）：一是随着政党在推动党员入党的某项议题上改变立场，或者强调其他的议题，那受此议题而被动员入党的党员可能会选择退党，或者在党内不如以往活跃；二是因目标驱动而入党以及参与党内活动的党员，其希望影响党内政治运行的意愿比因其他动机而入党的党员强烈，他们希望能影响政党政策的制订，在其中体现他们的诉求，如政党未能做到，这些党员可能会选择或者批评党，或者退党，或者既退党又批评党。这对政党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如何在利用目标激励吸引党员并对其要求做出回应的同时，政党组织又能保持自主性而不受其控制，是当今政党利用目标激进吸收党员并推动党内参与时面对的一个难题。

综上所述，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减弱了入党对选民的吸引力，而政党传统用来招募党员的三种激励形式有的已经衰落，有的可用性降低，有的在实际运用中给政党带来难题，这些因素不仅可以用于解释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党员数量的减少以及党内参与积极性的下降，而且也是西方政党普遍出现党员数量下降及积极党员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

党员对政党是重要的，它可为政党提供多方面帮助，例如，党员是政党最坚定的支持者；党员可充当政党与选民的桥梁；党员可缴纳党费为政党财政做贡献；党员可做后备人才库，为政党输送人才等。也因此，党员人数剧减对政党有消极影响，尤其对执政大党来说，其大党形象受到影响，党组织萎缩，财政出现困难，党的活动缺少人员支持等，例如，工党因党员人数剧减而更加倚靠工会的财政支持，保守党则更加需要工商界的赞助。再如，党员人数减少也使少数积极分子的作用日益突出，政党的各地方组织更容易为少数积极分子控制，如果他们的政治倾向偏向极端，甚至有可能影响整个政党的发展倾向，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一时期工党的个体党员数量锐减，左翼积极分子逐渐控制了工会和选区工党，他们不仅主导了工党的人事制度改革，而且在政策制定中也起到决定性作用，整个政党呈现出激进左翼发展倾向。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有两种发展一定程度抵消了党员数量下降对政党带来的消极影响，其中一个发展是新竞选形式的运用。在西方政党的选举竞争中，传统的人力沟通形式逐渐衰落，人力沟通即党员以上门户访、分发传单、组织集会等形式与民众直接交流，这些形式大部分须经人力完成，因而党员作用的发挥对政党十分重要。但是，伴随大众媒体的发展，人力沟通因接触受众有限等缺点，其重要性减弱，取而代之，政党对大众媒体的运用日渐增多。政党精心准备电视辩论；做风格各异的电视广告；创建政党网站；通过邮件募捐和游说；通过手机短信发报信息；雇佣媒体专家及民调公司探察民意等，使得政党对人力的需求减少，党员的作用由此下降。另一发展是国家对政党的公共补贴，公共补贴的实行一定程度缓解了因党员人数下降、党费减少给政党带来的财政困难。

总的来看，新竞选形式的运用以及公共补贴的实行减弱了党员的重要性，不过，在这方面，各国党员重要性下降的程度有不同。因运用新竞选形式费用昂贵、国家对竞选进行管制以及各国对政党的补贴程度不一，那些严格限制选举花费和大众媒体使用的国家中的政党以及所获补贴不够、资金缺少的政党，仍不得不依赖党员的支持。而且，党员的作用有时是无可替代的，人际互动的效果很多时候比通过电子媒体有效得多。更重要的是，除了为政党提供竞选服务和财力支持外，党员在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并未减弱，缺少了党员队伍的支持，可能对政党以及对其他领域带来不利影响，例如，党员规模的萎缩对政党所应发挥的政治社会化、利益凝聚、输送精英等功能产生消极影响；党员数量的减少使得政党从其他方面谋取替代性资源，这为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利用金钱从政党购买影响力提供了可能；一些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开始出现，这些组织围绕着某个有影响力的个人组建并为之所控制，成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等。

由此看来，党员队伍萎缩无疑对政党不利，而且，党员是政党联系社会最稳固持久的纽带，党员发生的变化无疑影响着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如何认识党员变化带来的各种影响，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和定义党员以及如何寻找和稳固与社会联系的新形式，是西方政党普遍面临的问题。

除了党员问题外，财政问题也是工党所关心的问题，工党在财政来源方面同保守党一样也是多种渠道，其中，工会是工党十分重要的资金来源。从历史来看，工党的多数经费来自工会的资助，主要是工会会员缴纳的政治基金，工会将部分政治基金用于资助工党，剩余部分用于工会自身的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随着个体党员的减少，工党对工会的依赖明显增加，在1979—1987年，工会缴纳的费用增加了80%。（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150.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撒切尔政府制定的《工会法》规定，工会会员每10年投票一次，以决定他们的组织是否应该有政治经费，虽然多数工会因工党的改革而与工党的联系出现弱化，但在1985—1986年，工会举行的投票都同意继续保持政治基金，这使得工会对工党的财政支持得以继续。）此外，工会还向工党的竞选活动提供选举经费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的每次大选中，工会为工党的竞选活动提供约200—300万英镑的支持，到2001年，这一数目达到了600万英镑。（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150.）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些泛工会组织的成立为工党财政提供了有力支持。1978年成立的“劳工胜利工会”，其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即是为工党筹募资金，例如，在1983年，它的会员每人向工党提供了10英镑的选举经费捐款。1986年成立的“劳工工会”，其任务是在基层重新激活政党与工会的关系，在1987年大选中，它在目标选区向政党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在1994年，工党创立了“工会与工党联络协会”，所有的附属工会都属于这个全国性组织，工会领导人是这个全国性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它在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的9个地区设有地区委员会，负责协调选举期间工会对政党的支持。（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150.）

到20世纪90年代，因连续的大选失败，工党认为与工会的密切联系是它赢得大选的不利条件，因此大力改革与工会的关系，拉大与工会的距离，工会资助在工党财政收入中的比例随之下降。（注：工会成员日益减少也是工会对工党财政贡献减少的客观原因。英国工会成员在1979年达到了1320万，此后，会员人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呈下降趋势，到1997年工会人数下降到780万。在2010—2011年，英国有工会成员730万，与最高峰时相比减少了45%。Annual Report of the Certification Officer 2011/12，p.32.）在1992年，工会将其收入的66%资助工党，但在1992—1997年间，工会资助工党的资金仅占其收入的40%。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工党95%的选举经费来自工会，到2001年，该比例下降到55%。（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p.151—152.）据统计，在2001—2005年间，来自工会的收入占工党总收入的比例在下降，与30年前相比，工会收入占工党收入的比例已从92%下降至25%—26%左右。（注：Keith Ewing and Navraj Singh Ghaleigh，“The Cost of Giving and Receiving：Donations to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K”，Election Law Journal，Vol.6，No.1，Jan 2007.）

随着来自工会的财政支持日益减少，工党开始关注从其他渠道获取资金，以弥补原有资源的缺失。根据选举委员会对2010年和2011年工党收入的统计：2010年工党总收入是3627万英镑，其主要构成如下：来自社会捐款的资金额为1303.4万英镑，占总收入的35.9%；来自工会的资金额为793万英镑，占总收入的21.9%；来自个体党员的党费收入是492.7万英镑，占总收入的13.6%；政党营利性的收入是408.7万英镑，所占比例为11.3%；国家补贴是243.9万英镑，所占比例为6.7%。到2011年，工党的总收入是3132.6万英镑，其主要构成如下：来自工会的资助为803.7万英镑，所占比例为25.7%；国家补贴金额是800万英镑，所占比例为25.5%；个体党员缴纳的党费金额为520.5万英镑，所占比例为16.6%；捐款是401.1万英镑，所占比例为12.8%；政党营利性收入是303.1万英镑，所占比例为9.7%。（注：The Labour Party，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December 2011，p.9.）

由上述可见，工党的收入来源渠道已经多元化，包括工会资助、社会捐款、国家资助、个体党员党费以及政党营利性收入，工党已摆脱了对工会严重依赖的状态。从财政状况来看，工党在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来财政状况不佳，但最近几年逐渐摆脱了赤字，开始出现盈余，例如，在1992年，工党的收入是1320万英镑，支出是1900万英镑，赤字是580万；在1997年，工党的收入是2410万英镑，支出是3150万英镑，赤字是740万；到2001年，工党的收支分别是3640万英镑和4540万英镑，赤字为900万。（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149.）进入2010年，工党的收入是3627万英镑，花费是3384万英镑，盈余311.8万英镑；2011年工党收支分别是3132.6万英镑和3025.3万英镑，盈余107.3万英镑。（注：The Labour Party，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December 2011，p.9.）

从工党所获各项资金数额看，来自国家的公共补贴以及社会捐款的变动较大。国家补贴因主要针对在野党而非执政党，因此，政党执政时和在野时所获补贴数会有变动，如在2011年，工党因在2010年大选中败选而成为在野党，导致来自国家补贴的收入从243.9万英镑急剧上升到800万英镑。从社会捐款来看，选举年的社会捐款往往多于非选举年，如2010年英国举行大选，工党筹集的社会捐款达1303.4万英镑，在非选举年的次年即2011年，社会捐款迅速降至401.1万英镑。总的来看，社会捐款、工会资助和国家提供的公共补贴在工党的各项收入来源中十分重要，其中，工会资助和国家补贴又是工党在野时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第十章　英美政党党政关系比较

在党政关系问题上，西方政党大致可被归为两种模式：一是执政党对本党政府的渗透深入，政府的各项举措与执政党密不可分，党政之间形成政党占主导的“以党领政”模式；一是执政党对本党政府没有多大影响，党政之间形成政府占主导的“以政领党”模式。欧洲很多政党的党政关系可被归为前一种模式，以英国工党为代表，美国两大政党则是后一种模式的典型。本部分以英国工党和美国主要政党为考察对象，对两者的党政关系模式做简要分析。


第一节　英国工党党政关系：以党领政

英国是议会制国家，在大选中获下院多数席位的政党上台执政，其领袖出任首相，负责组建政府。政府成员来自执政党下院议会党团，由下院资深议员组成。换句话说，政府是在本党下院议会党团基础之上组成，两者实质一体。（注：自二战后以来，英国政坛一直由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两党各自组建单一政党政府，但在2010年大选过后，保守党与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这是英国自二战后出现的第一个联合政府。）因此，英国政党的党政关系主要涉及议会外组织与议会内组织的关系，也即与议会党团的关系。英国保守党作为作为英国两大党之一，其党内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党领袖以及议会党团手中，党政权力高度合一，党政关系简单。相形之下，工党的党政关系远较保守党复杂，这与工党作为外生型政党的起源以及联合型的组织结构有很大关系。对工党的党政关系，可做一较详细的历史回溯。

在自1900年建立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工党的党政关系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0年至1906年，这一阶段工党的党政关系可称为“直接命令”型模式。具体来看，1900年2月工党成立，同年9月，英国举行大选，共有4个政党在下院获得席位，其中，保守党获得402席，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组建政府，自由党获得184席，是第二大党，第三大党是爱尔兰政党，获82席，工党作为初出茅庐的新党，获2席，从此进入议会，开始其政治生涯。（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264.）

这一阶段工党的“直接命令”型党政关系模式有两个特点：第一，议会外党组织拥有绝对权限，可对进入议会内的工党议员发号施令，议员本身的当选也是在议会外工党组织的支持下当选的。其中，全国代表大会是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各项党务的决策，进入下议院的工党议员必须严格按照工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在议会中以一种事先确定的方式提出议案、进行投票，其自身没有行动自主权，全国代表大会执行机构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具体执行大会决议，确保议员全心全意地遵照大会决定行事。

第二，无论是议会内的工党议员，还是议会外党组织中的工党官员，都是作为实现政党组织意图的工具发挥作用，其个人的重要性是不突出的。议员要听从议会外党组织的命令，政党组织的官员也要听从党组织的命令，例如，工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各选区工党组织选派的，在代表大会对议题的讨论及表决中，代表要按照各选区工党的要求，以一种事先确定的方式进行讨论和投票，代表自身对于大会议题没有自主决定权。换句话说，工党在创立之初，“无论是工党全国性组织机构的官员，还是进入议会的工党议员，其地位与普通党员无异，领导人是政党组织的工具——他们要履行政党组织赋予的一系列职能。”（注：Lewis Minkin，The Labour Party Conference：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Intra Party Democrac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8，p.4.）

上述“直接命令”型党政关系模式的形成，与工党的起源有很大关系。工党发端于英国的劳工运动，是由工会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团体（包括独立工党、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联合组建而成，属于“外生型政党”，即政党于议会外产生和发展起来。“外生型政党”整体表现出一种倾向，即虽然重视参与议会选举和角逐议席，但并不将之作为首要目的，而是将之作为实现政党政治目标的手段之一。这类政党对本党在议会内的成员及组织多少有一种提防的心理，希望能控制他们的行动，使之听从议会外党组织的指挥。具体到工党，它是于议会外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先有议会外的全国性政党组织，为了使政党在议会内有劳工群体的代言人而向议会内发展。工党带有明显的阶级色彩，对它而言，议会政治仅是工人阶级政党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进入议会的工党议员是政党的工具，政党必须加以控制，使之为政党利益服务。为加强对本党议员的控制，工党在1903年曾要求本党议员或议员候选人签署遵守党章和议事规则的保证书，并规定有违背行为的议员必须辞职。此外，工党还利用经济手段来确保议员对政党保持忠诚。1904年，工党建立了一个由工会提供支持的议员基金，对本党议员提供补助，对于那些不遵守政党规定的议员，政党将不予补助。因当时的议员是没有薪水的（注：直到1911年，英国才实行给议员发薪水的制度，即便如此，由于议员薪水不高，工党议员在经济上仍严重依赖于工会支持，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矿工工会每年给予其支持的议员300英镑的补助，当时议员薪水仅为每年400英镑。参见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390。），因此，这项补助对于那些经济状况不佳的工党议员就显得特别重要，在敦促议员遵守党纪起到一定程度的威慑作用。

除了深受政党起源的影响外，这一时期“直接命令”型党政关系的形成还与工党在议会中的力量薄弱有关。这一时期英国仅举行过一次大选，即1900年大选，工党在此次大选中仅获2席，因此未在议会中组建议会党团。两名议员的存在更多具有象征意义，表示工党已进入政坛，但议员本身因人数极少而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在与议会外政党组织的关系中处于绝对从属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工党创立之时是由多个组织联合而成，是采取扩散式发展起来的，政党是一个联合型的松散结构，这种发展模式可以解释工党有多个权力中心的原因，其中，议会外党组织占据了主导，工会控制了主要的权力，政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执委会均为工会所控制，工党在政策输入和资金来源方面均仰赖工会的支持。因此，这一时期的党政关系主要涉及议员和工会的关系，尤其是与大工会的关系，大工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第二阶段：从1906年至20世纪50年代，在这一时期，“以党领政”型党政关系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1906年，英国举行大选，自由党以400席的多数上台执政，工党仍是第四大党，但获30席（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265.），与1900年的2席相比有较大幅度增加。伴随进入下院的议员人数增加，工党需要议员在下院中作为一个集体展开行动，因而于1906年组建工党议会党团，并将协调议员工作以及代表他们发表讲话的责任赋予议会党团“主席”，“主席”由议员推选产生。不过，与保守党不同，主持工党议会党团工作的议员不被称作“领袖”，而被称为“主席”，同时，“主席”不是常任，而是每年都要重选。这种做法表明，议会党团主席不能决定政党政策，而只是在下院中陈述工党决定的“发言人”。（注：R T McKenzie，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Hampshire：Gregg Revival，1963，p.301.）

随着议员人数的增加，工党议会党团的影响力和权力渐增，为议员谋求议会活动的自主性提供了支撑和合法性。在议会党团的努力下，1907年工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定：“指导议会党团在下院活动的决议应根据工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做出，条件是执行决议的时机和方式由工党议会党团和全国执委会共同做出。”（注：Labour Party（1907），Report of The Sev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Labour Party，p.49.）工党一方面继续肯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威，规定大会决议对议员有约束作用，另一方面，给予工党议会党团以一定的自主权。这样，在经历了短暂的“直接命令型”模式之后，工党的党政关系开始向“以党领政型”转变，党组织主导着政党的大方向和大原则，议会党团在具体执行时机和细节方面享有自由裁量权，“以党领政”模式的雏形逐渐形成。

在执行工党全国代表大会指示的过程中，工党议会党团与全国执委会形成了一种联席会议的工作模式。全国执委会仔细研究大会各项决议，列出它希望议会党团在议会中支持的议案和动议的主题清单，然后在每次议会开会前，全国执委会和议会党团举行联席会议，对上述议案和动议展开讨论。通常情况下，议案和动议只作小的修改后即被采纳。此后，议员根据联席会议所决定的优先顺序在下院中提出政党议案，如有机会提出动议，议员可在政党清单的范围内自由选择其喜欢的动议主题。（注：R.T.McKenzie，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Hampshire：Gregg Revival，1963，p.398.）

在逐渐形成的“以党领政”的模式下，工党议会党团不再绝对地从属于议会外党组织，而是有了一定的自主权，这为工党议员在下院灵活地开展活动提供了空间，议员在下院可根据实际情况与其他政党进行有效的博弈，争取政党利益最大化。不过，随之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议会党团应承担的责任是不清晰的，也就是说，它是否能有效地、负责地运用自主权是不能清晰做出判断的。责任的不清晰容易引发议会外党组织与议会党团之间的矛盾。

针对上述问题，工党建立起针对议会党团的责任机制，即议会党团报告制度。从1907年开始，工党议会党团开始向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其议会工作。最初报告采取的形式是议会党团主席对党团工作进行陈述，大会不对报告进行讨论，但到1911年，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对议会党团报告的内容开始有争议，要求对报告进行讨论。作为对代表要求的回应，工党于1913年规定，议会党团工作报告附在全国执委会报告之后，代表可在大会上公开讨论议会党团的报告。该规定从1913年开始实施，在此后召开的大会上，提交的议会党团报告都是分段落的，代表可对具体段落内容进行提问，报告一般会被大会通过。（注：R.T.McKenzie，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Hampshire：Gregg Revival，1963，pp.398—399.）

到1922年，工党党内权力分配出现了有利于议会党团的新变化。1922年英国举行大选，工党席位大增，获142席位，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拉姆齐·麦克唐纳被工党议员推选为议会党团“主席和领袖”。这一称呼从未有过，“使用这种称呼表明，他也是反对党领袖，并有担任首相的可能。工党议会党团在下院被认为是正式的反对党”（注：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江南制造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5页。）。这一变化意味着，党政之间的力量天平开始向有利于议会党团方向发生变化，此外，工党因创立之时是一种联合性的结构，党内有多个权力中心，议会党团主席和政党书记作为议会内和议会外领导人各司其职，政党却无最高领导人，但自1922年始，工党开始将下院议会党团领袖作为全党的领袖（注：不过，工党一直未对议会党团领袖是全党领袖的地位做正式规定，直到1978年工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设立领袖职位，由下院议会党团领袖担任。此外，工党在1924年首次执政时，采取了出任首相的领袖不兼任议会党团主席，而是选举一名后座议员作为议会党团主席的做法。此后，该做法成为工党的惯例，即政党在野时，议会党团主席同时是政党领袖；政党执政时，议会党团主席职位与政党领袖职位相分离。），尽管没有对此做出正式规定，但这改变了政党无最高领导人的局面，议会党团可通过议会党团领袖担任全党领袖这一职位来协调党政关系，无疑有利于提高议会党团的自主性。1929年，工党党章作出规定，政党领袖是全国执委会的当然成员，这进一步增强了领袖的影响力。作为全国执委会的当然成员，并且是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最为重要的人物，政党领袖利用其权威通常能够在议会外政党中发挥有影响的、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注：R T McKenzie，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Hampshire：Gregg Revival，1963，p.420.）

麦克唐纳于1922年成为政党领袖后，着力协调党内矛盾，党政关系逐渐步入比较协调的轨道。得益于此，工党在英国政坛的势力发展迅速，在1924年英国举行的大选中，工党获151席，在自由党支持下组建少数党政府，这是工党成立以来第一次上台执政。1929年大选中，工党获287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自由党支持下再次组建少数党政府，逐渐进入英国政治中心。值得一提的是，麦克唐纳是在征询了议会党团以及全国执委员的意见，并得到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意后才组建的政府。（注：Ibid.，p.427.）

随着工党上台执政，它面临的环境与以往相比有很大不同。以往，它仅是议会中的一个小党，现在不仅成长为议会第一大党，且已经开始组建政府，处理国内外各项事务，所面临的环境和承担的任务远较以往复杂和艰巨。随着工党各项施政举措的实施，党政之间的分歧逐渐增加。这一时期的工党政府是在自由党支持之下组建的一党少数政府，因是少数党政府，其执政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由党的掣肘，工党无法自由地将其主张付诸实践，工人党政府的特色受到削弱，引发议会外工党组织的不满。与此同时，议会党团则要求有更大的自主权，双方的矛盾开始出现。在1928年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针对全国代表大会和议会党团之间的矛盾，领袖麦克唐纳明确宣称，“只要我在议会党团中担任职务——我知道我能够代表我的同事说话，我们将不会采纳任何外部机构发给我们的指示，除非我们同意这些指示”。（注：Harry Harmer，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the Labour Party：1900—1998，London：Longman，1999，p.15.）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蔓延至英国，在解决经济危机的过程中，麦克唐纳政府与工党议会外组织尤其与工会发生尖锐对立，议会外工党认为工党政府应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政府未能满足其要求，双方发生冲突。麦克唐纳于1931年宣布他将领导一个由他个人而不是由政党组建的国民政府，以应对经济危机。工党政府遭解散，保守党和自由党参与到国民政府之中，此后，工党将麦克唐纳以及国民政府的支持者和成员驱逐出党。同年，英国举行大选，工党遭遇惨败，仅获52席。（注：Ibid.，p.33.）

党政关系出现问题直接影响到工党内部团结和执政前途，为此，工党在下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核心要旨是加强政党组织对议会党团的控制，以避免议会党团的活动背离政党的意愿。1933年工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规定在没有事先征求工党组织的意见之前，不应组建少数党政府。大会还采纳了全国执委员颁布的《工党与政府》的报告，阐明了未来工党政府应遵循的15条指导原则，例如，议会党团在内阁任命问题上应向政党组织征求意见，工党政府在制定法律时应遵守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工党政府制定的政策应是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并包含在大选宣言之中。（注：Ibid.，p.16.）随着各项举措的实施，工党的党政关系沿着“以党领政”的方向前行，党内关系逐渐平稳，政党力量逐渐恢复。

二战期间，工党于1941年接受保守党的邀请，加入战时大联合政府。如同麦克唐纳时期一样，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也是在征询了工党议会党团以及全国执委会的意见，并得到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意后，才加入战时大联合政府。二战一结束，工党在1945年英国举行的大选中，以48%的得票率赢得下院393席，第一次凭借赢得的议会多数席位组成多数党政府。（注：Harry Harmer，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the Labour Party：1900—1998，London：Longman，1999，pp.34.）不过，在出任首相并组建政府之前，艾德礼并未征询本党议会党团以及全国执委会的意见，也并未寻求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意。（注：R T McKenzie，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Hampshire：Gregg Revival，1963，p.429.）此后，该做法成为工党的惯例。

总的来看，在上述时期，除了个别时间段之外，工党“以党领政”的党政关系模式运行较为顺畅，这与上述提及的责任机制的建立、最高领导人的确立以及政党采取的一系列针对议会党团的控制措施有关。此外，还有以下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一是议会党团与工会之间形成的非正式协商机制，为党政间的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工党从创立之时就与工会有着密切关系，工会为工党提供了大量经费支持，例如，“自1906年到1910年的三次大选中，工会总共支持186位候选人中的137位。整体来说，初创的工党几乎完全依赖工会组织的支持，它为英国开展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财务模式。在此之前，政治资金大多来自个人，现在，经费则经由组织得自工会。”（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95页。）工会不仅为工党提供了大量经费，也提供了大量集体党员。工党在1918年之前不承认个人党籍，即使在1918年之后改变入党方式，除了集体党员之外，也接受个人直接入党，但个体党员人数十分稀少，由党员提供的财政支持仍非常有限。（注：同上书，第95页。）

除了为工党提供人力和财力支持而享有很大的影响力之外，工会还凭借其掌握的大量投票权，控制着工党的两大决策机构，即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执委会。全国代表大会的投票是根据附属组织成员的数量进行分配的，工会以其拥有的大量会员而控制了大会投票。例如，在1918年，工会拥有2471000张大会投票，即占据93.3%的投票份额。此后，工会的大会投票份额一直在90%左右。（注：Meg Russell，Building New Labour：The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s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p.191—192.）据统计，在全国执委会中，工会推选产生的委员也占据相当的比重，例如，在1900年，在12名全国执委会成员中，有7人来自工会；在1930—1936年间，25名全国执委会成员中有12人来自工会；在1937—1952年间，27名全国执委会成员中有12人来自工会。（注：R.T.McKenzie，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Hampshire：Gregg Revival，1963，p.519.）工会支持的执委会人选中有些是工党议员。

由上述可知，工会控制着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执委会，议会党团与工会之间建立了非正式的联系和协商机制，很多可能造成双方产生矛盾的问题，通过私下谈判和妥协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工会重视保护本部门的利益，工党议会党团通常在工会重视的工业领域维护工会利益，尤其在执政时，其所采取的施政措施注意维护工会以及工人阶级利益，以此换取工会在其他领域的支持。换句话说，在上述时期，工党议会党团通过影响工会来影响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执委会，这基本上确保了大会出台的政策文件以及全国执委会的行动符合议会党团的意愿，从而有效避免了党政之间的冲突。不过，双方也潜在存在着矛盾，一旦两者就工业领域的问题产生分歧时，特别是在国家经济状况不佳时，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就容易出现矛盾，这在之后的历史时期比较明显得表现出来。

除了议会党团和工会之间建立的联系和协商机制之外，另一有利于“以党领政”型党政关系协调运行的原因是全国执委会的委员多为议员。在1906—1910年，14名全国执委会成员中有一半为议员；1923年，23名全国执委会成员中有14名为议员，此后，除了1931—1935年外，工党议员都占全国执委会的多数，即使在1931—1935年，25人中只有3人为现任议员，但还有11名前任议员，他们中的多数倾向于实质上反映“议员”的意见。在1945年后，议员占全国执委会的多数更为明显：在1945—1950年，27名委员中有16人是议员；在1950—1951年，27名委员中有18人是议员；在1951—1953年，27名委员中有17人是议员。（注：R.T.McKenzie，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ith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abour Parties，Hampshire：Gregg Revival，1963，pp.421—422.）

第三阶段：从1960年至1983年，是“以党领政”型党政关系日渐式微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工党在党政关系方面的冲突呈现日渐增多的趋势。在休·盖茨克尔担任工党领袖期间，议会外党组织与议会党团之间开始起冲突，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党政冲突事件是单边核裁军问题。1960年工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单边核裁军的决议，对于该项决议，盖茨克尔以及议会党团持强烈反对态度，此后，盖茨克在工党内进行了一年的劝说工作，结果，1961年工党全国代表大会推翻了前一年大会所作的单边核裁军决议。（注：Harry Harmer，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the Labour Party：1900—1998，London：Longman，1999，p.24.）不过，盖茨克尔虽然与全国代表大会发生冲突，但冲突仍处于可控状态，盖茨克尔反对的是政策而不是制度，因为他没有无视大会决议，而是努力寻求在大会制度框架内消弭冲突。为缓和党政冲突，工党删除了议会党团向全国代表大会汇报工作程序中的代表提问环节。

1964年英国举行大选，工党以317席上台执政，这是它自1951年下台之后时隔13年重新赢得执政地位。工党执政后，党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明显化。在工党哈罗德·威尔逊政府时期，工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不少决议与威尔逊政府的意愿相背离，而且，在大会反对之下，威尔逊曾被迫修改工党政府关于工业改革的主要决议。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工党内左右两翼斗争的尖锐化发展，议会党团和议会外党组织的关系开始恶化。工会这时开始向左倾，工会以往除了在工业领域关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外，在其他方面一直与工党保持良好合作，但是，随着英国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工会为维护自身利益，开始向左倾斜。左翼力量逐渐集中在议会外的选区工党、工会及附属组织，议会党团则是右翼力量的集中地。左翼不满右翼出台的政策，在党内展开夺权运动，控制了全国代表大会、全国执委会以及政党高层，党政矛盾最终发展到公开对抗的地步。1978年9月，工党詹姆斯·卡拉汉政府宣布此后一年的工资增长幅度限制在5%以内，工会控制的全国代表大会则表示反对本党政府这项政策，此后，在工会和全国执委会的支持下，各工会展开声势浩大的反政府大罢工浪潮，工党政府的声望大幅下跌。1978年12月和1979年3月，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在议会两次提出对工党政府的不信任案，最终迫使工党政府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结果，在1979年5月的大选中，工党仅获36.9%的选票，得269席，是二战结束以来获得的最差选举成绩。（注：Harry Harmer，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the Labour Party：1900—1998，London：Longman，1999，p.39.）

1979年大选失败后，卡拉汉于次年辞职，左翼的米歇尔·富特击败右翼的丹尼斯·希利，当选为工党领袖，一些右翼议员开始陆续脱离工党。此后，在左翼力量的推动下，工党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扩大议会外党组织的权力、加强对议会党团控制的改革举措。1979年工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在一些重要领域削弱议会党团的权力，例如，规定对每届议会的现任工党议员实行强制性重选，也即现任议员的候选人资格不再是自动获得，而是在议会任期结束后须经党内重选，重新获得提名；原则上同意改变由议会党团选举产生工党领袖的做法，扩大选举权；全国执委会拥有对工党大选宣言的最终决定权等。

1980年，在议会党团和议会外组织的博弈之下，工党全国代表大会推翻了由全国执委会控制政党大选宣言的决定，但投票通过了草拟的新的领袖选拔程序，并再次肯定了对现任工党议员进行强制性重选。1981年1月，工党召开特别会议，出台新的领袖选举制，改变了自1922年以来实行的由工党议会党团选举产生领袖的做法，改而由议员、选区工党代表、工会及附属组织代表三部分组成的选举团选举产生领袖。（注：R.M.Punnett，Selecting the Party Leader：Britai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vester Wheatsheaf，pp.105—108.）显然，选举团制的实行使选区和工会的权力大增，这引发党内右翼的极大不满，一些右翼议员于1981年退党，另组社会民主党，成为工党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分裂。两年之后的1983年，英国举行大选，工党以左翼政纲参选，结果仅获27.6%的得票率，创二战后以来最差大选成绩。从工党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结成联盟，在大选中则获得25.4%的选票。（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p.269.）工党不仅未能撼动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同时其作为两大党的地位也受到第三党的严重冲击。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工党的党政关系很不顺畅，并表现出日渐恶化的趋势。综观这一时期的工党全国代表大会投票，大会不顾工党议会党团的意愿而通过的政策决议的数量不断增加，例如，在1948—1959年间，只有1次是这种情况；但在1964—1970年间，则增加到13次；在1970—1973年间是9次；1979—1986年则上升至52次。（注：Meg Russell，Building New Labour：The Politics of Party Organis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32.）对于大会通过的无视议会党团的决议，议会党团通常不予理睬，这导致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议会党团希望维护和推进自身的自主权，议会外党组织则希望扩大权力，对议会党团进行控制，双方对权力的争夺导致党政关系逐渐脱离“以党领政”的轨道，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政党发生严重分裂。有评论称，这一时期的工党，“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巨大鸿沟，在欧洲其他国家是很少看到的”（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70页。）。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缘于党内意识形态的对抗，左右两翼各自提出治理方案，并分别在议会外和议会内寻找和依靠各自的支持力量，在党内展开对抗以争夺话语主导权。党政之间的严重冲突导致这一时期的工党混乱不堪，政党形象受到严重影响，在大选中的支持率急剧下降，政党陷入危机之中。

第四阶段：从1983年至今，党政关系又回归至“以党领政”模式，但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1983年大选惨败后，工党开始进行反思与改革。领袖米歇尔·富特于1983年败选后辞职，温和左翼尼尔·金诺克当选领袖，金诺克任职领袖至1992年，其后是任职仅两年便于1994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的更加温和的约翰·史密斯，接替他的是党内改革派人物托尼·布莱尔。从金诺克到布莱尔，这十余年的时间是工党持续不断改革的时期，改革后的党政关系逐渐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阴霾，双方原有的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得以消解。

在这一时期，经过改革，工党重新回到“以党领政”的党政关系模式中来。在经历了之前过度的权力扩张之后，议会外党组织的权力有所回缩，议会党团则在经历了之前的权力萎缩后，其权力得以扩大。党政关系重新达到一种平衡，党组织仍然决定着大原则和大方向，议会党团在具体事务领域拥有了自主权。“以党领政”模式的回归源自党内权力的转移，主要表现在政策和人事这两大领域，对此可做如下观察：

在政策领域，工党采取如下措施削弱议会外党组织的权力，增加议会党团对决策的影响力：首先，削弱工会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力。全国代表大会是工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但工会把持着大会，控制着大会决策的出台。为改变工会控制的局面，工党削减工会的投票份额，并实行代表一人一票制，对此前文曾有提及，这一改变削弱了工会的地位。其次，议会党团介入和影响决策过程，分散了全国代表大会的最高决策功能。工党改革决策程序，建立全国政策论坛、联合政策委员会和政策委员会这一系列新的决策机构，前文对此曾有阐述。这些机构负责审查政党现有的政策，确定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提出政策草案意见，并将草案意见在各级组织中发布，在征询和汇总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政策提交代表大会，大会对之展开讨论，并做最终的表决决定。对议会党团来说，这种新的决策程序对其有有利之处，前文也曾做过分析，简而言之，就是议会党团渗透进政党的决策之中，而且，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发挥了一种很重要的先期引导和塑造功能，在大会最终通过的决策上打上议会党团的烙印，显然，议会党团对决策的影响力增强。再次，引入党员公决。工党在历史上曾举行过两次党员公决，前文也曾有提及，上述两次公决均是针对党内最重大的事项，虽然公决运用的次数不多，但公决机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全国代表大会的权限。

在人事领域，工党采取的削弱议会外组织的权力、扩大议会党团权力的举措主要包括：首先，削减选区党组织的权力。在选区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择方式上，以往代表由选区选派，1987年改为由选区党员一人一票产生；针对全国执委会中议会党团享有的名额，工党于1989年规定，不再通过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选区工党代表投票产生，而是由选区个体党员票选产生。由此，选区组织对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执委会的控制力减弱。

其次，增加议员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的人数，减少来自工会和选区的人数。1997年10月，工党改变了全国执委会的组成，将其成员由29人扩大至32人，不过，在增加全国执委会总人数的同时，工党减少了工会和选区工党的名额。工会部分被减至12人，选区工党部分被减至6人。对于全国执委会中来自议会党团部分的成员的产生，工党再次改革，不再由选区党员票选产生，而是有了自己的名额，即6人，其中包括3名议员，3名政府成员。此外的8人包括政党领袖、副领袖、欧洲议会党团领袖、司库、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各1人，青年工党代表1人以及地方政府代表2人。（注：Thomas Quinn，Modernising the Labour Party：Organizational Change Since 1983，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p.146—148.）

再次，增强议会党团对领袖选举和议员候选人选拔的影响力。前文曾有关于领袖选举和议员候选人选举改革的详细分析，在此再略加提及。从领袖选举看，在议会外组织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夺权之时，在其主导之下，工党发展党内民主，回收了议会党团选举领袖的权力，改由选区工党代表、议员、工会及附属组织代表三部分组成的选举团票选产生领袖，议会外的选区党组织和工会及附属组织的权力大增。为削减其权力，工党逐步改革领袖选举机制，削减选区和工会的票额比例，废除集团投票，实行一人一票。从议员候选人选拔看，议员候选人通过多阶段选拔产生，包括参选资格的确定、“缩减名单”的提出、选拔投票以及批准等环节，其中，选拔投票环节尤为重要。在过去，选拔投票环节由选区工党总委员会控制，由其投票产生议员候选人，此后，工党对之又进行多次改革，现候选人由选区党员投票产生。关于议员候选人选拔制度的另一变化涉及现任议员重选问题，工党废除了现任议员强制性重选制，引入肯定性提名制，一定程度减少了议会外党组织对议员的控制力。

从效果看，工党实行的上述改革使议会党团和议会外党组织的权力此消彼长，党政之间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这种平衡状态有些类似于上述“以党领政”模式的最初形成和发展时期，不过，两者在运行机制方面有差异。在“以党领政”模式最初形成时期，由工会控制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执委会所代表的“党”的力量较为强大，议会党团所代表的“政”则是通过与工会之间的非正式协商机制来影响全国代表大会的决策，因工会与议会党团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总体来说比较融洽，因此，党政关系运转较为平稳，工会为工党提供各种资源支持，工党政府则照顾工会利益。但是，此后，伴随英国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工会认为本党政府的政策使之利益受损，因而其立场左倾，而工党政府的立场则右倾，双方渐行渐远，但均想夺取党内最高权力，党政关系由此陷入混乱状态。

工党是出身于议会外的左翼群众性政党，它无法摆脱与议会外党组织传统形成的关系，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政党文化以及党内权力架构，它还需要议会外组织的各种支持以及从后者中获取合法性，因此，它需要重新寻找能够重建两者关系的途径，重新建立一种能够替代以往在两者之间发挥非正式协商作用的机制。改革后的工党仍然通过议会外组织来进行最高决策，仍然把全国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但它进行了制度设计，重建了决策机制，将议会党团稳固地嵌入到新的决策程序中，与议会外组织的决策机构融在了一起，在政策出台的整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之前的非正式协商相比，改革后工党的党政关系是在一种制度化的结构中运行，双方的关系更具有稳定性，而且，工会的权力受到削弱，这减弱了外界所形成的工党受工会操纵的印象，党的各级组织和普通党员与以往相比对党内活动的参与增加，党内政治包容性扩大，从而赋予了决策以更大的合法性。

改革过后，工党的党政关系运行平稳，尽管仍出现了一些摩擦和冲突，但像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样公开的激烈冲突的情况，在托尼·布莱尔政府和之后的戈登·布朗政府中已很少出现，取而代之，党政之间形成了一种伙伴关系，工党也因此改变了在选民心中党政不合、纷争不断的形象，为政党从1997年连续执政至2010年奠定了基础。

综观工党党政关系的发展史，可发现其党政关系除了早期呈现出短暂的“直接命令型”模式的特点之外，在其后多年间所形成的“以党领政”模式，虽然经历过波折，党政之间起过冲突，但从整体上看未脱离“以党领政”的大框架，议会外工党掌管着方向和原则，全国代表大会仍是最高决策机构，议会内工党负责操作和实施，在实践中享有自由裁量权，政党组织仍保持着对执政高层的控制力度。作为进入公共权力的政党部分，政府及议会党团有其自利的一面，为使它们不脱离政党，有效贯彻党组织的意图以及避免对党的整体利益造成损害，政党在赋予其自主性的同时也加以控制。在这方面，工党采取的主要手段是控制政府首脑以及议员等公职候选人选拔。在英国政体下，政党经大选获胜后，其领袖直接担任首相，因此，工党领袖也是首相候选人。对领袖选举，工党一直在扩大党内参与，从议员选举产生领袖，到将参与群体扩展至议会外党组织，现议会外工党拥有三分之二的投票权。政党组织在领袖产生过程中发挥影响，使得领袖当选后其言行须与党组织保持一致，成为政党政纲的阐述者和政党形象的代言人。在议员候选人提名方面，工党的中央组织对之也能发挥影响力，中央可对地方产生的议员候选人实施否决权，此外，在现任议员候选人提名方面，工党实行“肯定性重选”，其意图也是在控制议员候选人提名。政党对公职候选人提名和选举能施加有效的控制，候选人任职后对政党就会有敬畏，与政党组织保持一致。

不过，工党的党政关系虽然未脱离“以党领政”模式，但“党”与“政”之间的力量对比却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变化，从发展大趋势来看，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向着“政”的方向倾斜，权力逐渐向议会党团手中汇集。作为政党执政高层的议会党团逐渐掌握了相当大的自主权，主要出于两点原因：一是受到西方国家“自由授权”传统的影响，政府经由选民投票授权产生，应对选民负责，其他机构无权向政府发号施令，政府及议员的活动应完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机构的约束，这可以说是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一种“自由授权”的传统。不过，另一方面，政府以及议会党团是以政党组织为依靠，并在同一竞选纲领下通过大选，从政党利益以及支持政党的选民的期待考虑，其组阁后以及在议会中又应作为一个集体履行诺言，承担责任。这样，政治实践与法理或者传统之间便会发生矛盾，给执政高层预留自主决策空间，可以说是协调角色、调和矛盾的办法之一。二是议会党团享有相当的自主权，可使其灵活有效地应对环境变化。伴随时代变迁，政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日渐复杂，包括国家机器的日益庞大和复杂、政治决策的国际化、政党竞争日趋激烈及社会大众的多元化和个人化等。工党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党政关系之所以出现矛盾和冲突，与执政环境的复杂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执政高层希望寻求更多的自主权，由此，党政出现夺权冲突。因此，给予议会党团一定的自主权，可使其灵活有效的应对复杂的环境变化。

在处理党政关系方面，政党普遍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建立和拓宽消解党政矛盾的渠道。政党组织与其进入公共权力的政党部分是一体的两面，既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其侧重点有时又有不同。当政党在野时，“党”与“政”之间的目标和利益会逐渐趋向一致，谋求上台执政成为两者关注的问题，在野时间越长，谋求上台执政的考虑就越显得重要。最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纪80年代，工党长期处于在野地位，工会逐渐接受未来的工党政府将不废除保守党政府关于工会的严格立法，因为该项立法尽管对工会不利，却得到选民的欢迎。当政党执政时，“党”与“政”之间容易出现分离，“政”会考虑选民的授权，考虑国家的利益，考虑具体的执政环境，“党”则更加侧重于党自身的利益。这决定了两者有一致之处，也有冲突之处，从外在表现看，作为左翼的工党，其党政之间的冲突常以“左”与“右”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已有的政治实践观察，执政时工党“政”的部分倾向于偏右一些，“党”的部分则倾向于偏左一些，因此，“党”与“政”之间的冲突往往在政党执政时出现得最为频繁。

为消解矛盾，提高在野时一致行动的能力和执政时的团结和效率，政党需要重视建立和开拓消解党政矛盾的渠道，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一是使执政高层有效参与党内决策过程。例如，在1983年之前，工党议会党团主要通过与工会的非正式沟通和谈判来影响党内决策，此后，议会党团通过全国政策论坛等新的决策平台实现对党内决策的参与。通过相关机制使执政高层参与党内决策，双方在协商谈判过程中达成妥协和折中，议会党团将其意图体现到政策制定中，可为政策方向上党政之间达成一致提供保证。二是实行党政领导层交叉任职。在这方面，工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扩大的过程，最初仅政党领袖兼任议会党团领袖，后扩大至议会党团和政府高层兼任全国执委会委员。党政领导层的任职交叉，缩小了党政权力主体间的差异性，有利于消弭党政矛盾。三是定期召开党政协调会议。在每届议会开会期间，全国执委会与议会党团会在必要时候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就相关政策协调立场，通过党政协调会议的协调，可使党政之间在大的政策框架下可能出现的矛盾得到进一步消解。


第二节　美国政党党政关系：以政领党

美国在立国时秉持三权分立的精神，政府权力分散于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其中，司法机构相对独立，较少党派特征，行政与立法机构则与政党关系密切，因此，党政关系主要涉及政党同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观察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政关系，可发现其党政关系是政府占主导的“以政领党”模式。

就政党与行政部门（狭义的政府概念）的关系看，美国政党对政府的影响较为微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政党对政府人事组成的影响有限。大选结束后，当选总统会就政府人事安排与本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各州委员会主席、本党国会议员及党的骨干分子磋商，但这种磋商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沟通，后者的意见对总统来说只是一种参考，决定权掌握在总统手中。总统有任命和解雇政府成员的权力，仅只某些高级官员任命须经参议院批准。总统在组建政府时会考虑很多因素，其中最根本的是信任、忠诚以及政治上的亲密关系，至于成员是否来自总统所属党派、是否在党派中任职并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例如，在1976—1994年间的五届美国政府中任职的103名成员中，除了总统和副总统外，仅有36%的政府成员曾在政党组织中拥有职位。（注：让·布隆戴尔、毛里齐奥·科塔主编：《政党与政府——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与支持性政党关系探析》，史志钦、高静宇等译，曾淼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许多政府成员与本党的关系不密切，但与总统个人的私交很好，他们或是总统的私人律师、老同学以及老部下，或者作为总统个人竞选同盟的重要成员，在总统从提名到当选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这种情况导致美国政府虽然是一党政府，但党派性不显，其组成并非是清一色本党党员，有时会包含无党派、社会团体的成员，还会出现一些无党籍人士在两党政府中任职的情况，政党对政府组成的影响有限。

第二，在政府政策创议、制定及发展方面，政党的作用也相当有限。总统候选人一旦当选，其竞选纲领即有可能成为执政纲领，因而可首先观察一下在总统候选人竞选纲领的制定过程中政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从程序上看，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应由政党全国委员会起草，并在全国代表大会中讨论，不过，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批准总统候选人提名，因最终获得提名的人与其支持者通常会控制全国委员会，因此，委员会起草的纲领会更多体现总统候选人个人的意愿，是“总统候选人”的纲领而非“政党”的纲领，不过，即便如此，候选人的竞选言行以及当选后的施政并不受竞选纲领的制约。而且，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中较多泛泛之言，较少涉及细节，例如，在1992年大选中，民主党的纲领承诺改革医疗卫生体系，但就改革涉及的财政、组织机构及管理等问题未提出任何主张，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也仅是在当选总统后才任命一个委员会研究可供选择的方案。（注：让·布隆戴尔、毛里齐奥·科塔主编：《政党与政府——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与支持性政党关系探析》，史志钦、高静宇等译，曾淼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至于候选人当选总统组建政府后，政党对本党政府的政策创议及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有限。政府提出的政策虽然一般事先会与本党高层以及国会党团协商，但后者对政府的影响不大。总统在政策创议及发展方面并不依靠本党组织，而是依靠各种班子，依靠各类智囊人物和思想库，一些著名思想家、高级谋士对政府决策起着关键作用。

除了对行政机构的影响有限之外，美国政党对立法机构即国会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整体来看，美国政党对本党议员的行为缺少控制，政党仅是影响议员投票决定的因素之一，议员不遵照政党的指示投票、对本党投反对票甚至投票支持对手的情况经常发生。总统身为政党领袖，只能利用他拥有的政治资源来换取本党议员支持，例如，承诺在政策上倾斜，对议员所在选区的建设给予经费支持；采取措施增加该选区的就业机会；帮助议员筹款；在白宫宴请议员等。因议员的自主性高，因此，即使当执政党在参众两院占据多数时，总统的政策议程在立法过程中也未必能通过，即使通过也有可能受到稀释，例如，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他执政四年间（1977—1981），其所在的政党在参众两院皆占据多数，但他最重视的几项措施包括能源政策和社会福利改革，在国会被修改得以至由此产生的立法与卡特最初的计划相比已是面目全非。（注：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

美国政党对行政以及立法机构的影响有限，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政党本身对本党总统以及议员等公职候选人的提名及当选缺少控制手段，且对候选人在获得提名和当选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有限，是一个重要原因。政党以何种方式提名本党公职候选人，直接影响政党对候选人的控制力度。例如，有的政党因掌握候选人提名权，可以此要挟候选人当选后遵守党纪，若违纪或反叛，政党下次可不予提名，因此对候选人的控制力较强，如英国政党。有的政党将提名权下放给党员或选民，政党缺少有效的控制工具，候选人谋取提名依赖自身努力，因而当选后对政党缺少敬畏，典型如美国政党。

就美国来看，选拔总统候选人是两党最重视的活动，在总统候选人选拔程序方面两党发生的变化对美国政治影响深远，它也直接影响美国政党的地位以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党政关系，因问题的重要性突出，对此可略加详述。

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由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投票产生。代表产生的途径有以下三种：一是根据政党的规定，由其职位自然产生的代表，被称为当然代表，主要是党内高级官员和政党国家公职人员。二是由党内间接选举产生的各州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三是由党员和选民投票产生的代表。从上述三类代表在全国代表大会中所占的比例看，在1972年之前，前两类代表占据绝大多数，因此，政党组织和政党领导人在总统候选人选举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自1972年后，第三类代表即由党员和选民产生的代表，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在选举过程中已经公开明确地表明，他们支持哪位参选者成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在自1972年以来的历届大选中，凡是获得第三类代表多数支持的参选人，无一例外都成功当选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因此，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逐渐演变成形式上的批准，实质上的候选人选拔已在党员和选民的直接投票中就已经完成，党员和选民的直接选举被称为预选，从上述意义上讲，参选人赢得党内预选，即能赢得本党总统候选人选举。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经由党内预选产生。从历史发展看，两党的预选制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预选制之所以出现并被扩展运用，主要是因政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制度出现了一些问题，因各州产生的代表占据了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很大比重，因此，州级政党组织对候选人获得最终的提名起着重要影响，但各州政党组织却为一些政党领导人所控制，这使得政党领导人最终控制了全国代表大会，进而控制了总统候选人提名，这被认为是造成当时“政党分肥”现象在美国政治中泛滥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20世纪初期兴起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开始推动建立预选制，让党员和选民参与决定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以抑制政党领导人的影响。

在20世纪初期，佛罗里达州就总统候选人人选问题举行了首次预选，此后，实行预选的州逐渐增加。到1912年，有13个州举行了预选，到1916年，有20个州举行了预选，因各州所分配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不一，到1916年时，全国代表大会中已有一半以上的代表通过预选产生。不过，后来受到选举花费数额高、选举程序复杂等因素的影响，通过预选产生的代表比例有变化，迅速下降至一半以下，这种情况到1972年才改变。（注：National Party Conventions：1831—2008，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2010，pp.12—13.）之所以发生改变，与预选制被迅速扩展运用有关，而预选制的扩展运用则与196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选拔有关。

在196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选举中，作为参选人之一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在预选中获得38.7%的选票，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只获得2.2%的选票，但最终，汉弗莱获得了政党提名。实际上，当时汉弗莱没有参加任何预选，他所获得的票数只是他的支持者在预选中投给他的一些票。在共和党内，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党内预选中获得37.9%的选票，多于另一名参选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37.5%的选票，但最终，赢得政党提名的是尼克松。（注：Oonagh Gay and Stephen Jones，“Candidate Selection Primaries”，http：//www.parliament.uk/Templates/BriefingPapers/Pages/BPPdfDownload.aspx？bp id=SN 05168.）民主党的这次总统候选人选举充分暴露出政党领导人和政党组织对候选人提名的控制，麦卡锡虽然在党内预选中获胜，但预选并不被重视。共和党的问题与民主党有些类似，不过程度较轻。大选结果揭晓后，共和党的尼克松击败了民主党的汉弗莱，当选为美国总统。汉弗莱虽然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有资格竞争美国总统的政治家之一，很有政治才华，但却未能胜选，其落选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他未参加党内任何预选，这引发了他的候选人资格的合法性问题，导致选民和党员对他的疑虑，从而影响了他在大选中的支持率。

大选败选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包括总统候选人提名办法在内的政党组织改革问题。该委员会的全称是政党结构和代表选拔委员会，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是森·乔治·麦戈文（Sen.George McGovern），后来的主席是唐纳德·M.弗莱塞（Donald M.Fraser），因此，又被称为麦戈文-弗莱塞委员会。根据麦戈文-弗莱塞委员会的报告，民主党改变了传统的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拔程序。根据新程序，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将通过预选选出。此后，共和党也对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拔程序进行改革，根据改革后的新程序，政党的多数大会代表也通过总统预选产生。到1972年，民主党65.3%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通过预选产生，共和党的比例为56.8%。此后，两大党通过预选产生的代表比例有所变化，但都在50%以上。（注：National Party Conventions：1831—2008，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2010，p.13.）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上述改革确立了预选制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中的主导地位，党员和选民在候选人选拔问题上最终获得超过政党领导人和政党组织的影响力。在1972年之前，由于各州的政党领导人和党组织控制着大部分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拔，只有在大会召开、代表投票之后，总统候选人才能确定，因此，那时的大会确实起到一种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但是，随着此后选拔代表的权力从州级党组织向党员和选民转移，绝大多数大会代表改由预选产生，结果，预选结束后，因预选产生的代表都是承诺代表，他们在预选中已表明支持对象，并在当选后不能改变原来的意向，因此，政党总统候选人实际上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已经产生，其后的大会只是在形式上批准预选的结果。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过总统预选结果与大会最终提名不相同的情况。

两党的预选分为不同的类型。由于预选是在各州法律之下运转，因各州法律有各自不同的规定，因而在现实政治中存在大量不同形式的预选。从参与的广泛性来看，预选大致可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封闭预选（Closed Primary）。在封闭预选中，只有登记为党员的选民有资格投票，例如，在民主党的党内预选中，只有登记为民主党人的选民能够参与投票，在共和党的党内预选中，只有登记为共和党人的选民能够参与投票。二是开放预选（Open Primary）。在开放预选中，选民可自由地选择参加该州某一政党的预选。三是地毯式预选（blanket Primary）。在地毯式预选中，选民可在其所在州的所有政党预选中投票。值得一提的是，各州采用何种类型的预选可能与该州选民的投票行为模式相联系。在实行封闭预选的州，选民倾向于有较为强烈的政党认同，政党在大选中的投票指向作用明显，而在实行开放预选的州，选民多是以候选人为中心来投票，换句话说，州选民的投票模式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该州的预选类型。

在各类预选制中，运用最多的是封闭预选，目前美国大多数州，即有38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采用的是封闭预选；夏威夷、爱达荷、密歇根、明尼苏达、蒙大拿、北达科他、犹他、佛蒙特和威斯康星9个州实行的是开放预选；地毯式预选仅在阿拉斯加、华盛顿、路易斯安那3个州运用过。（注：史蒂芬·E.弗兰泽奇：《技术年代的政党》，李秀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9—160页。）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废除了地毯式预选，理由是该制度侵犯了政党选拔候选人的权利。

预选计票方法有三种。一是胜者全得制（Winner Take All），即在州预选中获得多数选票（无论是相对多数还是绝对多数）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州的所有代表名额；二是比例分配制（Proportional Allocation），即只要候选人获得的选票达到规定的基准线，候选人就可以根据其得票比例享有相应数量的代表名额；选区分配制（Districted Allocation），即把全州划分为一定数量的选区，获得选区多数票的候选人赢得选区的全部代表名额。一般而言，胜者全得制较有利于大州以及有竞争力的州；比例分配制较有利于竞争不激烈的州；选区分配制较有利于小州和不具有竞争力的州。（注：葛永光：《政党政治与民主发展》，“国立”空中大学印行1996年版，第194页。）在选票计算方法上，民主党和共和党有明显的不同。民主党实行的是比例分配制，即在任何州的预选中获得15%以上选票额的候选人，可获得相应比例的代表席位。该选票分配规则鼓励参选的民主党人尽可能多地参加预选，因为只要努力达到规定的15%的门槛，就可以得到相应比例的代表支持。（注：纳尔逊·波尔斯比、艾伦·威尔达夫斯基：《总统选举——美国政治的战略与架构》，管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133页。）相比民主党，共和党的选票计算方法显得多样化，包括胜者全得制、比例分配制以及选区分配制。

综上所述，美国两党将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交由党员或选民广泛参与的党内预选决定，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仅负责批准或登记预选结果，这样，与以往相比，代表大会的权力明显受到削弱，而且，对总统候选人来说，代表大会制订的竞选纲领对他并无实质性约束作用，因此，大会目前主要是作为一个凝聚并展示政党团结、打造气势的嘉年华会在发挥作用。除了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外，在本党议员候选人提名方面，两党也普遍实行预选制，由党员或选民投票决定人选。

预选的广泛运用削弱了政党组织在提名中的作用，提名权下放给党员或选民，政党组织无法像以往那样控制提名过程，因此，参选者也无须像以往那样通过谋求党内重要职位以求赢得党组织重视，进而获得提名。在党内提名竞争中，因党组织在党内竞争中须保持中立，以维持政党的公正性，因而参选者能否当选完全依赖自身努力。为争取支持，候选人往往组建自己的团队来操作竞选，政党在党内提名竞争中的重要性明显下降，党组织的功能逐渐被候选人个人的团队取代。

除了在党内提名竞争中的重要性下降外，政党在大选中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大选期间候选人的选战也主要由他个人的竞选班子完成，这一班子一般包括政治顾问、公关专家、广告制作家以及民调分析家等专业人士，他们充分利用美国发达的私有媒体以及各类政治咨询公司、选战研究公司、竞选民调与策略研究公司等为候选人服务。通过媒体，候选人与选民之间建立起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联系，候选人的外形、学识、品行、竞选组织能力、体能以及财产等个人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这使美国选举成为个人竞选的典范。通过利用媒体以及各类智囊人物，候选人无需或很少需要政党组织的帮助，使得政党的作用再次受到削弱。

由此看来，因包括总统以及议员候选人在内的政党公职候选人经由开放式的预选决定，且选战主要由候选人个人的班子完成，政党在其中所能施加的影响以及所做的贡献有限，因此，政党缺少要挟本党候选人当选公职后遵守党纪的手段，候选人当选后的自主性较高。此外，美国总统经由民选产生，候选人当选后通常自称全民总统，淡化党派色彩，也进一步削弱了政党的地位。就当选议员来说，他最关心的是能否再次当选，故其在国会中效忠的对象，常是以本选区的利益第一，其次是支持他的利益团体，第三是所属的国会委员会，因为这是他日常工作所需合作的一批人，第四是思想相同的团体和朋友，第五才是所属的政党。（注：雷飞龙：《政党与政党制度之研究》，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3页。）

除了对公职候选人提名以及当选缺少控制及贡献有限这一重要因素外，导致美国政党对行政及立法机构影响有限的另一重要原因与政党本身有关。美国政党属于典型的松散分权型结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没有正式党员，任何公民只要自称是某党党员，他即是该党党员，不需要办理入党手续，也不用缴纳党费。两党也有层级组织，中央有全国委员会，州有州委员会，及至郡委员会与区委员会等各级机构，也有几个职位在形式上同其他国家政党的领导层大致对应，这些职位包括政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法律总顾问、财政委员会主席以及司库、国会多数/少数党领袖、党鞭、核心小组主席、政策委员会主席、国会两院的政党竞选委员会主席、党的州长和市长会议主席等，但是，没有一个集体性的机构拥有真正的领导权从而能被合理地确认为是“领导层”，政党的权力分散于这些机构之间。美国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的执行机构全国委员会基本是无权的，它不能对各州委员会下达命令，也不能介入各州及地方党务，它与地方党组织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各级党组织间也基本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中央只能通过分配经费等手段影响地方组织运转。总统身为政党领袖，领导的并不是一个有组织性、纪律性的机构，因而无法透过党组织系统来控制包括议员在内的本党公职人员。

从活动内容看，美国政党的主要活动是组织竞选。大选期间，州和地方党组织在政党名义下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候选人和纲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此后便组织大选。全国委员会的活动十分有限，其主要职责是在四年一次的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批准）总统候选人，它承担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即筹募资金，也因各种直接支持候选人的政治委员会的兴起而受到削弱。因政党的主要任务是竞选，因此，政党活动有阵发性特点，大选期间活动频繁，两次大选间较为沉寂。这种松散的结构以及选后的活动稀少使得美国政党更多作为各州和地方党组织出于选举目的而形成的松散的全国性联盟来发挥作用。

从政党领袖看，美国两党领袖在成为领袖前并非一定要在党组织内担任重要职位，且其之所以成为领袖，是因通过预选赢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而非因他是政党领袖才被提名为本党总统候选人，这进一步反映出美国政党地位的边缘化。而且，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的领袖，都无法以党魁身份指挥本党议员，尤其是在野党领袖，因竞选总统失败，其权威严重受损，手中也因未能执政而缺少换取本党议员支持的资源，且两党的国会党团中均另有领袖人物，因此，美国政党并没有一个类似英国保守党或工党领袖那样的权威人物。此外，与欧洲主流左右翼政党拥有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纲领不同，美国两党虽然在政策上有倾向性，从大的政策导向上较容易辨别两党，如在财经政策上共和党倾向于减税减支，民主党倾向增税增支，但是，一旦涉及具体政策，更多的是领袖个人的立场，政党很少有一个正式立场，因此缺少一套对全党有约束力的纲领，这也弱化了政党的影响力。上述这些都削弱了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使得政党与本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趋向于松散和游离。

美国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党政关系，深层原因与美国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美国是一个较为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重视使民众普遍对权威持怀疑态度，不愿将权力完全授予而倾向于对其加以限制，这是美国采纳三权分立体制的思想基础。同样，这也体现在对政党的态度上，害怕强大而中央集权的政党组织是美国的传统。美国自建国始国内就存在明显的反党情绪，在精英和民众中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即认为政党是一种“恶”，它会导致社会分裂，会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对政党活动加以管制，对政党权力加以限制，是美国社会对政党主流的态度。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重视运用法律对政党事务进行管制，典型表现在党内人事领域，尤其在政党公职候选人提名方面。美国政党对本党公职候选人的提名活动受到法律管制，绝大多数州的法律规定政党须以一种直接预选形式提名，提名活动也在州主办下进行。因此，美国政党的党内预选同大选一样是一种公开选举，参与投票的人群广泛，政党在党内选举领域的民主程度很高。如果政党想改变党内提名程序，只有通过改变州法律才可以做到，而且，法律对政党的其他一些事务也加以管制。因此，美国政党不再是一种私人团体，很大程度上已变成“国家公器”。国家对政党的法律管制分散了政党的权力，美国政党成为组织松散、中央无权、党纪不彰的政党，因而对本党政府、本党国会议员的约束有限。

对这种“美国式”的党政关系，美国国内一直不乏批评之声，其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松散分权型的政党组织及其对执政党政府无法有效地施加影响，使政党自身存在的意义降低，而其他类型的团体，尤其是各类利益集团因在个人化的竞选中对公职候选人提供各类帮助，因而对当选者的行政和立法行为有相当大的影响，民众也愿意加入各类利益集团来维护自身利益。这导致各类利益集团势力做大，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渗透和影响加深，政党的功能及地位受到削弱，从长远看不利于政党发展。而且，执政党无法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整体掌握政权，政治家个人对执政有强大的影响力，政治也有可能会出现不稳定。

有鉴于此，美国国内一直有呼声呼吁两党加强组织建设，尤其是提升政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全国委员会的地位，赋予其更多职权；积极建设各级党组织，开展组织活动；制订对全党有约束力的政纲政策；加强本党内部团结，提高政党整体行动力等。目前，两党也意识到加强党内建设的重要性，采取了一些措施推动党内尤其是本党议员之间的团结，但是，因受传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美国要形成类似英国那种责任政党政府模式十分困难。


第四部分　英国政党制度的延续与变迁

第十一章　英国政党制度的延续与变迁

英国是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中两党制的典型代表。在西方各类政党制度中，“两党制是最为人们所熟悉的类型，这是因为它是比较简单的制度，而实施两党制的国家又是重要的国家，也因它们代表了模范的案例”（注：乔万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制度》，雷飞龙译，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除了英国外，美国是两党制的另一个代表性国家，这两个国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影响重大，两党制也因此成为受瞩目的政党制度类型。

就英国来看，在20世纪之前，保守党（前身托利党）和自由党（前身辉格党）是英国两个最大的政党，两党轮流掌握政权。但是，进入20世纪，自由党开始衰落（注：在英国史学界，对于自由党的衰落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持必然论，认为自由党的崩解是阶级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否有一战，自由党的没落都不可避免；一种持偶然论，即认为要不是偶然爆发了世界大战，引发了自由党内的“错误”和“混乱”，自由党仍有一个较为光明的前景。参见高岱：《英国政党政治的新起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自由党的没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工党逐渐崛起，两党力量此消彼长，20世纪前半期目睹了两党易位过程的完成。政党力量的消长无疑直接影响着政党制度，英国在上述时期经历了旧有的两党制式微、三党竞争、趋向重新建立新的两党制的复杂过程。到二战结束时，自由党已然衰落下来，成为一个小党，工党则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成为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两大党之一，新的两党制确立起来。

本章主要内容考察二战后时期英国政党制度的延续与变迁，分析层面主要涉及国家层面的政党制度，至于各党在地方政府以及地方议会中的竞争，基本未做涉及。简而言之，对于战后以来的英国政党制度，其在最初的20多年间，被誉为是经典的两党制，是两党制的完美典范，但在其后，受到各种因素的复杂影响，两党制展露出向其他类型的政党制度演变的迹象。


第一节　典型的两党制时期

对于两党制，政治学研究领域比较权威的百科全书对之下了如下定义：所谓两党制，“是指两个同等规模的政党争夺职位，双方各有几乎相等的机会赢得足够的选民支持，以取得垄断性执政权的体制”（注：戴维·米勒（英文版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邓正来（中译本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0页。）。美国学者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将两党制的特征总结为如下几方面：（1）两党都以竞争绝对多数议席为其立场；（2）其中一党实际赢得足够的议会多数；（3）该党愿意单独执政；（4）两党轮流执掌政权。（注：乔万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制度》，雷飞龙译，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从1945年起，直至1970年，英国政党制度是典型的两党制。萨托利曾对之做过如下评价：“在二次大战之后这段时间中，英国的表现符合了它的全名，它在型式和两党制的全部特质上，都表现出是个‘完美的’两党制。”（注：同上书，第239页。）

具体来看，在上述时期，英国两党制有如下表现：首先，保守党和工党都以竞争绝对多数议席为目标，两党中的任一政党均能凭借自身力量获得下院绝对多数席位。英国在上述期间共举行了8次大选，从表11.1可发现，在8次大选中，两党中任一政党所获席位均能超过半数，下院多数党的地位不是被工党赢得，就是被保守党赢得。而且，两党所获总席位通常能占据下院议席的绝大多数，例如，从下院总席位数和两党所获席位之和对比来看，最接近的一次是在1959年，两党总共获得623席，当时下院共630席，两党仅差7席就囊括了所有席位，显然，英国议会是保守党和工党的天下，其他政党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两党不仅在议会层面占据着绝大多数席位，从选票来看，两党的总得票率最高为1951年的96.8%，最低为1964年的87.5%，显然，在选举竞争层面，两党也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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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avidButlerandGarethButler,eds.,BritishPoliticalFacts, PalgraveMacmillan,2011.p.267。

需要指出的是，决定政党制度类型划分是在议会层面，而不是在选举层面。在西方竞争性选举政治环境下，如果从选举竞争层面来看政党制度，那无一例外都是多党制，因为很多政党都参与到选举竞争中，但是，如果从议会层面来看，那能赢得议席进入议会的政党则十分有限，这为划分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提供了基础。两党制也即是从议会层面进行的划分，如果“两党制被界定为其中只有两个党的候选人竞选，则英国从来就不是两党制”乔万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制度》，（注：雷飞龙译，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

其次，两党组建单一政党政府而非联合政府，这是两党制的一个明显特征。从表11.2观察，在1945—1970年间，两党各自组建单一政党政府，未与其他政党组建过联合政府。英国是两党制，并不是说它只存在两个政党，除了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党之外，英国还有自由党、共产党、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性政党等一些小党，这些政党也参与选举竞争，提出本党的议员候选人，努力争取议席，有的也能赢得席位，进入议会，但这些小党并未被计算入政党制度之内。用乔万尼·萨托利的话说，英国具有“执政潜能”的政党只有保守党和工党，其他一些小党不仅不具备“执政潜能”，而且也没有成为联合政府小伙伴的能力，这是判定英国政党制度是两党制的重要条件。

[image: ]


资料来源:PaulWebb,TheModernBritishPartySystem ,London,Sage PublicationsLtd,2000,p.8。

在对政党制度进行分类时，如何确定制度内政党的数量，众多的政党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被计算在内？对此，乔万尼·萨托利提出了他著名的衡量政党是否应被纳入政党制度的标准，其中一个标准是政党是否具备“执政潜能”或“联合政府潜能”，也即是否有能力成为组建联合政府一个可行的联盟伙伴，具备这一潜能的才是与政党制度相关的政党，不具备此能力的则是不相关政党。萨托利曾分析说：“一个少数党，如果长期处于多余的地位，从未在任何‘可行的联合多数’中被需要或被延揽加入联合政府行列，即可视为不相关的政党。相反地，少数党不论其实力如何小，在某段时间或某些时机，处于至少曾是可能的‘政府多数’成员的地位，即须予以计算。”（注：乔万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制度》，雷飞龙译，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除了需要将具备“执政潜能”或“联合政府潜能”的政党考虑在内外，萨托利提出的另一个需要考虑在内的政党是那些具有反对取向的勒索潜能的政党，他认为这类政党也是与政党制度相关的政党。他说：“一个政党的存在或出现时，将影响政党竞争的技术，尤其是改变了‘执政取向’政党的竞争方向，使其向左转、向右转或同时左右转，由向心的竞争变成离心的竞争，都有资格称之为‘相关性政党。’”（注：同上书，第150页。）他所举的具有勒索潜能的政党的典型例子是意共和法共，这两党参加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为零，但因其地位重要，对政党竞争产生重大影响，因而须被计算在内。总的来看，萨托利认为，“凡既无联合政府潜能，又无勒索潜能的政党，都不予计算。相反地，凡在联合政府的场合有‘执政相关性’，或在反对场合有‘竞争相关性’的政党，都必须列入计算”（注：同上书，第234页。）。

从英国的情况看，在1945—1970年间，英国政党的竞争态势十分简单，保守党和工党中的任一政党所获席位都能达到绝对多数，因而无须谋取其他小党的支持，从政党意愿来看，两党也都愿意单独执政，不愿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因此，其他政党并无执政的可能性。从其他政党的议会实力来看，表11.4显示，作为第三大党的自由党在上述时期，其所获最多席位是在1945年和1966年大选中，得12席，在1951、1955、1959及1970年仅获6席，远远少于保守党和工党。至于其他政党和非党派，其所占有的议席数量也是极少，最多时是在1945年大选时，共赢得22席。很明显，两党之外的其他政党力量非常弱小，它们缺少萨托利所说的联合政府潜能，两大党单独便能组阁，从主观意愿和客观情况来看均不需要小党的支持，小党并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可行的联合伙伴；同时，这些政党又缺少勒索潜能，也即它们的存在对两大党来说没有任何影响，既没影响到两党的竞争态势，也没能影响两党政府的执政取向。当第三党的存在无碍于两个主要政党单独执政时，亦即无须与之联合时，政党制度即是两党制。

再次，两党轮流执掌政权，交替上台，这也是两党制的一个重要特点。表11.2显示，在1945—1970年间，两党交替执政的记录表现良好：工党在1945年和1950年大选获胜，保守党则于1951、1955和1959年大选获胜，其后，工党赢得1964年和1966年大选，保守党则赢得1970年大选。两党交替执政，且执政时间差别很小，工党执政12年，保守党执政13年。此外，从两党的得票率和议席数来看，差别也不大。表11.1显示，在上述8次大选中，保守党和工党的票额差距超过4%的大选仅有三次：1945、1959和1966年大选，席位相差最大的是1945年大选，差180席，最小的是1964年大选，仅差13席，两党席位整体上看差距不大，说明其选举支持力量比较势均力敌。

总的来看，在上述时期，两党制运行平稳，保守党和工党交替轮流执政，组建单一政党政府，其他政党完全被边缘化，无力与两党相抗衡，对英国政治发展影响甚微。两党的选举支持力量比较稳固，选民对政党的认同较高，投票行为稳定，选举易变性较低，选票和议席在两党之间分布较为均衡，两党制的特征十分明显。


第二节　两党制的变迁：一党独大制亦或两个半党制？

1974年2月英国举行大选，这次大选被普遍认为标志着英国政党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之后，英国原有的典型的两党制的特征开始减弱，政党制度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例如，保守党和工党在议会层面和选举层面的霸权地位开始削弱，所得议席数和得票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两党之外的其他政党逐渐崛起，其实力在近期已发展至成为联合政府小伙伴的程度；单一多数党政府不再是常态，一党少数政府和联合政府开始出现。

具体来看，自1974年之后，在议会层面和选举层面，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面临着得票率和议席数日渐下滑的窘境。表11.3显示，自1974年至2010年，英国共举行了10次大选。从议会层面来看，在之前的1945—1970年间，两党所获席位相加都在600席之上，但在1974—2010年间，两党上600席的只有4次，所获席位最高为608席。从选举层面来看，在1945—1970年间，两党最低总得票率为87.5%，最高为96.8%，但在1974—2010年间的10次大选中，两党最高总得票率上80%的只有一次，即在1979年大选，为80.9%，最低则是在2010年大选中，总得票率已下降为65%。显然，两党在议会层面和选举层面的垄断地位已经不如以往稳固，从上述得票率和议席数的变化中即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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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avidButlerandGarethButler,eds.,BritishPoliticalFacts, PalgraveMacmillan,2011,p.269—271。

除了议席数和得票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外，两党还表现出另一个特点，即双方的力量发展不如以往均衡，力量对比的变动幅度增加（注：王燕：《英国的政党制度》，载李金河主编：《当代世界政党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在1945—1970年间，两党实力相差不大，但自1974年以来的10次大选中，两党距离拉大。从议会层面来看，两党所获席位相差超过150席的大选有4次，即1983、1997、2001和2005年大选，其中，在1997年和2001年大选中，两党议席差距分别达到254席和247席之多。从选举层面来看，两党得票率相差超过4%的有7次，其中，差距最大的一次是1983年大选，为14.8%。

两党出现选举力量不平衡的表现不仅反映在选票额和席位的差距明显增加方面，从政党自身纵向比较来看，与1945—1970年间相比，两党的得票率和席位涨落幅度也变大。例如，保守党在1992年大选中赢得41.9%的选票，获336席，但5年之后的1997年大选，保守党得票率锐减至30.7%，席位锐减至165席。两党执政时间也与以往有不同，在1945—1970年间，两党交替执政比较规律，但从1974年以来，两党执政时间延长，例如，保守党从1979年一直执政至1997年，时间长达18年，工党则从1997年又连续执政至2010年，是其自建党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一次。

其次，其他政党的发展削弱了两党在议会领域和选举领域的霸权地位。从政党实力来看，自由党是其他政党中实力最强的党，是英国第三大党，但在1945—1970年间，自由党所获席位最多为12席，最高得票率为11.2%，对英国政治的影响无足轻重。但是，在1974年2月的大选中，自由党异军突起，获得19.3%的得票率和14席。到1983年大选时，自由党和从工党中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党组建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共同推选候选人参与大选，结果，联盟的得票率大增至25.4%，仅比工党少了两个百分点左右。1987年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式合并，组建自由民主党。到2005年大选，自由民主党获62席，是它自战后以来最好的选举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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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avidButlerandGarethButler,eds.,BritishPoliticalFacts, PalgraveMacmillan,2011,pp.267—271

此外，与1945—1970年相比，其他小党和无党派的得票率和席位数也出现明显上升势头。表11.4显示，在1974年2月和10月的两次大选中，小党和无党派分别获得23席和26席。到2005年大选时，小党和无党派获得30席，这是自二战后以来它们获得的最多席位。此外，英国新成立的一些政党如绿党、独立党也逐渐发展起来，这些新成立的政党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选民支持，分散了原属两大党的一些选票，例如，绿党因其政治立场与工党相近而分散了工党的选票，独立党则在欧洲议题上吸引了部分保守党支持者的支持，它们中的一些政党已经进入议会，拥有自己的议席。在2005年大选中，除了工党和保守党之外，包括自由党在内的其他政党总共赢得92席，在2010年大选中，其席位也达85席。总的来看，与1945—1970年间相比，其他政党的势力上升明显，从而削弱了两党的绝对主导地位。

不过，从得票率和席位数的对比来看，自由党和其他小党的得票率上升得很快，但是，由于英国所采纳的选举制度会出现得票率和席位数不成正比的情况，因此，自由党和其他小党的得票率的增加幅度并没有相应的在席位上得到反映。所以，这些政党在选举层面已动摇了两党体制，但在议会层面，对两党制的撼动则不如前者，不过，即使如此，议会中的两党体系也面临挑战。

再次，政府不再都是单一多数党政府，单一少数党政府和联合政府开始出现。与1970年之前不同，在之后的1974—2010年间，英国多次出现了单一少数党政府，且出现了二战后惟一的联合政府。首先来看单一少数党政府的情况。表11.5显示，在1974年3月至1976年3月、1976年3月至1979年5月以及1990年11月至1997年5月间，英国出现了单一少数党政府。单一少数党政府形成的情况有两种（注：王燕：《英国的政党制度》，载李金河主编：《当代世界政党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一是政党在大选中未能获得过半数的席位，例如，在1974年2月的大选中，工党获得301席，保守党获得297席，其他政党及无党派共获得37席，工党没有得到过半数的席位，因此组建了战后第一届少数党政府。不过，因占有议席不足半数，工党在议会中的行动受到牵制，很多议案的讨论及通过都较为困难，因此，工党被迫于同年10月又举行了一次大选，结果获得些微过半的319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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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PaulWebb,TheModernBritishPartySystem ,London:Sage PublicationsLtd,2000,p.8。

另一种少数党政府的形成情况是，政党曾在大选中获得多数席位，组建了多数党政府，但因在执政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补缺选举中出现失利、本党议员发生反叛等，造成政党原本是议会多数党，后变成少数党。例如，在1974年10月的大选中，工党在获得319席后组建多数党政府，但在其后，工党在议会补缺选举中先后输掉伍尔维奇西区、史塔夫克、艾士菲、伊弗得等选区的选举，到1976年11月再次沦为少数党政府，这使工党政府在议会中的行动严重受限。类似这种在执政过程中因补缺选举失败或本党议员反叛等原因失去多数席位的情况，还有1990—1997年间执政的保守党约翰·梅杰政府。少数党政府的出现无疑表明，工党和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已不如以往稳固，两党在英国政坛的绝对统治地位受到削弱。

上述简要分析了自1974年以来英国两党制发生的主要变化。从中可明显发现，工党和保守党的执政大党地位变得脆弱，第三党的崛起和其他小党的发展分散了两大党的支持率和议席数，这使得1945—1970年间稳定运转的典型的两党制受到威胁，英国政党制度出现向其他类型的政党制度发展的迹象，其中一种可能的制度类型是一党独大制，另一种可能的制度类型则是两个半党制。

观察1974—2010年间的英国政党制度，可发现两党制曾出现过向一党独大制发展的势头。一党独大制是乔万尼·萨托利提出的一种政党制度类型，在他看来，如果某一政党的选民相当稳定，政党所得议席已明显超过绝对多数门槛，且其所得与第二大党的议席差距又很大，那么，此党连续赢得三届绝对多数议席的大选，政党制度即可被认为是一党独大制。（注：乔万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制度》，雷飞龙译，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一党独大制最主要的特点是，某一政党在多次选举后依然垄断性的长期执政。不过，因在一党独大制下，存在着很多政党，它们之间展开合法的竞争，因此，若独大型的政党因各种原因在选举中失利，它不再能一党独大，政党制度类型随即就会发生变化，或演变为两党制，或演变为各种类型的多党制。一党独大制比较脆弱，它的进入率和淘汰率都很高。

具体来看两党制，两党制是一种很容易向一党独大制演变的政党制度类型，只要两大党中的任一政党能设法长期垄断政权，两党制就有演变成一党独大制的倾向，但同时，两党制也很容易回稳，一旦政权出现更替，一党独大的发展趋势就会消退，两党制即回归。有关英国从两党制向一党独大制演变的讨论主要发生在1992年之后，是年，保守党赢得大选，这是该党自1979年以来连续第四次大选获胜，且均以绝对多数席位组建单一多数党政府。因此，1992年之后，面对保守党长期垄断政权，有关两党制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声音开始出现，有观点认为，如果保守党再赢得一次大选，那把英国看作是两党制已不恰当。

结果，在接下来的一次大选即1997年大选中，保守党未能取得五连胜，工党取而代之，保守党一党独大的发展态势得以逆转。不过，自1997年工党执政后，同样的模式出现了，工党先后赢得2001年和2005年大选，所组建的三届政府均是一党多数政府，且所获议席数远高于第二大党保守党。工党长时间执政同样引发了有关英国政党制度可能会发生变化的讨论，不过，同样，在接下来的2010年大选中工党未能取胜，一党独大的发展势头随之消失。针对1974—2010年间英国出现的一党执政期延长、政权更迭时间长的特点，有研究者将之称为“交替的独大制”。（注：Alistair Clark，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K，Palgrave Macmillan，2012，p.11.）

对于工党和保守党出现的上述两次长时间执政的情况，有分析认为这与选举变换性的增加有关。（注：Ibid.，p.12.）所谓选举变换，是指“选票在两种选择之间的变动，或者从一个党转向另一个党，或者从投票变为弃权，反之亦然。”（注：戴维·米勒（英文版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邓正来（中译本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页。）根据广泛运用的佩德森（Pedersen）指数，有研究者计算出自1950年以来英国的选举变换情况，见表11.6。与之前的时期相比，英国在1974—2010年间的选举变换性在增加，选民在政党选择问题上发生大的方向性转向的程度上升；不过，表中数据也显示，在大转向发生之后，。

[image: ]


资料来源:AlistairClark,PoliticalPartiesintheUK ,PalgraveMacmillan, 2012,p.11。

观察表11.6可发现，自1950年以来，选举变换性最高的大选是1974年2月、1983年和1997年大选，接下来的若干次大选的选举变动则很小，换句话说，虽然自1974年以来的选举变动性比以往增加，但大变之后的稳定期持续的时间较长，英国选民似乎在一旦发生大的政治转向后，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政治态度会保持稳定。这一特点导致政党在获得压倒性胜利或崩塌性惨败之后，不会在紧接着的大选中就遭遇相反的选举结果，典型如1997年大选，工党在此次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其得票率和议席数随着大选次数的增加而逐渐递减，直至2010年丧失政权。大胜之后的失败是一个渐进过程，大败之后的恢复元气和翻身也是一个渐进过程，英国选民展现出的这种选举变换性的特点是工党和保守党执政期延长的原因之一。

除了曾经出现向一党独大制发展的势头之外，英国两党制在上述时期还呈现出另一种趋势，即向着两个半党制的方向发展。两个半党制是法国学者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提出的，他认为，如果政党制度内除了两大党之外，还有一个虽然较小、但具有执政潜力而且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的党，那么，这一政党制度可称为两个半党制。（注：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陈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英国由典型的两党制出现向“两个半党制”演变的迹象，起因于第三大党自由党实力的崛起。从表11.4中可清楚地看到，自1974年以来，自由党的力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从选举层面来看，自由党的得票率已经逐渐接近工党和保守党，更重要的是，它已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政党，从它在选举竞争中提出议员候选人的选区数量，即可发现这一点。在1945—1970年间，在全国600多个选区中，自由党所提出的议员候选人至多涵盖475个选区，最少时仅在109个选区提出人选参与竞争（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267.），但自1974年之后，自由党提出的议员候选人的选区范围逐渐扩大，已与工党和保守党相差无几，它在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势力范围遍及全国的政党。如果不是受到英国选举制的限制，自由党不仅在选举层面、而且在议会层面已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党。

自由党地位的上升除了表现为选票额、席位数的增加以及参选选区扩大之外，另一重要表现是，它逐渐开始具备“联合政府潜能”。它在20世纪70年代曾有过一次非正式的执政经历，当时，它与工党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尽管自由党人没有正式进入政府，担任政府职位，但在议会层面，两党结成盟友，就执政事宜展开协商，这一经历为日后自由党进入政府积累了经验。对这段历史，可做一回溯。

1974年10月大选后，工党组建多数党政府，但之后因补缺选举失败等原因，在1976年由多数党沦为少数党。少数党政府的地位使工党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在议会表决中仅依靠本党议员支持已不足以获得议案通过，更糟糕的是，工党此时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左右两翼在组织领域争权夺利，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话语权，议员出现反叛的情况加剧，尤其是议会中的左派论坛派，此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组织领域均与右派展开争夺，其成员投票反对本党政府或投票弃权的行为使工党政府屡次在议会表决中失利，工党政府十分脆弱，在议会中的行动极受束缚。时值詹姆斯·卡拉汉当政时期，鉴于工党治理英国的执政模式在实践中遭遇困难，英国经济出现问题，工党又内斗激烈，保守党趁此良机对工党政府提起不信任投票，若政府未能通过，则须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由此，工党的执政地位已岌岌可危，因而工党决意谋取自由党对少数党政府的支持，共渡经济和政治难关。

为此，卡拉汉与时任自由党领袖的戴维·斯蒂尔（David Steel）展开协商，希望自由党能在不信任投票中支持工党政府，但斯蒂尔回应称，自由党对于两党私下商谈如何做秘密安排以阻止工党在不信任投票中失利之事不感兴趣，如工党想谋取自由党支持，须与自由党签订一个联合协定，且将之公之于众，协定中须有工党政府将与自由党协商政府施政纲领事宜，对于自由党所关注的欧洲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下放权力以及收入和税收政策，工党也须将之纳入考量范围。

工党决意与之结盟，两党遂于1977年3月签订了自由党—工党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将工党和自由党之间的例行联系予以制度化，包括设置一个定期集会的机构咨询委员会；由下院领导人福德出任咨询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将在内阁政策和其他议题送交国会前进行检测，并审查自由党的政策提案；工党的财政部长和自由党经济发言人在协定中止前必须进行会面，以确定双方以价格与收入政策为基础的经济策略，同时在减少个人税收上两党谋取共识；工党其他的内阁部长和适当的自由党发言人之间应定期举行协商会议，首相与自由党领袖之间有必要会面；两党就自由党所强调的欧洲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以及下放权力议题进行磋商；双方同意协议应公之于众。（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05—211页。）这样，自由党不进入到政府之中，但有权与工党政府就执政政策等事宜展开协商，自由党议员在议会表决中支持工党政府。

对于卡拉汉与自由党签订协定一事，工党党内有48名左翼议员起而反对，表示并没有必要执行该协定，另有4名内阁阁员也持反对态度，在卡拉汉一再保证该协定不会有损于党内团结，4名阁员才同意继续留任。（注：同上书，第206页。）协定最终以20∶4的比例在工党内阁中获得通过，（注：Lucinda Maer，“Hung Parliaments”，http：//www.parliament.uk/Templates/BriefingPapers/Pages/BPPdfDownload.aspx？bp id=SN 04951.）因该协定的签署，在保守党发动的不信任投票中，工党获得自由党所有13名议员的支持，另有3名北爱尔兰统一党议员弃权，最终工党以322票对298票通过了不信任投票案。（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06页。）不过，协定签订后，工党并未平息党内纷争，内斗继续，但自由党在表决中对工党政府提供了支持，帮助了少数党政府的运转。

自由党—工党协定的签订对自由党的意义相对来说更为重大。对于签署协定一事，自由党的多数议员表示同意，少数议员持反对意见，但对于签署的条件，自由党声称欧洲议会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是两党结盟的先决条件，但这一要求在工党内却引发争议，因比例代表制无疑有利于自由党这类的小党，而对工党和保守党这类大党却不利，若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采用比例代表制，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对英国大选所采用的相对多数选举制产生冲击，后者对两大党来说更加有利。为此，卡拉汉表示将会考虑自由党的意见，但对于是否采纳比例代表制未做承诺。在此情况下，自由党与工党签署了协定，党内少数反对派服从了多数派意见。

自由党之所以与工党签署协定，与自由党对本党政治前途的考虑有密切关系。作为一个长期在野的小党，自由党展示于众的并不是一种大党形象，也十分缺少执政经验，而与工党政府进行非正式的执政合作，既有利于塑造政党形象，又有利于积累经验。作为自由党领袖的斯蒂尔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通过联盟来积累执政经验，为自由党成长为一个执政大党奠定基础，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在1975年出任自由党领袖时，斯蒂尔就曾表示：“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积极推进联合内阁的部署。无论我们能够得到的大众支持有多小，我们必须倾全力打击其它希望独占权力的政党。”（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11页。）他的政治顾问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在评价斯蒂尔与工党结盟时也曾说：“对斯蒂尔来说，主要的价值不在于协商的条件，而在于协商本身。在斯蒂尔看来，协定的价值与成功在于……协商能使边缘政党成为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一环、更具统治性……（对他来说），既能参与执政，又不用强使他那不愿意组成正式联合内阁的政党投入其中，似乎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协议了。”（注：同上书，第210页。）

自由党—工党的结盟一方面使工党借助于自由党的支持，维持了少数党政府的存在和运转，另一方面，工党与自由党定期就执政事宜进行磋商，也创造了自由党涉足政府日常运作的形象，提升了自由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过，在两党的合作关系中，自由党显然是属于弱势的一方，而且，两党联盟的时间十分短暂，且停留在议会层面，仅是议会联盟而非执政联盟，自由党尚未有党员进入政府内阁，因此，它未能对工党政府的施政产生多大影响。到1978年7月，两党中止了协定，其原因是因工党决定在1978年秋天举行大选，据“多纳夫回忆道：‘1978年夏天，卡拉汉建议中断协定，因为我们可能会在秋天举办大选，且他以父亲般的姿态再次对斯蒂尔说，你不能跟着我们投入选战，你必须要有独立的选举位置，所以你必须在选举之前脱离协定。’”（注：同上书，第215页。）自由党和工党在议会层面的合作虽然于1978年中止，但是，这一事件本身已突显出大党地位的衰落以及自由党地位的上升，自由党开始展现出具有执政可能性的“相关性政党”的形象。

此后，伴随自由党力量的发展，它与政党制度越来越具有相关性，越来越接近政治学家所说的“半个党”。“半个党”的概念表示，此党已进入政党制度内，但与另两大党相比，它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半个党”表明了此党在力量方面的不足，却未能显示出它与另两大党在力量方面存在的确切差距。对此，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个计算公式，通过计算政党制度内有效政党的数目，既可以确切地显示出一个政党制度内有多少个政党，又可以显示各党之间相对力量的大小，尤其显示出一些小党对政党制度的相关程度如何。该计算公式是马尔库·拉克索和索因·塔格佩拉（Markku Laakso and Rein Taagepera）提出的，目前在政治学界被广泛使用，根据计算公式，当依据第三党的相对力量而计算出政党制度中有效政党数目为2.6个时，那政党制度即可被称为两个半党制。（注：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陈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8页。）

表11.6列出了在1950—2010年间，在选举层面和议会层面英国的有效政党数目，因政党制度依议会层面的政党力量来衡量，而非依选举层面的政党所获选票来衡量，因此，只有议会层面的有效政党数目才最终与政党制度相关。自由党被认为逐渐接近“半个党”，从前文表格中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到它在选票和席位方面的增长，从表11.6所列出的有效政党数目中，可以更加直观地观察到自由党和其他两大政党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检视表11.6，可发现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无论在选举层面，还是在议会层面，英国的有效政党数目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第二，在议会层面的有效政党数目已增至接近两个半党制的地步。从表中可明显看到，在1974年之前，英国在议会层面的有效政党数目最高为2.08，最低为1.99，这属于非常典型的两党制。但是，自1974年之后，议会层面的有效政党数目开始增加，例如，在1974年2月和10月的两次大选后，议会层面的有效政党数目增至2.25，显然，这表明第三党的力量在崛起，在冲击着两党制，典型的两党制开始出现变化。到2010年，议会层面的有效政党数目增至2.57，两党制呈现出向两个半党制方向演变的趋势。第三，选举层面的有效政党数目总是高于议会层面的有效政党数目，实际上，与议会层面的变化相比，选举层面的变化更加明显，早在1974年，选举层面的有效政党数目就已增至3.13，表明选举竞争领域早已是三大党在争夺。议会层面和选举层面的有效政党数目不一致，是因英国实行的相对多数选举制对小党不利、小党所获选票普遍与席位不成正比之故。

由上观之，包括议席、选票及有效政党数目等各种数据均已显示，自1974年以来，伴随自由党力量的扩张以及其他小党势力的发展，英国政党竞争的格局逐渐碎片化。到2010年大选时，在保守党和工党均未能获得下院多数席位的形势下，保守党与自由党（时已称自民党）结成正式联盟，英国出现了战后以来的第一个联合政府，自民党成为执政成员，其政治地位大大提升，两个半党制的发展态势浮出水面。这是英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现的第一个联合政府，其运转情况如何引发外界十分的关注。有鉴于联合政府的运转直接影响未来政党竞争格局，进而影响政党制度，因而很有必要对之做一番考察。

联合政府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组建的政府。因大多数西方国家属于多党制类型，因此，联合政府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政府形式。联合政府包括以下三种类型：一是最小获胜联合政府，也即政府中政党的数量恰好能确保在议会中占据多数，任何联盟伙伴的退出都将会导致政府丧失议会多数。二是超大型联合政府，也即政府包含比形成议会多数更多的政党，因此，有的联盟伙伴的退出不会导致政府失去议会多数。三是少数派政府，是指联合政府中所包含的政党数量未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

一般而言，与单一多数党政府相比，联合政府不如前者稳定，有研究者对48个民主国家在50年间的政府所做的研究发现，在包括联合政府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政府中，单一多数党政府持续时间最长，其次是最小获胜联合政府，之后依次是单一少数党政府、超大型联合政府、少数联合政府以及过渡时期政府。（注：Akash Paun，United We Stand？Coalition Government in the UK，London：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0，p.16.）

因联合政府是由多党联合组建而成，多党联合执政面临的一大问题即是施政过程中政党很有可能在政策上发生冲突，政策冲突是导致联合政府结束的重要原因。此外，联盟政党间的个人冲突，尤其是各党领袖之间的冲突、定期举行的议会选举、联盟政府被议会中的反对党击败等因素，也会导致联合政府终结。

2010年5月的大选过后，英国组建的联合政府属于最小获胜联合政府。保守党选择与自民党结盟，而未选择单一少数党政府，主要是考虑到这样的政府比较脆弱，在议会中的活动受到其他政党的掣肘，工党、自民党以及其他小党很有可能在选后一段时间联合起来与之对抗，因此，保守党政府很有可能会在几个月后或较短时间内决定再次举行大选，以期获得多数授权。对这一可能的前景，党内虽然有人表示支持，但是，重开选举的结果尚未可知，保守党有可能丢失第一大党的地位，而且，前次大选结束不久，竞选运动使各党精疲力竭，短时间内若再举行一次大选，对各党来说负担过重，舆论对之也会不加赞同，相反，与自民党结成联盟，则能使保守党获得长期稳定的执政期。最终，13年的在野生涯使保守党对执政的渴望压倒了对单一政党政府的追求。

此外，民调显示，公众舆论对联合政府也持支持态度。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大选之前，虽然越来越多的民调显示此次大选很有可能出现一个“悬浮议会”，但此时的公众舆论对联合政府未显现出热情，但在大选结果揭晓后，“悬浮议会”已成定局，联合政府或少数党政府的前景摆在眼前。当舆论回忆起历史上少数党政府曾出现的内斗、不稳定和混乱状态时，联合政府成为受到普遍支持的选择。而且，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英国经济状况不佳，财政赤字严重，舆论也希望能出现一个强大的政府，领导国民渡过难关。有鉴于工党和保守党这两大党之间不可能联合，自民党成为联合政府组建的关键，因此，舆论将目光转向自民党，希望它能承担责任，促成联合政府的成立。无疑，上述公众舆论有利于推动联合政府的出现。

选举结果揭晓后，保守党向自民党提出了两党就未来政府组建问题进行协商谈判的建议，与此同时，工党作为第二大党，也向自民党表达了结盟的意愿（注：若大选过后，未有政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依据以往实践，过渡时期政府拥有优先组阁权，但一般来看，过渡时期政府因作为执政党在大选中败选，丧失政权，可信度降低，再次组阁困难较大。例如，1974年2月大选，保守党爱德华·希思政府败选，丧失政权，但当年未有政党获得绝对多数，希思希望再次组阁，与自由党谈判组建联合政府，另希望与北爱尔兰统一党组建议会联盟，但谈判失败，希思辞职，工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组建了少数党政府。2010年大选后，自民党表达保守党作为第一大党有优先组阁权，工党首相布朗表示尊重自民党与保守党首先谈判组阁，如两党未达成联盟协议，则工党愿与自民党展开谈判。），结果，自民党选择了保守党而放弃了工党。实际上，从政治立场来看，自民党同工党的立场更加接近。2007年曾有关于自民党党员对本党政治立场的态度的民调，结果，73%的党员认为自民党是左翼政党，19%的党员认为政党处于政治中间地带，8%的党员则认为自民党是右翼政党。（注：Nicholas Allen and John Bartle，Britain at the Polls 2010，London：Sage，p.80.）该民调还显示，如果英国出现“悬浮议会”（注：悬浮议会是用以形容任何政党都未能在英国下议院获得多数席位，因而必定会出现少数派政府或联合政府的特定情势，参见戴维·米勒（英文版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邓正来（中译本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页。），58%的自民党党员认为与工党结盟是个好主意，26%的认为是个坏主意，40%的认为与保守党结盟是个好主意，认为这是个坏主意的有44%。（注：Nicholas Allen and John Bartle，Britain at the Polls 2010，London：SAGE，pp.80—81.）显然，自民党对政治立场的自我认知与工党更加接近，有研究者对两党的竞选宣言中的政策主张做了比较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注：Nicholas Allen and John Bartle，Britain at the Polls 2010，London：Sage，pp.155—156.）但是，大选结束后，在工党和保守党均向自民党表示有意与之联合时，自民党选择的却是保守党。

自民党做如此选择，原因是复杂的。从工党方面来看，虽然与自民党意识形态接近是工党的有利因素，但有以下几种不利条件：一是工党领袖戈登·布朗与自民党领袖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之间关系不睦，不利于两党高层谈判；二是工党党内左右两翼对与自民党组建联合政府分歧较大，在与自民党的谈判过程中，党内难以就联合条件达成一致，导致谈判进展不顺；三是工党在大选中丧失执政地位，其失败者的形象不利于争取自民党的支持，而自民党作为一个长期在野的政党，十分渴望执政，它若与工党结盟，两党占有议席数相加也未能达半，由此组建的少数党联合政府必然步履维艰，若遭遇议会不信任投票而未能通过时，则很快会面临一场大选，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不保，这一点是自民党十分重要的考虑。

从保守党方面来看，保守党虽然与自民党意识形态差距较大，但保守党的优势在于：一是领袖卡梅伦与自民党领袖克莱格个人关系融洽，两者相处愉快，而且，卡梅伦在保守党内属于中间派，立场左倾，克莱格则属于自民党内右翼，两位领袖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小于两党之间的差距，这有利于谈判。二是自民党的谈判团队较为团结，遵从领袖的意愿，保守党也基本保持团结，两支谈判团队的关系较为和睦，谈判进展比较顺利，相形之下，工党党内争议不断，派系意见相持不下，谈判团队与自民党团队未能形成友好和谈关系，谈判进展不顺。三是保守党在野多年，全党上下都希望重回执政地位，因此谈判中能灵活把握，有弹性调整和妥协空间。此外，保守党是议会第一大党，自民党与保守党结成联盟，两党席位超过半数几十席，所组建的联合政府较为稳固，长时间执政可期，这对自民党来说很有吸引力。

综合上述考量，虽然自民党议员和党员从情感上倾向于与工党结盟，组建一个中左翼进步联盟，但最后却为之却步，政治和个人等因素交互作用，造就了保守党和自民党的联盟。

两党就组建联合政府所进行的谈判持续了5天，5天即组建一个联合政府，所费时间大大短于很多国家组建联合政府所须花费的时间。从历史上看，英国虽然有快速组建政府的传统，属于世界上政府形成时间非常短暂的国家之一，但此届联合政府组建速度之快还是让国际社会吃惊。英国经济状况的不佳、大众传媒持续报道和关注带来的舆论压力、公众对过渡政府的担忧以及希望尽快结束不确定、转入正轨的期望，再加上自民党采取的利用双轨谈判谋取保守党让步和妥协的技巧，都推动了联合政府的快速形成。

保守党和自民党就组建政府所进行的谈判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政府政策，一是政府职位分配。在政策方面，因在大选之后，面临两大政党的邀约，自民党同时与保守党和工党展开谈判，这种双轨谈判给予自民党很大的机动空间，它利用与工党的谈判获得了向保守党施压的筹码，迫使保守党在一些政策议题上做出让步和妥协。两党谈判后，签署并发布了一个联盟协议，双方对联盟协议的影响相差不大，协议中70%的内容来自保守党的倡议，63%的内容反映了自民党的意见，40%的内容则是两党一致认同的主张。（注：Hussein Kassim，Charles Clarke and Catherine Haddon，The Coalition：Voters，Parties and Institutions，London：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0，p.39.）卡梅伦在谈判中，尽可能将保守党议员的意见反映到联盟政策中，但没有采取一种正式方式获得他们的同意，相形之下，克莱格则将联盟协议提交自民党议会党团正式批准。

因联合政府的组建众目所瞩，正式的联盟协议的签署和公布使得两党的政策主张公开透明，党员和支持者有途径了解各自政党的立场以及联合政府组建的基础，公众也对联盟的发展目标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可以减少外界猜测和由此引发的不稳定。协议即是合同，签署双方都须遵守，且公开发布，因此，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可期，而且，与单一政党政府的首相经常重组内阁相比，联合政府因是两党联合，政府重组须经联合伙伴的同意，难度增加，因而政府重组和调整的频率会相应减少。

此外，在政府职位分配方面，从历史上看，保守党一般比较忍让和克制，通常能给予联盟伙伴以相当数量的重要职位。例如，在二战期间，英国建立以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相的大联合政府，工党和自由党均参与其中，两党在政府中拥有多于其议员比例的部长职位，而且，丘吉尔还把内阁中三大要职中的一职——内政大臣职位给了工党。卡梅伦继承了保守党的传统，在分配内阁23个职位时，自民党获得5个，从比例来看，自民党的议员占联盟议员的16%，但得到了22%的内阁职位（注：Akash Paun，United We Stand？Coalition Government in the UK，London：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0，p.31.），其中4个职位比较重要，自民党领袖克莱格担任副首相，其他3人分别担任商业大臣、能源和气候大臣、财政部首席大臣，另一人担任苏格兰事务大臣，另有10名自民党议员占据了内阁之外的政府部长职位。这样，在总共57名自民党议员中，有15人进入到政府中。（注：Peter Dorey，Mark Garnett and Andrew Denham，From Crisis to Coalition：The Conservative Party（1997—201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189.）

两党联合组阁后，出台了施政纲领，施政纲领中包含31项政策，之前联盟协议的内容被纳入施政纲领之中，但与联盟协议相比，施政纲领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和细化。其中，保守党对纲领的影响较大，纲领中约有75%的内容来自保守党，43%的内容来自自民党。（注：Hussein Kassim，Charles Clarke and Catherine Haddon，The Coalition：Voters，Parties and Institutions，London：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0，p.39.）相对来说，保守党在经济议题上占据主导，自民党则在宪政改革议题上获益。例如，自民党接受了保守党的政策，放弃了要求加入欧元区的主张，同意联合政府在新一届议会的5年任期内不会加入或准备加入欧元区；再如，自民党十分关注选举制度改革，因英国所实行的相对多数选举制对它不利，自民党希望以比例选举制取而代之，以改变自民党的政治地位，保守党同意在是否改变选举制问题上举行全民公决。还有，两党同意本届议会维持5年不变，下一场大选于5年后举行，如若解散本届议会，须获得55%的议员支持，由此保证自民党5年的执政伙伴地位等。（注：“The Coalition：Our Programme for Government”，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977/coalition_programme_for_government.pdf.）

施政纲领是两党议价的结果，过程中有着各种妥协，因是谈判和妥协的产物，且是一揽子谈判和妥协的结果，如若未来发生方向性的改变，需要两党重新达成一致，难度较大，因此，施政纲领较具有稳定性。总的来看，施政纲领指明了联合政府在重要问题上的发展方向，但在涉及具体细节问题上，则未有很细致的阐述，保留了机动和发展的余地，为未来根据环境变化灵活制定政策提供了空间。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因有各种妥协，两党党内对施政纲领均有不满的声音，如保守党内对政党在宪政议题上对自民党的妥协让步有不满，自民党内则在经济和社会议题上有分歧，这些都是潜在可能引发问题的领域。

联合政府由两党组建而成，且保守党和自民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较大，因此，在联合政府的组建和运行过程中，摩擦和冲突必不可少。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摩擦和冲突，两党成立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内阁委员会，称联盟委员会，首相和副首相共同担任委员会主席，并任命委员会成员。委员会成员每周开会，或在需要时开会，其职责是负责处理政府事务以及两党优先关注事项，并负责联盟协议的执行和运转，同时审议来自其他内阁委员会报告中两党存在的意见分歧。较低的或日常的争议由来自两党的4人组成的非正式“联盟运转和战略规划小组”解决。该小组每周开会一次或需要时开会，其职能是审议和解决与联盟协议运作相关的议题以及政府事务的长期战略规划，并在必要时向联盟委员会报告。（注：Timothy Heppell and David Seawright，eds.，Cameron and the Conservatives：The Transition to Coalition Governmen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p.182.）

一般来看，新政府在组建后的第一个议会会期，通常能得到议员的普遍支持，与其他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是政府和议员之间的蜜月期，有关二战后英国新政府运行的调查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注：Timothy Heppell and David Seawright，eds.，Cameron and the Conservatives：The Transition to Coalition Governmen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2，pp.183—184.）英国自二战后所建政府均为单一政党政府，政党在大选中对选民做出政策承诺，获得支持后组建政府，将承诺付诸实施，一般能获得本党议员的支持，即使那些不支持政策承诺的议员，在政府初始运行期间，一般也不会表示异议，议会党团的凝集力较强。另一方面，新政府中包含很多新议员，新当选的议员有一个熟悉和适应过程，且为谋求升迁，他们需要在议会中表现对政党的忠诚和才能，对领导层持较顺从的态度。因此，议会第一会期通常比较平静，又被称为“暴风雨前的平静”。

但是，2010年组建的两党联合政府，在开始运行的第一个议会会期内，却缺少这份平静。不平静缘自两党党内的分裂，换句话说，两党高层之间的合作比较融洽，基本不需要运用冲突解决机制，但在两党党内，各自存在着分裂，两党督导员做了大量工作来确保本党议员遵守政党命令。

有数据显示，从2010年5月新议会开始到2011年夏议会休会时，在议会331次投票中，出现147次联盟议员反对政党命令的情况，其反对政党命令的次数比例为45%，这在战后以来是前所未有的。检视以往每一届新议会第一会期的投票记录（注：英国最长一届议会期为5年，执政党可在这5年间它认为合适之时举行大选。），可发现：在1945、1950、1951和1955年议会的第一会期，政府后座议员反对政党命令的次数比例在5%以下；1959年议会的第一会期，该比例首次上升至超过10%；1964、1966和1970年议会的第一会期，该比例又下降至5%以下；1974年议会的第一会期，该比例上升至超过5%。到1974年10月的议会第一会期，该比例进一步上升至超过10%；1979年议会第一会期，该比例又回落到5%；1983、1987和1992年的议会第一会期，该比例都超过了10%，其中，在1992年还超过了20%；1997年议会的第一会期，该比例又快速下降至5%以下，到2001年和2005年议会的第一会期，该比例持续上升，2001年超过20%，2005年则超过了25%。（注：Hussein Kassim，Charles Clarke and Catherine Haddon，The Coalition：Voters，Parties and Institutions，London：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0，p.45.）

从反对政党命令的议员人数来看，在2010年至2011年间，共有116名联盟议员投票反对过政党命令，其中86名为保守党议员，在86名议员中，超过一半是新议员。从自民党来看，自民党的议员数量较少，但反对政党命令的议员比例较高，在35名后座议员中，有30人反对过政党命令，这意味有86%的后座议员反对过政党命令。（注：Ibid.，p.46.）

上述数据显示，在1945年至2005年间，在议会第一会期执政党议员反对政党命令的次数比例虽然出现过反复，但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最高比例出现在2005年工党执政时期。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当出现政府更迭、新党上台执政时，执政党议员在议会第一会期反对本党政府的次数比例明显要低于同一政党于其后连续执政时的第一会期。但是，到2010年新政府组建后，联盟议员在议会第一会期反对政党命令的次数比例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首先与两党意识形态差距有关。保守党从政治光谱来看属于右翼政党，自民党则是中间偏左政党，这种较大的意识形态差距使得两党之间潜在存在着矛盾。为组建联合政府，两党都做出了妥协，但两党内对政党妥协均有不满，在保守党内，右翼对卡梅伦的左倾表示不满，在自民党内，左翼对克莱格的右倾表示不满，反对联合政府的施政举措，是两党内对政党不满的一大表现。其次，从议员个人利益来看，两党在大选中各自提出了竞选宣言，但为了组建联合政府，两党在签署联盟协议时都做出了妥协，联盟协议与两党各自的大选承诺有不符之处，有的甚至与原来的主张相背离。但是，两党议员是在各自的竞选宣言下参选的，竞选过程中对选民做出过承诺，若不履行诺言，议员下届大选的当选前景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政党的整体选举成绩，因此，一些议员认为政党应对大选承诺而不应对联盟协议负责。再次，保守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在可以组建一党少数政府的情况下决意与自民党结盟，自民党占据了相当数量的政府职位，挤压了保守党议员的升迁空间，导致一些保守党议员特别是资深议员心生不满。

此外，在联合政府运行过程中，两党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起过冲突，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是有关选举制改革问题。2011年联合政府将是否改变英国现行选举制付诸全民公决时，保守党虽然同意举行公决，但对改变选举制持反对态度，在公决过程中，保守党对选民展开动员，要求其投反对票，自民党则对改革持强烈支持态度，两党在公决期间互相攻击，对立严重。全民公决的结果是反对改变现行选举制，使自民党受到沉重打击。改革选举制是关系自民党切身利益的最重大议题，最为党内所关注，保守党作为联合执政伙伴的上述表现使自民党产生强烈不满，领袖克莱格在党内遭受指责，两党之间的信任出现问题，无疑影响了议员对联合政府的支持。

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导致新政府的第一个议会会期出现明显的议员反对政府的情况，不过，值得注意是，在执政第一年间，联合政府并没有因议员反对而在下院投票中失败过一次，这与两党在议会中的力量有关。保守党在议会中占据307席，自民党占据57席，两党席位相加超过其他政党70多席。两党议员投反对票的次数虽然多、频率虽然高，但规模却不大，保守党平均每次有7名议员反对政党命令，因此，这样一个反对规模还不足以使政府在议会投票中失败。两党议员反对规模不大，是因议员反对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根据议题不同而有不同。一半多的情况是保守党议员反对政党命令，四分之一多一点的情况是自民党议员反对政党命令，不到五分之一的情况是两党议员同时反对政党命令，这样，反对票呈现分散的特点，议员投反对票的议题领域主要包括社会议题、宪政议题和欧洲议题，其中，自民党议员的反对票80%多是针对社会政策，保守党议员的反对票60%多是针对宪政问题，20%则是针对欧洲政策。（注：Hussein Kassim，Charles Clarke and Catherine Haddon，The Coalition：Voters，Parties and Institutions，London：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0，p.47.）两党议员很少在同一议题上反对政党命令是联盟多数没有受到威胁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任何联合政府中，联盟各党间出现摩擦和冲突是普遍现象。就英国来看，这一届联合政府是二战后第一届联合政府，且是由保守党和自民党这一对政见相差较大的政党组建而成，是一次崭新的尝试，出现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不过，目前来看，在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中，保守党占据了主导，它控制了联合政府的政策走向。自民党作为联盟小伙伴，自加入联合政府以来，在政府职位上虽然获益，但在政策领域尚未达到预想中的目标，在选举领域，自民党的民意支持率出现下降的趋势，在地方选举中接连丢失席位。两党联合政府未来的发展尚有待于观察，政党间的有效合作需要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从西方各国的经验看，联合政府若得到有效运转，首先必须承认和维持联盟各党的独特身份和价值，各党间结成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一种兼并，此外，在联盟政府运作中，必须发展一套清晰的各党共享的战略；在资源和影响方面各党达成一种为各党所能接受的平衡；政党高层间形成一种紧密的工作联系模式；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和争端解决机制，上述可以说是联合政府健康发展的必备要素。（注：Akash Paun，United We Stand？Coalition Government in the UK，London：Institute for Government，2010，p.41.）

总的来看，自民党力量的崛起以及2010年参与执政，无疑对英国的两党制产生冲击，英国政党制度由此展现出偏离两党制运行轨迹的迹象，呈现出向两个半党制发展的趋势。两个半党制的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民党自身力量的发展以及自民党参与其中的联合政府的有效运转和执政成绩，若联合政府运转有效，治理有方，则自民党作为执政一员的地位得以巩固，政党制度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增加，反之，若联合政府困难重重，治理国家无方，自民党的联合伙伴地位堪忧，则联合政府前景黯淡，两党制会趋向稳定。


第十二章　英国政党制度延续与变迁的影响因素

自二战结束以来，英国政党制度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经典的两党制发展时期后，开始展现出变化的迹象，不过，迄今为止，变化是一种有限的变化，且仅是初露端倪，尚处于变化萌芽阶段。推动英国政党制度发生变化的因素复杂，其中，社会变迁是主因，复杂的社会变迁改变了政党的支持基础，各党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直接影响政党竞争格局以及政党制度的发展走向。但是，面对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挑战，两党体系仍未受到根本撼动，则与选举制的大力支撑有密切关系。本章主要从上述两种因素着手，分析其在两党制存续过程中各自产生的影响。


第一节　社会因素：政党认同的衰落

社会变迁对政党及政党制度影响深远。伴随社会变迁，支持政党制度存在的环境发生变化，政党制度内的政党因环境变化，其支持基础也随之变化。有的政党在社会变迁面前依然能维持着力量，有的政党的支持基础则出现萎缩，政党实力下降，其在政党制度内的地位随之衰落，甚至被淘汰出局；另有新的政党建立起来，它们在新的环境下逐渐发展壮大，走进政坛，取代衰落的政党，成为政党制度内新的一份子。这种政党兴衰、新老交替，无疑影响着原有政党制度的稳定运行。

对于战后英国社会的变迁，可从两种维度观察：一是社会结构，一是社会价值。社会结构是根据社会的阶级、宗教、种族、年龄、性别等状况所进行的一种划分。就英国来看，自20世纪以来，尽管国内也有民族、宗教等问题，但社会划分主要依据阶级/经济维度，阶级/经济分野是英国社会最重要的分野。两大政党工党和保守党是阶级特性比较鲜明的左右两翼政党，分别代表社会上层和劳工阶层的利益，英国民众也普遍具有阶级分属意识，对两党认同度高，投票行为变动幅度小，阶级与政党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结盟关系。直至20世纪70年代左右，“两个阶级、两个政党”一直是英国政治的主要特点，两大党在各自的政策议程中代表着各自阶级的利益，两党制在这种社会分野中保持稳定的运行。（注：决定政党体制的不是社会分层的初始状况，而是在社会分层出现后社会整合的情况，包括各种不同利益的冲突程度、不同政党整合社会的有效度等。参见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134页。）

但是，伴随二战后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发展以及社会的前行，西方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普遍发生变化。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M.Lipset）曾观察到：“工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倾向——在工业生产组织中不断扩大劳动力的投入、工厂和大农场的增加等——已经衰落甚至终止了。服务性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要比生产性产业快得多。体力劳动者的比例（以及在某些国家的绝对数）正在下降，白领、技术、专业和服务业取向正迅速扩大。现在的阶级结构不再是一座金字塔，倒像一颗钻石，两头小中间大，这种经济需要高水平的教育，因而学生增加了好几倍。教育、科学和智力活动变得更加重要了。”（注：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林恒增、孙哲、侯力强、张同俊译，竺乾威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页。）有鉴于上述发展，许多研究者认为西方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社会。

伴随经济的发展，传统大规模生产的制造业部门逐渐萎缩，“那种以工厂为基础的庞大的工人阶级不再是必要的了，‘福特式生产时代的工人’，其在欧洲的显著地位经常被社会主义传统视为当然；而现在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变得不太重要了。在欧洲，资本主义需要的是数量少、高工资、高弹性、熟练的工人阶级。这些熟练的工人现在已是相对富裕的群体，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贵族’，非常稳固地融入市场经济中，共同分享着消费资本主义的富足，他们需要的是类似于19世纪手工行会的组织，而不是需要后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化的工会来保护自己。”（注：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51页。）上述变化不仅使得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规模上不断缩减，而且也使得工人阶级变得越来越分散，“工人阶级在数量和构成上的变化，是现代资本主义之‘福特式’发展阶段——标准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走向终结的一个重要特征。”（注：同上书，第751页。）

与制造业的衰落相比，以信息和服务业为支柱的第三产业逐渐扩展，英国的就业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体力劳动者和非熟练工人人数缩减，非体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人数增加，中间阶层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所有政党都提出了挑战，尤其对以工人阶级为支持基础的工党而言，其面临的挑战更大。以钢铁工业为例，在1973年，英国钢铁工业工人人数为139601人，但到1990年，则锐减至32799人。（注：同上书，第749页。）另外，保守党撒切尔政府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执政期间对工会采取打压政策，并对公有部门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导致曾是工会运动发展最为成熟、也是拥有最高重工业密度的英国北部工业区在规模和人力方面大受削减，工会会员人数急剧下降。工会和工人群体是工党稳定强大的支持基础，其力量的萎缩和分散无疑削弱了工党的支持基础。

除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之外，对政党带来挑战的另一变化是社会价值的变化。西方社会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后，伴随知识进步和科技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研究者认为已步入后工业社会。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出现了很多以往没有的新现象，新的政治思想、政治议题和社会运动纷纷崭露头角，这些新变化来自新兴的后工业社会阶层，包括大学、科技和知识界以及公共部门，这些阶层展现出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被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这种价值追求的是建立“一种更人道、更纯洁、更有文化的社会，一种更加自由的私人生活以及追求政治活动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种向往正好与工业社会的传统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相矛盾，后者关心的是物质需要的满足，即生存与安全需要。”（注：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林恒增、孙哲、侯力强、张同俊译，竺乾威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页。）

新社会价值的出现和影响扩展使西方社会的政治关注点呈现多维视角。工业社会的老政治是唯物主义的，它关注的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斗争，还有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宗教、种族和地区冲突。后工业社会的新政治则关注非经济的问题或社会问题——一个清洁的环境；一种良好的文化；对妇女和少数民族一视同仁；提高教育质量；更为合作的国际关系；进一步的民主化；更为宽容的道德规范，特别是有关家庭问题和性问题的道德。关注后唯物主义或社会问题的改革分子主要不是来自工人和社会底层，而是来自各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钱人、大学生、大学教员、新闻记者、专家和公务员。新左派、新政治派、绿党都从这些基层中获得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大部分工人仍只关心物质问题，他们教育水平低、不开化、不富裕、缺乏保障，因而其社会观点或道德观点也就更传统、更保守。（注：同上书，第274—275页。）

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价值的变化使得英国政党与阶级之间传统形成的结盟关系变得脆弱，阶级投票模式开始衰退，选民对政党的认同逐渐发生变化。以往，英国社会的阶级投票模式比较稳定，如表12.1—12.4所示，在1945至1966年间，英国中上阶层、中间阶层、工人阶级、贫困阶层各自的政党认同和投票取向十分清晰。中上阶层压倒多数的支持右翼保守党，中间阶层对保守党也是大比例的支持，相形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则是大幅支持左翼工党，至于自由党，其在所有四个阶层中所得支持率整体来看比较低，不过，有的时期会超过工党，比如，在中上阶层的投票中，由此也可说明它是一个处于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一个政党。显然，两大政党与阶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十分明显，选民的政党认同度高，阶级投票模式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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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E.Finer,theChangingBritishPartySystem (1945—1979), Washington,D.C.: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forPublicPolicyResearch, 1980,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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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E.Finer,theChangingBritishPartySystem (1945—1979), Washington,D.C.: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forPublicPolicyResearch, 1980,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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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E.Finer,theChangingBritishPartySystem (1945—1979), Washington,D.C.: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forPublicPolicyResearch, 1980,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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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E.Finer,theChangingBritishPartySystem (1945—1979), Washington,D.C.: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forPublicPolicyResearch, 1980,p.41。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的复杂变化，“两个阶级、两个政党”的旧政治已不能涵盖新政治的内容。阶级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逐渐减弱，选民对政党的认同度下降。政党认同是衡量某一政党支持率的长远倾向的标准，它可被定义为一种心理认同，即对某一政党或其他政党的依恋之情。（注：韦农·波格丹诺（英文版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邓正来（中译本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7页。）政党可依靠选民认同来获得比较稳定的支持。查看表12.5，可发现从1964年至2005年，英国选民对政党的认同度整体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在1964年，仅有5%的选民不认为自己是保守党人、工党人或自由党人等，相反，44%的选民有非常强烈的政党认同感。此后，无政党认同的选民比例缓慢增加，到1997年，无政党认同的选民比例上升至12%，到2001年，该比例继续上升至16%，2005年则为18%。与无政党认同的选民比例缓慢上升相比，有很强烈政党认同的选民比例呈现大幅下降趋势，从最高的1966年的46%，下降到2001年的13%，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2005年，仅有8%的选民很强烈的认同某个党。上述变化表明，政党逐渐不能像过去一样依赖习惯性的忠诚，新一代选民较少党派性，更容易被政治信息左右，政党候选人、政治议题及政绩的短期吸引力对选民的影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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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ohnBartleand Anthony King,Britainatthe Polls 2005, Washington:CQPress,p.58

选民对政党认同度的下降直接影响政党的选举，选举开始出现不稳定，首先表现在两大政党所获选票额和席位数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党和保守党的得票额和席位数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对此，前文表中数据有清晰显示。其次，交叉投票现象增多，投票变动性增加。“有证据表明，自197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选民在地方选举和大选中支持不同的党派。1997年……英国摩里调查公司的调查显示，至少有10%在大选中支持保守党和工党的选民准备在地方选举中投票给自由民主党。投给自由民主党的‘分裂选票’要‘比其在大选时的得票高出7%，而保守党的得票率则下降了4%，工党下降了5%’。尽管在2001年大选中保守党失败惨重，但在同一天举行的地方政府选举中，保守党收获颇丰，最终获得120个席位。”（注：比尔·考克瑟、林顿·罗宾斯、罗伯特·里奇：《当代英国政治》，孔新峰、蒋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交叉投票不仅表现选民在大选与地方选举中分别支持不同的政党，而且，在大选与大选之间，选民转变支持对象的现象也日益增加。

总的来看，社会变迁导致政党与选民传统形成的结盟关系开始变得不稳定，政党传统的支持基础变得脆弱和萎缩，与此同时，新政治议题的出现及其对选民展开的动员使得传统大党的支持基础进一步分散和游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发展和后工业社会阶层的出现，环境保护、教育改革、女性权利、移民与避难者、多元文化、宪政改革、同性恋、动物权利、家庭伦理道德、堕胎、生活方式、城乡紧张、世界和平、反全球化等议题逐渐受到关注，其中很多议题无法被纳入传统的左右政治框架。伴随新议题的出现及其重要性的突显，越来越多拥有单一认同和利益基础的专业团体发展起来，如关注移民、环保、反核、反战及动物保护的组织。随着这些团体逐渐建立起本团体的利益观、价值观与自我认同，它们逐渐取得选民信任，选民对传统社会组织如政党的认同和兴趣开始淡化，对专业团体的关注度和认同感则增强。上述团体为推进自身利益，采取行动影响公共舆论，干预政府决策，其影响力的日渐增强无疑分散了政党原有的支持基础。（注：王燕：《英国的政党制度》，载李金河主编：《当代世界政党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

伴随新议题以及新社会政治组织影响力的渐增，如何迎接它们带来的挑战，保守党和工党内部往往出现分歧，有时还为此出现派别冲突和斗争。除了面对新社会政治组织带来的挑战之外，一些新党的成立及小党的发展，也对两大党的地位造成威胁，如主张环境保护的绿党，主张英国退出欧洲联盟的独立党等，例如，独立党的势力发展得就很快，尤其在欧盟一体化运动遭遇各种不顺之时，独立党在英国选民中的影响力快速上升，它的存在对历来有疑欧倾向的保守党是一个威胁，在英国大选、欧洲议会选举及地方议会选举中，此党均抢夺了保守党的一些席位。还有地区性政党，如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民族党，它们因支持基础集中，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已大大挤压了两大党的政治空间，在全国性大选中其所获席位也在增加。

总的来看，社会变迁的影响是巨大的，两大党垄断地位的削弱、小党和新党的建立和崛起、选举领域发生的各种复杂的变化，都已明显显现出社会变迁的影响力。但是，社会变迁并非一定会不利于两大党自身的发展，也并非一定会导致政党制度发生根本性、实质性的变化，关键在于政党利用这些变化的能力。通过寻找和实施适当的选举战略和制度战略，政党可以做出应对，可以限制社会变迁产生的消极影响，由此得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具体来看保守党和工党，可发现两党在社会变迁面前均展现出较强的调整适应能力，从前文分析中即可明显观察到这一点。自二战后以来，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组织领域以及竞选运动领域适时进行各种调整和变革，使得政党可以摆脱危机，重新回到执政大党的地位。除了自身的调整和变革之外，两党作为执政大党，手中也掌握着各种资源，有条件采取各种战略来遏制第三党的崛起，例如，在国家公共补贴问题上利用执政权力制定向大党倾斜的政策；利用雄厚的资源以有利于政党的方式控制政治议程的设定，控制公共舆论；通过执政时实施的政策调整和改变社会关系结构，强化和扩大本党的选举支持基础等。两党对小党崛起的遏制尤其表现在选举制度改革问题上，英国现有的选举制十分有利于两大党，而不利于其他小党，虽然其他小党呼吁改革选举制已久，但两大党对此问题并不积极，工党态度含糊，保守党则是坚决反对。面对社会变迁以及政党间激烈的竞争，保守党和工党所展现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及联手对其他小党的打压，维持了自身大党地位的存在，成为两党制在英国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节　制度因素：选举制度的影响

自二战后以来，英国政党制度在经历了典型的两党制发展期后，自70年代始出现偏离两党制的势头。不过，整体来看，保守党和工党在议会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虽然得票率攀升，但其议会力量仍无法望两党项背，两党体系尚未被撼动根本，究其根源，与英国所实行的选举制类型有莫大关系。

英国实行的选举制被称为单名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注：除了英国外，该选举制在美国、加拿大及印度等国得以运用，其中有的国家是英国前殖民地。）具体来看，英国将全国划分为若干选区，选区划分遵照两个准则：一是人口，即各选区人口要大体相等；二是行政辖域，即一个选区不跨行政辖域。因选区人口处于变动中，为确保各选区选民数大致相等，英国政府会根据具体情况调整选区边界，具体工作由“议会划界委员会”负责。（注：刘建飞、刘启云、朱艳圣编著：《英国议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自1900年以来，英国最多时有707个选区，即在1918年大选时。从1945年至今，每次大选时选区数均在600个以上，选区最多时是在1997年和2001年大选时，有659个选区，最少时是在1950年和1951年大选时，有选区625个。至2010年大选时，选区由2005年的646个调整为650个。（注：David Butler and Gareth Butler，eds.，British Political Facts，Palgrave Macmillan，2011，pp.264—271.）选区数与下院席位数相对应，每个选区拥有下院一席，因此，在距今最近的2010年大选时的650个选区，对应下院650席。在大选中，每一选区选出一名议员，选民在填写投票单时，只能支持一位参选人，获得选区选民最多投票支持的参选人赢得该选区的席位。因此，此选举制又被称为“第一名过关制”、“胜者通吃制”，也即参选人只要得票第一即可当选，而并不要求其得票必须过半，这意味着得票第二的参选人即使比第一名少一票，也无济于事。从全国范围来看，如政党在所有650个选区中赢得过半数席位，即负责组建政府。

英国实行的单名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被认为有如下优点（注：David M.Farrell，Electoral Systems：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14.）：一是简单性，该选举制十分简单，便于理解和操作，选民在投票站所做的仅是在选票上对其支持的一位参选人做上标记即可，选举结果也容易计算，得票最多者当选。二是政府稳定性，运用该选举制易产生议会多数党，该党组建单一多数党政府，政府运行比较稳定。三是选区代表性，此代表性是指委托—代理概念意义上的代表性，而非缩微概念的代表性，一名议员代表一个选区，对选区的选民来说，选区责任人直接具体，代表性明显。

不过，在被认为具备上述优点的同时，该选举制可能会造成得票和席位不成比例的后果。有研究者总结了运用该选举制可能出现的四种选举结果：（1）政党获得过半数的选票，而得到应得的过半数席次；（2）政党没有得到过半数的选票，却得到制造出来的过半数席次；（3）自然的少数，即没有政党得到过半数的席次或选票；（4）人为的少数，指政党确实获得过半数选票，却没有得到过半数的席次。（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6页。）显然，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与第四种情况下，席位与得票明显不成比例。

对该选举制可能造成选举结果不成比例的情况，可通过具体例子来做一说明。例如，在1992年大选中，英国某选区自民党的候选人拉塞尔·约翰斯顿（Russell Johnston）当选为该选区议员，但他在该选区仅获得26%的选民支持，考虑到还有选民未投票，他所获该选区选民支持率仅为19%。换句话说，在投票的选民中，74%的未支持他，在所有选民中，81%的未表示对他的支持。从具体得票额来看，他仅比最接近他的对手多出458票，但结果，因他得票第一，所以，当选为该选区议员。（注：David M.Farrell，Electoral Systems：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p.16—19.）表12.6显示出自1945年以来如上述未获半数票而当选的下院议员的比例，从表中数据明显可发现，与之前的时期相比，自1970年以来，这种当选议员选票未过半数却当选的现象更加普遍，例如，在1992年大选中，当选议员中近39.6%没有获得所在选区过半数票，在1997大选中，此数字上升至47%。最引人注目的是1974年大选，有64.3%的议员在仅获得所在选区不到一半的投票支持的情况下当选议员，到了2010年大选，这一数字又被超越，未获一半支持而当选议员的人数超过了总议员人数的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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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avidM.Farrell,ElectoralSystems:AComparativeIntroduction, 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1,p.20。

如果从政党整体观察，那在多数选举制下，选票与席位之间扭曲的情况更容易看得清晰。表12.7是有关自二战后以来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三大政党的得票率和在下院所占席位比例的数据。数据清晰显示，在1945年至2010年间的18次大选中，工党和保守党这两大党中未有一党得票率超过半数，但所获席位数除了1974年2月的大选、2010年5月的大选之外，其他16次大选执政党所获席位均超过半数，这符合上述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即政党没有得到过半数的选票，却得到制造出来的过半数席次。显然，这类选举制有利于大党，工党和保守党作为英国实力最强的两个党，在绝大多数选区竞争中，不是工党领先，就是保守党领先，因此，尽管政党票数不高，但转化成席位却很高。

至于在每次大选中政党选票和席位不成比例的程度如何，可从表中比例性偏差一栏的数据中观察。比例性偏差是指政党所获得的议席比例偏离其所赢得的选票比例的程度，其中，加号表明政党所获席位多于所获选票的偏差比例，减号表明政党所获席位少于所获选票的偏差比例。从表12.7中可发现，对保守党和工党而言，绝大多数情况是所获席位比例高于所获选票比例，尤其是当两党胜选时，情况更是如此。与保守党和工党相比，自民党则在上述18次大选中，其所获席位比例无一例外低于所获选票比例，选举制不利于自民党这样的小党，由此可见一斑，对此，可以1983年大选为例做一说明。

1983年大选的例子十分典型。在这次大选中，工党获得27.6%的得票率，是二战后迄今取得的最差选举成绩，自民党的得票率为25.4%，是二战后迄今取得的最好选举成绩，仅比工党少了2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当选票换算成席位时，工党得209席，自民党则仅得23席。工党和保守党这两大党力量强大，在大多数选区不是工党得票第一，就是保守党得票第一，因此，自民党作为第三大党，即使在很多选区得票第二，也无法转换成席位。

显然，在相对多数选举制下，可能出现明显的选票和席位不成比例的情况。有研究者对西欧国家各类选举制所带来的席位和选票之间的比例性偏差问题做过比较研究，偏差度越高，对小党越不利，结果发现，比例偏差度排名前列的是法国、英国和希腊所实行的选举制，英国的选举制度所带来的比例偏差度为11.87，排在第二位，可称的是一种限制性的选举制，不利于小党的发展。（注：Gemma Loomes，Party Strategies in Western Europe：Party Competition and Electoral Outcom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2，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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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avidM.Farrell,ElectoralSystems:AComparativeIntroduction, 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1,p.21

不过，大党有时也会受到选举制的消极影响，以2005年大选为例。在该年大选中，工党以35.2%的得票率，获356席，占据多数下院多数席位，保守党获32.5%的得票率，与工党仅差三个百分点左右，但却仅得198席，两党席位差距悬殊。这表明，工党在相当多的选区得票第一，保守党尽管得票与工党差距不大，但排第二，在第一名过关的选举制度下，保守党的很多选票成为废票，无法转变成相应的席位。两党所出现的席位比例低于选票比例的情况，均是于政党败选时出现，如保守党在1945、1966、1997、2001及2005年，工党在1951、1955及1959年，比例差一栏均是呈现负数。

不过，整体来看，相对多数选举制有利于大党，同时，它还有利于选举支持力量在地域上很集中的政党。因选举制胜者全得的特点，如果政党的支持力量比较集中，那在这些支持者聚集的选区争取得票第一、赢得席位就相对容易，反之，如果支持群体比较分散，那对政党来说就十分不利。例如，工党和保守党实力雄厚，支持力量遍布全国，在全国范围内都很有竞争力，但两党各自也都有基本盘，例如，南英格兰地区传统上是保守党支持力量比较集中的地区，英格兰北部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则是工党力量聚集的地区，两党的安全选区也大多在上述地区，这确保了两党力量的维持。除了两大党外，像苏格兰民族党、威尔士民族党这类民族性和地区性政党，因支持力量十分集中，也能在某些选区赢得席位。

表12.8—12.11显示了在距今最近的2010年大选中，在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四个地区，几个大党的具体得票率、所占席位比例以及得票率与席位之间的比例差情况。在英国下院650席中，英格兰地区所占席位就有533席，占总席位数的82%，比重很大，因此，这一地区是政党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在英格兰的533席中，保守党以39.5%的得票率赢得55.8%的席位，说明其支持基础比较集中，尤其是在南部，南部英格兰是保守党力量的大本营。相形之下，工党则以28.1%的得票率赢得35.9%的席位，北部英格兰属于工党力量比较聚集的地区。对比两大党在英格兰地区的大选表现，可发现保守党胜过一筹，但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则是工党大胜。工党在威尔士以36.2%的得票率获得这一地区65%的席位，保守党得票率虽为26.1%，但却仅占这一地区20%的席位。两党得票率相差10%左右，但所获席位比例相差达45%，显然是因保守党在这一地区的支持基础过于分散之故。

两党在苏格兰的情况也与威尔士相类似。保守党在此地区获得16.7%的得票率，但转换成席位，仅占该地区席位的1.7%，工党获得42.0%的得票率，但转换成席位，则占69.5%的席位。显而易见，保守党在苏格兰的支持力量远不如工党强大和集中。另外，从政党支持力量的聚集情况，也可以一窥政党的政治立场，保守党作为右翼政党，在富裕的英格兰地区所获支持最多，边缘和相对不发达的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则多支持左翼政党工党。

从表12.8—12.11中还可发现第三大党自民党的选举表现。自民党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力量崛起，所提出的议员候选人范围已差不多涵盖全国，但因其支持力量比较分散，在很多选区的竞争中往往排名第二或第三，导致其选票额虽然增加得较快，但转换成席位时，却不能与选票成比例。表12.8—12.11中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在英格兰、苏格兰还是威尔士，自民党的得票率虽然比较可观，但得票率和席位比之间无一例外是负比例差，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尤甚，苏格兰的情况则稍好一些。在相对多数选举制下，若政党整体实力不足以及支持力量分散，赢得席位的难度会大增，自民党的情况便是如此。有研究者对1992年大选做过考察，发现“平均每42356张选票就能让保守党获得一席下院席次，工党则是平均每42875张选一席，但是，自民党却需要304183张才能挣得一个席次。”（注：莫舍·摩尔：《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高千雯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8页。）选举制对自民党这类小党和势力分散的政党的不利由此可见。

值得一提的是，为抵消选举制带来的不利影响，自民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集中力量进攻保守党势力薄弱的选区，因保守党这段时间明显不受选民欢迎，自民党开始侵蚀保守党的空间，锁定目标选区，实行竞选资源倾斜，动员目标选区的选民，培养本党议员候选人和支持其竞选活动的开展。结果，自民党的得票率虽然未发生多少变化，但席位数却出现上升。自民党在某一选区成功的扩展势力往往会带来传染效应，导致临近选区的自民党力量也得到发展壮大。此外，在一些保守党和自民党势均力敌的选区，工党选民实行策略性的投票，支持自民党，打击保守党这一工党最大的竞争对手，也导致自民党势力的扩张以及席位的增加。

此外，表12.8—12.11还显示出，除了三大政党之外其他一些小党的选举表现。在英格兰地区，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基本囊括所有席位，其他小党被排挤在外，但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威尔士民族党和苏格兰民族党已能赢得一定数量的席位，其主要原因即是其支持力量十分集中。至于北爱尔兰地区，因情况复杂，自1974年以来，三大政党的势力基本退出该地区，地方小党垄断着该地区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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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eargal Mcguinness,Richard Cracknell, Martin Daviesand MarkTaylor,“UKElectionStatistics:1918—2012”,http://www.parliament. uk/Templates/BriefingPapers/Pages/BPPdfDownload.aspx? bp-id=rp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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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


资料来源:Feargal Mcguinness,Richard Cracknell, Martin DaviesandMarkTaylor,“UKElectionStatistics:1918—2012”,http://www.parliament. uk/Templates/BriefingPapers/Pages/BPPdfDownload.aspx? bp-id=rp12—43

显然，相对多数选举制所造成的“机械效应”，也即带来不成比例的选举结果，不利于自民党和其他一些小党的发展。在这一制度下，存在着比例性偏差，“第三党成为选举制下的吃亏者，对于一个企图与两个旧政党竞争的新党来说，只要它仍处于弱势地位，选举制就对它不利，形成一个阻碍它成长的屏障，但当它一旦超过了两个旧政党中的一个时，被赶过的旧政党就处于第三党的位置，淘汰的程序就转到它的身上了”（注：莫里斯·迪韦尔热：《政党概论》，雷竞璇译，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04页。）。不过，到目前为止，自民党的势力未发展到足以取代两大党的地步，因此，它仍继续承受着选举制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改革选举制会成为自民党最为关注的议题。

除了机械效应之外，单名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还带来一种“心理效应”，也对诸如自民党之类的第三党十分不利。在此选举制度下，选民只能选择一人，而没有偏好表达的机会，选民明白，如果投票支持第三党，则支持票很有可能变成废票，因此会推动他们转而支持两大党中其中一个他们认为相对能接受的政党。不过，同机械效应一样，一旦第三党的势力超越一个旧政党时，这种心理效应所产生的不利作用便会由被赶超的旧党承受。值得一提的是，“心理效应和机械效应的逆转往往不会同时发生，后者一般先于前者出现，因为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令选民领悟到一个党的没落，然后他们才会将选票转投给另一个党”（注：同上。）。在此时期，伴随选民的选票转换，政党力量对比会发生混乱。例如，在二战之前，工党逐渐崛起，自由党逐渐衰落，传统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两党体系逐渐崩溃，但新的以保守党和工党竞争为内容的两党制的确立经历了一段时期，其间呈现出三党竞争的格局。

总的来看，单名相对多数选举制有利于大党，不利于小党；有利于支持力量集中的党，不利于支持力量分散的党。它发挥着减少政党数目、压抑多党制发展、推动政治两元化发展的作用，英国旧有的两党制的存续以及新的两党制的确立和维系，都有赖于这一制度的大力支持。对于该选举制与两党制的关系，莫里斯·迪韦尔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在一轮投票多数选举制和两党制之间，存在着差不多一致的共通性，即两党制的国家都是多数选举制国家，多数选举制的国家又都是两党制的，例外情形极少，而且，都可以在特殊背景方面找到解释”（注：莫里斯·迪韦尔热：《政党概论》，雷竞璇译，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98页。）。“一轮投票多数选举制有助于促成两党制，在本书所揭示的各原理中，上述这一条无疑最接近一个真正的社会学规律。”（注：同上。）

在维护两党制的稳定方面，英国所实行的选举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它所带来的选票和议席不成比例的结果，导致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对包括自民党在内的一些小党造成损害。2010年大选过后，伴随着一向主张改革选举制的自民党成为联合政府小伙伴，选举制改革遂成为英国国内政治讨论的焦点议题。实际上，这并不是选举制第一次在英国受到广泛关注，英国历史上曾多次就选举制问题出现过热烈讨论的局面，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如下一系列发展推动选举制改革成为讨论的话题。

首先，自民党逐渐崛起，其他小党的力量在不断发展，新党接连成立，政党竞争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相对多数选举制受到关注，其固有的非比例性在大选结果揭晓时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是自民党在1974年2月的大选中的遭遇，将改革选举制又一次提到面前，包括自民党在内的小党呼吁改革，以更能充分反映民意的比例选举制取代之。其次，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面对北爱尔兰地区的紧张局势，为缓和形势，英国政府在该地区除了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之外的所有选举中引入单一可转让投票制，在1979年，又将单一可转让投票制扩展至该地区的欧洲议会议员选举，这些改变产生了无形的影响，使得相对多数选举制出现变化的可能性增加。再次，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欧共体计划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实行统一的选举制，即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结果，在英国下院讨论是否采纳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时，自民党坚决支持，工党内部有分歧，保守党则坚决反对采纳该制度，结果使得英国（除了北爱尔兰之外）成为欧共体成员国中惟一采纳相对多数选举制的国家。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出现是否下放权力，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建立地方议会，其实行新的选举制的讨论，结果，工党政府反对在地方选举中实行比例代表制，全民公决的最后结果也否决了权力下放。（注：David M.Farrell，Electoral Systems：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29.）

在有关选举制改革问题上，一些社会团体和研究性团体也提出建议，例如，汉萨德学会提出可实行混合型选举制，即下院四分之三的席位运用单名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其余席位通过地区名单产生；还有的团体支持单一可转让投票制。（注：Ibid.）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选举制的讨论有些降温，选举改革主要为小党和大党中很小的少数派所关注，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党并不愿更改选举制，它们担心改变选举制会损害其大党地位的稳固以及单一多数党政府的形成。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工党出现变化的迹象，党内有观点提出，工党可考虑与自民党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但是，考虑到自民党对改革选举制的积极支持态度，任何与自民党的联盟都有可能需要在选举改革问题上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工党之所以出现变化的迹象，一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到80年代末，工党已接连丢失三次大选，保守党呈现一党独大的发展趋势，工党开始考虑与实力壮大的自民党结成联盟，联手阻止保守党垄断政坛。另一是出于民主原则精神的推动，伴随自民党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发展，多元化的政治力量呼吁改革，有的呼吁还来自工党内部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左派，“民主原则的精神不愿看自己过去的政敌——比如自由党——受到恶劣的歧视，同时，也对这种绝对排他的统治要求（不管这样的要求是出自保守党还是工党之口）的合法性深表怀疑”（注：佩里·安德森、帕屈克·卡米勒主编：《西方左派图绘》，张亮、吴勇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不过，工党党内虽然有支持改革的声音，但反对改变的力量非常强大，工党曾在1993年拟就了一份报告，称《普兰特报告》，报告中工党的立场是有保留的赞成改革，但始终不愿放弃单一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报告表达了一种愿望，希望能够保障下院的稳定性和政治权威，报告对这样一种情形感到非常担忧：即更多体现比例原则的制度会使过多的新党参与进来——这种情绪无疑也存在于工党内部积极鼓吹改革的那些人中。报告一方面承认新党在现行的英国政体之下很可能被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援引了一种论调，认为‘既然现存的政党运作良好，那些新党就可有可无’，此外，报告还宣称：‘新参政的小党是否能够真正代表民意，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多数当选体制下，各党派都急于把所有的愿望和政治主张纳入自己的价值和政治主张范畴中去。’这种观点的逻辑是小党不应该去寻求自己的使命，而应该打出问题的旗号，等待比他们更强大的、已经存在多年的政治对手来解决，从而体现出民主精神。”（注：同上书，第171页。）

不过，在各种要求改革选举制的各派力量的推动下，工党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97年大选前，工党承诺下放权力，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建立地方议会，并在欧洲议会选举和苏格兰及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引入比例代表制，工党还在大选宣言中承诺对下院选举改革实行全民公决。大选获胜后，工党政府很快通过了成立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立法；在选举改革方面，工党政府在苏格兰议会、威尔士议会、伦敦议会、北爱尔兰议会、伦敦市长选举以及欧洲议会议员等选举中引入各种类型的选举制，包括单一可转让投票制、额外成员选举制、封闭政党名单制度及补充选举制，但是，在下院选举改革方面并没有进展，工党政府曾于1997年建立了一个独立委员会来研究下院选举改革问题，该委员会于次年提出报告，提议运用一种复杂的新的选举制，其实质是混合选举制来取代现行选举制，结果，该报告被工党政府搁置，工党在1997年大选宣言中所承诺的全民公决也没有举行。

在之后的大选中，工党在选举宣言中不再提及对选举制改革进行全民公决，而是提出要重审地区议会和欧洲议会选举所采用的新选举制的实施效果。选举改革议题逐渐从工党政府的政治议程中淡出，直到2010年工党政府的第三届任期快结束之前，面临大选可能失败的前景，为谋取自民党的支持，工党政府首相戈登·布朗才建议举行选举改革的全民公决。结果，2010年大选出现的悬浮议会的选举结果，使选举制度改革议题再次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为争取自民党，保守党和工党都承诺就选举制改革举行公民投票，但保守党明确表态反对改变现行选举制，其领袖戴维·卡梅伦认为该制度可产生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的政府，有利于政治稳定。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则表态称其个人支持改革，但工党则会反对改革。

2011年5月5日，联合政府将是否以可选择性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 System）取代单名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Single Member Plurality System）付诸全民公决，在可选择性投票制下，选民不再如单名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下那样，仅能在选票单上选择一人，而可以对选票单上的候选人进行排序，根据其对候选人偏爱的程度排序1、2、3等。如有参选人获得第一偏好票的绝对多数，则当选，如未有人获得绝对多数，则得第一偏好票最少的参选人被淘汰，那些将他作为第一偏好的人的选票根据其标记的第二偏好、第三偏好等重新分配，如此往复，直至有一名参选人赢得绝对多数票。此制度实质是一种绝对多数选举制，其意在增强议员当选的合法性。

在全民公决中，只要得票率超过一半，即可完成选举制度的改变。结果，有42%的选民参与了投票，也即，在4570万选民中有1920万参与了投票。在投票的选民中，67.9%的反对改变现行选举制，32.1%的则支持改变，其中，在英格兰地区，反对者比例达69.1%，在威尔士地区，反对者比例为65.4%，苏格兰则有63.6%的反对率，北爱尔兰的反对率则是56.3%。（注：Feargal Mcguinness and Jeremy Hardacre，Alternative Vote Referendum 2011：Analysis of Results，www.parliament.uk/briefing papers/RP 11 44.pdf.）公决结果，新选举制未获通过，英国仍是单名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该选举制曾有力支撑了英国两党制的稳定和运转，使得两党制在面对社会复杂的变迁面前仍能存续下来，现选举制未变，则两党在议会中的主导地位很大程度可保持稳固，英国两党制的发展前景仍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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